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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马克思与海德格尔


吴晓明

【摘要】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蔽而不明的。无论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早期领袖都严重地误解了这一基础，并使之局限于现代形而上学的总体框架之中。为了从这种粗疏混乱中摆脱出来，

有必要思及马克思在同一方向上 （亦即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上）有决定性开展的 “同时代人”，而这样的同

时代人将特别包括海德格尔。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性在于 “意识”的存在特性，这种存在特性是通过主体性被规定

的，从而现代形而上学作为 “我思”哲学或主体性哲学是以意识的内在性 （Ｉｍｍａｎｅｎｚ）来作为基本建制的。因此，对
于意识或一般主体之内在性所持的本体论立场，便成为决定某种哲学是否从属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尺度。在这一主

题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积极 “对话”，将开启出一个从根本上超越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视域，而马克思哲学的本

体论基础只有通过这样的视域才能得到真正深入的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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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哲学中作为基础和本质的东西———它
往往被称为 “新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基础或本体

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或存在论）基础———似乎至今仍
在很大程度上是蔽而不明的。当第二国际的理论

家 （特别是所谓 “梅林 －普列汉诺夫正统”）只
是依照一种实质上是前康德的 “实体”尺度来阐

述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时，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早期领袖 （首先是卢卡奇）却开展出一种

“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①，以便将 “自

我意识”的主体性灌注到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

础之中。无论是上述哪种阐释方式 （也包括形式

各异的折衷调和以及自身还完全不清晰的混淆观

点），总已先行将马克思哲学中作为基础和本质

的东西完全锁闭在现代形而上学的总体框架中

了。这样一种几乎可以被看成是马克思学说之

“命运”的情形，主要是由于现代性在其特定阶

段上的绝对权力造成的：汪洋大海般的意识形态

统制总是力图将马克思学说的意义阐释强行纳入

到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之中。为了从这种情

形中摆脱出来，我们有必要忆及与马克思在同一

方向———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上有

决定性开展的 “同时代人”，而这样的同时代人

将特别包括海德格尔。虽说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

诸多面相上有重大差别，但他们的学说在对现代

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方面，却在原则高度上深

思着 “同一个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指望两

者之间的积极 “对话”能够开启出一个从根本上

超越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视域，而马克思哲学

中作为基础和本质的东西只有通过这样的视域开

始显现出来时，才有可能得到真正深入的阐明。

一

伽达默尔在 《２０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
极为简要地概括了海德格尔在哲学上的主要工作

和根本贡献———对 “意识”所预设的 “存在”

开展出一种决定性的本体论批判。“他以下面的

断言为他对意识所作的本体论批判找到了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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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政治哲学发展趋势”（１２＆ＺＤ１０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项目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研究”（１０ＪＪＤ７１０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晓明，（上海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①　参看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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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此在是 ‘在世之在’。自那时以后，许多人都

开始认为追问主体如何达到对所谓 ‘外部世界’

的知识是荒谬的、陈腐透顶的。海德格尔把坚持

提出这类问题的现象称为真正的哲学 ‘丑

闻’。”① 如果说 “此在在世”早已在１９２７年的
《存在与时间》中得到过重要表述，那么直到

１９７３年海德格尔在晚期讨论班中仍然继续申说
如下主题：识－在 （即 “意识”的拆写形式 Ｂｅ
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与此在 （“此在”的拆写形式 Ｄａ
ｓｅｉｎ）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在这里， “意识”之
所以要被拆写为 “识 －在”，正是试图从本体论
上考察其 “存在”特性；而意识的存在特性，在

现代形而上学中是通过 “主体性”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ａ
ｅｔ）被规定的。“但是这个主体性并未就其存在
得到询问；自笛卡尔以来，它就是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ｕｍ
ｉｎｃｏｎｃｕｓｓｕｍ（禁地）。总之，源于笛卡尔的近代
思想因而将主体性变成了一种障碍，它阻挠 ［人

们］把对存在的追问引向正途。”② 此间所说的

障碍，倒并不在于它是一种外部的禁令，而毋宁

说是一种先行已被预设的理所当然的东西，一种

经由清楚明白的观念确证自身的东西。“我思故

我在”这个命题，如果像黑格尔所指证的那样并

不包含真正的推理③，那么它显然已将主体的存

在特性预先设定在作为主体的 “我思”或 “意

识”之中了。无论如何，在现代形而上学以之作

为前提且又反过来由之获得规定的视域中，有什

么比意识作为主体之存在、外部世界作为客体之

存在，而认识乃是主体到达客体并返回自身这一

点更加清楚明白、更加不待追问的呢？

然而在黑格尔使现代形而上学最终达于完成

而思辨体系开始瓦解之际，对于主体之存在特性

的本体论追问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首先发难的

是费尔巴哈，而初始被追究的问题焦点集中于思

辨哲学的绝对者－上帝。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声称，
费尔巴哈 “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而他的第一项

伟大功绩即在于：“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

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

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

样应当受到谴责。”④ 对于现代形而上学来说，

绝对者 －上帝的真正重要性在于：作为绝对实
体，它是唯一使得作为意识或思维的主体得以触

动并通达外部世界的本体论根据。我们知道，当

笛卡尔设定了 “思维”和 “广延”这两种截然

不同的实体之后，这两者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就成

为巨大的困难和无法逾越的障碍了。因为实体，

作为依自身而存在的存在者，是一个纯全封闭的

区域。就像我的思维不可能推动面前这张有广延

的桌子一样，这思维同样不可能———除非借助于

真正的奇迹———驱动我有广延的身体并与之协调

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笛卡尔不得不设定第三个

实体，即 “神”，并且唯通过真正的 “神助”，

使思维通达于广延成为可能，使经由这种通达而

建立起认识或知识成为可能。至于斯宾诺莎，则

直截了当地取消了思维和广延的实体地位，宣布

了唯一真正依自身而存在的存在者乃是绝对者，

即名之为 “上帝”或 “自然”的实体———思维

或广延不过是这唯一实体 （无尽名）的两种属性

（二名）罢了。大体说来，就与绝对者的关涉而

言，整个现代形而上学是在这样一个基础框架中

活动的，此种情形到处可以见到，而在现代形而

上学的完成形式即黑格尔哲学中则尤为清晰地表

现出来。⑤ 因此，绝对者 －上帝在现代形而上学
中的本体论地位是至关紧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性

命攸关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据我看来，古

典形而上学的优势在于如下事实，即从一开始就

超越了以主观性和意志为一方，以客体和自在之

物为另一方的二元论，因为它认为它们相互之间

有一种预定的和谐。显然，古典形而上学的真理

概念———知识和客体的一致———以一种神学的一

致为基础。”⑥

当费尔巴哈将其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转移到

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时，他立即发现了

那个哲学上的绝对者不过是神学——— “思辨神

学”———的上帝：斯宾诺莎是这种神学的罪魁祸

首，谢林是它的复兴者，而黑格尔是它的完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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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１８页。
［德］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

丁耘编译，《哲学译丛》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５５页。
参看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７０—７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第３１４页。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斯宾诺莎是近代哲学的重

点：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要么不是哲学”。 （［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第１００页。）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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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是，当费尔巴哈从哲学的神坛上驱走上帝

之后，他对于如何处置这个没有神助的但依然保

留主体和客体的世界，却显得力不从心，甚至一

筹莫展。就与黑格尔可以比较的意义而言，正像

恩格斯谈到费尔巴哈 “惊人的贫乏”一样，洛维

特则批评他 “是用夸张和意向来取代内容的思维

野蛮化”。① 确实，费尔巴哈用 “现实的人”来

取代意识或自我意识，但这样的 “人”却依然是

———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施蒂纳所指出的那

样———极度抽象的东西，其抽象性较之于 “自我

意识”毫不逊色。就我们所探究的本体论主题来

说，费尔巴哈的要害在于仍完全滞留于现代形而

上学的基本建制之中②：第一，当他把感性与超

感性只是简单地对立起来之际，他便完全无法处

置思维所把捉的东西，完全无法处置具有决定意

义的普遍者；第二，“现实的人”，作为直观或感

觉的主体，虽说看起来相当不同于意识的主体，

但由于完全缺乏一个能够真正贯穿对象领域的立

足点，因而仍然被锁闭在主体的内在性 （Ｉｍ
ｍａｎｅｎｚ）之中，也就是说，费尔巴哈不得不返回
并分享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

这里的核心之点在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

制，在于 “我思”或意识 （以及它的替代物如

直观或意志等等）作为主体的内在性，在于这种

内在的主体在丧失 “神助”之际再也不可能来贯

穿对象领域。整个现代形而上学在总体上处于这

样一种以意识的内在性为基本建制的规定之中，

因而它确实可以被称为主体性哲学或我思哲学。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直到胡塞尔情形也未发生

根本改变。因为虽说关于意识的意向性概念总已

先行指向作为某物的对象，但胡塞尔仍然把意向

性包含在内在性之中，亦即 “把对象嵌入意识的

内在性之中”。③ 因此，在本体论上，现代形而

上学是围绕着意识———或一般所谓主体———的内

在性这一枢轴旋转的；如果说内在的主体唯经由

绝对者的保障方始能够真正通达外部对象，那

么，在绝对者不能继续维持其约束力的地方，现

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就是内在矛盾的：“只要

人们从 Ｅｇｏｃｏｇｉｔｏ（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
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 （正

如根据莱布尼茨单子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

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我思是一个封闭

的区域。‘从’该封闭的区域 ‘出来’这一想法

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必须从某种与我思不同的

东西出发。”④

确实，必须从某种与 “我思”不同的东西出

发才有可能使主体的内在性趋于瓦解。就此而

言，对现代形而上学的决定性批判首先就在于重

新设定真正超出 “我思”的出发点或立足点。进

而言之，从前面关于费尔巴哈的讨论中我们已经

看到，“现实的人”只要依然保持在主体之内在

性的建制中，就仅仅是 “我思”的变相，是其本

体论上的对等物。因为只要主体局限于内在性之

中，作为对象的外部世界就不能不作为另一个与

之全然不同的实体而处于内在性的 “彼岸”。诚

然，费尔巴哈曾竭尽全力试图使 “现实的人”能

够贯穿对象领域，因而他提出了著名的 “对象

性”原理：（１）主体如果没有对象，它就是无；
（２）与主体相关的那个对象，是主体固有而又客
观的本质。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对象性与现代形

而上学即主体性哲学所设定的对象性 （其典型形

式出现在康德哲学中）在初衷上是非常不同的，

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主体性哲学总已

先行设定了主体与对象在本体论上的无限间隔，

而费尔巴哈的 “对象性”则试图通过上述命题使

二者直接贯通起来。但是，由于费尔巴哈把对象

性仅仅把握为直观的对象性或对象性的直观，所

以，这样的直观不仅没有打开一个使得人与某物

自身打交道成为可能的区域，没有通过解除主体

的内在性而使人现实地 “出离”于自身之外，相

反，直观似乎只是快速地返回并保持自身于特定

类型的主观性之中，而 “对象性”则再度成为主

体与客体之间的本体论障碍。最能表现这种情形

的是：在费尔巴哈那里，“高级的哲学直观”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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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看 ［德］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７页。
参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６页注①，第９７页。
参看 ［德］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

要》，丁耘编译，《哲学译丛》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５５页。
同上，第５５页。关于此点，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

间》中是这样表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正在进行认识的主

体怎么从他的内在 ‘范围’出来并进入 ‘一个不同的外在的’

范围，认识究竟怎么能有一个对象，必须怎样来设想这个对象

才能使主体最终认识这个对象而且不必冒跃入另一个范围之险？

这一入手处尽可千变万化，但随之却始终漏过了去询问这个认

识主体的存在方式”。（［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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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归结为单纯主观的 “应当”，而 “普通的直

观”又根本无法触动事物自身；为了排除感性世

界的冲突、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不得

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

看到 ‘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

‘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① 这意味

着，无论费尔巴哈如何徒劳地在直观的对象性之

中以及两种直观之间纠缠挣扎，其哲学最终仍无

法摆脱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在这个意义

上，下述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就其没有离开现代

形而上学的基地而言，费尔巴哈仍属于黑格尔哲

学的支脉。②

二

接踵而至的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

础又如何呢？在准备我们的回答之前，必须首先

指出的一点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总是非常轻

易———它实在是太轻易了，以至于对问题的深究

还几乎没有被真正作出过，因而对于这一问题也

就在同样的程度上几乎完全没有被真正深思过。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在他们试图开始谈论哲学时立

即陷入了极大的迷惘之中：当伯恩施坦意欲用康

德哲学来补缀据说是马克思本人在哲学上的空缺

匮乏时，普列汉诺夫只是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

议题直接置于费尔巴哈的基础之上，并且退行性

地经由１８世纪而匆匆抵达斯宾诺莎。为与 “庸

俗马克思主义”对抗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

领袖力拒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哲学来说的直接意

义，而试图由黑格尔辩证法引出的能动性和革命

性来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却一任最关

根本的本体论议题仍未经澄明地滞留于粗疏和草

率之中。然而，在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形中，马克

思的哲学就其本体论基础而言，便不得不归属于

黑格尔哲学的分支；因为只要这一 “基础”仍被

牢牢地锁闭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意识

的内在性或一般来说主体的内在性———之中，这

一哲学就无从逃脱复归于它所攻击的形而上学之

本质的命运。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是如

此，萨特认为基尔凯郭尔亦是如此，而不少当代

哲学家———包括海德格尔本人———认为马克思也

是如此。

为了能够使问题得到更加深入的探讨，且让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尼采，看看这位影响深远而又

以犀利著称的现代形而上学批判家的思想历程及

其命运。确实，尼采不仅攻击了作为柏拉图主义

的一般形而上学 （“上帝死了”意味着超感性世

界的腐烂与坍塌，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终结），而

且尤为激进地批判了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立足

点。正是由于这一批判，伽达默尔把尼采称作２０
世纪哲学运动的 “后盾”：作为一个伟大的、预

言性的人物，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世纪批判主

观精神的任务。“因为尼采的批判目标是从我们

之外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最终最彻底的异化———意

识本身的异化……尼采把这个观点牢牢装进现代

思想之中，因为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认识到它

［意识本身的异化］，不仅仅认识到它过度的、自

我破坏的、使幻想破灭的方式，用这种方式尼采

本人从自我身上剥下一张又一张的伪装，直到最

后再也不剩下任何伪装———因此也就不再有自

我。”③ 如果说，现代形而上学整个地立足于自

我的主体性立场之上，并且设定自身与作为外部

世界的客体处于实体性的分隔与对立中，那么，

尼采对意识、自我等等———一句话，作为主体之

主体性———的批判确实是颇为深刻且意义重大

的。

然而，尼采本人的批判立场却再度返回形而

上学。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在一般的意义上，

尼采的哲学如同所有的 “反……”（Ａｎｔｉ）一样，
还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对形而上

学的单纯颠倒总是再度陷入形而上学之中；因为

作为形而上学，它从来不能真正思考并自绝于它

的本质。④ 更加具体地说来，尼采对现代形而上

学之主体性立场的批判，最终同样转回到主体性

哲学的本质之中。虽说伽达默尔声称在尼采的批

判之后已不再有 “自我”，但海德格尔无疑揭示

出某种隐藏在尼采哲学中更幽深的东西，而这些

东西正意味着向主体性哲学之本质的回返。（１）
强力意志。在尼采那里，强力意志意味着 “生

成” （Ｗｅｒｄｅｎ）、 “生命”和最广义的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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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７５—７６页。
参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４１页。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１１５—１１６页。
参看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６年，第７７１页。



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马克思与海德格尔

由于强力意志根据它的 “内在原则”，亦即根据

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欲求 （ｎｉｓｕｓ）来作价值评
价，所以对其本质的探讨便归属于心理学。在海

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自古以来就着眼于存在者

之存在而把存在者思考为 “根据”、 “一般主

体”；只是作为这一事实之后果，形而上学才发

展为尼采意义上的心理学———强力意志的形态学

和发展学说。因此，整个进程是： “一般主体

（ｓｕｂｉｅｃｔｕｍ）的存在状态……演变为自我意识的
主体性，而自我意识则把其本质揭示为求意志的

意志。”① （２）超人。尼采用 “超人” （ｄｅｒ
üｂｅｒｍｅｎｓｃｈ）这个名称来表示某种人类的本质形
态 （它超出迄今为止的人种），亦即来表示那种

根据由强力意志所规定的现实性并且对这种现实

性来说才存在 （ｉｓｔ）的人。当尼采说 “所有的

神都已经死了，现在我们要使超人活起来”时，

这话究竟意谓着什么呢？海德格尔回答说：“超

人并没有取代上帝，决没有取代上帝，不如说，

超人的意愿所关心的那个位置乃是另一个领域，

即，对在其另一种存在中的存在者作另一种根据

说明的领域。这另一种存在者之存在这时已经成

了主体性———而这一点正标志着现代形而上学的

开始。”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对 “自我”的激进

批判不可遏制地向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回返，换

言之，在其最极端的对立面上重演这种本质，并

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区别于黑格尔的

———完成形式，将自我意识的主体性本质揭示为

求意志的意志 （ＷｉｌｌｅｚｕｒＷｉｌｌｅｎ），即强力意志。
而我们之所以要在尼采那里逗留，一方面是因为

可以由此观察到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激进批判如何

可能并且会以何种方式复归这种形而上学的掌控

之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由之而来的比照总是更

为切近地牵涉到对马克思哲学基础的根本理解，

牵涉到对这一基础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本体论阐

释。无论如何，２０世纪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包
括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确实是经常在哲学上将

马克思和尼采作为平行现象来相提并论的，并且

也同样经常将两者的本体论原理视为虽有差别但

属同一类型的立场来加以评论和阐说的。

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功绩在于：他非常明晰

地指证了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来源于意识

（其存在特性是通过主体性被规定的）的内在性，

来源于这种内在性与外部世界 （即对象）的分离

或对立以布局其本体论的基础架构。因此，对于

意识———或一般主体———之内在性所持的本体论

立场，便成为决定某种哲学是否从属于现代形而

上学的基本尺度，也成为这种哲学在何种程度上

或者停留、或者徘徊、或者脱离，或者复归现代

形而上学的试金石。正像意识之内在性的明确设

定 （笛卡尔）意味着现代形而上学的决定性开端

一样，与这种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脱离必定同样是

围绕着意识之内在性这一枢轴旋转的。我们由此

可以在这样一种展开了的视域中来考察马克思对

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从这种关涉到意识之内

在性的批判中去积极地揭示和阐明马克思哲学的

本体论立场。

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意识，

或自我意识，我思等等———做过非常深刻的本体

论批判，而且这一批判正是就意识的存在特性予

以追究的。因此，和多年以后海德格尔的论说方

式颇为类似，马克思同样在批判中特别地将 “意

识”一词的词根 “存在”（ｓｅｉｎ）凸显出来：“意
识 ［ｄａｓ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
识到了的存在 ［ｄａｓＢｅｗｕｓｓｔｅＳｅｉｎ］，而人们的存
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③ 很明显，这一

耳熟能详的说法是把意识的本质性导回到存在的

领域，导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在 《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这一现实的生活过程主要是通过 “实践”的原理

来予以概括和阐述的，就像海德格尔以此在是

“在世的在”为他对意识所做的本体论批判找到

口号和原理一样。确实，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和海

德格尔之间———首先是在他们对 “意识”所作的

本体论批判中———发现非常重要的类似之处。第

一，存在对于意识来说的优先地位；第二，作为

认识，意识的本质性是从人们或此在的存在中发

源的。马克思的说法是：意识是人们的现实生活

过程在观念形态上的 “反射”和 “反响”，因

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④。

海德格尔的说法是：认识是此在的植根于在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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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７８９页。并参看第７８４、７８６页。
同上，第８０８页。并参看第８０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７２页。
参看同上书，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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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样式，认识在 “在世”这种存在机制中有其

存在者状态上的根苗①。对于现代形而上学之基

本出发点 （“意识”或 “我思”）的本体论批判

无疑使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具有重要的共同之处，

而问题正在于如何理解这样的共同之处。“马克

思以他的方式颠倒了黑格尔的观念论，这样他就

要求给予存在先于意识的优先地位。既然在 《存

在与时间》里没有意识，人们也许可以主张，在

此间 （马克思所要求的东西里）读出某种海德格

尔式的东西。至少马尔库塞曾经这样来理解 《存

在与时间》。”②

如果说，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马克

思和海德格尔在此一主题上的共同之处，那么，

此间问题的焦点正汇聚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

制即意识的内在性是被保留还是被洞穿，而问题

的实质则在于马克思的本体论立场与现代形而上

学的基本关系———是真正超越了它还是在激进的

反叛之后又复归其本质？正是在这样的原则高度

上，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间经由 “对话”而来的

关系判断才变得至关重要。对于那些未经深思的

草率意见这里可以姑且不论，对于那些未曾真正

涉及意识之内在性建制的判断和主张同样可以姑

且不论，重要的事情唯在于：通过上述问题的焦

点对马克思的本体论立场作出有意义的揭示和更

深入的阐明。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当某些对马克

思哲学的本体论阐释力图尽可能地与海德格尔保

持距离以便指证前者的优越性时 （如卢卡奇等），

海德格尔本人却同样断言这样的距离，并由此来

指证马克思的哲学在本体论上是大踏步地退回到

现代形而上学中去了———因为意识主体的内在性

建制不仅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实际上是作为

生产之实践性概念的真正内核起作用的。“对于

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

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

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

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③ 这里牵

涉到的乃是关乎马克思本体论立场的根本之点，

因而是必须花力气去予以澄清和辨明的。

三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马克思把意识的本质

性导回到人们的存在亦即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

中，而这一生活过程的现实性又首先是通过 “实

践”来规定并获得本体论阐述的，因此，对马克

思 “实践”原理的正确理解便成为把握马克思本

体论立场的真正核心。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不

仅马克思实践原理的本体论意义还极大地陷于晦

暗之中，而且对这一原理的解释即便在相当著名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亦混乱不堪：当普列汉

诺夫完全不顾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明确论

断而斗胆将马克思的实践原理与费尔巴哈的 “实

践”混为一谈时，卢卡奇却在 《历史与阶级意

识》中构成了一种与费希特主义的行动主义相吻

合的 “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④ 就此

我们不必再详尽展开，因为无论在上述哪种情况

下，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总已被极为粗暴地置于现

代形而上学的基础架构之中，总已依循主体———

虽然不必是意识———的内在性来开展其基本运作

了。按照这种方式，人们似乎立即理解了 “实

践”之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本质力

量”是内在的东西，至于它是意识、思维，还是

意志、愿望等等则是无关紧要的；而 “对象化”

就意味着这种内在的东西从自身中 “出来”以达

于实现，即创立对象，或在对象中实现自身。这

种理解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即主体之内在

性未曾瓦解的地方，确实可以和黑格尔的 “自我

活动”相一致 （绝对者在场），也可以和费希特

的 “自我设定非我”相一致 （绝对者缺席）；如

果从意志的观点着眼，亦可以和尼采的 “强力意

志之为一切现实的本质”相一致。然而不管怎

样，这样的理解总已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湮没在

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之中了。

海德格尔没有就此做出辨明，或者毋宁说他

轻易地断言了马克思的 “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完

全从属于主体之内在性，从属于理论与实践之狭

隘的———即现代形而上学的———联系。在这个意

义上，海德格尔说，“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

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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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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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看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７５、７８页。
［德］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

丁耘编译，《哲学译丛》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５３页。
同上，第５３页。
参看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 １３页；

《普列汉诺夫著作选集》第３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１９６２年，第７７６—７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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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尔声称，正是由于生产之实践性概念，“马

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 ［作为西方历史的根本运

动］的极致”。① 虽然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实践

概念未曾作出真正的分辨，但他却通过对我思哲

学之深入的本体论批判为这种分辨提供了可能

性，提供了一种围绕着意识 （作为一般主体）之

内在性及其基本构架来进行分辨的更加清晰的视

域。紧接着关于尼采强力意志学说的讨论 （这一

学说的原理标志着现代形而上学的开始，也意味

着现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达于完成②），海德格

尔写道：“现在，一切存在者要么是作为对象的

现实，要么是作为对象化的作用者 （ｄａｓＷｉｒｋ
ｅｎｄｅ）———在这种对象化中对象之对象性得以构
成自己。对象化在表象之际把对象投送给我思

（ｅｇｏｃｏｇｉｔｏ）……主体自为地就是主体。意识的
本质是自我意识。因此，一切存在者不是主体的

客体，就是主体的主体……在存在者之主体性范

围内，人起立而入于他的本质的主体性中。人进

入这种起立 （Ａｕｆｓｔａｎｄ）之中。世界成为对
象。”③

在这里重要的显然不是术语或术语学问题，

而是以主体之内在性为拱心石的形而上学建制本

身。海德格尔说，为了能够做出关于物自身的基

本经验，必须从某种与我思 （即意识等等）不同

的东西出发。而此间所谓的 “不同”，是以主体

的内在性之持存或瓦解为根本衡准的。在这个意

义上，只要实践的概念依然驻足于主体的内在性

之上，那么它恰恰不是与 “我思”不同的东西，

而是 “我思”的同类者或对等物。因此，对现代

形而上学的决定性超越就在于抵达一个与意识领

域不同的领域，海德格尔把它称之为此 －在
（Ｄａｓｅｉｎ）的领域。如果说意识的存在特性即在
于其内在性，那么，此－在的存在特性恰恰与之
相反，它表达了 “在……之外……存在”（Ｓｅｉｎ
ａｕｓｓｅｒｈａｌｂｖｏｎ……）。这里的关键之处同样不在
于术语，而在于主体之内在性的瓦解，在于敞开

一个人 “出 －离”地与物自身面对面相处的领
域：“那个于其中一切可被称作物的都能自身前

来照面的领域是这样一个地带，它把明明白白地

‘在那儿外面’ （ｄｏｒｔｄｒａｕｓｓｅｎ）的可能性让渡给
该物。此－在中的存在必须守护着一种 ‘在外’

（Ｄｒａｕｓｓｅｎ）。因此 《存在与时间》中的此 －在的
存在方式是通过出 －离被表明的。”④ 海德格尔

在这里所提示出来的批判性视域———瓦解意识主

体及其内在性的视域———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马

克思的实践原理作出本体论上的初步澄清。

如果说，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原则高度之表述的

“实践”原理，在后来的理解和阐释中已被重新

置回到现代形而上学的建制之中，那么，我们从

何处可以再度发现马克思的实践原理之被掩盖起

来的本体论秘密呢？回答是：在写于上述两部著

作数月前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
称 《手稿》）中，因为它清楚地标示出马克思实

践原理的真正发端，即 “从何而来”。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部手稿看作是马克思本

体论立场的 “诞生地和秘密”。众所周知，马克

思在１８４５年很明确地把实践称之为 “感性的活

动”或 “对象性的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活动”⑤；
而这两个术语在 《手稿》中已经在其源头上稳固

地形成，并且尤其就后者即 “对象性的活动”作

出了相当详尽的本体论阐述。因此，在几个月之

后马克思便以 “对象性的活动”对费尔巴哈的

“对象性的直观”发起清算一事，实在并不让人

感到惊讶 （阿尔图塞似乎对此大为诧异）。且让

我们分几个步骤来考察一下 “对象性的活

动”———即实践———相对于主体之内在性来说的

本体论地位。

首先，马克思自 《德法年鉴》时期以来便在

某种程度上依循费尔巴哈而对整个现代形而上学

开展出激烈的本体论批判，正像这一批判主要针

对着黑格尔哲学 （余者则被视作其支脉）一样，

它也将矛头集中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现代形而上

学的主体———意识、我思、思维等等———之内在

性这一基本建制。如果说，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

学的批判所涉及到的本体论主题乃是攻击思维的

“内部自身”，那么 《手稿》的论战则试图全面

地追究 “意识之对象的克服”（包括对象本身对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参看 ［德］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

要》，丁耘编译，《哲学译丛》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５３页注③，第
５９页。

参看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７９２页。
同上，第８０８页。
［德］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

丁耘编译，《哲学译丛》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５５页。
参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５８—６０、７７—

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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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的东西、自我意识的外化设

定物性等）①。很显然，此间问题的核心正在于

意识或主体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在绝对者缺席

的情况下表现为与物自身的无限分离，而在黑格

尔那里，它便表现为绝对者的内部自身 （以及由

之而来的思辨创世）： “这就是神秘的主体 －客
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

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

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

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

的、不停息的圆圈 ［旧译 “旋转”］。”② 我们在

前面说过，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理的初衷是解除

主体的内在性———纯粹的思维或封闭在自身内部

的意识乃是 “无”，正是这一观点极大地推动了

马克思对主体之内在性的本体论批判：“非对象

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Ｕｎｗｅｓｅｎ］。”③

其次，在 《手稿》中，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

对象性原理已经决定性地分离开来了 （无论马克

思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这种分离的要

义在于：对象性的直观无能打碎主体之内在性的

硬核， “现实的人”未能仅仅通过直观而成为

“出－离”自身者并敞开出一个使他得以与物自
身直接打交道的区域，相反却保持自身为直观的

主体并再度返回到其内在性之中。与之相当不同

的是，马克思把对象性把握为 “对象性的活动”：

“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

上呼出并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

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

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

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

象性的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

中从自己的 ‘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

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

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

动。”④ 没有什么比这一说法更清楚地表明：“在

对象性活动”的视域中， （１）现实的人是出 －
离自身的，换言之，他在自身之外并且一向已经

“在外”———他是站在坚实的大地上 “呼出和吸

入”一切自然力的人； （２）对象性的活动本身
便意味着它是这样一个区域，即人出－离地与那
是某物自身的东西直接照面、直接打交道的区

域，因为对象性活动的本质规定便包含对象性的

东西；（３）在马克思看来，对象性的活动之所以

不是从自己的 “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是

因为 “纯粹的活动”作为主体之主体性，作为围

绕自身的不停息的旋转，总已先行封闭在意识或

主体的内在性之中 （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

了，而它从封闭的自身 “出来”一事或者是自相

矛盾的，或者便只能借助于奇迹。

最后，马克思的生产 －劳动概念自 《手稿》

以来显然是依循 “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来

制订本体论方向的。海德格尔称马克思的 “生产

之实践性概念”作为基础包含在黑格尔哲学之

中，这只有在下述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即 “对象

性活动”的原理根本未曾击穿意识或一般主体之

内在性，未能使 “现实的人”出－离自身并敞开
出一个物自身在其中可以前来同我们照面的区

域，一句话，未曾真正触动黑格尔 “自我活动”

（作为劳动之原理）的形而上学本质。然而，除

开我们在前面已经挑明的根本要义 （“对象性的

活动”直接意味着主体之内在性的全面瓦解）之

外，《手稿》非常明确地指证了黑格尔劳动原理

的现代形而上学根基：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

以辩证法的否定性原理 “抓住了劳动的本质”，

但 “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

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

是抽象的精神劳动”。⑤ 在劳动以抽象的精神劳

动或主体的自我活动为本质性的任何地方，它就

不能不以意识的内在性为基本根据，所以黑格尔

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纯全是 “在异化这个规定之

内”。⑥ 大约一百年之后，海德格尔说出了几乎

完全相同的东西：“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

本质在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

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

过作为主体性来体会的人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

的过程。”⑦

由于独特的时代状况，由于依此状况而来的

“效果历史”的阐释方式， 《手稿》的本体论立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３３２页。
同上，第３３２—３３３页。
同上，第３２５页。
同上，第３２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３２０页。
同上，第３３１页。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

年，第３８３—３８４页。



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马克思与海德格尔

场被全然置回到现代形而上学的建制之中了。

《手稿》中公然表明的 “自然主义 －人道主义”
的原理完全未经消化就立即转变为仅仅依循人道

主义来定向的解释方案，而这个在本体论上之关

键性原理的破裂只不过标志着 “对象性活动”现

在是只能依循主体性哲学———其核心是意识的内

在性———来加以阐释了。“对象性 －活动”这一
术语的现代性来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阐释倾向：

唯在主体性建立起自身的地方对象性方始获得规

定，这种现代形而上学的建制在康德哲学中获得

最典型的表现———主体通过其纯粹活动构成经验

对象，因而 “存在”在康德那里便是 “作为经

验对象的对象性”。① 这样一来，当人道主义 －
主体性形而上学霸占了对 《手稿》的解释时，不

仅 “对象性活动”在本体论上的变革意义全然隐

遁了，而且其关乎根本的本体论表述只有一半被

留存下来，它的另一半却再也看不到了：当我们

依照主体性哲学似乎理解了 “人化的自然界”

（这个术语确实被大加发挥）时，我们却再也理

解不了什么叫 “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以及为什

么 “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成为人”（自然界直接是

另一个对人来说 “感性地存在着的人”）。② 马克

思不仅说 “人的自然的本质”，而且说 “自然界

的人的本质”；不仅说 “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

的存在”，而且说 “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

在”③ ———诸如此类我们似乎只能读懂一半的对

偶句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无非意味着主体

的内在性必须被瓦解被贯穿，意味着由之敞开出

一个现实的人出－离地在其中与物自身直接打交
道的活动领域，而这个活动领域的本体论表述就

叫做 “对象性的活动”。

由此可见，当海德格尔把马克思的 “生产之

实践性概念”（以及 “改变世界”等等）置于现

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中去加以解释时，他显然

完全错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性质 （虽说很多

马克思哲学的阐释者难辞其咎）。如果说马克思

的本体论立场是以全面瓦解意识的内在性为前提

的，那么 “对象性－活动”在术语上的现代来源
就决不应当妨害我们去把握它的真义。就此而

言，海德格尔对主体性哲学的深入批判乃具有积

极的提示和比照意义。因为在主体的内在性垮台

之处，就像对 “活动”的理解可以通过 《论真

理的本质》所谓 “绽出的生存 （Ｅｋｓｉｓｔｅｎｚ）”或

“绽出的参与”④ 来得到某种提示一样， “对象

性”之超出现代形而上学的涵义可以通过 《语言

的本质》之 “相互面对” （ｄａｓＧｅｇｅｎｅｉｎａｎｄｅｒ
üｂｅｒ）来取得某种理解指引： “在运作着的 ‘相

互面对’中，一切东西都是彼此敞开的，都是在

其自行遮蔽中敞开的；于是一方向另一方展开自

身，一方把自身托与另一方，从而一切都保持自

身……”⑤ 当然，这一切都不过是某种提示，其

意义仅仅在于从开端处使马克思本体论立场的阐

述能够从现代形而上学的桎梏中摆脱出来。

对于深入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来说，

其本体论的出发点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这

里只是通过这种初步澄清提出重新把握马克思本

体论立场的思想任务而已。但马克思决不仅仅停

留于这一出发点上。如果说他凭藉这一本体论出

发点而迅速地进入到现代世界的实体性内容之

中，并对之开展出现实而具体的批判性分析，那

么这决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弱点，相反倒是其真正

的优势所在。对于马克思来说，一种新的本体论

视域的全景不可能仅仅在学院或书房里被构造出

来，它只是在现实的历史性实践重新构筑人类生

活的坚实基础并充分展开时才得以为思想所把握

———而哲学家只是在一切条件成熟之际将它道说

出来罢了。“……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

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

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

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

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

务。”⑥

（责任编辑　林　中）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看 ［德］洛维特： 《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

家：哲学在２０世纪的地位》，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第２４８页。

参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３０５、３０１、３０８
页。

参看同上书，第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１页。
参看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１１１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３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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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存在历史定位


王金林

【摘要】海德格尔依据自己的存在之思，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存在历史定位，断言马克思达到了遗忘存在的虚无主义

极致。这一定位的核心在于他对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以及劳动或生产概念的独到分析。海氏的分析既不无启示，又令人

费解。他一方面敞开了马克思 “人的自身生产”观念同近代 “我思”原则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却把马克思的劳动或

生产概念径直指认为 “反思”或思想。存在之思在承认马克思颠倒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同时，对劳动或生产的物质性似

有一笔抹杀之嫌。

【关键词】马克思；存在历史；人的自身生产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１０－０７

　　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中，存在之历史呈现
为存在被遗忘的历史，亦即形而上学的历史。在

同马克思 “争执”时，或者说在同马克思主义进

行 “创造性对话”之际，海氏 “向着存在而思”

马克思。这就势必要在存在历史上对马克思有所

定位。１９５５年海氏对此定位曾有所思索：近代
哲学完成于何处：黑格尔，后期谢林，抑或马克

思与尼采？①他欲追问的不是一般的哲学史问题，

而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存在历史问题：“我思”原

则或主体性原则于何处完成？就马克思而言，其

在存在历史上的位置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显然是一

个有待确定的问题。此前，在１９４７年所发表的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 （以下简称 《人道主义

书信》）中，海氏认为马克思与尼采一样颠倒了

黑格尔，但其唯物主义仍然属于形而上学的人道

主义。此后，在１９５７年所作的演讲 《思想的原

则》中，海氏较为隐晦地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

划归 “进入辩证法维度”的形而上学范围。但直

到海氏晚年的 《四个讨论班》（作于１９６９—１９７３
年），海氏才第一次明确地在存在历史上断言

“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②。虚无主义

者，遗忘存在也。马克思达到了遗忘存在的极

致，海氏对马克思的这一存在历史定位，无疑是

其存在之思对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这一西方思想历

程的最终领会。

本文拟首先梳理海氏对马克思的存在历史定

位，其次探讨其定位的核心依据，进而提出两点

质疑，最后简评海氏定位的特点。

一、存在历史之定位

在 《人道主义书信》、 《思想的原则》与

《四个讨论班》中，海德格尔分别对马克思思想

进行了不同的存在历史定位。这些定位表述不

一，实质相通。前期较为复杂而隐晦，后期较为

明确而尖锐。

首先，在 《人道主义书信》中，海德格尔对

马克思思想的定位比较复杂。这种复杂性的一种

表现就是，他一方面赞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比

其他历史观优越，共产主义表达了对 “世界历史

性存在着的东西”的一种基本经验，另一方面却

断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其他形而上学一样在今

天都不可能 “赶得上”正在全球展开的虚无主义

世界天命。

０１

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１５ＪＪＤ７１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金林，（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①　参见 ［德］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２１页。
②　 ［德］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编译，《哲学译丛》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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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表明他对现

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即遗忘存在有所经验：“马

克思在某种根本的而且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出

发当作人的异化来认识的东西，与其根源一起又

复归为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因为马克思

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

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

优越。”① 人的异化之根源在于现代人的无家可

归状态之中。这意味着人的异化是遗忘存在的一

种症状。既然马克思发现了人的异化，他对人的

无家可归状态或遗忘存在就有一定的经验。这种

经验使得马克思能够深入到 “历史的一个本质性

维度”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比其他历

史观优越。“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究竟是什

么？海氏没有明言。

Ｅｔｈａｎ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对此的解释是： “海德格尔
相信，马克思依据异化对历史所作的理解，直觉

到了无家可归问题和存在的遮蔽，并且在这个意

义上远比现象学或存在主义的工作更有成效。海

德格尔声称，马克思仍然受制于他对异化与历史

的形而上学解读。”② 结合海氏论述的具体语境，

可以发现，所谓 “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无

非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劳动。马克思以异化

劳动来解释历史，把历史规定为人通过自身劳动

的诞生史，并且阐明这种人的劳动诞生史是以异

化及其扬弃的形式发生的。这种历史观，在海氏

看来，不是那些仍然停留于意识范围的历史观能

够相提并论的。③

海氏认为，不仅异化概念表明马克思对现代

人无家可归状态有所经验，而且共产主义概念也

表明了这一点：“人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

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证，但在存在历史上

可以确实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

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④

从存在历史上来看，这里所谓 “世界历史性存在

着的东西”正是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这种世界

天命。

然而，在海氏看来，异化与共产主义虽然帮

助马克思对现代人无家可归状态有所经验有所表

达，却并不意味着他已从存在历史上领会到这种

状态的真谛即遗忘存在。障碍主要来自马克思自

己的唯物主义和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劳动概

念：“唯物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它主张一切都只

是质料，而倒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按照

这种规定，一切存在者都表现为劳动的材料。在

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中，劳动的现代形而上

学的本质已经得到先行思考，被思为无条件的制

造 （Ｈｅ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的自行设置起来的过程，这就
是被经验为主体性的人对现实事物的对象化的过

程。唯物主义的本质隐蔽于技术的本质中。”⑤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劳动概念在此都被纳入现代

技术的本质之中。以这种坚持主体性原则的唯物

主义与劳动概念作为异化与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

的基础，要想通达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

在海氏看来，马克思主义同唯心主义或基督教一

样，都属于不可能赶得上 “世界天命”的当今西

方形而上学。可见，马克思思想在此其实被若隐

若显地置于存在之思的对立面了，即使其历史观

得到出人意料的赞扬。

其次，在 《思想的原则》中，海德格尔对马

克思的存在历史定位较为隐晦。这篇演讲的主题

如其标题所示乃是 “思想的原则”，主要讨论通

常所谓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矛盾律与排中律及

其活动区域。在这样一个主题下，他颇为突兀地

引用了马克思 《巴黎手稿》中一个著名论题，即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０年，第４００—４０１页。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ｏｔｚ认为，海德格尔在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未作任何辩护，就从 “马克思”转向

“马克思主义”和 “共产主义”。这意味着在海氏看来马克思的

学说能够被轻易转译为政治学说 （对立于他所谓的 “美国主

义”）。Ｌｏｔｚ还猜测这可能是海氏忽视马克思后期从严格经济立
场论述资本主义本质的作品之原因。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ｏｔｚ，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Ｆｏｒｍｏ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ｍＨｏｎｎｅｔｈｂａｃｋｔｏＨｅｉｄｅ
ｇｇｅｒａｎｄＭａｒｘ，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ａｒｘｉｓｍ，２０１３，Ｖｏｌ．２５，Ｎｏ．２，ｐ．
１９２．）

Ｅｔｈａｎ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
ｏｐｈｙ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２７－１９６１，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
１９５．

ＪａｍｅｓＬａｗｌｅｒ认为海氏视形而上学为阻止马克思主义掌
握异化根源的障碍，“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称赞明显是一

种讽刺性的 （ｂａｃｋ－ｈａｎｄｅｄ）称赞”，因为 “作为一种 ‘形而上

学’，马克思主义是另一种 ‘遗忘’探讨存在本身的理论。事实

上，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强化了这种遗忘。对海德格尔来说，

马克思主义把形而上学的异化提升为人类生活的基础”。（Ｊａｍｅｓ
Ｌａｗｌｅ，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５，Ｖｏｌ．３５，ｐ．３６４．）

［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第４０１页。
同上，第４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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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

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①。

这委实有点奇怪。

依据海德格尔，这种奇怪感来自我们对寻常

所谓 “思想规律”的无批判接受。海氏旨在阐明

通常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思想的原则”（同

一律等）其实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即形而上学思

想的产物，根本不具有自行宣称的普遍性与有效

性。海氏指出，当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自觉

进入辩证法维度时，当黑格尔对思想作辩证解释

之际，“思想的原则”的客观有效性已经遭到颠

覆，“这些思想规律已经丧失了它们直到那时还

有效的形态和作用。”② 因此，海氏把思想之进

入辩证法维度称为 “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

因为随之而来的是辩证法成为一种 “世界现实”。

这意味着西方形而上学思想取得了 “最后的胜

利”③。一种千篇一律的思想方式开始占据世界

历史性的统治地位，但这在海氏看来，并不证明

思想的普遍性与一般性，而只证明形而上学思想

之大行于天下。海氏称这种思想形态为 “西方－
欧洲的”，并认为 “对于它的命运性的唯一性，

我们几乎还没有经验，很少想加以充分体认”。④

正是在此，海氏引用了 《巴黎手稿》的 “世界

历史论题”。其目的是要举例来帮助世人 “经

验”并 “充分体认”这种西方 －欧洲的思想形
态的唯一性。就海氏对马克思的思想定位而言，

这意味着什么呢？

海德格尔指出，马克思把世界历史视为人的

自身生产劳动史，但这种世界历史观其实是在他

所谓 “西方－欧洲的”思想形态中活动的，即是
在已经进入辩证法维度的形而上学思想中活动

的。换言之，马克思之所以持有如此这般的世界

历史观是因为他分享了形而上学思想。关键在

于，在海氏看来，这个论题中的劳动概念究其实

质而言乃是思想。“与黑格尔相对立，马克思并

不认为现实的本质在于绝对的自我把握的精神

中，而在于生产自身及其生活资料的人身上，这

一点固然把马克思带入一种与黑格尔的极端对立

中，但通过这种对立，马克思依然处于黑格尔的

形而上学范围内；因为现实生活和作用处处都是

作为辩证法的劳动过程，也就是作为思想的劳动

过程，只要每一种生产的真正生产性因素依然是

思想———不管这种思想被当作思辨形而上学的思

想来实行，还是被当作科学技术的思想来实行，

或者是被当作这两者的混合和粗糙化来实行。每

一种生产在自身中就是反思，是思想。”⑤

海氏在此以思想或反思来解释劳动或生产，

所以有 “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甚至 “每一种

生产在自身中就是反思，是思想”等说法。这个

问题非常要紧，容后再论。我们在此特别关注的

是海氏对马克思思想的存在历史定位。他似乎把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定位于思辨形而上学思想与

科学技术思想的某种 “混合和粗糙化”，属于形

而上学思想发展的辩证法阶段。这距离 《四个讨

论班》所谓 “虚无主义的极致”只有一步之遥

了。

第三，在 《四个讨论班》中，海德格尔对马

克思思想的定位非常明确：“马克思达到了虚无

主义的极致。”换言之，马克思遗忘存在之甚无

人能及。

这个极其尖锐的定位来自１９７３年的一个讨
论班：“我对马克思的解释，海德格尔说道，并

非政治的。这个解释向着存在而思，向着存在送

出自己的方式而思。从这个观点和角度来看，我

可以说，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此论

非同小可。其意何在呢？海氏自己解释说：“这

一命题的意思无非是：在那个明确说明 ‘人是人

的最高本质’的学说中得到了最终论证和确认的

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对于人不 （ｎｉｈｉｌ）再存
在。”⑥ 这无疑是存在之思对马克思思想所作的

最为明确而尖锐的一种存在历史定位。依据海

氏，整个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遗忘存在即虚

无主义史，不仅如此，整个一部西方史也是一部

遗忘存在即虚无主义运动史，而马克思现在则被

如此突出地置于这个历史的极致处。原因何在？

仅仅因为马克思主张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吗？

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第１３３
页。

［德］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第１３３
页。

参见同上书，第１２５—１２８页。
同上，第１３３页。
同上，第１３４页。
［德］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

丁耘编译，《哲学译丛》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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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如此，持有同样观点的费尔巴哈不也一样达

到极致了吗？但海氏对费氏却不作此论，虽然他

在相关语境中也提及费氏在知识的事情问题上对

黑格尔的颠倒。

当然，海德格尔不是仅仅根据马克思的一个

命题就作如此论断。他首先抓住的其实是另一个

相关论题，即 “所谓彻底 （Ｒａｄｉｋａｌｓｅｉｎ）就是
抓住事情 （ｄｉｅＳａｃｈｅ）的根本 （ｄｉｅＷｕｒｚｅｌ）。而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①。按照海氏的分析，这

里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逻辑推论上的跳跃问

题，即第一思想与第二思想之间缺乏一个中间环

节。而马克思之所以忽视这个中间环节，是因为

马克思认为人理所当然就是那个所关涉的事情。

海氏对此深表怀疑。人且只有人才是那个所关涉

的事情。此论之根据只能来自形而上学传统。二

是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个论题。在海氏看

来，全部马克思主义都以这个论题为依据，但这

个论题的要害在于它只承认 “人本身”是人的根

本，而不承认作为存在的存在是人的根本。海氏

一向把人的本质视为人同存在的本质关联，以便

克服人的优先性。在海氏那里，本质性的东西从

来都是存在，而非人。这个论题以及推论中的跳

跃证明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优先性天经地义。作为

存在的存在在此没有存身之处。于是海氏最终认

定 “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马克思在

此被置于存在之思的 “最极端的对立方”了②。

二、定位之核心依据

在存在历史上如此这般地定位马克思思想，

海德格尔自然有其存在之思作为理论基础。其核

心依据在于海氏对马克思人的概念和劳动或生产

概念的分析。

首先来看海氏对马克思人的概念的分析。

在 《人道主义书信》中，除了一般地指认马

克思思想同其他人道主义一样，分享西方形而上

学传统，把理性当作人的最普遍本性之外，海氏

有关马克思人的概念的相关论述主要有两处：一

处是暗示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劳动概念时也接受

了其人的概念，即 “被体验为主体性的人”。这

意味着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传统把人规定为主

体性。另一处是阐述马克思人的本质观。海氏指

出：“马克思要求我们去认识与肯定 ‘合人性的

人’。他在 ‘社会’中发现了合人性的人。对马

克思来说，‘社会的’人就是 ‘自然的’人。在

‘社会’中，人的 ‘自然本性’，亦即人的全部

‘自然需要’（食、衣、繁殖、经济生活），都均

匀地得到了保障。”③ 概言之，马克思在把人预

设为理性动物的基础上，从 “社会”中规定人的

本质，把人规定为主体性，并把人的本质规定为

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在海氏看来，由于马克

思把人预设为理性的动物，所以其思想属于形而

上学的人道主义传统；由于马克思把人规定为主

体性，规定为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所以其思

想属于坚持主体性原则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

在 《思想的原则》中，海氏依据马克思的世

界历史观，揭示了马克思所理解的人其实是 “生

产自身及其生活资料的人”，即自身生产者，所

以他说在现实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以这种 “生

产自身及其生活资料的人”颠倒了黑格尔绝对的

自我把握的精神，从而同黑格尔处于极端的对立

当中。把人视为 “生产自身及其生活资料的人”

即生产自身者，对人的这样一种理解同前面所述

把人规定为主体性，规定为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

一的做法，义理完全一致，只是表述有所不同而

已。在海氏看来，马克思人的概念同生产概念紧

密相关，人者，生产自身者也。这一点其实已经

蕴含在 《人道主义书信》中，所谓 “被体验为

主体性的人对现实事物的对象化”，就是在讲人

的生产，即 “无条件制造的自我设置”。只是那

里的表述还比较晦涩，没有那么明显。到 《四个

讨论班》，海氏就直接把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称为

“生产者”了。

在 《四个讨论班》中，海氏有关马克思人的

概念的讨论最为清楚明白。海氏从马克思有关人

的命题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出发，揭示马克

思所理解的人其实就是 “这种生产以及隶属于生

产的消费的人”，或者是 “把自己理解为一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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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生产者并照之行动的人”。① 表述虽异，但

核心规定就一条，即马克思把人规定为 “生产

者”或 “一切现实的生产者”。海氏认为，在马

克思那里，人就是生产者，生产自身，生产一切

现实，并且生产自身就是生产一切现实，生产一

切现实就是生产自身。也就是说，人自身就是一

切现实，一切现实就是人自身。所以马克思主张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而这在海氏看来无异于确认 “作为存在的存在对

于人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只是作为生产

者的人，只是生产自身并生产一切现实的人。

可见，从 《人道主义书信》的 “被体验为

主体性的人”，到 《思想的原则》的 “生产自身

及其生活资料的人”，再到 《四个讨论班》的

“一切现实的生产者”，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人的概

念的分析日益清晰地揭示了马克思所理解的人坚

持主体性而遗忘存在的基本机制。

其次，来看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劳动或生产概

念的分析。

其实海氏对马克思人的概念的分析中几乎处

处都涉及劳动或生产。海氏发现，马克思的人的

概念同其劳动或生产的概念密不可分。只要谈

人，就要谈到生产，反之亦然。在 《人道主义书

信》中，海氏在分析马克思在何处和如何规定人

的本质时，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劳动，但正如我们

前文所述，所谓人的 “自然本性”或 “自然需

要”在社会中得到均匀保障，说的正是通过劳动

满足人的 “自然本性”或 “自然需要”。劳动关

乎人的 “本性”，关乎人的 “本质”。在 “社会”

中发现 “合人性的人”，其实就是在劳动中发现。

当然海氏在那里对此并未明言。

《人道主义书信》有关劳动概念的说法在有

关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出现。海氏指出，唯物主义

之本质在于使 “一切存在者都表现为劳动的材

料”，换言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海氏看来是

主张劳动主体性原则的唯物主义。劳动的主体性

原则表现为无条件制造 （即生产）之自行设置，

即人对现实事物的对象化。海氏通过追溯黑格尔

的劳动概念，揭示了与之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劳动

概念所坚持的主体性原则。

这种主体性原则在 《思想的原则》所论及的

马克思劳动概念中得到巩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论题对人的劳动创造历史的充分肯定，使海氏有

理由相信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充满着近代哲学所推

崇的主体性。他再次通过回溯黑格尔的劳动概念

来揭示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能动特征。“因为 ‘劳

动’ （Ａｒｂｅｉｔ）一词在此并不是指单纯的活动和
事功。这个词是在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意义上讲

的，在黑格尔那里，劳动被思考为辩证过程的基

本特征，通过这个辩证过程，现实的变易展开和

完成它的现实性。”② 这种劳动概念之本质在于

坚持劳动决定一切现实的现实性，因此必须从劳

动过程来解释现实生活和作用。

在 《四个讨论班》中，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生

产概念作了最为清楚的阐述。海氏认为，马克思

主义之所以 “懂得”当今现实即经济发展及其所

需架构，是因为它懂得生产，将生产的概念塑造

为对人的生产，规定为社会的自身生产与人的自

身生产，而这正是在当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生

产无它，正是对人的生产，而且是人的自身生产

（社会的自身生产可以归属于人的自身生产）。海

氏甚至直言 “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

程”③，即马克思把存在理解为生产过程。生产

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性无以复加。在马克思的

这种生产概念中，作为存在的存在显然毫无位

置。

可见，海氏认为，从 “无条件制造的自行设

置过程”，到 “辩证过程的基本特征”，再到 “人

的自身生产”甚至 “存在”，马克思的劳动或生

产概念充分体现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完全

忽视了作为存在的存在，因而达到了 “虚无主义

的极致”。或者说，马克思正是在其劳动或生产

概念中日益陷入彻底遗忘存在之泥淖。

三、定位之疑问

海氏对马克思人的概念和劳动或生产概念的

分析以及他对马克思的存在历史定位，既不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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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存在历史定位

见，又充满陷阱。巨人之间的 “争执”往往玄机

四伏，因而仅提两点疑问。

１．马克思所理解的人如海氏所阐述的那样
仅仅是 “生产者”吗？

如前所述，海氏认为，在 《人道主义书信》

中，马克思把 “合人性的人”视为 “被体验为

主体性的人”，其 “自然需要”在社会中得到满

足；在 《思想的原则》中，马克思把人视为

“生产自身及其生活资料的人”，视为通过自己的

劳动而诞生从而创造世界历史的人；在 《四个讨

论班》中，马克思把人视为 “一切现实的生产

者”，生产自身及一切现实。在海氏看来，既然

马克思对人有这样一类理解或规定，所以他就理

所当然地忽视了人同存在之间的本质关联。问题

是这种 “被体验为主体性的人”，这种 “生产自

身及其生活资料的人”，这种作为 “一切现实的

生产者”的人，究竟是马克思所诊断的当今现

实，还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规定？海氏自己承认

在当今起统治作用的就是这种人的自身生产与社

会的自身生产。那么，马克思主义对这种当今现

实进行批判，怎么就陷入其批判对象所处的主体

性形而上学陷阱呢？

当然，这种质疑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未必有

力。因为他认为马克思所坚持的人的命题，证明

马克思对人的规定早就陷入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

之中了。倘若如此，那么马克思坚持人的主体

性，坚持人的优先性就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

即使作为生产者的人是当今现实，即使马克思仅

仅是在分析与批判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但马克思

自己所主张的人论 （以自由自觉的活动为本质）、

劳动理论 （以劳动来解释现实与历史）与共产主

义 （扬弃异化实现自由王国）等等，只不过是当

下主体性原则的进一步发扬罢了，是扬弃了异化

形式之后的主体性原则之体现。关键在于马克思

是否坚持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倘然承认马克

思坚持这一主体性原则，那怕是坚持扬弃了异化

形式之后的主体性原则，那么在海氏看来，马克

思人的概念就难逃形而上学之陷阱。这一点对马

克思劳动或生产概念同样适用。

２．马克思所理解的劳动或生产如海氏所阐
述的那样是 “反思”或 “思想”吗？

海氏在 《人道主义书信》中把马克思的劳动

概念视同黑格尔的劳动概念，这已经有从思想上

或精神上来规定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可能，因为

《精神现象学》所知道的劳动终究只是精神性的

劳动。不过海氏在那里并没有点明这一点。他只

是指出黑格尔如何规定劳动的现代形而上学本

质，因而至少从表面上看不出他以思想来规定劳

动。然而，到了 《思想的原则》，海氏则直接指

认马克思在黑格尔意义上使用的劳动或生产概念

就是反思，就是思想。在海氏看来，马克思之所

以在颠倒黑格尔后仍然处于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范

围内，恰恰是因为现实生活和作用处处都是 “作

为思想的劳动过程”，是因为 “每一种生产的真

正生产性因素依然是思想”，是因为 “每一种生

产在自身中就是反思，是思想”。

海氏的这一论断既有启示意义，也颇为令人

费解。其启示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人的自身生产其

实同思想进入辩证法之后所达到的反思同构，自

身生产类同自我反思。也就是说马克思的 “人的

自身生产”概念其实来自近代哲学的 “我思”

原则，尤其来自 “我思”原则在辩证法中所达到

的自我思考、自我反映。① 这对于我们认知马克

思的生产概念或有助益。但该论断令人费解之处

更甚。它似乎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

的唯物主义颠倒。若生产在其自身就是反思，是

思想，那么马克思以 “生产自身及其生活资料的

人”来颠倒黑格尔绝对精神，还有可能吗？若谈

不上颠倒，何谈马克思同黑格尔极端对立？何谈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何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比其

他历史观优越？

倘若联系 《四个讨论班》有关生产的论述来

看，则更令人狐疑。海氏在分析马克思生产概念

时强调： “人的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

险。”② 倘若生产是反思或思想，那么给人带来

毁灭危险的就是人的自我反思，即人的思想。这

难免令人惊讶。当然，海氏所言之思想，按照他

自己的说法，并非指作为人的一般理性能力的思

想，而是一种特定的思想，即西方－欧洲的形而
上学思想。这种思想在海氏看来确有毁灭人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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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我们可以有条件地认同此论。但危险只能

来自这种思想对劳动或生产的 “促逼”或 “强

制”，恐怕很难说这种思想就是劳动或生产。弗

莱堡大师是在断言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或生产概

念其实就是主体性形而上学之完成吗？此论或许

不无道理，但是即使如此，劳动或生产的物质性

恐怕也不能被存在之思一笔抹杀吧？

四、简　　评

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存在历史定位长达

２０多年，并且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表述，但其
间的理路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必须把它们视为一

个整体，贯穿起来进行考察。通过上面的梳理，

不难发现海氏的定位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

第一，这种定位是在存在论上进行的，或更

准确地说是在存在之思层面上进行，而不是在政

治上进行的，即不是对马克思的相关命题作政治

的解释，而是对它们作形而上学的解释，即使相

关命题是在政治语境中出现的，即使马克思本人

是在讨论政治问题 （如德国如何解放）中提出相

关命题的。简言之，海氏不是在政治上评论马克

思命题的成败得失，而是从存在历史上来思考马

克思命题的优劣高下。

第二，这种定位把马克思思想当作存在之思

的极端对立面来批判。这一点在 《人道主义书

信》中尚不太明显，到了 《四个讨论班》就直

言不讳了。不过，若从本质上来看，当海氏在

《人道主义书信》中揭示马克思所承继的黑格尔

劳动概念的形而上学本质时，当他断言唯物主义

的本质隐蔽于技术的本质中时，甚至当他评论共

产主义表达了对虚无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时，他

显然也暗中把马克思思想当作了其存在之思的对

立面了。不过，公开把马克思思想当作存在之思

的 “最极端的对立方”来对待，则是在 《四个

讨论班》中发生的事情。海氏自己主张守护存在

的存在之思，其最极端的对立方显然只能处于彻

底忘在之境地了。

第三，这种定位之核心在于海氏对马克思思

想中人和劳动或生产概念的解析。海德格尔抓住

了马克思思想的要害，从人和劳动或生产概念入

手，揭示唯物主义的本质和劳动的本质同技术的

本质之间的关联，由此来评论马克思的主要论

题，如人的异化、历史观、唯物主义、辩证法、

共产主义等问题。即使人们不一定完全同意海氏

的结论，但不得不承认，海氏眼光老辣，抓住了

马克思思想之根本。要把马克思置于主体性形而

上学的极端处，不从人和劳动或生产概念下手是

难以成功的。

第四，海氏的马克思定位既然完全在存在论

或存在之思层面上进行，完全不作存在者层面上

的解释，如政治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解释，因而

难免有陈义太高、不食人间烟火之嫌。这当然不

是说存在论的解释无关乎现实 （海氏自己在 《四

个讨论班》中声称守护存在之思对现实会发生作

用），而是说———在接受海氏存在之思的时代论

断之前提下———这种存在论解释忽视了马克思思

想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对人类社会的可能贡献。换

言之，即使现时代如海氏所言处于形而上学的完

成状态即现代技术的统治之下，马克思扬弃异化

的共产主义理论也不是毫无积极意义的。海氏的

存在之思对异化与扬弃异化的努力一视同仁，一

网打尽，难免有陷入那种一切牛在其中都是黑的

黑夜的危险。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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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 《论花岗岩》

———为现代个体生命奠定自然根基

李包靖

【摘要】在歌德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中，在歌德神话人生之中，我们时时看到花岗岩意象在闪耀。首先，花岗岩意

象之于歌德来说，它是主体对世界的立场。歌德的神义论表明，人类的存在并非自然的，只有灵魂不朽是自然的。我

们只有在融合水成论和火成论的层面上建立对世界的基础的信靠。其次，花岗岩作为基础的信靠性在现代市民社会里

表现为 “永恒的根基”被个体的非道德性侵蚀，我们应 “顺乎伟大的生命”为生命不朽创造基础。最后，花岗岩蕴藏

的自然奥秘以歌德所谓的 “自然兴现”的方式向我们的审美知觉敞开，以此建立一种理解自我与世界的核心形象，倾

心呼唤作为生命之根的自然。

【关键词】布鲁门贝格；花岗岩；基础；自然兴现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１７－０７

　　汉语学界对歌德的短文 《论花岗岩》忽视已

太久了。人们容易把歌德的此类文章归入博物学

的探索和研究范围之内，并耽情于歌德的自然科

学文章的诗情画意和流光溢彩。其实，此类以散

文诗写就的 “科学文章 （包括 《色彩学》、 《植

物形态学》等）”蕴含着伟大的泛神论同情，充

溢着对世界中生命与存在的欣然认同的乐趣，但

是，其中最为博大深沉还是自然的观念和永恒宁

静的自然精神。这种严肃和沉默的自然的灵魂由

地球上 “最高处和最深处的花岗岩”①承负起来，

在 《论花岗岩》中，我们读到了花岗岩所表征的

世界的坚实的基底，“它们的存在提升并安顿我

的灵魂”②；花岗岩蕴藏的自然奥秘以歌德所谓

的 “自然兴现 （Ｎａｔｕｒｗüｃｈｓｉｇｋｅｉｔ）”的方式向我
们的审美知觉敞开。

本文的思考步伐无意中契合了伽达默尔对歌

德核心审美思想的关注和理解：“一方面是自我

和世界相关联的普遍性问题，尤其是主体的、建

构的行动参与世界经验的问题，然后就是自然和

艺术之间这个特殊性问题。”③在歌德的普罗米修

斯神话研究中，自我与世界相关联的普遍性问题

首先是通过主体对世界基础的体验和思考呈现出

来，其次在道德的政治基础方面表达主体的建构

行动参与世界经验的问题，歌德的神话人生的正

当性最后奠定于一种艺术和自然相遇的审美创造

之中。

一、世界的体验：关于基础的思考

普罗米修斯素材在歌德的意识中成为一种理

解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核心形象 （ｚｅｎｔｒａｌｅｎＫｏｎｆｉｇ
ｕｒａｔｉｏｎ）。自孩提时代起， “普罗米修斯式反抗”
已深深渗透到歌德的生命根基，并成为一股主宰

后来一切重要事件走向的决定性力量。年幼的歌

德对１７５５年里斯本大地震的发问至今令人震撼：
“上帝何以不像 《新约全书》所说的那样，对妇

女与儿童一点也没有爱心？”他的母亲回答：“里

斯本地震掀起了革命的浪潮，两者之间的联系再

次显现在 ‘普罗米修斯式反抗’身上。”④冥冥之

中，聪颖心灵土壤上播下了普罗米修斯神话形象

的种子。

年仅六岁的歌德思考的问题恰恰是，古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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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世界上最为智慧的脑袋企图予以解决但又难以

让人信服其解决之道，这就是自莱布尼茨之后流

行的神义论 （Ｔｈｅｏｄｉｚｅｅ）。在震惊欧洲大陆的灾
难面前，人们习惯使然，从上帝角度来辩护造物

主的智慧和善良。比如这样的陈词滥调泛滥一

时：中间王国介入了神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给上

帝的正义蒙上阴影，云云。与此相反，孩子的思

维完全挣脱了习惯思维的束缚，年幼的歌德不是

从神秘的上帝行为正义的认同角度，而是从受害

者神圣不可侵犯的角度来把握问题：“上帝既然

允许地震发生，那他一定知道 ‘厄运无伤灵魂不

朽问题’。”① 这个灵魂不朽的基础性问题贯穿了

歌德一生的思想和行动。基础的形象让我们马上

联想起 《普罗米修斯》颂诗的开篇中 “可别动

我站立的土地”②，德语的 “基础”和 “土地”

源出Ｇｒｕｎｄ一词。
歌德的回答对神义论的思考有何重大意义？

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 “有

关上帝称义这个戏剧”问题。柏拉图以灵魂选择

命运的厄洛斯神话③开启了这个戏剧，奥古斯丁

紧随其后系统地建构了这个戏剧的自由主题：人

类的自由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建立在因果关系

的基础上的。如果说人类因自由带来厄运就是其

犯罪的结果，那么，这种因果关系定罪方式产生

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方面可以为上帝免责，另一

方面把世界之恶推到人类主体身上。除了上述因

果推导的理论自洽外，奥古斯丁的自由概念还是

为当时灵知主义将存在基础二分为善与恶的二元

论思想的挑战而作出回应。奥古斯丁对灵知主义

思想的第一次克服只是部分成功的，在 《现代的

正当性》中，关于这个观点布鲁门贝格已有详尽

论述，现在稍微提及。如果说自由产生于人类的

意志的话，那么，自由所带来的罪恶只是主体之

恶，奥古斯丁却把世界之恶 （Ｗｅｌｔüｂｅｌ）由主体
的自由来负责，显然让主体的自由承担起不应有

的两重谴责，这对自由来说没有什么可损失的。

世界之恶由什么来克服呢？布鲁门贝格在 《马太

受难曲》中提出由主体的世界化或者在世界中生

成的主体，亦即是一种新型的灵魂不朽来克服，

易言之，主体的世界灵魂承担起为己和为世界的

责任。尽管如此，奥古斯丁有关自由概念与上帝

正义的关系的思想戏剧却为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慰

藉：“一个对人类友善的更高存在 （Ｗｅｓｅｎ），用
一条不可能实现 （自由而正确）的法则，拯救人

类从世界和罪的纠缠困境中走出来，而无需承受

这样无情的思想———世界的本性 （Ｑｕａｌｉｔｔ）完
全在于人的自由和他最初的堕落生成的。”④ 令

人不可思议的是，奥古斯丁所不能克服的问题，

已经在歌德幼小的心灵里萌芽了回答问题的思想

苗头。那就是灵魂和存在的二分法，歌德不再坚

持人类的存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而是坚定

地相信 “我们的灵魂是一种本质，是一种永远不

可能被摧毁的自然……”⑤

灵魂不朽是人类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因为 “灵魂是自然的”，所以它既不可能由康德

的第二批判实践理性的绝对效用来确定，也不是

康德用谬误推理所能抛弃。歌德思想最初的萌芽

———灵魂不朽观也只是把神义论暂时带出了里斯

本大地震的诘难，而没有完全系统地解决这个问

题，毕竟一个小孩的心智能力难以承受这样的问

题———灵魂不朽是一种在世界责任中生成主体不

朽的思想。但是，小小年纪的他把这个严峻的人

类责任问题与神话错综复杂的情节联系起来：普

罗米修斯的反抗就是用灵魂不朽 “对上帝可控权

限的一种限制”⑥。这一艰难又复杂的过程是如

何实现的？在布鲁门贝格看来，这一切源于巧妙

而神奇的神话想象的居间性质和文化功能。普罗

米修斯作为造物主并不是主宰世界的最高掌权

者，这位人类的恩主对宙斯的反抗在神话想象中

成为人类和世界之间的一位居间人物。正是这种

神话想象的居间性质引发了这样一种文化功能：

它成功地解决了灵知主义二元论思辨把存在的基

础二分为人类和世界之思想难题，重新将之融为

一体，普罗米修斯因此成为审美多神论者，他把

美妙的诗学基本思想与普遍化过程结合起来⑦，

生成一种为己和为世界的责任的灵魂不朽，并对

一种 “三元神学”情有独钟： “就我自身而言，

身上总有多种倾向并存，因此不能只满足于一种

思想方式；作为诗人和艺术家，我是一个多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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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 《论花岗岩》

者，但作为一个自然探索者，我是一个泛神论

者，这些都是我的坚固的信念。如果作为一个道

德的人，我需要一个人格化的上帝，这是题中应

有之义。”①

同是年幼的歌德，还有一个例子说明他的思

想具有基础性的形象。小时候，歌德跟着他父亲

修习拉丁文。可能是为了学以致用的缘故，父子

两人把练习的场景安排在地窖。进入地窖需要经

过一段黑暗的下降通道。年幼的孩子毕竟对黑暗

有点恐惧，父亲鼓励他说，进了地窖的入口，底

下的光亮足以照亮黑暗中的神秘事物。父亲的意

思是说，明白了万事万物的基础，亦即明白了整

个世界。这是一场以教育方式反转柏拉图洞穴寓

言的思想练习。前一个下降到洞穴的场景指的是

关于基础的信仰，后一个上升到洞口才能真正见

到光亮的场景与目的哲学相关，两者对比分外鲜

明。

进入地窖之后，儿子看到了他想看的房子的

奠基石和建造地窖的拱心石。在建造酒窖期间凿

空地底和支起架构必定存在诸多危险，但是人们

仍可在施工期间居住在屋里。这又是如何可能

的？如果我们把房屋的存在与世界本身联系起来

的话，亦可明白这样的生存道理，奠定基础即为

存在提供稳靠性。与此同时，奠基石和拱心石的

隐喻表征了主体对世界的立场②。父亲在地窖酒

桶旁向孩子介绍基石和拱石的建造过程，并嘱咐

儿子把美酒的芬芳泽被后世。这又是一场美学

（美酒）探险，为我们开启往后普罗米修斯神话

研究中审美创造的基础的追问，它何以获得自身

的正当性？答案可能在于：“对世界之美的关注

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个体对他人的道德责任

感。”③ 这里发生的一切预先为歌德普罗米修斯

神话研究中美学探险的一场彩排。

还有一则逸事颇显歌德的少年心性。他有通

过天象预知地震的本领，虽然传说模糊了天才的

真实面目，亦能说明灵魂和自然融合的泛神论自

然观。这种体物观照方式使他能够以万物互相指

涉的方式看待一切反常现象，形成万物一体化泛

神论观念。正是这种万物一体化泛神论促使歌德

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把在世生命的基础体验

和另一种生命体验联系起来，并进行对照：“对

于自己脚下根基的忧虑绝非只是对于分裂与深渊

的忧虑。害怕昂首问天，仰望苍穹，与日月齐高

的过程中丧失根基。”④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

忧。丧失根基的忧虑使我们时时在歌德的神话研

究中感到，“人性 （人类）的限度”从 “思想的

基础”上冉冉升起：“渴望扎根于大地的人，就

无法触摸头顶上的晨星。”⑤ 扎根大地的信仰生

活与仰望苍穹的理性生活的悖论深深攫取了歌德

的心灵，在 《人性的界限》一诗中得到淋漓尽致

的体现⑥。

对脚下大地是否稳靠的忧虑蔓延到歌德对火

成论 （Ｖｕｌｋａｎｉｓｍｕｓ）和水成论 （Ｎｅｐｔｕｎｉｓｕｍｓ）
之争的两难取舍中。水成论与火成论之争源自启

蒙运动。《圣经·创世记》确定人类生命的稳固

基础于创世第二日上帝将水和土分开。为了与圣

经的创世故事展开竞争，水成论和火成论也把理

论权威追溯到人类生命的基础和宇宙的内在构造

力量，特别是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地球表层的构造

力量。“火成论者提出一种自内而外的暴力构成

理论来解决世界起源问题，而这几乎以一种栩栩

如生的方式认可了纯粹的内在性。”⑦ 与火成论

以内在性为主体力量相比，水成论者秉承水对地

球表面塑造的主导性自然力量，他们以玄武岩的

形成过程为例说明地球的形成过程，但是，对他

们的理论不利的一个方面是，他们无法准确提供

一个科学时间来说明水能够获得和土同等程度的

创造力量。时间是我们对世界的一种内在体验，

它开启心灵栖息大地、守望天空的精神世界的入

口。给予水成论一种时间的体验，意味着水成论

和火成论开始走向融合的趋势。

同为启蒙内部的理论建树，水成论和火成论

差别导致两派相互攻讦和相互影响，以洪堡为代

表的一派虽然对火成论深恶痛绝，但还是吸收了

“火山起源于花岗岩”这一学说。这种模棱两可

的影响通过洪堡传递给歌德。在喧嚣纷扰的争吵

声中，人们大体上都忽略了火成论与浪漫主义之

间的隐秘关系。后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从美

学的视角提出火成论美学概念，一时以平民形象

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Ｍ），Ｓ．４７１．
（ＡＭ），Ｓ．４７３．
［法］皮埃尔·阿多： 《别忘记生活》，孙圣英译，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０页。
（ＡＭ），Ｓ．４７５．
（ＡＭ），Ｓ．４７５．
［德］歌德：《人性的界限》，《歌德文集 （８）》，绿原

译，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ＡＭ），Ｓ．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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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尽风流。但与之形成对抗的是作为 “贵族精

神”的水成论。歌德就这样徘徊于火成论和水成

论的两个基本隐喻：“根据我们已知的、以一种

充满奥秘的方式构成它的那些成分，我们很难推

断出，花岗岩的成因是火还是水。”① 歌德大象

无形地以万物一体化的泛神论观物体验方式，把

水成论和火成论歧争收纳于花岗岩的基础隐喻之

中，再一次岿然不动地站立在花岗岩这一我们生

活世界基础之稳靠性上。花岗岩作为 “最古老、

最可敬的时间之纪念碑”②，正如法国当代哲学

家阿多所说，“宇宙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崇高景观

反而会促使我们意识到无时无刻不加诸我们身上

的道德义务”③。歌德的朋友波提格尔 （Ｂｔｔｉｇｅｒ）
曾报导，歌德发现构成花岗岩成分的奥秘即在

于，“花岗岩的组织结构中包含着只能用神秘来

解释的神圣三位一体”。④

二、另一种稳定性：道德的政治基础

《论花岗岩》和水成论地理学模式逐渐指向

一种对世界体验的最深切忧虑，这种世界的体验

（Ｗｅｌｔ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反映在 《普罗米修斯》诗行

“可别动我的土地……”中，神话人物的审美反

抗也转为一种获得稳固基础的壮举，同时折射于

天才作者的身上。歌德放言：“当我寻求自己独

立的保证时，我觉得我的创作才能是自立最稳固

的基础。”⑤ 他想把自己伟大的一生建筑在他世

所罕匹的自然天赋上，正如普罗米修斯与诸神绝

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作坊创造人类。

《潘多拉》和 《浮士德》第二部之序曲 “宜

人的佳境”中生活世界的 “基础稳靠之隐喻”，

现被另一个领域的基础之稳靠性 “撞了一下腰”。

它就是 “我们的道德政治基础”的问题。对这个

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歌德既不是启蒙主义的怀

疑，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轻信，更不是年幼天真烂

漫时 “地震的遥感经验”，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

诗意洞见：“我们的道德政治基础正在为地下过

道、地下暗室和地下阴沟侵蚀。”⑥ 大革命这场

大地震破坏了这个 “地下世界”，拿破仑在它基

础上重建稳靠根基，但他的遽然衰落又造成第二

次政治架构的大地震： “天下大乱、根基不稳、

一切正四分五裂……”⑦ 所有有关 “基础被侵

蚀”的隐喻无不指向 “重建人间的幸福依赖于同

一性原则”。⑧ 如果把历史的进程体验为世界的

没落，那么歌德又是如何来 “塑造生命的情感”

来实现自我捍卫，度过这段充满危机和混乱的人

生阶段呢？

歌德对社会政治现象的思考依然深蕴基础性

形象。早在法国大革命历史事件发生之前四年，

巴黎的项链丑闻把江湖骗术带进政治事务之中，

以至于人们不能完全分辨谁是骗子谁是受害者。

这桩可疑事件指出这样一种现象： “她 （自然）

似乎将一切都倾注于个体性，却又对个体毫不在

乎。”⑨ 个体性犹如幽灵出没，暗中侵蚀着当前

政治的道德基础。从项链事件中歌德察觉到法国

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基础开始动摇，一直到拿破

仑的出现为止，欧洲重新形成一个新型的政治基

础。当项链丑闻把当时法国的政治基础敞开了非

道德的深渊时，歌德以宿命的乌托邦色彩的终末

论口吻说出： “宇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毁灭，

而且感受到更惬意。”瑏瑠 接受问题总比解决问题

来得容易，也更为心平气和。这种萎顿无力的感

觉促使他寻找一种个体的自我授权 （ｄｉｅ
Ｓｅｌｂｓｔｍ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ｄｅｓＩｎｓｉｖｉｓｕｍｍｓ）瑏瑡 的人生认识：
与强权人士结盟，但又永远不让他们凌驾自己之

上。瑏瑢 这种 “为人之道”的方法说明了，歌德不

再是从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角度去构建生命的幸

福，而是从世界的角度 “与现实周旋”： “一种

源自生命形式的创造力：为自己融化世界，由此

让它成为己有，但是仅仅吸收自己可以融化的那

么多。”瑏瑣 他需要并以这种方法发现同一性原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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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Ｊｏｈａｎ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ｖｏｎＧｏｅｔｈｅ，üｂｅｒｄｅｎＧｒａｎｉｔ，ＷｅｒｋｅＫ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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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üｃｈｅｎ：Ｃ．Ｈ．Ｂｅｃｋ，１９８１，Ｓ．２５４．

Ｉｂｉｄ．，Ｓ．２５５．
［法］皮埃尔·阿多： 《别忘记生活》，孙圣英译，第

１２０—１２１页。
（ＡＭ），Ｓ．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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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Ｓ．４８２．
（ＡＭ），Ｓ．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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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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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稳靠感。

过去岁月里，歌德曾用戏剧的新方法来征服

现实，现在总归显得捉襟见肘，令人疑虑重重，

但相对于法国革命的流行题材，他的剧作 《自然

的女儿》 （ｄｉｅ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Ｔｏｃｈｔｅｒ）成熟表达了个
人对政治不稳定性的真实而深刻的体验。剧本在

分别的港口又重现了里斯本大地震的毁灭景象，

但其寓含的是另一种人的 “背信弃义和低三下四

的深渊”①。布道修士深刻指出，这场以大地不

稳定的自然迹象指涉政治不稳定的深层原因恐怕

是，由于政治最是充满机遇的变数，它运用修辞

手段煽动政治的狂热，因此，无论政治结构看上

去如何坚固，它注定要坍塌的。上述一系列缘由

酿成的政治命运恐怖，已侵蚀了永恒的生存根

基。作为自然的女儿，欧根妮在日常俗务和政治

处境之间触类旁通，离开了一直以来作为保护壳

的市民婚姻，不再信任本身就岌岌可危的国家，

安心踏上通向彼岸世界的道路。因为以市民家庭

世界所表征的市民政治 “绝对不会出自一种对政

治根基的信仰，而只是一种私人的权宜之计”②。

“顺乎伟大生命的／各种精粹不复以爱的力量／彼
此拥抱，来创造一个生生不息的统一。”③ 这样

不复以 “爱的拥抱”来创造 “生生不息的统一”

就是顺乎自然、从不迷乱的家园的根基，也就为

生命的绵延提供了不朽的基础———这是 “父国的

根基”，又是 “我的圣所”。

歌德写下诗句不复以爱来创造政治权力的统

一，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又去拥抱一种 “顺乎伟

大生命”之形式的稳定性力量———科西嘉皇帝

（拿破仑）的政治权力。在博尔内 （Ｌｕｇｗｉｇ
Ｂｏｎｎｅ）眼里，他始终是一个 “追求稳定性的傻

瓜”④。这是一种自我捍卫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ｈａｕｐｔｕｎｇ）
方式的流转，也就是他还没有找到真正信仰的症

候。“所谓的信仰就是对于现在和未来的一种深

挚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源于对某一个无限大

的、全能的、而有不可探究的实体的信赖。”⑤

歌德转变自我捍卫方式如变色龙一样多变，但是

寻找自我连续体的统一性暗示了他对基础稳定性

的追求。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歌德的自我捍卫方

式的嬗变：六岁时以灵魂不朽保证神义论的方式

被迫自我捍卫，青年时期以反叛诸神的审美形式

而实现自我捍卫，他现在以政治取代神魔

（Ｄｍｏｎ）的自我捍卫方式完成政治基础的稳靠
性。

三、审美创造与自然兴现的相遇

当歌德对魏玛官员繁冗公务心生厌倦时，他

“蛰居斗室，做自我最内在的沉思”，生存所必须

的生命强度变成了隐退的能力。⑥ 诗人企图以一

己之力顽强抵抗政治的替身———神魔。隐退之中

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一种复杂表现形式：“毁灭已

经潜在地充满了创造力。”⑦ 这是一种自然的存

在状态： “她 （自然）总在建设又总在破坏。”⑧

在法国大革命轰隆隆的雷声中，身处魏玛宫廷的

歌德重新撤到普罗米修斯神话创作，以抵御外在

政治对他思想根基的侵蚀。歌德反讽自称 “我的

神性是魔鬼的神性”，恰恰反映了这个时期普罗

米修斯神话创作自相矛盾的精神心态和思想状

况。歌德放弃了神性的称号，亦即是放弃了绝对

性。但是，普罗米修斯反抗宙斯的行为总是蕴含

着这样的内涵：唯有一个神癨对抗另一个神癨。

它又在歌德登上布罗肯山峰 （Ｂｒｏｃｋｅｎ）的具体
事例中折射出来。歌德向斯泰因夫人报告当时自

我感觉：“……既不是魔鬼，也不是耶稣，我们

向上攀登……”⑨ 我们说他是神，与说他是魔鬼

已没有任何区别。魔鬼和神明彼此混合又是如何

可能的？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布鲁门贝格求助于反讽

概念，因为启蒙可以通过审美的方式解放这些概

念进而确立审美概念的自由瑏瑠，尽管它们身上还

保持着两者的对抗性。显而易见，歌德用审美架

设了人与神交通的津梁，由此而来的是，他的普

罗米修斯不再是一个反叛的普罗米修斯，而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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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和解的普罗米修斯①： “它是真正的哥德

式思想，一个几乎是非基督教的自我肯定和自我

和解的思想。”② 实现这一目的的具体行动体现

于歌德匿名出版的第一本名为 《论德国建筑艺

术》 （Ｖｏ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Ｂａｕｋｕｎｓｔ）的小册子中。普
罗米修斯的名字出现在这本专著的末尾即是明

证。

这里与我们相关的重要证据是，这座建筑同

两年后颂诗之间的联系可以从一个事实见出：

《普罗米修斯》颂诗中小屋呈现了哥特式教堂的

原型③。歌德将斯特拉斯堡教堂的建筑设计大师

埃尔温·施泰因巴赫 （ＥｒｗｉｎｏｆＳｔｅｉｎｂａｃｈ）与泰
坦神癨相提并论。他认为，哥特式尖顶和拱廊建

筑风格完美体现于斯特拉斯堡教堂。教堂的造型

像帐篷一样，由彼此交叉和前后支撑的廊柱构

成，用一根脊梁将它们连成一体。我们完全可以

做出推论，其最为简化的原型应该源自树冠状小

屋的结构，四根角柱和置于其上的树枝构成的三

角屋顶。正是这个最为简化的原型就是普罗米修

斯原始小屋，它包涵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蕴，布

鲁门贝格将之概括为自然兴现的形式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
Ｗｕｃｈｓｆｏｒｍ），源始又简单，地地道道是自然的。
对于歌德的自铸伟辞，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多倒有

一段比较贴切的描述适合于表达自然兴现的形

式：“歌德这样表达，是因为他想到的并非实验

知识的运动，即从外部现象出发，发现一种能够

解释现象的内在机制，而是直觉思想的运动，它

包含产生和生长的运动，即希腊意义上的 ｐｈｕ
ｓｉｓ，或者从内部到外部的成形努力 （ｎｉｓｕ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ｖｕｓ）。这里的 ｆｏｒｍ不是指 Ｇｅｓｔａｌｔ，即固定不变
的结构，而是 Ｂｉｌｄｕｎｇ，即形成或生长。”④ 伽达
默尔曾有言： “只有当素材进入到一个构造中，

才对我们具有普遍性和意义，并对我们言说。”⑤

这个审美小屋是如何通过自然兴现的构造来获得

自身的普遍性和意义呢？一方面，小屋由内自外

的兴现形式确保它不会轻易为地震毁坏；另一方

面，小屋的自然又简单的形式使它在恶劣天气对

其摧毁后便于迅速重建，足以说明普罗米修斯的

小屋在最低限度上能够积极应对理性的挑战。综

上所述，歌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小屋既是自然的

也是理性的：歌德一方面 “试图将自由和我们自

身尽可能地作为自然来对待”⑥，另一方面，他

又 “将自然的本质作为与精神的本质和自由的自

我意识的本质统一来把握”⑦。按实存主义的说

法，这就是 “把自然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在场当成

创作的源泉”⑧。

面对普罗米修斯的原始小屋所含的自然奥

秘，歌德曾在 《论花岗岩》中抒发过这样深沉的

体验：

当我此时离开我一贯所处的观察领域，以一

种真正充满激情的喜悦转入一个新领域，我绝不

畏惧人们的指责：说我必定受到了一种矛盾精神

的蛊惑，才从观察和描绘造化之中最年轻、最多

样、最活跃、最善变、最易感动的人心，转入了

对最古老、最稳重、最深刻、最难撼动的自然之

子的观察。因为人们必将乐于向我承认，一切自

然的事物之间都存在一种确切的内在联系，并且

但凡乐于研究的精神绝不喜欢被排斥在某种可以

达到的事物之外。是啊，由于人类思想的变幻多

端，由于我自身内部以及他人的思想中所发生的

种种剧烈运动，我曾饱经苦楚并仍在受苦；而人

们同时赐予我这份庄严的安宁，确保我能在孤独

和沉默中贴近那宏大的、低声言说着的自然。⑨

作为自然之子的花岗岩以一种自然兴现的形

式存在着：它 “剧烈运动”，“矛盾对立”，拥有

“确切的内在联系”……我们只有在孤独和沉默

中饱经苦楚承受着这份安宁……总之，歌德以一

种天才的创造力量 “贴近那宏大的、低声言说着

的自然”。按歌德的万物一体化泛神论观念来看，

普罗米修斯小屋的构造和花岗岩意象所蕴含的精

神是一脉相通的。

上文提过，如果说普罗米修斯的原始小屋和

哥特式教堂之间能够架设一道桥梁的话，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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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Ｓ．４９３．
［德］汉斯－伽达默尔：《歌德 〈浮士德〉中的守塔人

之歌》，吴建广译，《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１８页。
（ＡＭ），Ｓ．４９３．
［法］皮埃尔·阿多：《伊西斯的面纱》，张卜天译，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８１页。
［德］汉斯－伽达默尔： 《歌德与道德世界》，吴建广

译，《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第７１页。
［德］汉斯－伽达默尔： 《歌德与哲学》，吴建广译，

《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第６３页。
同上，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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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 《论花岗岩》

该桥梁非审美莫属。“在歌德看来，能使我们认

识自然的唯一有效工具就是人的感官：由理性所

引导的知觉，尤其是对自然的审美知觉。正如我

们所看到的，他认为艺术是自然的最佳阐释

者。”① 小屋是自然最为严酷的必然性产物，而

大教堂则属于审美创造力爆发的主体力量的确

证。两者恰恰反映了 “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对应性

和深层的亲缘关联：我们在自然中看到内在的目

的性，内在的目的性我们也能从对美好之物的体

验中和天才的创作中经验到”②。因此，小屋和

大教堂是可以在审美中融合在一起，易言之，审

美的合法性亦在于自然的根据。“埃尔温·施泰

因巴赫赞美诗中的歌手严格地区分必要之物与审

美之物，从而看到了艺术被贬为纯粹的生命装饰

的危险，而歌德使用上帝之树的隐喻确定无疑地

与装饰生命没有丝毫关系。”③ 审美与装饰无关。

把普罗米修斯小木屋的造型比喻为上帝之树后，

歌德进一步指出： “天才本身就是创造性自然，

他绝对不会去装饰那些使用已久的事物；相反，

他以这样的手段创造了形式：先是一间小木屋，

然后是教堂的尖顶与拱廊。”④ 天才本身是创造

性的自然，因此他的作品才是真正伟大的艺术，

而且比美的艺术本身更真实更伟大。笔者对此观

点略作两点发挥：其一，当天才的作品以自然兴

现的形式为基础时，天才塑造出一个源自必然性

的形式世界，天才的创造虽然是一种自由，但这

种自由含有自我保存的基本需要来担保人类的自

由的⑤；其二，普罗米修斯之所以能够成为造人

的陶匠，首先在于他的土地、木屋和火炉确证了

他所具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意志。

布鲁门贝格把歌德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创作推

进到最后自然兴现层次时，泰坦神癨不仅在建筑

上与埃尔温·施泰因巴赫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文

学上还与莎士比亚联系起来。“如果说自然兴现

（Ｎａｔｕｒｗüｃｈｓｉｇｋｅｉｔ）观念可能对应于哥特式教堂
的古典主义建筑原型，那么，文学上与之对应的

原型就是莎士比亚了。”⑥ １７７７年，歌德在 《纪

念莎士比亚命名日》的演讲中，正式将人类造物

（Ｗｅｒｋ）与自然造物 （Ｗａｃｈｓｔｕｍ）等同起来，将
狂妄的创造性整合于自明的自然性中，亦即是将

实在与理念同一起来：歌德 （莎士比亚）的

“客观化的最高方式就是以艺术品的方式呈现，

这是既实在 （Ｒｅｅｌｌ）又具有理念 （ｉｄｅｅｌｌ），既主
观又客观。然后按谢林的看法，哲学思想以其必

然性转化为艺术的天才创造”⑦。与此同时，他

将莎士比亚的自然风格同提倡 “三一律”的古典

主义悲剧对立起来：“艺术作品不是依据先天法

则创作出来，相反，在创作过程中法则借助于艺

术品显示出来。”⑧ “当歌德说艺术是自然的最佳

阐释者时，他的意思是指，审美体验使我们窥见

了可以解释各种自然生命形态的具体法则。”⑨

因此，在这种程度上说，艺术的创造类似于上帝

的创世。创造之所以能够具有创世的力量，端赖

于 “普罗米修斯的作坊创造行为与业已存在的自

然之先天条件及其规范”瑏瑠 建立起联系。如莎士

比亚笔下的人物自然而然出现 “世界是一个舞

台”上，歌德的普罗米修斯所创造的人类应该是

“一个像我的种族……”。人类的生存方式必得与

自然为他们所预设的前提条件一致，也就是说普

罗米修斯用自己的灵性气息 （自然）赋予人类生

命。但是，歌德时代风行一时的洛可可风格让他

对时代的艺术趣味皱起了眉头，“这个时代完全

丧失了依据自然评判自然的能力”瑏瑡。因为那个

时代的艺术作品不是陈陈相因，就是矫揉造作。

歌德通过莎士比亚 “倾心呼唤作为生命之根的自

然”瑏瑢，以此匡正时代矫饰风气，诊治艺术弊病。

职是之故，莎士比亚证成了歌德的普罗米修斯神

话研究：捍卫自然，反对古典主义圭臬，一举扫

清了法国古典主义在德国的流风遗毒。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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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化自然观视域中的绿色发展


金瑶梅

【摘要】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在自然观的演进中具有革命性意义，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实施绿色发展理念的

哲学根基，借助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视角正确看待我国绿色发展的目的、途径、原则及境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制度诠释及实践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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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终结德国古典自然观传统，将实践
视为一个核心概念与不可或缺的中介，引入到对

“人－自然”、“主体 －客体”这两对关系的考量
中，以实践超越人与自然的异化，以实践消解

“主客二分”的割裂，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主体

与客体的相互统一，同时将社会历史视野引入自

然领域的思想，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不仅在发展观

的演进逻辑中具有革命性意义，而且值得我们在

当下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对其展开理论维度的深层

剖析，并将其当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提出的

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的哲学根基。众所周

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 “五大发展理

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

大发展理念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积极回应现实

需要，针对我国目前在快速现代化、城市化进程

中遭遇到的发展瓶颈，指明了今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前行的方向，其中的绿色发展理念

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另一个侧面映射出

我国现阶段生态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深入挖

掘马克思人化自然观所包含的丰富生态意蕴，以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作为我国绿色发展理论建构的

主要基石，尤其是借助其视角正确看待我国绿色

发展的目的、实施途径、遵循原则及所要达到的

境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制度诠释及实践探

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看绿色发展之目的：

让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

　　自然观是我们人类对于自然的根本看法，每
一个人类个体来源于自然界又最终复归于自然

界，这一循环在历史的长河里周而复始，构成了

人类与自然之间无法割裂的历史性联系。我们在

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交换过程中，不断地在自然

那里反观自身，确认自身的本质力量，同时反思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重

构自然观。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自然观主要经

历了从古代朴素自然观到近代机械论自然观再到

现代有机论自然观的三次大的嬗变。从对什么是

生成自然的 “始基”这一本源性问题的思考来

看，又存在着唯心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

之区别。就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

哲学而言，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与费尔巴

哈旧唯物主义抽象自然观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马克思在对这两者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

发动了一场自然观领域的 “哥白尼式的革命”，

即建立起自己的以实践为基础的人化自然观。

何谓马克思的 “人化自然观”？马克思在自

己的论著中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而是

４２





本文系上海市曙光计划 “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研究———以生态社会主义为参照” （１５ＳＧ５５）、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资助项目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启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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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化自然观视域中的绿色发展

以理论迂回的形式进行了阐释，为马克思之后无

数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解读的空间。虽然缺乏

直接的语词判断，但是马克思在多个地方，尤其

是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反复提及了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化的自然界”及

“人本学的自然界”等概念，从这些论述可以大

致窥见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大致内容。比如，他

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

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

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

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

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

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

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① 从这段话可

以看出，人们借助于感性的、现实的对象性关系

的存在，借助于将一个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界

改造成一个属人的自然，从而将人与其他的物种

区别开来，同时不断印证主体自身的能力，把握

在 “人－自然”这对传统关系中的主动权。又
如，马克思指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

精神感觉、实践感觉 （意志、爱等等），一句话，

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

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② 这

段话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唯物主义本

质，人的感觉、精神世界的源泉是作为对象性存

在物的自然，反之，将自然人化的过程又赋予了

人的感觉及精神世界更丰富的内涵，这一过程是

交互进行的，是一种双向对象化关系：“人创造

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③ 再如，马克思

认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

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

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

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④ 这里马克

思所提及的 “人本学的自然界”与 “人化的自

然界”一样，都强调了自然界的对象化与人化。

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使纯粹的自然逐

渐被人化的自然所替代，与此同时那些 “被抽象

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

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⑤。显而易见，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就将自
然界当作人类身体的延伸来看待。尽管人在类的

意义上而言，存在着生理器官方面的局限性，人

在每个个体的意义上而言，也存在着生命的有限

性，但是通过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自

然界成为了人的无机的身体，超越了人类有机体

的局限性与有限性。如此，生成了以人为中心由

内而外扩展的三个共时态的同心圆，最里面的一

个为人类生物有机体，中间一个为次生的无机身

体———人化的自然，最外侧的一个为原生的无机

体———没有任何人类足迹的原始自然。这三个同

心圆处于同一界面，彼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原生的无机

体日益缩小，不断转化为次生的无机体。

依据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人应当积极地认

识、改变自然界，因为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

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

来说的生成过程……”⑥ 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

视野来看我国绿色发展的目的，得出的结论不言

而喻：我们应当充分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通

过各种实践活动，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界，使自

然界更好地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及精神内

容，促进人的更高层次、更自由全面的发展，使

自然成为人的无限拓展的无机的身体。一言以蔽

之，我们应积极使自然为我所用。实质上，单单

从语言分析的层面来讲，在 “绿色发展”这一词

汇中，孰轻孰重已见分晓——— “绿色”起到了修

饰词的作用，主题词则是 “发展”。无论是绿色

发展还是其他的 “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四

大发展理念，或是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最

终的落脚点都在后面的 “发展”二字上，也就是

说，最终的目的依然是发展，而不是为了顾及

“绿色”便主动放弃 “发展”，退化到丛林时代。

虽然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处在

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

差距，发展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只有不断发展才

能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使中国人民享受到发展带来的一切物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８页。

同上，第８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８９页。
同上，第１１６页。
同上，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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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文化成果，提升生活的整体品质，从而维护社

会的稳定团结，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的内在张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国际社会

主义运动走出自苏东剧变以来遭遇到的低谷。

二、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看绿色发展之途径：

劳动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

　　在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强调绿色发展、生态
环境保护的整体历史语境中，国内外很多马克思

主义学者都致力于在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中寻找

到理论依据与观点支撑。的确如此，马克思没有

专门的、系统的生态思想，他的生态思想集中体

现在其人化自然观中，相关的论述在 《１８４４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此外，在

博士论文中他阐述了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看

法，尤其是赞赏伊壁鸠鲁将神赶出了自然界这一

颠覆传统的做法，而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则重点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

的批判。这些马克思早期的论述综合起来，构成

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大致框架，而真正使马克

思人化自然观变得更加完整、更加科学的，无疑

是马克思在 《资本论》这一后期巅峰之作中关于

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资本主义

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出现了断裂等论述。这些

论述使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以前后统一、层层深

入的形式呈现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论著中。

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这样说道：“劳动首

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

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

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

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

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

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

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①

按照这段话的表述，我们不难得出三大结论：第

一，人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力，因为人具有用自身

的活动来改变自然界其他自然物质的能力，因此

人在一定意义上与自然界的其他自然物质相对

立；第二，劳动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

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这一过程

存在双向的物质变换，既包括人对自然的作用

力，又包括自然对人的反作用力，体现出人与自

然的交互性；第三，人并不是独立于自然界之外

的，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

即人在劳动的过程中出现了自身的自然化、物化

现象。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劳动作为

人类所独有的感性实践活动，只有它才能实现人

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劳动的过程使自然的人

化与人的自然化及物化得以实现。不仅如此，马

克思还认为劳动 “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

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

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

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

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②。此外，马

克思还在 《资本论》中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

下人们盲目推崇资本的力量，过度掠夺自然而导

致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出现了难以弥补的断裂。

通过分析上述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关于人

与自然关系的阐释，我们看到他一方面通过强调

人类劳动的重要性而重申了以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为思想主阵地所阐述的人化自然观，

另一方面又在后期著作中以 “物质变换”、 “物

质变换断裂”等提法为理论亮点进一步丰富了人

化自然观的内容，这一前后统一的理论逻辑有力

地驳斥了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只顾阐释社会的经济关系而放弃了对自然的关

怀尺度这一说法。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角度来

说，人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独有的

类活动———人的劳动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

而使原本自由、独立、自在的原始自然被打上了

人类的印记，使自然变成了一个体现人类意志的

对象性存在物，使自然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沿着

人类预设的轨道前进。强调自然的人化，这是马

克思的自然观区别于其他自然观的独特之处，如

果看不到自然生成发展的人类学维度，就无法理

解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也无法完成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主要任务———改变世界。那么，是否强化

马克思自然观的 “人化”的一面，就放弃了自然

的尺度呢？是否为了张扬人的主体性而可以无视

自然的承载能力呢？是否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

６２

①

②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７—２０８页。

同上，第２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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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边界的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实质上，

马克思关于 “物质变换”的提法再次强调了人与

自然的双向互动，在无形中为人化自然观预设了

一个理论边界，即强调自然的人化不能超越一定

的限度，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物质能量的相互

交换、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一部人类史同时交

织着一部自然史，如果只顾及人类自身的利益向

度，就会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发生断裂，到时

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会无情落

下，无法挽回的生态危机将是人类自身理性失

范、行为失控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因为生态恶

化不仅仅意味着对自然界的再生能力、自我修复

能力构成了威胁，同时也构成了人类自由的最终

限度，甚至是构成了人作为一个类存在物的最终

限度，这是对人类短视心态与急功近利行为的惩

罚。此外，马克思关于 “物质变换断裂”的提法

更是形象地描述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在发展过程

中普遍遭遇的生态问题，为人类如何慎重地处理

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敲响了警钟。

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所认为的劳动是人与自

然的物质变换过程等主张出发，我们在将绿色发

展理念贯彻落实到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之时，要

注意使自然人化的过程保持恰当的 “度”，即控

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既可以使自然为人类的生

存及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产品，又可以使自然的

自我循环、自我修复得以持续下去。在当今科技

日新月异的时代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想在

发展的轨道上全速前进，否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就没有任何的话语权。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之所以能够拥有 “中国速度”、 “中国触

动”、“中国震撼”及 “中国超越”，就是因为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当

然，发展不能盲目地、无节制地进行，为了达到

这一目的，必须要对人们实践活动的类型、方式

及手段进行限定、制约。主张绿色发展是为了获

得更好、更多、更持久、更有深度的发展，在当

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一系

列实践活动过程中，我们要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

关于物质变换、物质变换断裂等阐述中获得启

迪，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注意保持应有的警醒意

识，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能够顺利地进行下

去。

三、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看绿色发展之原则：

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自然界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强调人在把握人与自然这
对关系时的主动性，但是人类使原生态的自然人

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征服自然的过程，而是

一个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自然界、重构自然界的过

程。人类要在自然的人化的基础上，调整人与自

然的关系，把人对自然的单向度的改造关系转化

为情感性、诗性的审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在更高境界中实现各自的完满与

融合，这也是人的自然化过程。人与地球上其他

动物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是具有审美

情趣的类，人在审视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界之

时，除了价值标准、功利需求之外还有审美标准

及对美的诉求，而这些在仅仅具有非常低级的心

理活动的动物那里是不可想象的。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

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

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

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

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

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

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

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

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

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

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① 这里马克思所提到的

“人再生产自然界”，不是像动物那样从基本的生

理需求出发占有自然资源，而是从人的审美标准

出发，以生态美学的原则来重建自然，人化自然

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美化自然的过程。反过来，人

依据美的原则构建成一个美丽的人化自然之后，

从中可以感受到身心极大的愉悦与快乐。正如马

克思形容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说的那样：“这种关

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

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

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

７２

①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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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① 不管是自然的人化还是人的自然化，都

应当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在自然生态美

的原有基础上体现出人对美的追求，这种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状态本身就折射出别样的美。由此

可见，马克思不仅是一个思想深邃的哲学家，也

是一个颇具品味的美学家。

从马克思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一

命题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思考：第一，

人类主体具有独特的审美能力以及自由地建造美

的能力，我们要开发自己的潜能，意识到、利用

好并驾驭好这些能力，不能仅仅停留在动物本性

这一低级层面，而是要通过感性实践活动在自然

身上凝聚人类独一无二的智慧，发挥人类无穷的

美的想象力、表现力、创造力。第二，使自然变

得更加美丽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人是自然的一部

分，自然是人的母体，人类是自然之子，从人的

本性出发，人喜欢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回归自

然，而不是厌恶自然、排斥自然、远离自然，自

然界的春花秋月、一草一木总是能够在人的内心

引发种种对美的鲜活的体验。以中国传统哲学为

例，“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

是中国的哲人们孜孜以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最高境界，而 “格物致知”则是人与自然相处的

方式，通过对天地万物的观察、思量，人从中感

悟哲思、获得真知，自然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

用。第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自然就是要尽量

减少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矛盾，控制那些不符

合美的规律、美的原则的人类行为，而不是将人

的主体意志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破坏自然原本

具有的平衡之美，我们应当在维护自然的原生态

之美的基础上，用人文之美加以锦上添花，使经

过人工雕琢过的自然变得更加令人赏心悦目，给

人多维度、全方位的美的体验。人化自然的过程

不是动物式的占有，而是属人式的占有。正如马

尔库塞所说的： “这种对自然界的 ‘属人的占

有’将不再是损害性和破坏性的了，它将顺应自

然所固有的生命向上力、感性和美的特性。”②

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主旨出发，人们获得

的认知是对主体性的确证、自信，人的主体性不

断展开、不断深化，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程度

不断加剧，自然人化的过程就越来越快，当代飞

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了人类主体性持续扩张

的助推器，由此而来产生的生态风险令人担忧。

马克思早已意识到这一隐患，除了强调人与自然

的天然纽带，将人首先是作为 “自然的人”设置

为人化自然观的前提之外，他所主张的用美的规

律来塑造自然界为人类无限膨胀的主体性树立了

不可跨越的藩篱。这是人实现主体性的基本原

则，也是人使自然人化的具体途径。从马克思人

化自然观的视野来看我国绿色发展需要遵循的原

则是：开发、利用自然要符合美的规律，也就是

注重 “绿色”，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和谐

之美，不超越自然对人类实践行为的承受能力，

在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主

体的利益，使人与自然各自的发展都能实现可持

续。我们现阶段提倡的 “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

展理念的衍生物，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社会
风起云涌的环境保护运动中就已经被提及，我们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将其作为新发展理念重

新提出，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现实层面出现的问

题倒逼理论层面必须要加以调整。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随之而来凸

显的生态环境问题却日益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头

的困扰，使人们在享受发展带来的巨大成果的同

时不免对发展的前景忧心忡忡。我国原有的依靠

资源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经

不合时宜，历史已经到了不转变原有发展方式，

现有的发展就难以为继的关键时刻，绿色发展势

在必行。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倡导人们按照美的规

律塑造自然界，我国的绿色发展在具体实施时应

当遵循这一原则。

四、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看绿色发展之境界：

实现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结合

　　从原始渔猎文明时期人对自然界的顶礼膜拜
到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再到工业文

明时期人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掠夺，自然走下高高

的神坛融入具体的世俗，由被人们所敬畏到成为

“有用的物”被奴役，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不断

８２

①

②

同上，第８０页。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 《西方学者论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２页。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视域中的绿色发展

加剧。从源头上来解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对自然的依恋类似于俄狄浦斯情结那样潜藏、沉

淀在每个人类个体的内心深处，不管遭遇到何种

挫折，总是渴望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并在那里找到

心灵休憩的家园，但是每个时代的人们却以自己

的实践活动不同程度地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

界，这势必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异

化关系。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越来

越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在资

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随处可

见，随着财富的日益积累，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

间的异化也持续升温。人与自然的异化主要表现

为生态问题日益凸显，人的次生的无机身体不断

向原生的无机体野蛮扩张，无情地吞噬原生的无

机体，人主要按照功利原则而非美的原则来重建

自然、人化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突出表现为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在此

过程中人与自身的异化也变得更深了，因为人是

自然的人，人无法割断与自然的联系，同时人也

是社会的人，人与他人的相处与交往构成了其生

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异化

便意味着人与自己的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的异

化。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使 “人的类本质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

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

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

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

本质同人相异化”①。那么，摆在人们面前的难

题出现了：如何通过努力去超越、解构这些异

化？虽然在这些异化面前， “人作为对象性的、

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②，但是，

“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

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③，因

此，人总是竭尽全力试图去超越人与自然、人与

他人及人与自身之间的种种异化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彻底解决上述异化问题

的使命应当由共产主义来完成，因为共产主义是

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他精辟地指出：“这种共

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
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
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

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

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④ 作为 “自由

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社会产品

极大丰富，人的需要得到了全方位的满足，人的

个性也得到了充分地、自由地发展，人们不再为

满足自己的物欲无休止地掠夺自然，也不再为人

与人之间财富的多少争得头破血流，人与自然、

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异化随之消亡，人可以自

由地把握与自然、社会、自我三个层面的关系，

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获得了完全的解放，

这是对一个异化社会的彻底超越，标志着异化时

代的终结。马克思对此描述道：“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 当然，因

为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

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⑥，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主义与人

道主义的统一不可能在乌托邦式的臆想里实现，

也不可能存在于人类历史与人类实践活动的视野

之外，而应当在人类现实的社会中实现，同样道

理，人的解放也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

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⑦。他如此说道：

“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

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

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⑧

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视野来看我国绿色发

展经过上下求索之后所预想达到的理想境界是实

现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结合。马克思在其文本

中提及的是 “人道主义”而不是 “人本主义”，

这两个词有所区别。人道主义在西方是一股源远

流长的思潮，涉及人性、人的价值等诸多方面，

它出现在以西方人文思想为生长土壤的马克思的

理论中不足为奇，而人本主义更偏重于在哲学领

域中将人与自然进行比较时突出人的主体性地

位。不管是哪个词，都紧紧围绕 “人”这个核心

（下转第４２页）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５８页。
同上，第１０７页。
同上，第１０７页。
同上，第８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２２页。
同上，第１３５页。
同上，第１５４页。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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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物的关系”到 “人的关系”

———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社会观革命

王一闳　胡海波

【摘要】亚当·斯密的国民经济学主要探讨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一般原理，以及基于这种经济原理所实现的社会运行

模式。总的说来，斯密是按照 “物”的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现实社会的，从而，其理论中非历史的 “物的关系”遮

蔽了现实的 “人的关系”。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恰好是要通过批判异化劳动，揭示私有财产的历
史性根源，澄明资本主义条件下，掩盖在 “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 “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

观超越了斯密探讨现实社会时纯粹的经济学视域，并以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所实现的哲学变革为基础，深入剖析了隐匿

在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这一现象层面内部的人本身的异化存在状态。而共产主义正是马克思力求恢复人在社会生活中的

自由自觉本性的现实运动。

【关键词】人；社会；关系；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３０－０６

　　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开启，是马克思超越传
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们通常关注马克思在

变革哲学思维方式方面的伟大功绩，而忽视了包

含在这种革命性思维方式之中的马克思哲学批判

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内容。对马克思而言，“实践

观点”绝不仅仅是在理论的思辨中实现的，它同

时也是在人类社会的经济范畴中所作的哲学批

判，是在对当时统治人们生活 “双重力量”的国

民经济学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中实现的。

我们认为，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所进行的批判只有

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相结合才有被理解的可

能。正是凭借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才得

以彻底超越黑格尔思辨哲学，建构起历史唯物主

义这一新形态的哲学理论，与此同时，也完成了

一场社会观意义上的重要变革。

一、国民经济学社会观的

“物的关系”本质

　　早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提
出，统治人们思想的 “法的关系”根源于现实的

物质生活关系，因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不

能仅仅在哲学的思辨中展开，而应该转向其 “世

俗基础”———市民社会。而求解市民社会之谜的

关键就在于政治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奠

基性理论科学，斯密的国民经济学探讨的是资本

主义制度下的财富增长原理，以及基于这种经济

原理所实现的社会运行原则。这就不难理解，站

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斯密，会对市民社会完全采

取一种非批判的态度，即着力论证私有财产的合

理性。相比之下，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是在

双重维度上展开的，既是对作为资本主义理论科

学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也是对作为人的现实生

活的经验基础的私有财产的批判。从而，对现实

的批判只能从现实出发，从市民社会的经验基础

的私有财产出发。马克思对私有财产这一现实批

判的展开，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

在方式的根本批判。对马克思来说，通过透视现

代社会中人的实际生存状况，才是他批判国民经

济学的真实理论意图，即揭露现代人在 “非神圣

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

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再同国民经济学一样是实证

０３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实现中国梦研究”（１４ＺＤＡ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一闳，（吉林 １３００２４）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博士生；

胡海波，（吉林１３００２４）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教授。



从 “物的关系”到 “人的关系”

的知性科学理论，而是透视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

系、深切洞察人类历史发展的 “政治经济学批

判”。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初是马克思为
了解决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困惑，而从 “物质

生活关系”这一现实经济 “根源”进行研究的

思想成果。在对经济事实的研究中，马克思揭示

了被黑格尔颠倒的国家关系，重新发现了作为国

家关系基础的现实世界。然而，通过考察国民经

济学，马克思却看到了完全不同于斯密所描述的

一种 “现有经济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

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

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容易变成廉价的商

品。”① 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来看，从事直接生

产的劳动者，决不应当仅仅获得他 “绝对不可缺

少的最小一部分产品”，换言之，劳动者实际生

存状况与劳动价值论是相悖的。现实中，劳动产

品不但不归劳动者本人所有，反而成为了外在于

他的、与他相对立的存在物。而为了获取维持基

本生存需要的劳动产品，劳动者不得不将自己作

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从事带有强制性的雇佣劳

动。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千多年前诗

歌中黯然神伤的场景，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景

象现实。现实与理论的相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马克思认为，这其中必定隐藏着某种根本的颠

倒。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国民经济学的基础性概

念 “劳动”中。

斯密在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

探讨了资本主义财富的性质。书的开篇就指出：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

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② 在

这里，“劳动”概念成了斯密政治经济学理论预

设的出发点。斯密在人与劳动的关系中，特别是

从劳动量的角度阐释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他认

为，在普遍劳动的前提下，人们在以 “分工”和

“交换”为原则的经济活动过程中，社会财富的

增长以及社会普遍富裕才成为可能。“在一个政

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

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

大增。”③ 可以看到，在斯密预设的经济交换的

社会中，主体实现交换的方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

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而一个好的社会的生成，交

换与分工是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则，并且，承载交

换与分工原则顺利展开的是按照自身的需要、且

自由和自主商品交换的 “经济人”。

应当承认，斯密这种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中对

经济范畴所进行的理论探讨，不但提出了较之以

往经济学理论所没有的新东西，而且对整个资本

主义世界的自我认识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对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超越，斯密将人对

“社会”的理解从理性的世界中拉回到感性的经

验世界中，并期望在普遍性的前提下，找到经济

范畴运行的普遍原则。然而，与其他英国人一样

深受牛顿 “自然定律”方法的影响，斯密也相

信，对人类社会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具有规

律性的原理中得到解释。而之所以坚信这种关系

具有的永恒意义，乃在于斯密相信资本主义已经

是人类历史的最终形态了。所以，斯密也就不可

能将 “社会”置于历史性的维度中理解，也不会

追问社会所呈现的内容是否合理，诸如财富不均

的问题根源无法得到真实的面对，反而是把这些

现象当成一个既成事实。因此，我们看不到处于

资本主义历史环境中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

斯密的主要问题在于，用自然科学普遍原则

的方法去解释具有历史性的经济形态，这种以抽

象的、非历史的眼光推论出的同样抽象的经济理

论原则，要想真正得到适用于任何经济形态的普

遍原则，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

如果不把对经济的研究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进

行，那么只能是将社会中的物的分配的事实作

“物的关系”的理解，而不是将这种物的关系事

实视为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实际反应，就无法看到

这种物的关系的背后所隐藏的 “人的关系”。只

将社会的经济事实作物的关系的研究，其结果必

然是非历史性、非超越性的。因此，即便斯密已

经能够超越前人，实现了从先验的 “理性”到经

１３

①

②

③

［德］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１页。

［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郭大力、王亚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１
页。

同上，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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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事实中理解 “社会”，但由于他将社会作了

非历史性的 “物的关系”的理解，而不是在历史

性的 “人的关系”中进行理解，这最终导致了他

在社会观点上的思想局限性。

可见，斯密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那种以人

的一般劳动为基础，完全由经济因素的自身运作

而实现的一种经济秩序的平衡状态。就这种人的

理想化的经济存在状态而言，表现的内容只能是

以理论方式表达的，在概念的逻辑意义上才有可

能呈现出来的概念化社会，而非真正的 “现象事

情”。对专注于实现社会富裕的国民经济学家来

说，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 “现有的经济事实”

的矛盾，以及作为建构 “经济社会”根据的私有

财产的历史根源，“国民经济学家根本没有向我

们讲明”，而是把它们当作前提接受。马克思认

为，对于现实的人而言，国民经济学理论 “表面

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

而已”①。

二、马克思社会观思想的属人本性

从理论上看，国民经济学对于普遍的物与物

的交换关系的理解，只是 “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

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

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② 进行研究。在这个

“关系”规律的研究中，斯密肯定了 “劳动”概

念在私有财产增值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却没有

意识到这些抽象的规律本身是只有在社会历史的

变化发展中才能实现的。因此，“这种规律”就

只能是与人的现实相脱离的 “抽象的、偶然的、

非本质的因素”。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民

经济学研究的是作为 “物”的私有财产增值的规

律，而马克思认为，“现有的经济事实”面临问

题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私有财产这里。私有财产

与人的关系，在国民经济学这里变成了目的与手

段的关系。 “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

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

德那里被设定为了宗教的规定一样。”③ 在理论

上，私有财产成为了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前提，而

在现实中，私有财产则成为了资本家永恒追逐的

目的。由于其自私性，作为先验预设前提的私有

财产成为统治人的虚幻存在，因此，人的现实关

系就表现为私有财产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

种现实的人的关系 “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

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

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④。

马克思认为，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劳

动概念体现的是 “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因而

劳动产品作为私有财产有其阶级性及其自私性，

工人生产出了产品对自己的支配，也生产出了资

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占有，最终生产出了工人对自

身生命的外在关系。另一方面，“作为资本的人

的活动的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

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

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同一个资

本在各种极不相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

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⑤。

马克思的意思表明，私有财产作为实际的人格主

体，在其独自存在的意义上，资本家生命的全部

动力变成了对于资本的单一追逐，原本内含自然

与社会丰富性的劳动产品，作为私有财产被资本

的同一性所同化。

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看到的是工人生产商品，

但在这背后，工人生产的是支撑整个资本主义

“链条”的 “物的关系”。在这个 “物的关系”

的链条中，人只是作为商品生产环节中的工具性

角色，“工人”与生产工具、产品一道，被当成

物的存在。在资本家眼里，工人的自然生命是有

使用限期的工具，因此他们需要尽最大可能利用

这些 “工具”创造更多的财富。此时，在 “物

的关系”链条中，产品与生产者呈现的已不是

“劳动产品”与 “人”的内在本质性关系，而是

“商品”与 “工人”的外在工具性关系了。

通过对国民经济学本质的批判，马克思得出

了这样的结论：私有财产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奥

秘所在，同时也不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劳动才是

内在于人的类本质，感性的生命活动才是理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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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７４页。
同上，第５０页。
同上，第７４页。
同上，第６７页。
同上，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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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发展的奥秘。马克思对劳动的这一本质性

理解，重新向我们敞开了 “劳动”应然的、本真

的属人规定性，实现了在人的双重生命本性中理

解 “劳动”的人性意义。动物的活动能力与其生

命属性都是同一于自然的赋予，而人的超自然生

命属性则将自己意识和意志作用于对生命的理解

中，并通过生命的活动将自己的意识与意志实现

于自然界。如果说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源自自然环

境的 “自发”意识而无法超越自然的界限，那

么，人的生命活动则是在自由自觉的 “自我”意

识支配下全面占有自然界，并在人与自然的本质

交换中确证自己的类力量。因此，劳动作为人的

生命活动在感性世界的现实呈现，就不应当是外

在于人自身行为的活动，而是内在于人的本质性

生命活动。正是在对象性的劳动中，人创造着属

于自己生活的意义世界。基于此，意义世界作为

人与自然界本质相互生成的事实性结果，在 “类

生命”的意义上，也就是 “人这种特有生命实体

的特有的类存在方式”①。

事实上，斯密对人的本性的理解也是从人的

超自然生命属性开始的，他先验预设了人的生命

本质在于经济交换，并认定人的所有的需要都是

经济交换中完成的。易言之，斯密面对的是一个

已经经由 “一般劳动”呈现的 “已有”的商业

社会。他的全部思想描述的是人在经济交往活动

的概念系统。说到底，斯密经济思路中的现实的

人是概念化的经济个人，“社会”则是经济交换

关系的商业社会。因此，并不是说斯密没有以人

为中心来考虑问题，而是说他在思考人的问题的

时候，未能从纯粹 “物”的经济交换关系角度过

渡到人的历史性生产关系中，最终的结果可想而

知，就只能是把人物化了。问题的根本在思维方

式上。若不能将人置于生命本性的角度中思考，

那就很容易陷入 “物”的怪圈。“生命观点的思

维方式和物化观点的思维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

物化观点思维方式要把对象当作客观性的、确定

性的对象来把握，而生命观点的思维方式则要把

人及其属人世界作为创造性、生成性的存在来理

解。”②

不同于斯密，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

是以人的生命活动本性为基础的。现实的社会，

应当是人在实践活动中所实现的人与世界的本质

性统一的关系性存在。这一关系存在的现实与实

现，就是人通过劳动创造满足自己生命需要的物

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并在这种主动性的活动中获

得意义性确证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就不应该

是 “既成”的实体存在，而是 “生成”的历史

性存在。据此，实践 （生命）观点思维方式与物

化观点思维方式的差异，就是马克思与斯密理论

原则分野的实质所在。这种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

异，在面对具体社会问题时就表现得很明显。事

实上，即便是关于私有财产的财富增长机制理论

的国民经济学，也在马克思以前就能看到在 “交

换”与 “分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诸多

不平等的现象，比如说劳动价值与工资规律的对

立：“财富的分配并不是依据工作的轻重……负

担社会最艰难劳动的人，所得的利益反最少。”③

但是斯密却在另一个角度上为这样的不公平现象

作辩解： “由于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

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下等最贫穷

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

的生活必须品和便利品。”④ 很遗憾，斯密看到

了这些不公平的现象，但他并没有从社会发展的

历史性根源去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因而未

能在根本上正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

的不平等，只能在私有财产的永恒性中诉说着

“非历史”的经济概念逻辑。因此，在斯密的经

济学思路中，他只是将经济的社会作了非历史性

的 “物的关系”的理解，而不是在历史性的

“人的关系”中进行理解，这最终导致了斯密与

马克思的本质性差异：是概念的 “经济人”，还

是现实的 “生产者”的不同。

对斯密而言，人只不过被理解为经济交换活

动的一个并无特殊性的概念环节，这势必会使人

３３

①

②

③

④

高清海等： 《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

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５２页。
胡海波等：《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生命精神研究》，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０页。
［英］坎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和军

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１７９
页。

［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郭大力、王亚楠译，第２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的历史丰富性让位于概念逻辑的 “纯粹自在的因

果必然联系”，进而陷入非历史的抽象化境地中

无法自拔。与斯密不同，马克思基于 “现实的个

人”来理解全部的经济活动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

系。经济生活本身不是 “无人身”的自在规律，

而是人的历史性存在方式的现实呈现，是 “贯穿

在人的活动中的那种必然联系”。继而，对现实

的改变，就应当表现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对私

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

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

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

复归”①。

三、马克思的社会理念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批判，揭露

了资本主义社会 “非人”的社会现实，而对这种

现实的扬弃和超越，最终在理论方面表现为哲学

层面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同时在现实方面表现

为 “共产主义”的具体实践。马克思认为：“共

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

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

正占有；因此，它是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

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

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

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
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
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

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

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

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②

在这里，马克思关于 “共产主义”的论述表

达了以下观点：

第一，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与人

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和复归相一致同一个历史进

程。《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共
产主义观念作为自我异化的 “积极扬弃”，已经

不再是像以往 “到处否定人的个性”、 “怀有忌

妒心和平均主义的欲望”、与人的自我异化相对

立的抽象产物。这种 “积极”表现为对过去人的

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肯定，是 “彻底的、自觉的、

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扬弃

的过程并不是人类历史的中断，而是基于私有财

产的运动这一 “经验的基础和理论的基础”，因

而并不是在私有财产之外重新建立一个 “彼岸”

的人类社会。所以马克思才说，“自我异化的扬

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种 “积极

的扬弃”承接以往历史，并从 “现在”走向

“未来”，消解了共产主义与私有财产抽象对立的

界线，因为共产主义就是以 “私有财产的扬弃”

作为内容的现实运动；同时，也消解了人类社会

与市民社会抽象对立的界线，因为人类社会就是

市民社会的未来形式，扬弃这个异化世界的力量

就来自于这个现实的异化世界中。

第二，马克思在理解社会时，据以立足的思

想高度，已然是具有 “世界历史”意义的 “人

类的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把 “社会”理

解为人的类本性的真正存在，而共产主义表现为

私有财产的扬弃这一历史形式，正是作为人向人

的自由本性即向 “社会”复归这一历史过程的必

然环节、有效的原则出现的。就私有财产作为现

阶段人的异化的形式而言，共产主义作为人重新

对社会本质的占有是包含于具有 “世界历史”意

义的 “社会” （或者说 “社会主义”）中的。故

而马克思说 “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

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③。

而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 ‘世界

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④

第三，共产主义作为扬弃私有财产的现实运

动，在马克思看来，是人 “向自身、向社会的即

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人性的 “复归”意味人

的 “重生”。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再是抽象的对

立关系，而是建立在 “活动关系”基础上的统

一。自然界在 “活动的关系”中生成为人的感性

世界，成为属人的存在；人的类本质也不再是自

然的直观性关系存在，而是在 “感性的生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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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８２页。
同上，第８１页。
同上，第９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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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展现自身存在价值的历史性存在。始于

“感性的生命活动”的原初关联，人与自然、人

与人外在的抽象对立得以消解，升华为本源性的

内在关系。而这一人的类存在方式，用马克思的

说法，就是 “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

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

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自

然的人的本质”与 “人的自然本质”的统一，

这一现实人的关系的开启，同时意味着超越以往

形而上学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成为可能。在

马克思那里，这是通过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才实现

了的。正是在这场思维方式的革命中，马克思以

一种独特的方式重返哲学的根基———人本身，并

且澄明人的现实存在这一马克思的哲学基石也非

常明显地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了。

最后，共产主义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

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由于作为历史现实的私

有财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被扬弃，因而揭秘人与

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也就随着构建共产主

义的现实活动而呈现出来。同时，这意味着历史

中现实的人的主体意识也必然在同一个过程中重

新被唤醒，即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意识觉醒。

在这里，共产主义是作为 “能动的原则”现实化

为否定和批判的力量，并在革命的运动中生成为

世界历史性力量的。所以马克思才指明：“社会

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②

我们看到，建基于人的现实生活以及这种现

实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马克思对资本主

义社会人的异化状态的回答。就人类历史而言，

这个向人的本质复归的过程，也就是和谐的人类

社会的生成过程，即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

正如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那

样，他的哲学立足点不再是 “市民社会”，而是

“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就此而言，共产主

义就不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社会形态，而是人

类对现实状况有意识的回应，是一个 “人”的社

会生成的历史过程。所以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

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

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

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

前提产生的。”③ 这里所谓 “现有的前提”，就是

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也正是立足于现实的人

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找到了超越西方传统本

体论思维体系与瓦解现实社会存在的基础，实现

了从思辨形而上学到现实生产关系的社会观革

命，并最终影响和决定了 《资本论》的致思取

向。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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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８３页。
同上，第８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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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四十条》在农村的传播与执行情况分析

———基于浙江省海宁县的基层档案与调查材料

席富群

【摘要】《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 《农业四十条》）是农业集体化时代毛泽东领导制订

的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这一公共政策在农村的具体传播与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对了解历

史、戒鉴现实和丰富学术都有一定的意义。《农业四十条》在农村的传播、讨论方式及途径，反映了国家话语对民间

表达的借用及国家权力与村庄权利的关系；而 《农业四十条》在基层执行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则可纠正学术界既往

对有关问题认识方面存在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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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四十条》是农业集体化时代引领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其制订和修正经

历了 １９５５年秋的酝酿、１９５６年初草案公布、
１９５７年秋修正草案公布、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大
二次会议通过二次修正草案、１９６０年４月二届人
大二次会议通过二次修正案等较长的过程，而其

引领和指导作用则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夕。因

此，对这一典型而影响长久的公共政策在农村的

传播与执行情况进行研究，无论是对既往历史的

梳理，还是对学术界有关 《农业四十条》得失的

争论以及对现实的借鉴，都有一定的意义。本文

的分析案例海宁县地处浙北平原，是 《农业四十

条》规定的第三类———追求亩产指标８００斤的地
区。笔者因做博士后时长期在那里做田野调查，

积累了比较多的基层档案和文书材料，并做过许

多访谈工作，是为本文撰写的基础。

一、《农业四十条》

在海宁农村的传播情况

　　 《农业四十条》是在１９５５年农业合作化的
高潮中酝酿诞生的。它是以生产关系变革推动生

产力发展思想的结果，也是农业走上社会主义道

路后中央要求全面改变农村面貌的纲领性文件。

其主要内容是在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

争取从１９５６到１９６７年的１２年内，粮食的每亩
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 （青海

境内）以北地区，由１９５５年的１５０多斤增加到
４００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１９５５年的
２０８斤增加到５００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
地区，由１９５５年的 ４００斤增加到 ８００斤；棉花
的亩产在上述三类地区分别达到６０斤、８０斤和
１００斤；同时鼓励多种经营，对其它农作物、蔬
菜和经济作物的发展也提出了要求；还要求各地

分别储蓄足够一年、一年半或者两年的余粮。文

件的核心内容是 “四、五、八”指标。为保证这

些指标的实现，《农业四十条》还提出了后来被

提炼为 “农业八字宪法”的一系列增产措施。另

外，对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教育文化水平

的提高、交通通讯的发展、商业网点的布局、养

老及妇女儿童的保护等，都做出了全面的规划。

因此，《农业四十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蓝图。

《农业四十条》在１９５６年初公布后，农村已
经开始布置传播。在１９５６年３月盐官镇党委在
给县委的一份宣传汇报材料中显示，当时宣传工

作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农业合作

社的优越性以及 “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成就。

其中也有 《农业四十条》（草案）的内容，并规

定着重宣传 《农业四十条》中的第六、第七和第

６３

 作者简介：席富群，河南洛阳人，（苏州２１５１２３）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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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条———即农业产量指标、粮食储蓄任务和工

农联盟对完成 《农业四十条》的重要性。① 传播

的渠道，除了官方布置的标语、口号、横幅、墙

报外，主要是专业宣传队和被动员起来的民间艺

人和中小学生，他们用各种文艺形式在街头、茶

馆、高级社进行宣传。

对 《农业四十条》的大规模传播开始于

１９５７年秋天。１９５６年初公布的草案，经过各级
组织一年多的学习、讨论和修改后形成的修正草

案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公开发表，《人民日报》
同时配发社论，要求全民学习讨论，由此掀起一

个农村生产高潮。②

通过科层制以会议和文件的形式逐层传播是

毛泽东时代最主要的传播渠道和方式。海宁县所

属的嘉兴地委在通过召开各县有关领导人参加的

宣传工作会议进行详细的安排后，于１２月初制
定了一份详细的 《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

宣传参考资料》。文件规定了宣传内容要围绕三

大方面进行：（一）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１．农
业发展的快慢和工业发展的快慢及国民经济发展

的快慢有重大关系；２．我国是个有 ６亿人口 ５
亿农民的大国，人口增长快，对粮食的需要增长

快，不发展农业就无法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

需要；３．我国广大农村不仅是轻工业的主要市
场，也是重工业的主要市场，农业的发展可以促

进重工业的发展。（二） 《农业四十条》所规定

的指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１．《农业四十条》规
定的指标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凭空想象的；２．
实现 《农业四十条》规定的指标是有许多有利条

件的：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打下的基础、农业合作

化完成为生产力开辟了发展空间、有党和政府的

正确领导、群众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

３．要靠自力更生来完成 《农业四十条》规定的

任务：要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和个人主义思想促干

劲；要以 “愚公移山”和 “开山劈岭”的精神

向自然要粮食，不要片面地依赖政府；各行各业

要协作和支援农业，特别是工业和知识界要提供

物质和技术的支持。

县级及以下单位按照地委的布置于１９５７年
１１初就掀起了学习和宣传 《农业四十条》的高

潮。１１月１３日，县委传播部发文要求农村、工
厂、机关、企业、事业、部队、学校、街道、统

战部下属的各民主党派都要展开大规模的学习和

讨论。农村的学习和讨论要以大队或者小队为单

位，领导负责，对 《农业四十条》内容逐条学

习、讨论和领会。③

与海宁县委宣传部在体制内通过层层会议和

文件面向精英传播 《农业四十条》内容和精神这

一严肃的主渠道不同，县文化馆的传播是面向大

众的，其传播方式更加丰富生动。用民间文学艺

术为政治服务，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

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源自

战争年代的一大传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相当

长时间内，由于全社会的高度政治化和极高的政

治动员程度，民间文学艺术作为政治传播工具的

特点十分鲜明。海宁县文化馆在１９５７年底制定
了宣传 《农业四十条》的详细计划，其内容包括

“总体要求”、“宣传内容”、“各项活动的指标”

和 “主要措施”等。④ 这个传播计划的大小目加

起来几十条，从要求到内容、从步骤到措施，都

很全面和具体。但就是这个计划，上报嘉兴地委

后，被认为存在两个需要修改的方面：一是如何

服务于 “四十条”，从形式到内容还不够具体；

二是如何利用春节期间的民间活动把 “四十条”

的宣传推向高潮，措施不够有力。⑤

对 《农业四十条》的传播是全民动员式的，

据资料显示，无论是正式的、业余的文化组织和

文化工作者还是民间艺人，甚至是学校的学生都

要投入传播活动中。传播的受众是广大民众。传

播的主要方式是展览、说唱、演戏和黑板报等。

展览以图片为主，配以模型，在各级、各界、各

行业的会议和集会包括群众性集会的地方都要进

行；说唱要在街头、集镇、茶馆、合作社的生产

小组进行；农村剧团要按照 “四十条”内容编排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盐官镇１９５６年２月宣传总结汇报》，海宁档案馆馆藏
案宗。

《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人

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第１版。
《关于开展全民讨论 “１９５６到 １９６７年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的通知》，中共海宁县委宣传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
日发文，海宁县档案馆藏。

《海宁县文化馆开展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宣传工作计

划》，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海宁县档案馆藏。
《嘉兴地委宣传部对海宁县文化馆开展 “全国农业发展

纲要”宣传工作计划的批示》，海宁县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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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戏，深入社员中间宣传；黑板报要在各单位

和居民区以及村庄随处可见，农村生产小队也要

保证都能读到黑板报的材料。另外，电影院要安

排专场宣传，广播站要教 “四十条”的歌曲并组

织歌咏比赛，美术工作者要绘制图画，业余作者

要编写剧本和说唱材料。传播工作还要进行试点

推面、巡回检查督导的方式保证数量和质量。①

在海宁档案馆，还藏有当年宣传中央政策的民间

《俱乐部资料》和 《海宁说唱》两种小册子，其

中就有不少关于宣传 “四十条”的内容，如

《实现 “四十条”意义真勿小》 （银绞丝调）、

《“纲要”红旗举得高》（夜夜游）、《海宁实现

“四十条”，五件大事要抓牢》（越剧唱词）、《为

了实现 “四十条”》（对口词）、《实现纲要 “四

十条”，有利条件木佬佬②》（打莲湘或者八段景

调）等。

在通讯事业不发达而国家治理又政治运动化

的年代里，把中央的政策传播到民众中间是一项

艰巨的、经常化的任务。体制内的精英可以通过

会议和文件传达，而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普通民

众，国家话语的表述必须借助民间能接受的形

式，特别是民众喜欢的地方文艺形式。这是传统

与现代的结合，更是官方与民间的互动，是真正

的大众化和接地气。

二、《农业四十条》

在农村执行过程中的两次讨论

　　 《农业四十条》在执行的过程中，曾引发过

农村的两次大讨论：一次是公布之初，民众普遍

盲目狂热；另一次是 “大跃进”高潮过后，民众

特别是农民表现得比较审慎冷静。民众在后一次

讨论中的表现态度很好地阐述了恩格斯的话：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

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

得快。”③

实际上，１９５６年初 《农业四十条》草案公

布后，中央曾经要求各地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

但由于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反冒进，草案因被

认为某些指标过高而被冷置不提了。１９５７年夏
秋之后，在整风反右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开始

反对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反 “反冒进”。

四十条草案被修改后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公布。
同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发动全

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队新高潮》

的社论。

中央发动的第一次大讨论，由于是在反对右

倾保守、反对 “爬行”思想、反击认为 《农业

四十条》草案冒进思想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讨

论实质上就是表态，即支持和拥护修正案④，列

举实现修正案的有利条件，反击怀疑、消极和保

守的态度。这从海宁县委宣传部向各级组织和单

位、各行各业各界发出的大讨论的通知中可以看

出。在组织讨论的 “要求”中，文件主要规定了

三条：（１）明确四十条内容，认清方向，人人努
力，改造中国；（２）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修
改意见；（３）通过讨论，结合当前工作和生产，
检查对照一下本单位和个人为实现四十条能做些

什么、怎样为发展农业出一份力。从而在农村制

订生产规划，掀起冬季生产热潮，开展大规模的

积肥和兴修水利运动，为争取１９５８年的大丰收
做好准备。在机关，首先是整顿好作风，面向农

村。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农村经济文化发

展的前提下，规划本单位工作和考虑自己应该做

些什么。⑤

这一讨论在农村最基层直接变成了表态和报

数字运动。海宁县有个三星乡，乡党委书记召开

大会时提出要提前实现 《农业四十条》，并提出

了１９５８年内达到 “每户猪羊有８头，每亩粮食
８００斤，每亩地积肥 （河泥）８００担，每户收入
８００元”⑥ 的目标。他要求各农业社展开挑战和
应战，纷纷表示决心、报数字。一个姓蔡的生产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海宁县文化馆开展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宣传工作计

划》，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海宁县档案馆藏。
木佬佬，是吴语方言，意思是很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４３２页。

《纲要》的修正草案和第二次修正草案内容调整不大。

修正草案主要是在增产措施中加入了 “密植”一条内容；第二

次修正案主要是对 “除四害”中的 “四害”之一的麻雀换成了

蟑螂。

《关于开展全民讨论 “１９５６到 １９６７年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的通知》，中共海宁县委宣传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
日发文，海宁县档案馆藏。

胡少祥日记，２００４年４月９日。这些数字原本是嘉兴
地委制订的１２年规划的指标，乡领导要求一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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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说：“这几天，我给你们弄得像腾云驾雾一

样。我如果实事求是讲，你们要说我保守右倾，

不实事求是讲吧，到我胡子满把抓也办不到。”①

这话被当做 “活思想”② 的典型记录在案。另一

位姓王的队长回忆说：当时浮夸风很严重，不愿

意虚报数字的就会被整风；整风主要是批评教

育，开会时留下来不让回家，什么时候想通了什

么时候回家。③

在不断整风反右的氛围中，在大规模积肥和

兴修水利的运动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逻辑：上

面任务压顶，下面虚报浮夸；下面虚报，上面认

为余地更大，指标层层追加；上面任务加大，下

面更大浮夸。上下互动，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

走向了大跃进的亢奋状态。

关于 《农业四十条》的第二次讨论发生在

１９６１年秋天，即人民公社制度和大跃进政策刚
开始调整时期。大跃进和大公社制度造成的严重

困难，经过１９６０年的 “农业十二条”和１９６１年
的 《农业六十条》政策的落实，遏制和扭转了

“五风”现象，恢复了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

市场，确立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体制，落实了

“三包一奖”制度，取消了集体食堂和供给制度，

农村开始恢复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

《农业四十条》确定的目标被重新提起。按照

１９６０年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 《农业四十条》

（第二次修正案）时中央提出的建议——— “建议

大会号召全体农民和全国人民为提前两年或三年

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努力奋斗”④，海宁县

在这次动员农民提前实现 《农业四十条》时，没

有像第一次那样在全县范围内声势浩大地宣传动

员，而是由县委和公社党委派出工作队到生产条

件较好的一类队⑤去蹲点，组织社员学习，围绕

《农业四十条》“要不要提前实现”、“能不能提

前实现”、 “如何提前实现”展开讨论。工作队

人员引导社员分析提前实现纲要的有利条件和不

利因素，统一思想认识，找到粮食增产的办法。

根据资料显示，这次上面要求达到的指标在基层

不再被狂热地提高，而是遭到了社员特别是生产

大队和小队干部不同程度的怀疑，说明农民在经

历了严重困难之后开始变得冷静、理性和务实。

被选作试点的大队所在公社的党委都把各大

队讨论提前实现 《农业四十条》的情况向县委做

了详细的书面汇报。汇报资料虽然都反映通过反

复学习和教育，打通了社员的思想，最后都表示

了提前完成 《农业四十条》的决心，但其中的

“思想斗争”却相当复杂尖锐。据当时丰士、黄

湾和马桥三个公社的材料反映，面对上面布置的

提前完成 《农业四十条》任务，从村干部到社员

普遍的态度是这样的： （１）认为 “五风”又刮

起来了。农民认为粮食产量８００斤的任务就是国
家又想多征购粮食，政策又要变了。材料反映说

农民有四怕：一怕 “三包”政策变；二怕多征

购；三怕支援灾区；四怕 “一平二调”。有些人

甚至悲观地认为，政策今年不变明年变，反正没

有安稳日子过。⑥ （２）消极为难。面对亩产８００
斤的任务，干部群众纷纷摆困难：劳力少、农具

缺、没肥料等，认为除非工业能支援肥料和农

药，否则很难完成任务，甚至认为农业靠人干也

得靠天，不该事先订出指标来。⑦ （３）对订出的
指标表示怀疑。比如，黄湾公社群乐大队在上面

派出的蹲点干部主持下订出１９６２年粮食亩产９００
斤的指标后，有社员说：生产搞的好，是高兴，

实现了９００斤，明年饭蓝挂在帐杆上，日里吃夜
里吃也吃不光；如果政策变，老鼠咬断饭蓝绳，

生产搞的好，大家也吃不成。⑧

由于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灾难，特别是中央大

力纠正强迫命令作风，干部们面对社员干部的怀

疑、消极为难情绪，也表现得相当宽容、温和和

有耐心。他们反复给社员干部解释 “四十条”与

“六十条”的关系、生产指标与包产指标的关系、

切合实际的指标与浮夸风的分界线、“三包”内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三星乡社会主义齐心大会汇报》，１９５８年１月，海宁
县档案馆藏。

“活思想”是指不合时宜的消极、落后思想。

王张堂访谈资料，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６日。
谭震林：《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１９６０年第１３期。
人民公社时代，无论是人还是组织，总是按照 “左”、

“中”、“右”的思路进行划分。生产队往往按照生产条件和发展

水平被划分为三类，其中一类是条件最好的。

《马桥公社新民大队贯彻农业纲要四十条情况总结》，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６日，海宁县档案馆藏。
《丰士公社长和大队８００斤搞点情况汇报》，１９６１年１１

月２日，海宁档案馆藏。
《黄湾公社群乐大队关于贯彻提前实现四十条的试点情

况》，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６日，海宁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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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与超产粮的关系、国家任务与超产增购的界

限等，帮助农民正确认识和理解国家政策，鼓励

农民走出困难重拾信心。总之，这次讨论中代表

国家力量的干部与农民之间表现出了与之前不同

的关系，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互动。

三、《农业四十条》

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引领作用

　　１９６１年秋，对提前实现 《农业四十条》进

行讨论之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深入和全

党对大跃进造成的农业破坏的严重性的认识，特

别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 《农业四十条》暂

时不讲了①之后到 １９６４年前，从上到下不再讲
“达纲要”的事情了。从１９６４年起，国民经济调
整任务基本完成， “三五计划”要开始执行了，

《农业四十条》又被重新提起。海宁县在１９６５年
对 《农业四十条》执行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形

成了７０页的文字，包括 “执行情况”、“存在问

题和意见”两大部分。从文件可以看出，全县农

业和农村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除了粮食

的平均产量在１９６３年实现了 《农业四十条》规

定的８００斤指标外，其它方面的指标基本都没有
达到。而且，粮食的生产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

“全县还有一个公社、三十个大队、七百三十八

个生产队、五万四千八百九十亩粮田的亩产量没

有达到八百斤的纲要指标，占粮田总面积的百分

之十六点三。”② 之后的岁月里，全县农村一直

以 《农业四十条》规定的指标为奋斗方向。７０
年代初，绝大部分公社、大队都完成指标后，县

委又提出了 “跨纲要”、 “达双纲”的任务，并

始终认真贯彻 “八字宪法”。 《农业四十条》在

农村的引领作用一直持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后。这从三星公社联民大队一位干部的工作日

记③里就可窥其一斑。下面摘出日记里的相关文

字证明：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出席新星大队在三里港加工
厂的会议。公社沈书记报告：当前生产为明年第

三个年五年计划打好基础，为实现农业纲要 ４０
条作出贡献。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５—１８日，出席县抓革命促生
产会议 （在云龙大队），明年的任务，是贯彻以

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全面发展的总方针

……奋斗目标是全省要求达到农业纲要，实现

８００斤。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出席公社会议１天。李

书记传达关于当前工作问题……①活学活用毛泽
东思想，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②深入开
展二条路线的斗争。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坚持

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同时

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就是懦夫懒汉思想。我们要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

会主义。③加速 （实现）农业发展农业纲要４０
条，尽量减少吃国家粮。苦下工夫搞土地基本建

本，农田基 （本）建设，全面考虑农业八字宪

法，实现毛主席提出４—５年计划现实农业机械
化。

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３日到２６日，出席公社四好五
好积代会会议纪要：总结大好形势———连年来粮

食增产，超了农业纲要。当前春花生长良好，积

肥推向高潮。连续６年超纲要，其中５年超了千
斤……２６日下午听报告，李书记传达县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胜利。农

业生产连续九年丰收，１９７０年北京、浙江等三
个省连续２年超纲要……公社根据县委精神提出
要求：７１年是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更大跃
进的一年，要坚持以粮为纲、大办农业、狠抓夺

粮、全面发展的方针。主攻方向：猛攻单产，全

面落实 “八字”宪法。

１９７２年８月２—４日，公社陈福才同志传达
县永福会议精神：早稻丰收，每个公社出现４—５
个生产队超纲要，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要

总结一下，为秋耕丰收打下基础。

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１日，参观杭州市郊红旗人民

０４

①

②

③

刘少奇说：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特别是四、五、

八，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１９６７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
四、五、八，恐怕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

所有的土地都达到４００斤、５００斤、８００斤，这个问题，还需要
再去进行调查研究。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现在不提，

但是不取消。１２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执行情况》，１９６５年

９月，海宁县档案馆藏。
联民大队副书记周生康，从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初，把每

天的日常工作都记下来，积累了２００多万字的 《周生康日记》。

这套日记即将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农业四十条》在农村的传播与执行情况分析

公社。红向阳大队的络麻移栽是六六年搞的亩产

已６００多斤……迟麻变早麻，低产改高产。去年
三个队超纲要，省种、省工、省肥料、省成本。

１９７３年３月 １８日，参加县水利工作会议。
上午听报告。朱秉林同志总结前段水利情况，提

出今后工作意见。他说，全县办了电灌以来，促

进了农业生产高产丰收。６３年超纲要，６６年超
１０００斤，７２年１２８２斤……今后农业要在两三年
内粮食超 “双纲”，我们水利部分怎么办？不能

消极畏难，等待依懒，无所作为，不能辜负党的

期望，也不能忘了全县人民重托。

１９７３年９月９—１０日，参加县信用合作社代
表会议。许家来同志讲这次会议的意义：是县委

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是根据县委提出全县在二三

年粮食双跨纲要要求，信用社要支援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支援机械化发展。

１９７４年３月３日，参加县农业八字宪法经验
交流会纪要。上午听报告。孙才江同志说：这次

会议是县委指示召开的，是总结交流７３年度抓
大事促大干，落实农业八字宪法经验交流，是落

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 （和）深挖洞，广积

粮，不称霸的伟大号召，为７４年落实农业八字
宪法，实现全县在二三年双跨纲要而奋斗……会

上先进大队介绍经验，表示 “双跨”决心。

１９７５年 １月 ７号上午，听先进单位介绍经
验。吴兴县禾场公社鲍山大队……１９７３超纲要，
大幅度增产，７４年超１０００斤。
１９７６年９月５日，参加公社召开的大队正副

书记、站长会议记要。赵荣华书记传达县会议精

神，总结全县农业生产的形势大好。全县春粮比

去年增１４００多万斤。早稻预计单产 ６００多斤，
总产２０００多万斤。出现四个公社超纲要：章江、
长安、许村、钱塘江。出现超 １０００斤大队。而
当前晚稻生长良好，又丰收在望。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２日，在大队召开冬种学习
班上发言摘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进一步落

实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认真落实执行

农业 “八字宪法”，坚持多种，调整茬口；坚持

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坚持科学种田，大搞技

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狠抓基础，猛攻单产，力争

春粮、油菜总产超历史，单产翻一翻，为实现全

县早稻亩产超纲要、络麻亩产超 ７００斤创造条
件，为实现华主席指出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一年初

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而努力奋斗。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２日，在大队召开生产队队务
委员、科技 “五员”参加的会议。讲话摘要：

（１）今年任务和大好形势； （２）早稻亩产超纲
要技术意见。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３日上午，在红卫丝厂礼堂听
报告。这次会议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公

报、二个重要文件①和有关文件。会议安排大体

１０天……１７号在 “新华农场”听工作报告。马

汉民同志讲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和四个现代化问

题，首先要求把农业现代化搞上去……他要求确

保７９年粮食亩产 （双季）１７００斤……棉花亩产
超１００，上纲要。
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０日，参加公社召开的正副书

记会议。荣华同志传达地区会议精神。主要内

容：如何把早稻培育促早发高产和晚稻如何争季

节，研究育壮秧。他要求：千方百计把晚稻生产

搞上去是粮食生产大头，全县占４２％，指标７７０
斤，争取上纲要。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录和罗列这些关于 “达

纲要”、“超纲要”、“跨双纲”的文字记载，是

为了说明以下问题：第一，《农业四十条》并非

像有些研究者所说因为是发动大跃进的纲领性文

件，所以在纠正大跃进错误时被否定了，以后就

销声匿迹了。它确实在七千人大会上被反思过，

刘少奇只是说暂时不讲，以后可延长其实现的时

间。事实上，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结束后，它很

快又成为农业增产追求的目标，成为引领农民奋

斗的旗帜。即使在 “文革”岁月里，除了１９６６、
１９６７年的严重动乱外，农民仍然按部就班地生
产和劳作，维持着乡村的秩序，因为 “人哄地

皮，地哄肚皮”，不种地就没饭吃，而有饭吃才

能活着。这是农民的最大理性和第一逻辑。“文

革”时的某些涉农政策影响了农业产出和农民受

益，而农民并没有因 “革命”减少对土地的付

１４

①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加快农业

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试行草

案）》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反映了中央为了把国民经济基础的

农业搞上去而对传统农村政策的初步变革。后一个文件是俗称

的 “农业六十条”的第四个版本，也被称作 “新六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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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二，《农业四十条》的确对农业大跃进的

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说是大跃进的导

火线。但四十条规定的指标并不是盲目的空想，

它和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放卫星性质完全不同。

大跃进的发动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并不是 《农业

四十条》促成的，相反，《农业四十条》却因为

大跃进的冲击而一度中断正常执行。《农业四十

条》在制定和修改的四年多时间里，最初规定的

粮食指标并没有变化，而且经历大跃进冲击后仍

然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提前实现了。本文所讲的海

宁县就是１９６３年基本实现了四十条规定的粮食
指标的，７０年代初一些地方的粮食产量已经是
四十条规定的两倍了。第三，从 《农业四十条》

衍生出来的农业 “八字宪法”一直被农民奉为粮

食等农作物增产的根本保障。县里和公社经常召

开发展农业的经验交流会，“八字宪法”无疑是

最根本的法宝。《周生康日记》记载了各级会议

上领导对增产措施的布置和安排，土壤改良、增

加积肥量、水利灌溉、育种和改良品种、植物病

虫害防治和田间管理都是逢会必强调的内容，农

民的日常生产始终在围绕着这些内容劳作。在工

业无法满足农业所需的生产资料的岁月里，“达

纲”、 “超纲”和 “跨双纲”的亩产数字背后，

是农民的辛勤付出和艰苦劳作。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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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２９页）

概念来言说。上述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对人道主义的阐述，其文本语境是论

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这里我们将其暂时

理解为与 “人本主义”一词具有共同的含义，即

指人类的主体性地位。自然主义从自然的存在、

发展出发来反观人类的活动，人本主义则以人的

利益为优先考虑原则来与自然相处，对两者孰轻

孰重的思考稍不留意就会陷入某一个极端：或者

自然中心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主张自然中

心主义即将人类等同于宇宙万物，放弃人类尺

度，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则将人的利益诉求作为唯

一的价值标准而丝毫不顾及自然的存在状况，从

含义本身就可以看出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

义各自的弊端。我国的绿色发展追求的最高境界

是实现自然与人类的 “双赢”，即自然主义与人

本主义的统一，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与

人道主义的统一：一方面发挥人的主观动能性积

极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依据美的原则再生产

出整个自然界，创造出更加美丽、美好的人化自

然图景，实现人与自然基于高级形态文明基础之

上的和谐相处；另一方面我们在自身发展的同时

必须要考虑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尊重自然、保

护自然、美化自然，坚持以绿色发展的理念来构

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从历时态

的角度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充分意识到

一个生态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我们这一代人与无数

子孙后代共同的家园。

综上所述，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具有丰富的理

论内涵及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对我国在现阶段

实施绿色发展理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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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编制得失简论

———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的角度

周建伟

【摘要】规划编制是研究 《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的重要视角，可为 《农业发展纲要》在编制

和实施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提供新的分析思路和解释。《农业发展纲要》是新中国独立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开端，

它明确了中国农业中长期发展指标和主要策略，建构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制度，制定过程中比较注意发扬民主，比较

注意指标和措施的可行性，但也存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理论支持和数据支撑缺乏、没有开展正式和全面的调查研究、

受最高领导人主观意志主导等问题和不足。规划编制所需条件的不足和编制过程中的诸多偏差，是 《农业发展纲要》

出现问题客观的、深层次的原因。

【关键词】《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展规划编制；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４３－０７

　　 《１９５６年到 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以下简称 《农业发展纲要》），是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个农业领域的发展规划，在中共和毛泽东的

“三农”认识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

新中国成立后独立编制和实施的第一部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在我国规划编制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

义。今年是 《农业发展纲要》编制６０周年，厘
清 《农业发展纲要》涉及的诸多问题，从不同角

度探讨建国后中共和毛泽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思

想，特别是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发展

思想的内容和演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有重

要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拟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的角度，尝

试总结 《农业发展纲要》编制的成绩和意义，厘

清 《农业发展纲要》在指标和措施上出现失误或

问题的客观的、深层次的原因，也意在厘清毛泽

东在 《农业发展纲要》出现的问题中应当承担的

责任。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的体系、

流程和要求

　　 “规划是人类认识和改变自身状况以及外部

环境的重要手段，它涵盖从设定目标到寻求实现

目标的方法和手段的整个过程。”①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发展规划）是一种最为重

要的规划类型。从静态来讲，它是指一定时期内

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

要指标、重要政策所作的规划和安排，是指导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动态来讲，它是

指从设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到寻求实现这

些目标的方法和手段的过程。发展规划是一门难

度很高、要求严谨的专业性工作，是一门科学。

发展规划有多种划分方法和类型。按照对象

和功能来分，可划分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区

域规划；按照年限来分，可划分为短期规划和中

长期规划。《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属于专项规划、

中长期规划。

发展规划反映的是执政党和政府调控经济社

会发展的愿望和能力，是执政党和政府干预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以前将发展规划称为

发展计划，有比较深厚的人定胜天色彩。发展规

划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

自己的发展规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学

习、引进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

学等领域以及城市规划、区域规划等方面的理

３４

 作者简介：周建伟，（广州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　杨永恒：《发展规划：理论、方法和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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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西方国家在发展规划制定的具体理论方法

上出现了趋同的态势。不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

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规划在发展观 （或发展哲学）

上始终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规划是内生于社会制度的，更强调人能够全面认

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

性的作用和价值。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更加

相信规划的科学性和重要性，更加信奉政府厘定

发展方向、制定发展政策、调控社会经济的精英

哲学；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拥有更为强

大的调控能力，掌握着更多的资源，相信政府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和最为重要的力量。

规划包括编制参与者、编制程序、编制成

果、时空条件等要素。规划编制参与者指规划的

利益相关者，具体包括政治家、政府机构 （包括

执政党的组织机构）、专家、公众、规划师等。

不同规划编制理论在编制程序和要求上有所不

同，如主流和经典的理性规划编制程序包括：１．
调查及问题分析；２．制定规划目的和目标，确
定目标优先级；３．制定多种解决问题的备选方
案；４．评估备选方案并做出选择；５．实施选定
方案；６．修正和反馈。① 编制成果一般为规划文
本、图表等，核心内容是指导思想、发展指标和

导向性的政策措施。时空条件是规划编制和实施

的时空约束条件，包括各种有利的和不利的、促

进和制约的因素，这是规划编制必须精心调查分

析和做出合理判断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

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政策措施和实

施效果等。在各种要素中，规划编制参与者是决

定性的要素，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专家和规划师

的专业能力、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诉求表达，

是规划是否科学、措施是否能够得到落实、是否

能够真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这里以我国的 “十二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规
划编制为例，说明规划编制的流程和要求。“十

二五”规划编制分为前期调研阶段、规划起草阶

段、论证衔接阶段和审批发布阶段。其中，前期

调研阶段又包括 “十一五”中期评估和前期研究

阶段，用时１年；规划起草历经规划思路确定、
中共中央提出规划建议、制定规划纲要文本等，

用时１４个月；论证衔接阶段包括专家委员会论
证、广泛征求内外部意见，用时 ４个月。整个

“十二五”规划从前期调研到全国人大通过，用

时２年。当然，“十二五”规划是我国层次最高、
涵盖内容最广的综合性规划，用时自然较长，一

些内容相对单一的专项规划用时相对少一些，但

流程和要求是相同的。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规划不是政治领导人、

政府官员或规划专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建立

在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研究的基础上。

二、《农业发展纲要》的编制过程

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编制始于 “一五”

计划。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

模式，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计划经济模式的

核心内容之一。１９５１年初，中共中央开始酝酿
“一五”计划；１９５２年， “一五”计划正式着手
编制；１９５５年２月，“一五”计划正式定案，历
时４年多。“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由周恩来和
陈云主持。为了编好 “一五”计划，中国向苏联

请求支持。１９５２年８月，周恩来专程赴莫斯科与
斯大林商谈，要求增派８００名专家，数量之多让
斯大林也感到为难，但苏联还是最大限度地满足

了中方的要求。中方还希望苏联提供各种工业标

准和技术资料，用于 “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

施。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间，苏联专家带来了大量的科
学文献和技术资料，总重量达６００吨。苏联收到
我国 “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后，随即动员全苏的

计划和管理机构帮助审查，为此，苏联 “各设计

院要增加一万名设计人员”。１９５３年４月，苏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向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富

春通报了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委和经济专家对

我国 “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意见。② “一五”

计划的编制，苏联专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为我国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提供了参考和经

验。毛泽东参与了 “一五”计划的讨论和审查，

但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并未参与计划编制的具

体工作。由此可见，拿枪夺权的革命党转型为领

导经济社会建设的执政党面对的困难之大。

４４

①

②

参见杨永恒： 《发展规划：理论、方法和实践》，第

６２—６３页。
参见叶扬兵：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精心编制》，

《世纪》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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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纲要》编制的酝酿始于１９５５年农
业合作化进入高潮的时期。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中共
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农业合作化问题是会议的重

点议题。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在闭幕会

总结发言中提出了编制农业发展规划的设想。他

说，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

规格。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

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

口？这就要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

划，要有灵活的指导。① 同年１１月１７日，毛泽
东在杭州刘庄召集中共山东、江苏、浙江、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的省委书记

及上海局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问题，并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拟出了

“十五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明年全国范围

内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比原定一九六年提前

四年。全面规划问题，明年能不能搞出一个来，

有个粗线条的规划也好，一九五七年再加以具体

化，每年更具体化一点。”②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

明确提出要编制农业发展全国性的全面规划。而

后，毛泽东经天津回京，在天津对 “十五条”进

行讨论，内容增补为 “十七条”。同年１１月２４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由中共中央召开

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再一次

提出了编制规划的问题。毛泽东讲，我们的思想

落后于实际情况，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

一是全面规划，一是接近群众。１９５６年１月５－
９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部分省委书记会议，讨
论修改 “十七条”，期间增加到二十二条、三十

六条、三十八条，最后扩充为四十条，正式定名

为 《１９５６年到 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

案）》。因文件全文４０条，也称 “农业四十条”。

据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记载，毛泽东
多次主持或参加有关会议，对草案进行讨论，提

出要求，并亲自执笔修改３０多处。
毛泽东对 《农业发展纲要》的编制极为重

视，心情也极为急迫。１９５６年１月８日草案仍在
讨论中，毛泽东即致信在京的国务院总理周恩

来，要求将草案印发政治局委员、在京中央委员

及其他若干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

见，在１月１４日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前召集政
治局会议，作为草案通过后，发给知识分子会议

征求意见、再加修改，然后发给地方党委直至支

部征求意见。１月９日早晨，毛泽东又致信周恩
来，将最新的修改稿送到北京。１月９日下午，
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草案进行

讨论，中央书记处将讨论的意见立即用电话报告

给在杭州的毛泽东。

从杭州回京后，毛泽东多次主持和出席会

议，对草案的起草过程、规划的目的、编制原

则、核心指标等进行说明，听取意见，进行讨论

修改。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５日，毛泽东主持最高国务
会议第六次会议。他在会上讲：“目前我们国家

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

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

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

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

或者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

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

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③

《农业发展纲要》的通过过程较为复杂，经

历了从通过草案到通过第一次修正草案、通过第

二次修正草案，再到全国人大通过的过程，时间

跨度长达四年，这在中共重要文件的制定历史上

可能是绝无仅有的。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３日，中央政
治局讨论通过了 《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同

年１月２６日，《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经最高

国务会议通过， 《人民日报》当天全文刊登。

１９５７年９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 《农

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１９５８年初，修正草
案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形成了第二次修正草案，

并于当年５月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１９６０年４月
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 《农业

发展纲要》，这已是 《农业发展纲要》制定实施

的第四个年头。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受中共中

央、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题为 《为提前实现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谭震林将

５４

①

②

③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２卷，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４９—４５０页。

同上，第４６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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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纲要》与 “大跃进”运动结合起来，

称 “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个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不

但造成了农业战线上的跃进形势，而且通过农业

的跃进，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跃进形势的发

展”①。此时的中国，正经受着 “大跃进”带来

的痛苦特别是大饥荒的折磨。

三、《农业发展纲要》编制的成绩和经验

从规划编制的角度看，《农业发展纲要》的

成绩和经验、价值和意义是明显的。

第一，《农业发展纲要》是中国独立编制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开端。如前所述，“一五”计

划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制的，苏联人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一五”计划还不能算是

中国人独立编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同一时期

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纲，虽然也有广义上发

展规划的性质，但严格来说属于国家重大政治变

革范畴，不属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查阅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年中央下发的文件可以发现，当时中央正
在编制的全国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有两项：《农

业发展纲要》和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编制于１９５５年３
月启动，批准通过时间为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可见，
以通过法定程序通过这一要件来看，《农业发展

纲要》是中共第一个独立编制完成的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史上具有

开山地位，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农业

发展纲要》也是毛泽东第一次主持制定并全面和

深度参与的重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对作为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来说意义重大。对

建国后毛泽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特别是 “三

农”思想和政策而言，《农业发展纲要》是其集

中体现。

第二，明确了中国农业长期发展指标和主要

策略，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制度。

指标设定和发展策略是发展规划的核心。《农业

发展纲要》规定我国农业发展指标为 “四五

八”，即 “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在１２年内，粮食每
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

（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１９５５年的１５０多斤增
加到４００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１９５５

年的２０８斤增加到５００斤；淮河、秦岭、白龙江
以南地区，由１９５５年的４００斤增加到８００斤”②。
同时，对农村发展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政策规定。

指标和政策是否科学合理暂且不论，仅就指标设

立和政策制定本身而言，这让我国的农业发展思

路和目标更加清晰、明确、具体，具有积极的导

向作用。此外， 《农业发展纲要》建立了农村

“五保”制度③、农业技术推广制度、储备粮制

度等事关农村、农业发展和保护农民利益的长效

制度，一些制度至今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第三，制定过程中强调发扬民主，比较注意

指标和措施的可行性。从前文对 《农业发展纲

要》制定过程的描述可知，毛泽东在主持制定文

件的过程中，比较注意听取各方的意见，包括中

央领导人、中央部委、知识分子、地方领导人

等。《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在最高国务会议、

中央政治局会议、全国知识分子会议、省委书记

会议、全国人大会议等多个层级的会议进行讨

论，毛泽东还要求将草案发给各地党委直至党支

部，征求意见。从编制过程中毛泽东的要求看，

毛泽东非常重视指标设定时要考虑的条件约束，

比较强调指标措施的条件限制，主张要 “留有余

地”，编制过程中对一些没有把握的数字进作了

删除或修改。如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７日，毛泽东主持
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农业发展纲要 （草

案）》，毛泽东在会上讲：“现在已可以看到有一

种忽视可能条件的盲目赶大的倾向，脑子太热了

需要冷一下，所以在纲要上把许多指标删去了，

而在每项重大措施上都加了一些条件限制，以免

又发生盲目冒进的错误。”④ 同月２０日，中共中
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谈

到领导方法问题，认为 “右倾”和 “左倾”都

是错误的，现在恐怕主要的倾向是 “左倾”冒

险，“有一些同志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不敢于实

６４

①

②

③

④

谭震林：《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新

黄河》１９６０年第２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

化重要文件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８１年，第５３０页。

农村 “五保”是指对农村没有劳动力的鳏寡孤独人员

“保吃、保穿、保烧 （燃料）、保教 （儿童和少年）、保葬”。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２卷，第５１２页。



《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编制得失简论

事求是。因为右倾保守、机会主义这个帽子难

听”①。

四、《农业发展纲要》编制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农业发展纲要》在编制上的成绩虽然不能

抹杀，但其设定的指标和一些具体政策却多有争

议，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从中央层面讲，很早就

意识到了 《农业发展纲要》实施带来的问题。

“大跃进运动”的问题暴露后，刘少奇等中央领

导人就认为 《农业发展纲要》与 “大跃进运动”

有密切关系，对 《农业发展纲要》的负面看法开

始明朗化。１９６２年１月，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工
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ｌ月２５日下午，刘少奇在
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及中央

各部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七千人

大会书面报告，毛泽东没有出席。刘少奇说：

“在书面报告中，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没

有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特别是 ‘四五

八’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１９６７年达不到那样
的标准。‘四五八’恐怕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研

究也不是那么充分，所有的土地都达到４００斤、
５００斤、８００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
查研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现在不

提，但是不取消。”张素华认为： “从 《纲要》

诞生的那一刻起，因其指导思想是偏快，就同冒

进、‘大跃进’搅在了一起，在执行过程中，对

‘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刘少奇

向大家宣布，《农业纲要》不提了。虽然，还有

一句 ‘也不取消’，但实际是取消了 《纲要》作

为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的地位。”② 时至今日，

学界对 《农业发展纲要》仍以负面评价为主。③

一些学者将 《农业发展纲要》中 “跃进”

色彩的指标设置，归结为领导人的 “头脑发热”。

毛泽东作为纲要编制的主持人和决策者，无疑是

“头脑发热”的代表，对纲要出现的问题要负最

大的责任。就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 “四五八”

的指标确实脱离实际。不过，也要考虑到问题的

多面性、复杂性。毛泽东虽然胸怀高指标、高速

度的 “宏伟理想”，但从其一生的思想和言行来

看，历来强调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并非脱

离实际的领导人，更不是什么空想家。毛泽东在

指导 《农业发展纲要》编制和修改过程中一直强

调不能头脑发热，要考虑各种现实条件，很多被

认为实现不了的指标都被毛泽东删去或修改了。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一方面毛泽

东是高指标的倡导者、决策者，另一方面毛泽东

又时时强调注意客观条件，防止头脑发热，这种

看似悖论的现象该如何解释？

笔者认为，这种悖论的现象的出现，可以从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的角度来考虑，提供一个

侧面的解释。从发展规划编制的角度，《农业发

展纲要》编制过程存在不少明显的问题和瑕疵，

这些问题和瑕疵与领导人强调的主观意识相比，

对规划编制的影响大得多。

第一，缺乏充分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理论

支持和扎实的数据支撑。“好的规划是研究出来

的，而不是 ‘做文章’做出来的。不好的规划，

都是因为研究工作不深不透。”④ 发展规划必须

建立在扎实的理论支持和数据支撑上，否则就会

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甚至方向性的错误。《农业

发展纲要》的编制，是毛泽东受到农业合作化高

潮的鼓舞产生的设想，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毛泽东感觉到在农业的基本制
度问题 （合作化问题）马上就要解决的情况下，

需要给农业的经济技术发展指明方向、明确目

标。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一设想都是合理

的，问题在于当时是否具备开展规划的基础和条

７４

①

②

③

④

同上，第５１４页。
张素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的几件事》，《百

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１９７８年我国水稻单产３９７５

公斤／公顷，折合亩产２４８公斤；棉花单产４４３公斤／公顷，折合
亩产２７．７公斤。也就是说，到 １９７８年，我国都还没有达到
《农业发展纲要》设定的１９６７年的目标。不过，也有人坚持认
为 《农业发展纲要》设定的主要指标合理的、可行的，如农业

部原部长林乎加等人认为：“‘纲要’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提

出的奋斗目标，都是为当时一部分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所证明，

建构努力也可以普遍实现的远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

济与政治研究所编：《世界经济年鉴 （１９８１）》，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９３１页；林乎加、李丰平、薛驹：《始
终如一地重视农业，正确地领导农业———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对我们的启示》， 《南京社会科

学》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杨伟民主编：《发展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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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非中

共出身的知识分子基本放弃了对 “三农”问题的

理论研究，也没有开展扎实的数据调查。由于中

共是从农村 “起家”，不论是中共自身还是知识

界，都认为中共是最为高明的 “三农”问题专

家，这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共的 “自负”，

不屑于知识界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的知

识分子放弃 “三农”理论研究。当时仍在开展的

研究，要么是跟着中共 “三农”政策 （主要是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展的解释性、宣传性研

究，没有或很少触及真实的、客观的 “三农”问

题；要么是学习中共的阶级分析进行的研究，视

角单一。从披露的资料看，《农业发展纲要》的

编制，基本上没有参考知识界的基础研究，或者

说当时根本没有多少知识界的基础研究可以作为

参考，所依据的统计数据也很少，确定发展指标

和规划内容主要是依靠地方党政官员的汇报材料

和高级领导人对农村情况的了解和主观认识。这

可以说是犯了规划编制的 “大忌”。学者认为，

在改革开放前编制的五个 “五年计划”中，“只

有 ‘一五’计划的编制程序比较规范、实施效果

较好”①，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苏联专家

的参与和指导。比较前述的 “一五”计划的编制

过程，特别是苏联专家提供的６００吨资料，就知
道长期的理论研究和扎实准确的数据支持的极端

重要性。用时髦的话说， 《农业发展纲要》的

“第一颗扣子”就扣错了，理论研究和数据资料

的严重缺乏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第二，没有开展正式、全面的调查研究。无

论是主流、经典的理性规划编制理论还是新兴的

倡导式规划理论、协作式规划理论，无不把调查

研究作为规划的第一个环节和基础性工作。就笔

者所见资料，《农业发展纲要》是根据毛泽东提

出的 《农业十七条》进行的扩展。毛泽东本人则

主要是通过阅读各地的汇报材料 （毛泽东汇编而

成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主要的、有

价值的资料）、一些部门的口头汇报以及自己的

思考进行的分析提炼，并没有开展全面正式的调

研，也没有指定有关部门开展全面正式专业的调

研。《农业十七条》只是毛泽东提出的供地方领

导人讨论的问题，在很初步的问题上形成一个全

局性的发展规划，带有很强的 “激情规划”色

彩，而不是建立在科学全面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

理性规划。《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编制所用

的时间非常短。不计 《农业十七条》所花的时

间，《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编制所使用的时

间其实就是１９５６年１月，正式开始的时间是 １
月４日 （毛泽东当天在杭州会议召集部分省委书

记开会），按草案在 《人民日报》全文公布的时

间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６日算，共使用２３天；② 即使计
入编写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③和起

草 《农业十七条》的时间，前后也不到５个月。
不管毛泽东多么强调头脑要清醒，多么强调政策

指标的科学性、可行性，但这么重要的规划，没

有正式的、科学的调研，以及极为仓促的编制时

间，规划的质量特别是指标数据的科学性、可行

性可想而知。可资对比的是与 《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几乎同期的 《论十大关系》和 《十二

年科技规划》的形成。为了起草 《论十大关

系》，毛泽东亲自开展调研。调研从１９５５年１２
月持续到１９５６年４月，既有毛泽东沿铁路南下
考察调研，有专题听取各部门汇报 （共听取了

３４个部委的汇报），有各地方党委的书面汇报，
有两百到三百个重要工厂和建设工地的书面汇

报，可以说调研十分充分，情况了解十分透彻，

为 《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提供了扎实的依据和基

础。《十二年科技规划》的编制启动于１９５５年１
月，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领导。同年３月国
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科学规划委员会下

设的科学规划小组专门负责规划的编制工作。国

务院调集了几百名各种门类和学科的科学家参加

编制规划工作，还邀请１６名苏联各学科的著名
科学家来华，帮助了解世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发

展趋势。历经七个月完成的 《规划纲要 （草

案）》，经反复讨论修改，１９５６年 １２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批准执行，前后耗时近两年。从调研

的过程和花费的时间对比，就可以看出 《农业发

８４

①

②

③

同上，第５１页。
《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具体的起草过程，参见沈志

华： 《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３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９—１６２页。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最初名为 《怎样办农业生

产合作社》，第二次编辑时改为现名，第一稿编辑的时间为１９５５
年９月。



《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编制得失简论

展纲要 （草案）》编制过程的问题所在。此外，

需要指出的是，《论十大关系》属于经济社会发

展指导思想和大原则、大方向的决策，并不涉及

具体的指标体系和政策措施，与 《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性质不同，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决策风

格，这也是 《论十大关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政

策思想史上光辉文献的重要原因。

第三，最高领导人的主观意志主导。据薄一

波回忆，１９５５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讨
论编制十五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

廓，国务院各部委汇报自己的设想。当年１０月５
日，国家计委将数据汇总报告中央。按照设想，

我国粮食产量从１９５２年的３２７８亿斤增长到１９６７
年的６０００亿斤，年均递增４．１％；粮食单产由
１７３斤增至２６０．７斤，增长４７．９％，年均递增
２．６４％。国家计委综合局认为，这一增长速度
超过当时所有国家，居世界第一位。但毛泽东对

这个指标不满意，认为速度仍然偏低。毛泽东想

从自己擅长的农业领域入手，亲自抓发展速度，

最后确定的可行的指标是 “四五八”。① 按照毛

泽东的理论设想，农业合作化全面解决了制约农

业发展速度的 “小农经济”因素，农业以持续的

高速度增长不仅是完全可能的，也是高速工业化

所必须的。这个特殊的原因和背景决定了毛泽东

主观意志对 《农业发展纲要》指标设计和政策措

施的主导性。查阅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６）》第二卷，对 《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

编制有关数据的确定，没有看到毛泽东专门征求

国家计委、农业部等专业部门意见的记载，原因

可能是毛泽东认为国家计委犯了 “右倾保守”的

错误。可见，毛泽东虽然不断强调要防止 “头脑

发热”，但他自己的思路和决策就建立在 “发

热”的基础上，他所做的至多是防止出现 “头脑

高烧”。在发展规划编制中，以自己的主观意志

为主导，对专业部门的专业意见没有给予充分的

尊重，无疑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失误。

综上所述，《农业发展纲要》内容和实施出

现的问题，直接的原因和问题是毛泽东等领导人

带有 “跃进”色彩的指导思想和数据指标设定，

但更层次的原因和问题来自规划编制本身：当时

我国缺乏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编制所需的 “三农”

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没有掌握农业发展规划所

需的充分的科学数据，科学的规划方法掌握和运

用上存在不足，发展规划编制所需的人才缺乏，

规划编制能力严重不足。这些问题和不足纠缠在

一起，《农业发展纲要》在实施中出现问题就不

足为奇了。

五、结　　语

《农业发展纲要》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独立

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开始，对指导经济社会

发展、对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都具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编

制是一项复杂、严谨的工作，需要以长期的科学

研究为基础，以全面准确的数据为支撑，以众多

高素质的专业人员为主力，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广

泛参与，需要充足的时间和良好的条件。《农业

发展纲要》的编制并不具备这些必备的要素，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作用下，规划带有比较多的非理

性的 “激情”色彩，这也是 《农业发展纲要》

编制和实施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反而出现问题

的客观的、深层次原因所在。作为规划编制的主

持人和最终决策者，毛泽东要对 《农业发展纲

要》出现的问题承担自己的责任，但将责任完全

推给毛泽东也有失偏颇。编制规划所需条件的不

具备，编制程序出现的种种偏差，编制规划能力

的不足，是 《农业发展纲要》出现问题主要原

因，这些因素的分量可能要超过毛泽东本人失误

的因素。另外，从发展规划编制的角度看，《农

业发展纲要》没有很好地汲取苏联帮助中国进行

“一五”计划编制的经验，相反，它开启了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一言堂式”的粗糙编制的时

代，直到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才逐步改变。②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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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

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２３页。
参见鄢一龙、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中央政府决策模

式演变————以五年计划编制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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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与我国新型农民培养

任军莉　周　佳

【摘要】《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个农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

它既是党和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总体部署，又是党在工作中心转移后对农业发展阶段性的认识成果。《纲要 （草案）》充

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农业问题的殷切关怀和期望及对农业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特别是

《纲要 （草案）》提出的关于新型农民培养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的职业农民，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仍然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民；培养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５０－０６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
移到城市，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

的重心。为了确保工业发展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资

源，发挥好农业向工业的 “输血”功能，对农业

必须要有一个宏观长远的战略安排，《一九五六

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

（以下简称 《纲要 （草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产生的。时至今日，当我们重读 《纲要 （草

案）》，仔细品味，其中仍不乏一些思想的亮点，

特别是其中提到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思想，

对于我们今天加速农业的转型升级，造就一批懂

农业、有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职业农民有着

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的。

—

近代以来，由于我国政局的内外交困和国势

的日趋衰败，政治革命成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主

线，使得政治与社会经济关系显得十分不协调。

伴随着政治革命的进程，虽然也产生过一些新经

济因素，但整体来看，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

国，并且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个问题一直

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

战略的确立，农业的落后状况已严重制约着国家

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另外，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

完成，农村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对旧的地主

富农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却带来了新的贫富不均，

这对建国不久的党和政府而言成为新的挑战，土

地的均衡分配和消除贫困一直是党为之奋斗的目

标，农村社会中新的阶层分化势必与党的目标追

求相矛盾；还有，农村中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又难

以满足即将开始的重工业建设需要的人力和物力

资源，因而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经济问题。无论

从政治考量或是经济发展战略出发，要确保国家

优先发展重工业计划的顺利完成，都必须迅速、

大力地发展农业生产。

对农业问题的高度关注是毛泽东的一贯作

派。在建国初期，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全面

铺开，尽管党和政府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这三个领域实施改造的阶段和路径都作了

具体布署和安排，但是相对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这两方面，毛泽东对农业方面的改造更加

重视，对农业以什么方式去发展、农村如何建

设、农民如何培养等都有着周密的考虑。为了保

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党中央专门制

定了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

议》。按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要在三

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时间内，通过互助组、初级

社和高级社三个阶梯、三种形式，为实现农业现

代化创造前提和奠定基础。尽管在农业社会主义

０５

 作者简介：任军莉，甘肃武威人，（南昌３３００１３）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周　佳，山东淄博人，（南昌３３００１３）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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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实施中，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

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但是，整体来看，

这场农业的大变革在当时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

农村中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急剧增加，为广大

农民开启了一条走农业发展组织化的新路径，同

时，这期间我国的粮食也获得了连年丰收，从根

本上保证了国家 “一五”计划的全面实施。特别

是对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安排，这在我们今天看来

仍然不失为对农业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是有着

一定现实意义的。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成就，更加坚定

了毛泽东加速农业合作化进度的设想。在毛泽东

看来，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而党又能克服巨大困难引导农民走社会

主义道路。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深化了对农业

合作化的认识，提出了 “解放生产力”这个带有

前瞻性和全局性的大问题。他指出 “社会主义革

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

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

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

使生产力大力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

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为此就要在 “社

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基础上，为农

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

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

作，也都必须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

新形势”。① 这就为 《纲要 （草案）》最后出台打

了伏笔。

１９５６年１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
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正式公布。从 《纲要

（草案）》的公布到 《纲要》最终形成，前后跨

越了五年时间，中间经过多次会议的讨论和对其

内容的修改完善，最后在１９６０年４月召开的第
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总体来

看，《纲要 （草案）》共有四十条，大到合作化

制度、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教育，小到具

体的肥料使用、农具改造、土壤改良、勤俭持

家，对农业发展可谓规划全面、安排细致、设计

周到、用心体贴，特别是 《纲要 （草案）》中关

于新时代新型农民培养上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纲要 （草案）》从条目内容上看，关于新

型农民培养仅有两条：分别是第 ２９条和第 ３８
条。第２９条是关于农村扫盲教育，第３８条是提
高农村青年的劳动积极性。② 但仔细研读起来，

便会感到 《纲要 （草案）》中许多条目其实都与

新型农民的培养有联系。如果说农业社会主义改

造初衷是变革农村生产关系，但是随着这场改造

进入到高潮，必然会对农村落后的生产力提出新

要求。早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同中央农村
工作部负责人谈话中就指出： “个体农民，增产

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

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

领。”③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固然带有斗争式的

思维定势，以后所建立的农业生产组织也同样兼

有经济和政治二重性，但是毛泽东认定，农业合

作化使生产关系变革后必将会触动农村生产力，

也就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如何处理与农民的问

题。毛泽东断定，个体农民必须走合作化道路。

将分散的个体农民纳入到农业合作社组织中来，

并通过合作化来培养现代新型农民，这不仅是国

家实施工业化战略重组农村社会的要求，也是现

代农业发展的基本前提。这就是 《纲要 （草

案）》力主在农村建立合作化制度的主要原因。

农业合作化制度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实施的一项系

统工程，固然有着辅助城市工业化的意义，而对

我国广大的农村来讲还是一场社会生产的大变

革，是对社会和人的全面改造，就是要把传统农

民打造成为种得了庄稼、管得了村社的新型农

民。这在后期修改完成的 《纲要》中体现出来。

通过合作化制度来培养新型农民，把制度变革与

新型农民的塑造结合起来，这样合作化制度才有

根基，才能强化新制度的合法性，才能加快传统

农民向新型农民的转变。

在新型农民培养上，当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

农村中的文盲较多。建国初期，我国有 ６亿人
口，农民占了５亿，而这５亿农民中文盲和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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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２、２３页。

参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８册，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８—４９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２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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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又占据了多数。 《纲要 （草案）》针对农民的

文化知识缺乏这一问题，把扫除农村文盲列为第

２９条规定。《纲要 （草案）》提出，要在乡设立

业余文化学校，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

水平。要求各地分别用７年或者１２年时间普及
小学义务教育，在７年或者１２年内普及农村文
化网，乡村小学基本上要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办

理。① 《纲要 （草案）》中就农民扫盲专列一条，

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对农村扫盲工作的高度重视

及农村扫盲工作对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紧迫

性。

针对新型农民培养除了扫盲教育外，《纲要

（草案）》第３８条提出提高农村青年的劳动积极
性。② 这种要求也是值得后人重视的。在上世纪

５０年代，我国农村中还没有出现青年农民流入
城市、农民不爱种地等问题，农村青年仍然是农

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农业发展的希望所在，如果

不能激发起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动性，观念保

守，耕种方法落后，既会影响农业各项指标的完

成，也不利于农业长远发展。 《纲要 （草案）》

对农村广大青年寄予了厚望，提出发扬农村青年

的劳动、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的积极性，农

村青年应当成为农村生产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中

的活动分子和突击力量。③

新型农民培养也是现代农业技术的要求，这

体现在 《纲要 （草案）》许多条文中。 《纲要

（草案）》针对传统的农耕方法提出改造洼地、

推广和使用新式农具、培育优良品种、改进耕作

方法、改良土壤、防止土地盐碱化、注重水土保

持等方法。《纲要 （草案）》对农业发展新技术

使用的倡导，若仅靠父承子系的经验传授显然是

无法操作的。农业新技术的出现必然会造就新型

农民，而新型农民又会加速新技术的推广。

与此同时， 《纲要 （草案）》中还要求广大

农民要勤俭办社、勤俭持家，农村妇女从事农业

劳动的时间应每年不少于１２０天。对农村妇女儿
童要实施保护，改善农民居住条件，这对社会主

义时期打造新型农民提出了规划和新要求。

二

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自然构

成着社会发展的主线。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群

体，还是一个社会阶层，历史上农民阶级围绕着

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革命行动往往成为变革社会的

导火索。如何解决农民问题，不仅考量着当政者

的政治智慧，而且直接关系着政权的稳定性。对

于依靠农民起家的中共来讲，固然随着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党的工作中心已从农村转移到城

市，但无论是强化新政权的合法性，还是构建国

家工业体系，农民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问题。

因此，《纲要 （草案）》提出了新型农民培养的

目标和任务，这种认识既是时代向农民提出的新

要求，也反映着党在农民问题上认识的深化。

首先，《纲要 （草案）》中对新型农民培养

的思路有着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抓住了农业问题

的本质。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明显区别在于农

业中的科技含量，而农村中劳动力的知识素养则

是构成农业科技的关键成分，低素质的劳动力是

无法成就现代农业的。固然 《纲要 （草案）》提

出，发展农业和对农民进行扫盲教育完全是为了

辅助国内已开启的工业化，因为农业在新中国建

立初期扮演着城市工业的大后方，起着工业发展

蓄水池的作用，从工业发展所需原材料提供到劳

动力的供给都离不开农业，这是 《纲要 （草

案）》出台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说新型农民培养

首先是为了满足城市中工业发展的需求。但同

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城市中的工业化既是先进

生产力的代表，又形成着新的生产关系，这两方

面作用都与农村社会落后的劳动力现状形成强烈

反差，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是城市工业化对农村

变革提出的新要求。 《纲要 （草案）》把生产关

系变革与农村生产力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既有

利于城市工业化发展，便于劳动力素质提高，也

抓住了农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即

农村劳动力的扫盲教育。

其次，《纲要 （草案）》中新型农民培养的

条款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纲要 （草案）》的制

定，从当时的形势看完全是出于城市工业化的考

虑，决策层尚没有今天我们所论及的城乡同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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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８册，第４８页。
参见同上书，第４９页。
同上，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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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战略理念， 《纲要 （草案）》的提出在某种

程度上具有被动反应性。尽管如此，其中关于农

民的问题却提的中肯，解决方案有着一定的可行

性。如围绕着农民的扫盲教育，《纲要 （草案）》

就提倡，农村中可利用夜校来进行，并计划用１２
年时间在农村中完成扫盲教育。同时 《纲要 （草

案）》还要求，为了提高农民素质，要开展丰富

多彩的文化娱乐工作；并鼓励和协助社员在农村

合作社的制度框架内，按照自愿、互助的原则，

分期分批的修缮和改造农民住房；在进行集体劳

动中，还要充分照顾处于生理期的农村妇女，有

条件的农村要办托儿所，等等。这些解决新型农

民培养中存在的问题的具体措施，放在今天也有

着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最后，《纲要 （草案）》中提出的新型农民

培养的要求具有历史前瞻性。农民素质作为农业

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起着决

定性作用。农业人力资源开发落后，不仅直接影

响着农业自身的发展，对当时工业化进程也会产

生副作用，从这点出发 《纲要 （草案）》对农民

的扫盲教育在时间完成上作了明确规定。虽然以

后在实行的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达到预期目

的，但 《纲要 （草案）》把对农民教育专列一

项，用今天的视野来评价，在理论上有三个亮

点：第一，看到了农业人力资源开发与农业发展

的关系。用 《纲要 （草案）》中的话讲就是要开

发农业人力资源，必须要扫除文盲。这种认识被

成功实行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所证实，这在当时

更可谓难得。大力开发农业人力资源不仅有利于

国家工业化，也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动

力所在。第二，为农业发展作了人力资源准备。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在当时条件下主要是为了保证

国家工业化任务的完成，这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但在这个大前提下，现代农业发展也离不开劳动

者的素质的提高。这体现在 《纲要 （草案）》内

容中，如改良土壤、改造旧农具、提高复种率

等，都与农村劳动力素质有直接关系。第三，促

进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建国初期我国农村人力

资源丰富，但文盲居多，这种状况无论对于城市

工业发展还是农业发展都是不利的。因而要发展

现代农业，既要扫除文盲，更要发展农村职业教

育，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新

型农民。我国在上世纪创办的一些农村职业院校

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

由于 《纲要 （草案）》产生于特殊历史时

期，其中一些条款尽管有着合理性和科学性，但

在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党内反对 “右”倾思潮占

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不仅 《纲要 （草案）》中

有关造就新型农民计划难以实现，后来的 《纲

要》随着 “文革”到来其使命也宣告结束。具

体到 《纲要 （草案）》中新型农民培养上，同样

存在着问题。一是受 “斗争型”思维的影响，在

关于新型农民培养上使用着政治术语，这就会无

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共同性，

更谈不上借鉴别国经验。对新型农民教育上仅涉

及到扫盲，而义务教育又限于小学，而如地方政

府在新型农民教育中的作用基本没提到，仅靠农

业合作社来完成是不现实的。二是对农民扫盲用

时间来规定，一开始提出用５年或７年，后又改
为１２年时间去完成农村中扫盲任务，这对于农
村中庞大的文盲群体，尤其是我国还是一个大

国，存在着区域、民族、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凭

借有限的教育资源，仅仅用１２年时间去扫除大
量文盲显然是不现实的。三是用政治眼光来审视

一切。新型农民的培养和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政治

任务，若单纯把对农民的扫盲教育当成政治任务

来完成，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些问题上，

《纲要 （草案）》制定者没有充分顾及到。正因

为这样，随着此后国内政治形势的日趋恶化，新

型农民培养只能让位于政治革命，至今培养新型

农民的任务还在路上。

三

《纲要 （草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

农业中长期规划，既是党和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总

体部署，又是党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农业发展

的认识成果，这部 《纲要 （草案）》既有正确的

思想内涵，又带有浮夸风的历史痕迹，这对当代

来讲都是来之不易的精神财富，更为我们今天深

化农村改革、大力培养和造就新型职业农民提供

了历史经验。就我国农村现状看，要造就一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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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农民产业大军，必须对以下问题引起足够重

视。

（一）农民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土地确权

改革不到位

农村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于上世纪８０年
代，如果说这种制度在实行初期有着较多的政治

考虑，但历经３０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这个
世纪后，快速的城镇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扰乱

了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与承包地的关系若

还停留在原来的观念和现有的政策层面上，轻则

农村空心化问题日趋严重，重则社会稳定的政治

风险将会加大。目前看农民与土地的问题主要表

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缺乏

刚性的制度保护。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

有，这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至于对土地所有

权采取何种的经营方式按理也应纳入法律规范

的。特别是包产到户全面铺开后，农户与承包土

地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契约关系，这种事实上的

契约关系一旦形成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的。虽然我

国在２００２年就颁布了 《农村土地承包法》，但在

实践中，我国农民与土地承包关系还是主要靠行

政手段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法》并未得到很

好地执行，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仍没有获到有效

保障。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的驱动下大肆圈地和

卖地，“土地财政”盛极一时，完全置农民的土

地权益于不顾，而失地农民在无望之中只能走越

级上访之路。二是由于农民对土地的承包关系不

稳定。随着出外打工农民增多，农村中出现了大

量的闲置土地，而有意种地农民想扩大经营规

模，又找不到主，即便有主，经营者与承包人究

竟是什么关系，关系理不清，土地难流转，结果

可能是不想种地地还在、想多种地地不多。三是

土地确权不明
!

。就我国农村土地使用状况看，

实际上已产生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

“土地三分权”，由于土地确权的制度设计不精

准、不完善，甚至有点乱，集体所有虚无化，因

而农村中出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蜕变为个别农

村基层村民组织领导的个人所有权。承包权缺乏

承包期，经营权又表现为经营主体不稳定，于是

产生了强行征地，与民争利，“土地非农化”等

乱象。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利

益。

（二）缺乏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

大力扶持和发展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是适

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正确选择，也是新型农民养成

的一种模式。就目前看，新型农业主体在我国一

些地方作了先期的探索和实践，如家庭农场、承

包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总体看来都有问

题。如承包大户，所兼并的土地，作为原来的土

地承包人并没有因为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而从中获

益，承包大户界定也很含糊，“大”究竟是指什

么，是承包大户本身人多，还是承包土地数量之

“大”，还是指对农产品的生产能力的 “大”小。

“大”的含义太多，如果一味指对土地使用量的

贪大求多，恐怕不利于农业发展。因为就从目前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来看，城市不可能在短期

内吸纳太多的农民了。过多地提倡土地的规模经

营，显然会更加剧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样，发展

至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覆盖面小，区域分

布不合理，数量又不多，大多农户又被排除在

外，而且至今集产、供、销、信贷和农民教育为

一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很少，合作社的功能并没

有很好地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农民

在市场中的定价权，农民利益自然会受到影响，

也难以培养职业农民。

（三）农业科技服务滞后

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离不开科技对

农业的支持，这早已被发达国家经验所证明。而

我国在农业科技领域中，所重视的首先是拿项目

发论文，项目级别、论文数量、期刊挡次往往是

对科技人员考核的重要指标，至于科研成果转化

尽管目前有关部门已出台了新的规定，但农业科

技结果的转化率整体来看还是比较低的，一些研

究成果还是停留在刊物或专著中，而在 “地上”

所见不多。我国农业科研和推广之间联系不紧

密，农业科技人员待遇又不高，加上政府在科技

成果转化中的制度保护和引导作用中的欠缺，使

得农业理论研究有可能走在前面，但研究成果的

转化却严重滞后，其对农业的影响必然是农产品

技术含量低，农产品附加值低，农民收入也就

低，职业农民也就缺乏吸引力。

农民问题对于我党历来是带有全局性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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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大问题，新时期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新型职业

农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牢固树立 “农民富”的观念。强农

业，美农村关键是要富农民，新阶段要破解农民

增产不增收、种地不致富的难题，必须从观念转

变做起。对于政府，要从对 “农民富”的口头重

视、文件重视向行动落实转变，一改现时执行局

面。各地政府一定要把 “农民富”的观念扎根于

头脑之中，用 “农民富”的思想统领 “三农”，

指导 “三农”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落实好国家

惠农政策。有关 “富农”政策制定不仅反对搞形

式主义，而且要更加注重培养职业农民，特别是

青年农民，使他们热爱农业，眷恋乡村，以当农

民为荣耀，激发广大农民生产劳动积极性，让他

们认识到凭借务农种地同样日子过得幸福，活得

潇洒，在丰收的日子里让广大农民多一幅笑脸，

多一种笑声，多一份快乐。

二是深化农村地权改革，切实保障农民的土

地权益。土地问题是农民首要问题。土地是农民

生存之本，发展之基，是农民的命根子。① 土地

问题解决好坏，不仅关系着 “三农”建设，更关

系着政府的公信力，政党的执政根基，土地还是

政治的命根子。近几年农民上访６５％以上都是因
土地而引发的。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最核心的利

益问题，起着农村社会稳定 “压舱石”的作用。

因此，解决好土地问题，农民种地就有希望，农

民生活就有依靠，农民职业才有保障。当前要依

法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表现形式，确保每

一个农民都是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改变目前集

体所有权主体不清、权责不明、利益偏袒问题。

农民对土地承包权即要有法可依，更要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加强对土地承包权规范管理，不

得随意改变农民与承包地的关系，不能随便调整

农民承包地块面积、位置和承包期限，要把更多

的选择权交给农民。深化地权改革，完善土地流

转市场，加强制度建设，让想进城的农民放心大

胆走出去，让想种地的农民没有后顾之忧的留下

来。只有保护好农民的合法利益，才能保住我国

的粮袋子，才能使国人心中不慌，才能使职业农

民有立足之地。

三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组织作为

一种农业生产单位，既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要

求，也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然走势。发展农

民经济合作组织，不仅有利于提高生产专业化水

平，而且也是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基本路径，更

是农民话语权的组织基础。放眼海外，无论是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一不重视农民组织化，

所不同的是农民组织化的着重点不同而已。我国

农业合作社发展到今天只有２０％②农户加入合作
社，大多数农户还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完全

游离在农业生产组织之外，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农

民土地收益，而且在市场竞争中也只能是处于弱

势。要改变农民的生产现状，充分体现农民在农

业生产和市场交换中的主体作用，政府应在舆论

上大力宣传，政策上积极扶持，财政、税收上给

予一定的优惠，积极倡导农户加入农业经济合作

组织，完善农合组织的各项功能，形成生产、流

通、销售为一体的生产经营组织，只有农民组织

起来，农民职业化才有保障，农民职业才会稳

定。

最后，政府要大力培养职业农民，要用现代

农业技术装备他们。现代农业实质上就是科技农

业，农业技术水平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就会高，

农产品的附加值就能增加，最终农民收入就会提

高。政府在职业农民培养及政策惠农时，还应强

化科技对农业支持，着力提高农业科研人员待

遇，改变当下以论文为唯一评价标准的作法，看

重科研成果转化，增加农业成果的推广经费，改

革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加强科技推广组织建设，

通过多个渠道向农民推广和普及新技术；同时，

利用农闲时间定期或不定期开办农民培训班，提

高农民的科学素养，用现代科技来武装农民，用

职业化的农民来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

（责任编辑　欣　彦）

５５

①

②

韩长赋：《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今中国农民问题》， 《求

是》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韩俊：《论 “三农”中国梦的实现》，《农业经济》２０１４

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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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海德格尔逝世四十周年专栏之二

技术、道术与家

———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技术本质的意义及局限


张祥龙

【摘要】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的根源在技艺 （ｔｅｃｈｎｅ），但其中艺术的一面受到压抑，因而此技术的本质就被硬化为
强逼产出的座架，超出了人类的掌控。这个转变的深层原因是古希腊就出现了的 “数学因素”，它通过笛卡尔的主客

二元化使世界成为被主体表象的图象，万物成为确定的客体。要摆脱座架的控制，必须重现技艺的艺术维度，让它

“自身缘构发生”（Ｅｒｅｉｇｎｉｓ）的柔性允诺性重新主导技术。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和海森堡都曾从老庄之道中得到过启发
或与之产生了共鸣。儒家会十分欣赏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本质的批判，特别是这种批判与归家思想的结合。但是，儒

家要指出海德格尔的批判的不足，它忽视了个体主义对座架的促成力和单向度的存在论区分导致的忽视实际家庭的家

园观，由此而使得他的解决方案稀松无根。只有以家庭为源头的有机社团，不管是儒家的还是阿米什人的，才可能摆

脱现代技术本质对人的裹挟。

【关键词】技艺；数学因素；座架；家庭；儒家社团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５６－１０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首先是其本质的批判
影响深远，最为当代思想界所知晓。然而任何要

解决问题的批判都是一体两面的，即批评性的一

面和针对弊病而提出解决方案的一面。海德格尔

的这个批判也不例外，既针对现代技术的本质做

出了深入审查和批评，也给出了如何摆脱现代技

术本质之掌控的建议，尽管后者明显地弱于前

者。为了要阐发和理解这个批判的两方面，我们

不仅要注意他对于 “技术” （Ｔｅｃｈｎｉｋ）与 “技

艺” （ｔｅｃｈｎｅ）的关系的观点，而且要追究他如
何看待现代技术与现代科学同形而上学的关系，

并须知晓他在此问题上与道家的联系。在这样的

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它有整体感和边缘感的理

解，看到它取得的哲理成就。而要发现它的不

足，不管是批评现代技术本质在哲理上的缺陷，

还是其解决方案的单薄，都要引入儒家，通过比

较两方在对待 “家”问题上的观点，由此才能看

出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新的可能性。

一、技术与技艺

按海德格尔的解释，技术的词源和意源皆是

“技艺” （ｔｅｃｈｎｅ）。他在 《技术的追问》 （１９５０
年）中写道：

究竟 “技术”这个名称说的是什么。这个词

来自希腊语。希腊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ｏｎ（技术）意味着
ｔｅｃｈｎｅ［技艺］所包含的东西。（《技术的追问》，
《选集》第９３１页）①

而技艺是 （１）某种创作、产生、产出，
（２）又指一种 “认识”，甚至 （３）意味着 “美

的产出”或 “艺术”。

ｔｅｃｈｎｅ属于产出，属于 ｐｏｉｅｓｉｓ；它乃是某种
创作 （ｅｔｗａｓＰｏｉｅｔｉｓｃｈｅｓ）。着眼于 ｔｅｃｈｎｅ一词要
考虑的另一点更为重要。从早期直到柏拉图时

代，ｔｅｃｈｎｅ一词就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ｅ（认识）一词交织
在一起。这两个词乃是表示最广义的认识

６５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孝道的哲学基础和思想含义研究”（１５ＡＺＸ０１３）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祥龙，（济南 ２５００１３）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①　 “选集”是 《海德格尔选集》的缩写。（［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
本文的引文大都出自此 《选集》下卷第五编 “［对］技术的追问”中的三篇文章，即 《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 （第８４７—８８４
页；此文选自海德格尔 《追问物性》（ＤｉｅＦｒａｇｅｎａｃｈｄｅｍＤｉｎｇ）中的一部分）、《世界图象的时代》（第８８５—９２３页）和 《［对］技术

的追问》（第９２４—９５４页）。引文中的希腊文语词已经拉丁文化了。



技术、道术与家

（Ｅｒｋｅｎｎｅｎ）的名称。它们指的是对某物的精通，
对某物的理解。（《技术的追问》，《选集》第９３１
页）

从前，不只是技术冠有 ｔｅｃｈｎｅ的名称。从
前，ｔｅｃｈｎｅ也指那种把真理带入闪现者之光辉中
而产生出来的解蔽。从前，ｔｅｃｈｎｅ也指那种使真
进入美的产出。ｔｅｃｈｎｅ也指美的艺术的 ｐｏｉｅｓｉｓ
（创作）。（《技术的追问》，《选集》第９５２页）

可见，作为原本的产出和创作，技艺是一种

达到真理的解蔽，对于人来讲具有存在论的构造

地位和原认识论的功能，没有这ｔｅｃｈｎｅ的生物不
能算人。当然，凭借这技艺达到的认识首先不是

观念化的知识 （比如康德第一批判所讲的被知性

概念构建的知识），而是 “对某物的精通”，或

对某物的直觉理解和与之打交道的能力。在此技

艺视野中理解的技术，也就绝不只是 “工具”和

“手段”，而首先是塑造人群历史命运或基本生存

形态的原初某物。我们只能通过技术来成为人类

缘在 （Ｄａｓｅｉｎ）。这观点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
有相似处，所以后期海德格尔多次讨论或提及马

克思，颇有欣赏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批评。从

以上所言已可看出，两者对技术本性的看法毕竟

不同。如果我们站在海德格尔立场上，会说马克

思的技术观缺少技艺，特别是艺术这一深层见

地，只看到技术改造世界和人本身的力量，不知

其意义原发生的更微妙境地和引发结构，所以基

本上属于比较深刻的现代技术视野中的思想，还

未脱开造就这种技术的形而上学。

技术又分为手工技术和现代技术。到了动力

机械出现后的现代技术
獉獉獉獉

，这技术还是一种产出、

创作，但遮蔽住了它技艺中的艺术的一面，变为

了一种强逼性的、压平生产者和产出者 （除了它

自己）的发生构架或座架 （Ｇｅｓｔｅｌｌ，ｅｎｆｒａ
ｍｉｎｇ）。人完全丧失了对它的掌控，它反过来要
掌控和主宰一切，完全排斥其他的可能，因而给

人类带来极大的危险。

二、现代技术出现的原因和挛生者：

数学因素和现代科学

　　为什么有这种从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的致命
转变呢？为什么在别的文明中就没有出现这种技

术呢？答案在于：西方自古希腊时起，就出现了

一种 “数学因素”（ｄａ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ｔｈｅｍａｔｈ
ｅｍａｔｉｃａｌ①；希腊语为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ａ），它到近代以笛
卡尔鲜明表述的主体形而上学面目出现，促成了

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

毋宁说，现代自然科学、现代数学和现代形

而上学都是源出于广义上的数学因素这个同一根

源。（《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选集》

第８７５页）
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

同一的。（《世界图象的时代》，《选集》第８８５
页）

因此，海德格尔不附和一般的说法，即现代

技术是由于现代科学导致的高科技，而是主张它

们都出自数学因素，更确切地说，是此因素在现

代形而上学中的主体／客体化。他写道：
对历史学的时代计算来说，现代自然科学的

开端在１７世纪。而电动机技术则是在１８世纪后
半叶 ［１９世纪早期？］才发展起来的。不过，对
历史学的论断来说晚出的现代技术，从在其中起

支配作用的本质来说则是历史上早先的东西。

（《技术的追问》，《选集》第９４０页）
现代物理学的自然理论并不只是技术的开路

先锋，而是现代技术之本质 ［即数学因素的现代

形式 “座架”］的开路先锋。 （《技术的追问》，

《选集》第９４０页；引文中黑体皆引者所加）
他的意思是：现代技术———按海德格尔从海

森堡那里得到的看法，此技术从电动机出现算起

———虽然比现代科学出现得晚，但这技术的本质

却比后者出现得还早。实际上由古希腊人创造出

的数学因素是现代科学、现代形而上学和现代技

术共同的来源。因此，现代物理学只是为现代技

术的本质、也就是数学因素的现代形式开路，而

现代技术就沿此路而发展起来。

那么，什么是 “数学因素
獉獉獉獉

”呢？它不等同于

数学，尽管数字化是它的一种最鲜明的表现。按

海德格尔的说法，这个词在希腊语境中：

其意为可学的东西
獉獉獉獉獉

，因而同时也有可教的东

西之意。（《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选

７５

①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ＷｈａｔＩｓＡＴｈ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Ｗ．Ｂ．Ｂａｒｔｏｎ，
Ｊｒ．ａｎｄＶｅｒａＤｕｅｔｓｈｃ，Ｃｈｉｃａｇａ：ＨｅｎｒｙＲｅｇｎｅｒｙ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７，ｐ．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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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第８５０页）
在其哲理中，它被深化为可学可教到极点的

东西，即

那种 “关于”物的其实已经为我们所认识的

东西。（《选集》第８５４页）。
这大致可理解为康德所讲的 “先验的”东

西，既先于经验地为我们所拥有 （“其实已经为

我们所认识”），同时又是那使所有后天经验可能

（“‘关于’物的……”）的东西。人依此而 “为

自然立法”。

毕达哥拉斯说的 “数是万物的本原”中的

“数”，首先应该当作这种 “数学因素”来看待；

而柏拉图学园门上的题铭 “不晓得几何学者不得

入内！”，也被海德格尔再译解为 “不晓数学因素

者不得入内！”（《选集》第８５６页）；但是，亚
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而不是其形而上学的形式化方

面却似乎是个例外，它没有被这种数学因素主

宰，所以物体的运动由它的自身本性所导致的原

初位置所决定：

物体按其本质而运动。一个自身运动的物体

本身是ａｒｃｈｅｋｉｎｅｓｅｏｓ，是一个自然物体。纯粹土
性的物体向下运动，纯粹火性的物体———每一种

燃烧的火焰把它显示出来———向上运动。因此土

性物体的位置在下，而火性物体的位置在上 ［如

《尚书·洪范》所讲： “水曰润下，火曰炎

上。”］。任何物体都按其方式
獉獉獉獉獉

具有其
獉
位置，并趋

向其位置……当一个物体向其位置运动，这种运

动就是合乎本性的运动，是 ｋａｔａｐｈｙｓｉｎ。一块石
头下落到地上。但如果一块石头被向上抛掷，那

么这种运动根本上就是违抗石头的本性的，是

ｐａｒａｐｈｙｓｉｎ。一切违抗本性的运动是 ｂｉａｉ，即强
制性的。（《选集》第８６３页）

虽然这种物理观中也有某种先验思辨的东

西，但它毕竟还不是数学因素，因为这里讲的

“本原位置”或 “合乎其本质的运动方式”，与

人的生活经验和观察内在相关，还不是严格的或

硬性的 “‘关于’物的其实已经为我们所认识的

东西”。

数学因素怎么表现为现代科学呢？简言之，

笛卡尔将此因素表达为绝对的主体，于是逼得其

它东西成为客体，由此创立了现代形而上学，而

绝不止于 “认识论”。（《选集》第８７６－８７７页）

直到笛卡尔时代，任何一个自为地现存的物

都被看作 “主体”；但现在， “我”成了别具一

格的主体，其它的物都根据 “我”这个主体才作

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因为它们———在数学上

———只有通过与最高原理及其 “主体”（我）的

因果说明关系才获得它们的物性，所以，它们本

质上是作为一个它者处于与 “主体”的关系中，

作为客体 （ｏｂｊｅｃｔｕｍ）与主体相对待。物本身成
了 “客体”。（《选集》第８８２页）

这个客体必须向主体而存在，也就是必须作

为主体的 “表象”（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ｅｎ）被置于或提交到
主体面前。世界也就成了表象化的 “图象”。这

种表象让主体可以完全控制面前的这个像囚犯一

样的客体，通过各种实验与理论结合的途径得到

它们的口供，赢得证据和确定性，也就是一种表

象化、客体化的确定性。

当而且只有当真理已然转变为表象的确定性

（Ｇｅｗｉｓｓｈｅｉｔ）之际，我们才达到了作为研究的科
学。最早是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存在者被规

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

了。笛卡尔的主要著作的标题为 《第一哲学沉

思》。第一哲学 （ｐｒｏｔ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乃是亚里士
多德创造的一个名称，标示着后来被称为形而上

学的东西。整个现代形而上学，包括尼采的形而

上学，始终保持在由笛卡尔所开创的存在者阐释

和真理阐释的道路上。（《选集》第８９６页）
因此这些客体表象必须是清楚明白的，可被

方法或程序严格处理的，可分析还原和综合再组

的 （《选集》第８７８—８７９页）。这样就在表象图
象化的客体世界中，实现出了数学因素。

于是有了牛顿力学，取消掉亚里士多德物理

学中所有那些不同的本原位置及其在场化的运动

说明。作为客体表象的物体没有自己的位置和运

动方式，只有遵从数学因素原理的整齐划一的运

动。于是牛顿第一定律曰：“每个自主的物体保

持直线和匀速运动。” （《选集》第８６５页）这
样，位置不再是物体按其内在本性所属的那个场

所，而只是一种状态，首先是线性的运动状态；

圆周运动对于直线运动的优先和天体对于地上物

体的优先，就都没有了 （《选集》第 ８６５—８６６
页）。这也为现代物理学等学科的数学化打开了

存在空间 （《选集》第８８９页），不是由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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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学才有了现代科学，而是这种科学通过充分

的表象对象化而获得了突出的数学因素，所以一

定会应用数学或使自己数学化。

三、现代技术的本质：摆置一切的座架

相应于现代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主体／客
体化和表象对象化，现代技术相比于传统的手工

技艺是完全同质化、现成化、对象化和掌控化了

的。在 “表象”的含义中，就有现代技术的特

点：“在其中，存在者从此必然摆出自身 （Ｓｉｃｈ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ｅｎ），必然呈现自身 （ｓｉｃｈｐｒａｅｓｅｎｔｉｅｒｅｎ
），亦即必然成为图象。人于是就成为对象意义

上的存在者的表象者 （ｄｅｒＲｅｐｒａｅｓｅｎｔａｎｔ）。”
（《选集》第９０１页）

这个表象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ｅｎ，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中包含
的 “摆出”或 “摆置” （ｓｔｅｌｌｅｎ），体现在技术
中，就意味着将技术变成了处置客体对象的加工

过程，而不是像传统技术比如传统的耕作、制

陶、造桥、造屋 （木匠、石匠）那样，通过技艺

化的活动，将物中潜藏的可能性以合乎生活内在

尺度的方式开启出来，为了守护这种可能，创造

一种原本的 “之间”，或引发性的空虚 （Ｌｅｅｒｅ）
位置 （《选集》第４８７页），让天地神人得以相
遇。现代技术根本不考虑物体的自身物性或生活

情境性，完全按照表象化数学因素的事先筹划

（Ｅｎｔｗｕｒｆ）构架来冲压出产品。这是现代技术与
传统技术的最明显区别。因此现代技术的揭蔽或

解蔽的方式就是 “逼索”或 “促逼”（Ｈｅｒａｕｓｆｏｒ
ｄｅｒｕｎｇ，开发出来），其本质是 “座架” （Ｇｅ
ｓｔｅｌｌ），也就是 “摆置” （ｓｔｅｌｌｅｎ）的结合而形成
有自身生命灵魂的系统、框架或托架。

座架一方面仍然是一种揭蔽的技艺，其中有

能够从自然和人那里逼索 （促逼）出、引发出表

象化存在形态的间隙 （Ｒｉｓｓ），或以数学因素方
式出现的先验形式；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完全事先

筹划好的、充分现成化、确定化、去情境化和去

内在尺度化的强制产出方式，即按照规格摆置出

架隔，并向这架隔中放置 （ｓｔｅｌｌｅｎ）某种被预
订、订造 （ｂｅｓｔｅｌｌｅｎ）好了的现成存放物 （Ｂｅｓ
ｔａｎｄ，持存）的方式 （《选集》第９３３－９３５页）。
因此，“控制和保障甚至成为促逼着的解蔽的主

要特征” （《选集》第９３４页）。就连能量也以
煤、铀产品的形式被开发、加工、储存和传送。

这种座架式的揭蔽是没有尺度和界限的，将

一切它觉得可以增强它力量、价值的东西统统开

发出来，按架隔化的筹划订造、压扁为可方便摆

置和持存的对象，甚至是非物质对象形态的持存

者。一切———包括人或去表象者———都充分座架

化了，只为座架赋予它的身份而存在，丧失了它

的天然自身，当然这 “天然”对于人来讲也包括

语言和文化。于是，人在哪里都遭遇不到有自发

诗意生存感的人自身，只会遭遇到技术本质化了

东西，包括座架化了的二维人。而且这种座架化

还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排斥一切其它的解蔽方式，

比如西医排斥中医和民间治疗术，咒之为迷信、

巫术，并掩盖起它的座架本质，让现代化人类相

信这是他们生存的唯一最佳命运，一切它带来的

问题只能由它来解决。这就给人类包括人类赖以

生存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甚至是极度的危

险。

四、解救技术本质带来的危机 （一）

———回到技艺和道术之源

　　如何解救这个深重的危险呢？海德格尔引用
荷尔德林的诗句来显示它：“但哪里有危险，哪

里也有救。”（《选集》第９４６页）就在以上阐述
的技术包括现代技术的源头即技艺和艺术中，就

有解救现代技术本质带来的重大威胁之道，只要

我们能不被座架完全绑架和蒙蔽，听到源头的呼

唤：“命运绝没有把我们囚禁于一种昏沉的强制

性中，逼使我们盲目地推动技术，或者———那始

终是同一回事情———无助地去反抗技术，把技术

当作恶魔来加以诅咒。相反地，当我们特别地向

技术之本质开启自身时，我们发现自己出乎意料

地为一种开放的要求占有了。”（《选集》第９４４
页）

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本质是双重的，既

有现代技术的硬性座架化的一面，又有其根源处

的柔性艺术创作 （产出）化、隐显交织地解蔽化

或自身的缘构发生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ｃｏｍｉｎｇｔｏｐａｓｓ，孙
译为 “居有事件”或 “本有”）化的一面。

技术之本质在一最高意义上是两义的。这种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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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义性指示着一切解蔽亦即真理的秘密。一方

面，座架促逼入那种订造的疯狂中，此种订造伪

装着每一种对解蔽之居有事件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的洞
识，并因而从根本上危害着与真理之本质的关

联。另一方面，座架自行发生于允诺者中，此允

诺者让人持存于其中，使人成为被使用者，用于

真理之本质的守护 （Ｗａｈｒｎｉｓ）。（《选集》第９５１
页）

解救就在于返回到技术本质中的后一面，即

缘构发生的允诺化的生存状态中，成为真理本质

的守护者，由此而重获对于技术的自由。也就是

以人的 “诗意的栖居”为生存的原位置，让技术

成为真理和美的原发生的艺术，而不再是压迫人

和自然的座架。 “允诺” （Ｇｅｗａｅｈｒｅｎ，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或 “允诺者” （ｄａｓＧｅｗａｅｈｒｅｎｄｅ）是柔性的，是
那让技术座架的持存 （Ｗａｅｈｒｅｎ）可能者；而这
只能是技艺或艺术引发的缘构发生或居有事件。

座架之所以能
獉獉獉獉

促逼出、订造出表象对象和持存

者，不会依靠任意的勒索，那只是制造死尸的逼

供，而是有它的引发性或缘构发生性的来头和能

力，这就是 “允诺者”。

每一种解蔽之命运都是从这种允诺而来并且

作为这种允诺而发生的。因为这种允诺才把人送

到那种对解蔽的参与中，而这种参与是解蔽之居

有事件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自身的缘构发生］）所需要
的。作为如此这般被需要的东西，人被归本

（ｖｅｒｅｉｇｎｅｎ）于真理之居有事件。这样或那样遣
送到解蔽之中的允诺者，本身乃是救渡。因为这

种救渡让人观入他的本质的最高尊严并且逗留于

其中。这种最高尊严在于：人守护着无蔽状态，

并且与之相随地，向来首先守护着这片大地上的

万物的遮蔽状态。（《选集》第９５０页）
这段话以及它前后面的话———比如 “技术之

本质在真理之居有事件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中现身”
（《选集》第９５３—９５４页）———表明： “允诺”
与 “居有事件”或 “自身的缘构发生”相互需

要，相互可以替代，因而是同义的。它们是座架

的解蔽能力和促逼能力的来源，而且是更加丰富

的原本，因为如这段引文最后所讲的，允诺或居

有事件不只有解蔽和光明的一面，而且同时甚至
獉獉獉獉

首要地
獉獉獉

，有保护遮蔽状态或黑暗的本能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的一面。

因此，这里反复讲的 “真理之居有事件”就一定

包含有 “非真理”或遮蔽状态，不然绝不可能有

总处于 “之间”的真正的 “居有事件”。

这正是海德格尔与道家的一个交接点。按海

德格尔自己的说法 （参见 《论人道主义的信》），

他的思想转向由其首撰于１９３０年的 《论真理的

本质》所表达。我们知道，那篇文章纠正了 《存

在与时间》中关于真理论述的一个偏差，即将真

理的光明 （揭蔽见光）置于比非真理的遮蔽状态

更优先、更本原地位的偏差。在 《论真理的本

质》———正式发表于１９４３年，出自他１９３０年在
不莱梅 （Ｂｒｅｍｅｎ）的同名讲稿———之中，海德格
尔将作为遮蔽或隐藏状态的非真理抬到了与揭蔽

见光的真理同等的、甚至更加本源的地位。

这种隐藏性拒绝了 “揭蔽真理”的揭蔽性，

但又不允许它的缺乏。相反，这隐藏性保存了这

揭蔽真理的最切己的所有 （ｄａｓＥｉｇｅｎｓｔｅａｌｓ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这种对于全体存在者的隐藏，这
个真正切身的非真理性 （ｄｉｅ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Ｕｎｗａｈｒ
ｈｅｉｔ），比这个或那个存在者的每种被开启状态都
更古老，也比 “让存在”本身更古老。这 “让

存在”将已被隐藏者保持在被揭蔽之中，并使自

己 ［在这样做时］朝向那隐藏性。①

这段话中，真正切身的非真理性是对于全体

存在者的隐藏，它与揭蔽真理的揭蔽性对立

（“拒绝了”它），但又从根本处牵挂着它 （“不

允许它的缺乏”），就如同中国古代哲理中的阴阳

关系一样。所以，这种与真理互补着的非真理，

要比一切开启状态更古老，甚至比 “让存在”更

古老。这 “让存在”可以看作 “允诺”的近义

词。这段话似乎有少许矫枉过正的味道 （比如用

“非真理”来表示真理的源头有些别扭），但也

很清楚地表现出此文章的思想方向。

因此，就在此文的第一稿中，我们发现海德

格尔引用了 《老子》或 《道德经》２８章中的一
句话来支持自己这种在西方传统哲学看来是大逆

不道的混淆真理和非真理的做法。这个引文第一

稿的手稿由德国的Ｗ．比梅尔 （Ｂｉｅｍｅｌ）教授于
１９９７年提供给笔者。此引文出现的部分是：

自由是 （出自存在者本身的）去蔽着的让存

０６

①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Ｗｅｇｍａｒｋｅｎ，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ａｎｄ９，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７６，Ｓ．１９３－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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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将自身揭示为真理的本性。现在它将自身

显示为：此作为真理本性的自由在其本身中就是

向隐秘 （Ｇｅｈｅｉｍｎｉｓ）的补足性的开启。那知其
光亮者，将自身隐藏于黑暗之中。 （老子） ［原

文是：“知其白，守其黑。”］①

海德格尔的这个 《老子》引文及其德文翻译

——— “那知其光亮者，将自身隐藏于黑暗之

中”———完全符合这篇文章的主旨，即揭蔽见光

的真理必须与隐藏于黑暗中的非真理建立根本性

的互补关系，以便得到真正的自由或 “去蔽着的

让存在”。在这次与 《老子》的对话之后，这种

黑／白、阴／阳、真／非真、揭蔽／遮蔽互补的思路
主导了后期海德格尔，在他对 “大地” （Ｅｒｄｅ）、
“艺术作品的本源”、“技艺”、“缘构发生”（居

有事件）、“产出”（ｐｏｉｅｓｉｓ）、“允诺”、“间隙”
（Ｒｉｓｓ）、 “之间”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诗” （Ｄｉｃｈ
ｔｕｎｇ）、 “语言” （Ｓｐｒａｃｈｅ）、 “道路” （Ｗｅｇ，
ｗｅｅｇｅｎ）等思路中以各种微妙的方式呈现。可见
海德格尔对中国道家几十年热情关注绝非偶然。②

而这种关注几乎都与他对现代技术本质的批判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接或起码间接相关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五、解救技术本质带来的危机 （二）

———海森堡与海德格尔论解救之 “道”

　　实际上，海德格尔之所以在思考和讨论现代
技术本质对人类的威胁时，多次引用并解释 （包

括通过翻译来解释）老庄，与他当时所处的德国

知识分子精英团体的氛围有关。这些人包括选译

了 《庄子》的马丁·布伯、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

贝尔斯 （他在其 《大哲学家》中对孔子和老子

有实质性关注）和量子力学的开创者海森堡。其

中海森堡———他既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有深度

的哲学家———肯定影响过海德格尔对于现代科学

乃至技术的思想，这从海德格尔 《现代科学、形

而上学和数学》、《技术的追问》、《科学与沉思》

等数篇文章中多次以敬重的方式提及海森堡就可

看出。

海森堡于１９６５年发表了一篇演讲稿 《现代

物理学的自然观》，谈到量子力学如何在根本的

主体／客体关系上改变了人们的世界图景，使绝
对客观的自然消失了。“自然律，如像在量子论

中用数学精确表述的那样，已不再涉及基本粒子

本身，而只涉及我们对基本粒子的认识。”③ 谈

到从电机工程 （而非蒸汽机）正式起步的现代技

术时，他写道：“技术几乎不再显得是人类为增

加物质力量而作的自觉的努力的结果。它看来更

像是一种大规模的生物发展过程，把人类机体中

所包含的结构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人的环境中：这

样一种生物发展过程，即是，在其本性上它是不

受人支配的。”④ 这种现代技术的 “不受人支配

的” “生物发展过程”，颇有似于海德格尔讲的

“座架”的特点。

海森堡强烈意识到了这种发展，即技术本身

获得的大规模生命发展，是一种 “危险”，并马

上写道：

在二千五百年 ［应为二千三百多年］前，中

国哲人庄子就已经谈到人在使用机器方面的危

险。我愿意从他的著作里摘引一段和我们的题目

有关的话：

“子贡……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

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蝵蝵然用力甚多而见

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

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 ［仰］

而视之曰： ‘奈何？’曰： ‘凿木为机，后重前

轻，挈水若抽，数如?汤，其名为槔。’为圃者

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

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

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感到在这个古代的故事里

含有相当多的真理，因为 “神生不定”这几个字

或许正是我们对于当代 ［技术］危机中的人的状

态所能作的一种最恰当的描写。⑤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此引文 （其中黑体为引者所加）在出版物里的出处，

参见拙著 《海德格尔传》 （北京：商务印书馆版，２００７年）第
２４３页及正文前的彩色复印件，内含海德格尔手稿及比梅尔教授
对海德格尔手写文字的打印体呈现，乃至比梅尔教授为此事与

笔者的通信。

有关的更多资料、出处和讨论，参见拙著 《海德格尔

思想与中国天道》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的
附录及 《海德格尔传》的第１２、１７、１９、２０章。

［德］Ｗ．海森堡： 《现代物理学的自然观》，李德齐

译，《哲学译丛》１９６５年第１０期，第７１页。
同上，第７３页。
同上，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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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钦佩这样一位德国科学家和哲学

家的博学和敏锐，居然可以在 《庄子》外篇中注

意到这个并不为中国当代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注意

的故事，并看出它 “含有相当多的真理”，因为

它揭示出的 “机械”逻辑造就的 “神生不定”，

正是对当今人类面对的现代技术带来的危机的

“一种最恰当的描写”。的确，在现代科技座架排

除其它揭蔽方式的思想独裁中，“神”在今天大

多已经丧失了其神义，甚至 “死了” （尼采）；

而 “生”，无论指地球生态还是面临高科技挤压

和改造的人类身体及生存方式，都处于巨大的蜕

变危险中。

不过，海森堡尽管看到了现代技术———它比

桔槔已不知可怖多少倍了———的危险，高度赞扬

了 《庄子·天地篇》表达的真理，但他与海德格

尔一样，并没有完全绝望于技术，而是认为现代

技术本身不是造成这种危机的唯一原因，关键是

人类对这个技术征服一切包括人类的局面的原

因，缺少充分的认识和做出适当的应对。只有当

我们能够实现这种恰当应对时，“人类才会再一

次找到这位中国哲人在 ‘神生不定’这句话中所

指的人的确定性。到达这个目标的道路将是漫长

而艰苦的，而且我们不知道在路途上我们可能必

须经受的是怎样的痛苦”①。

因此海森堡乐观地相信，只要认识危机的原

因，危机就会或极可能得到解除。他如此写道：

“随着人类的物质力量的显然无限的扩大，人变

成处在这样一个船长的地位上，他的船是由如此

多的钢和铁建造的，以至于他的罗盘磁针只指向

船中的铁块，而不再指向北方。”“一旦他看清楚

这一点时，就可以认为危险已差不多消失了。因

为这位并不打算兜圈子而是想到达某一已知或未

知目的地的船长将设法控制他这只船的方向。他

可能借助于对船内铁块不致发生反应的某种新

的、现代的罗盘，或者，就像在古代一样，他根

据星星来确定方向。”② 问题是，他能否找到可

以克服现代技术本质的 “某种新的、现代的罗

盘”？如果它还属于现代技术，那么如何会有这

种克服自身的能力呢？如果它超出了现代技术，

那么它是什么样的技术呢？如果 “他根据星星来

确定方向”，那倒是一个有效的超出座架笼罩的

方式。但这样一来，人就脱离了现代技术，那在

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对现代技术的转化

而非决断地放弃呢？

海德格尔在 《流传的语言和技术的语言》一

文中也引用了 《庄子》的一长段话，即 《逍遥

游》末尾庄子应对惠子的一段，讲的是一棵 “大

而无用”的树，惠子用它比喻庄子的道论。它与

海森堡引用的那段意趣相通，都是反对 （技术）

功利主义的。海德格尔认为：“人对于无用者无

须担忧。无用性的力量使他具有了不受侵犯和长

存的能力。因此以有用性的标准来衡量无用者是

错误的。此 ［诗性的］无用者正是通过不让自己

依从于人 ［的标准］而获得了它的自身之大

（Ｇｒｏｅｓｓｅ）和决定性的力量。以这种方式，无用
乃是物或事情的意义。”③ 他这里说 “无用乃是

物或事情的意义”，因为此 “无用”的表面义是

针对座架化、体制化而言的，而它的深层义则指

向生命和意义的源头，即那在 “不受侵犯和长存

的能力”中体现出的生存时间机制，它使得物或

事情具有原本的、自身的而非功利的、役于座架

的广大深长的意义。

海德格尔在 《同一律》中将 “中文的

‘道’”比于希腊的 “逻各斯”和他的 “缘构发

生”或 “居有事件”（“本有”，Ｅｒｅｉｇｎｉｓ），并马
上将它们包含的思想见地引入到对现代技术本质

的理解和克服上来。

从我们所指出的事情来思，“本有”一词现

在应作为为思服务的主导词语来说话。作为如此

这般被思考的主导词语，“本有”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就
像希腊的逻各斯 （ｌｏｇｏｓ）和中文的 “道”一样

是不可译的……我们在座架中作为现代技术世界

中存在和人的态势来经验的东西，乃是所谓的本

有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的一个前奏
獉獉

。然而本有未必就固

执于其前奏中。因为在本有中呼求着一种可能

性，即，它把座架的纯粹支配作用克服到原初的

居有中去。这样一种从本有而来进入本有之中的

对座架的克服或许就产生了一种本有性的 （ｅｒ
ｅｉｇｎｉｓｈａｆｔ）———也就是说决非单单由人能制作的
———对技术世界的逆转，即从其统治地位到服务

２６

①

②

③

同上，第７４页。
同上，第７６页。
引自张祥龙：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附录，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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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逆转，这是在人由以更本真地达到本有之

中的那个领域范围内发生的。（《选集》第６５６—
６５７页；黑体为引者所加）

我们可以合理地将这种被 “逆转”了的技术

看作是 “道术”、 “艺术”，因为它不再强制人、

促逼人，而是以其允诺式的引发 （缘构发生或本

有）来 “服务”于人，实际上是服务于天地神

人相遇的诗意栖居。海德格尔早已在 《诗人的独

特性》 （写于１９４３年）一文中通过引用和翻译
《老子》１１章，来开显这种允诺化的栖居。他将
“当其无，有车 ［器、室］之用”中的 “有”，

都独出心裁地译作了 “允诺”（ｇｅｗａｅｈｒｔ），并通
过那似乎只是 “无”和 “空处”的引发居有事

件的 “之间”，来展现这技术成为了道术的状态：

“在这种 ［真正的］在之间里，人居留着或栖居

着 （ｗｏｈｎｔ）。”① 这与上面讲到的他要通过再寻
座架的允诺之源而转换现代技术的思想旨趣，是

完全一致和共鸣着的。而那著名的荷尔德林诗句

“……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ｄｉｃｈ
ｔｅｒｉｓｃｈｗｏｈｎｅｔ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ａｕｆｄｉｅｓｅｒＥｒｄｅ），竟有
三个词即 “诗意地”（海德格尔称 “道”为 “老

子诗化的思想”②）、 “大地” （它是 《老子》２８
章中 “黑”，或 “知白守黑”的体现）和 “栖

居”与他理解的道家直接相关！

六、什么样的 “家”才能转变现代技术？

———与儒家的对比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家” （Ｈｅｉｍ，Ｈｅｉｍａｔ，
Ｈａｕｓ）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地位，与 “存在”

（Ｓｅｉｎ）本身是一样的③，现代人类的 “无家可

归”（Ｈｅｉｍａｔ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对应于、源于 “存在者对

存在的遗弃”（Ｓｅｉｎｓｖｅｒｌａｓｓｅｎｈｅｉｔ）或 “对存在的

遗忘” （Ｓｅｉｎｓｖｅｒｇｅｓｓｅｎｈｅｉｔ） （ＧＡ９，３３８－３３９，
《论人道主义的信》）。而家对于海德格尔成为了

一个肯定性的词和思想，正发生在他二十年代末

三十年代初的 “转向”期间④。其中一个关键点

就是在他的著作中出现了 “大地”，也就是上面

所论述的让隐藏与揭蔽、光明与黑暗、阳与阴等

等互补对生起来的 “大地因素”。

神庙作品阒然无声地开启着世界，同时把这

世界重又置回到大地之中。如此这般，大地本身

才作为家园般的基地 ［ｈｅｉｍａｔｌｉｃｈｅＧｒｕｎｄ］而露
面。（《林中路》，２４；ＧＡ５，２８）⑤

狭义的大地代表黑暗、隐藏、遮蔽、非真

理，与明亮 （白）、揭蔽、真理、天空、世界相

对；但正如海德格尔在 《论真理的本质》中对

“非真理”所说的，大地不会让天空缺乏，所以

它还有更宽广深邃的含义，即结合明暗、显隐的

本源义或奠基义。所以海德格尔写道：“作品在

这种自身回归中让其出现的东西，我们曾称之为

大地。大地乃是涌现着－庇护着的东西。”（《林
中路》，２８；ＧＡ５，３２）可见大地除了 “隐藏”、

“庇护”的暗义之外，也有 “涌现”的明义。

所以，大地超出了一切强制现代心灵的存在

形态，或操纵着 “对力量的意愿”的东西，实际

上就是超出了现代技术对人的控制。“大地是那

不被强迫的无为无息。”（自译；ＧＡ５，３２）“大
地使任何纯粹计算式的胡搅蛮缠彻底幻灭了。虽

然这种胡搅蛮缠以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对象化的形

态给自己罩上统治和进步的假象。”（《林中路》，

２８－２９；ＧＡ５，３３）它是最终意义上的 “任其自

行”。因此，大地凭借它与世界的创造性冲突，

为一个人群或民族提供了历史生存居所。换言

之，它不限于 “美学”，而是可以在人类历史形

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立于大地之上并在大地

之中，历史性的人类建立了他们在世界之中的栖

居。”（《林中路》，２８；ＧＡ５，３２）
海德格尔在 《荷尔德林的赞歌 〈伊斯特

尔〉》中论证了，为什么希腊悲剧 《安提格涅》

中似乎最无家可归的安提格涅在 真 态 的

（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意义上是有家的。原因是：无家就
像现代技术，也有二重性，这里是指它有非真态

无家和真态无家的二重或区别。⑥ 前者是找不到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同上，第３４８页。
同上，第３４１页。
张祥龙：《海德格尔与儒家哲理视野中的 “家”》，《中

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简称 “《评论》”）第１６辑，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３６页。

同上，第５页。
［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８年；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Ｈｏｌｚｗｅｇｅ，ＧＡ５，
２８．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ｓＨｙｍｎｅ《ＤｅｒＩｓｔｅｒ》，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
ｇａｂｅ，Ｂａｎｄ５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８４（１９４２），
Ｓ．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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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的流浪式的无家，就像迷失在现代技术中的

人的生存状况；后者则是在无家的剥离中看出真

相而返归存在本身或在先的允诺本身，就像在现

代技术造成的极度危险中看到艺术化缘构发生的

可能，于是可能进入真正的家中或 《安提格涅》

第一道合唱曲末尾讲到的 “炉灶” （Ｈｅｒｄ）边，
再度获得那非现成的、燃烧着神圣炉火的家园。①

儒家会十分欣赏海德格尔将 “家”存在论

化、哲理源头化，以及将赢得真态之家与技术的

技艺化或艺术化内在关联，也会同样高度赞赏他

对现代技术本质的深刻批判；但儒家会认为他那

摆脱现代技术本质主宰的解决方案过于虚飘无

力，只能在那些离开家庭和社团去深山过绿色生

活的隐士们那里找到呼应，与人间社团的实际生

活的技术形态没有什么影响。“等待已离去之神

的回归”、“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我们”，等等，就

是这种虚弱性的表达。

海德格尔所发现的现代技术产生的原因———

数学因素、现代主体／客体化的形而上学导致的
表象对象化 （世界的图象化）、现代科学在这种

数学因素和形而上学筹划下的数学化、程序化

———还是不够的，因为缺少了 “个体主义
獉獉獉獉

”这个

关键因素。

现代形而上学导致的表象对象化也施及人

类，使之丧失与自然和社团的根本关联，变为任

由座架摆置的孤立个体，而那种关联在传统、包

括海德格尔心目中古希腊和中世纪的传统中还是

存在的。尤其是，笛卡尔将现代形而上学的主体

化，“我思故我在”，其本身就不仅是一种我思

化，更是一种个体化
獉獉獉獉獉獉獉

。这个因 “我思”而 “我

在”的 “我”，是一个完全孤独的个体，孤独到

只有凭借自己思想论证出的一个上帝来建立与世

界的联系。他没有自己的筹划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因为他靠自己无

法进入实际生活经验，无法成活，尤其是无法以

世代延续的方式成活。所以，他只靠上帝，而当

这个上帝变身为现代科技的座架时，他不但只能

完全奴性地跟从其筹划，而且在其中发现了他在

别处找不到的生活意义和价值，不管这意义和价

值多么虚拟不真，就像独自面对电脑、手机屏幕

的他所迷恋的。他已经不能从实际生活的家庭关

系和社团关系得到终极的意义，而要在这个科技

的形而上学座架中开发出自己生存的缘构发生。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个体主义如何

塑造了现代性的形态，包括它的科技形态。哥白

尼、笛卡尔、牛顿、康德都是鳏夫，爱因斯坦成

过家，但家庭关系一团糟。他们只能在参与这个

座架的建构中找到生命的寄托。现代科技和伴随

的政治经济所到之处，家庭关系亦急剧退化。

从表面上看，个体主义的反面是所谓集体主

义，但后者也只是个体化的颠倒而非真正的转

变，还处于它的笼罩下，所以集体主义形态最终

鲜有不落入某些个体的掌控的。如果从头
獉獉

就有真

正非个体化的主导机制和生存态度，比如认家人

关系比个人或个体的集合体更原本，那么一开始
獉獉獉

就有对世界和事物的多维观察和理解的角度或交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叉视野
獉獉獉

，就不会形成表象对象化思维方式的主

宰，也就不会让数学因素完全以数学化的方式来

控制现代科学，造就现代技术及其座架本质。座

架的独裁统治和排除异己的盛行，是以人的充分

个体化及垄断企业化、党派化———它们都是以个

体化为基底的集体主义建构———为前提的。只有

家庭、家族和它们天然有机的联合体即生存信仰

社团，才能从更深长的时间视野中看到其它技术

的合理性，不可被完全顶替，才会有意识地抵制

并在真实意义上能够抵制现代技术本质对人的掌

控。比如美国的阿米什人社团。这个社团的信仰

尽管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但其 “异端”性使它

极度重视家庭，因而与儒家、尤其是本文作者所

设想的生活在儒家特区中的儒家信仰社团有重要

的相似之处。因此，阿米什人社团就在现代技术

的大本营美国，能够一直有意识地抵制现代技术

对他们以家为根的社团的掌控，至今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②

海德格尔看不到家人的存在论性，从思想方

式上是因为他的 “存在论区分”过于僵硬，认为

存在本身与众存在者可以且必须严格区分开来。

虽然存在是存在者们的存在，但它是完全非现成

的，而存在者们的在世形态被认为是遮蔽了它们

的存在性，以对象化的、体制化的现成方式存在

４６

①

②

Ｉｂｉｄ．，Ｓ．１３０．
参见拙文：《儒家通三统的新形式和北美阿米什人的社

团生活———不同于现代性的另类生活追求》，金泽、赵广明主

编：《宗教与哲学》第５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２３７—２５１页。



技术、道术与家

着。因此，存在者们在世间的 “共存在”或

“大家伙儿”（ｄａｓＭａｎ）的形态只会加深对其存
在本性的遮蔽，而唯有个体在面对自己死亡时被

唤起的良知和决断才会揭去遮蔽，开启理解存在

本身的视域。以这种个体的决断为源头和依据，

才会有真态的共存在，即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地位

或其生存时空间里的家乡。这样，海德格尔就完

全看不到人世间的源于夫妻亲子的家庭 （Ｆａｍｉ
ｌｉｅ）的存在论地位，多半认为这种血亲家庭注定
了只是非真态的大家伙儿，所以只能通过人的

“不在家的存在状态” （ｄａｓＮｉｃｈｔｚｕｈａｕｓｅｓｅｉｎ）
（ＳＺ，１８８－１８９）① 来摆脱和超越之，以便进入存
在本身指示的人类家园。这个意在抵御和转化现

代技术座架本质的存在家园就这样失去了它的存

在者体现，成了没有人间的家庭和家族共同体支

持的诗意遐想。如果去掉这种存在论的区分和相

应的个体主义真态观，转而像儒家或起码像列维

那斯那样，看到存在本身就浸于存在者之中，因

而 “他者”或人际间关系、首先是家人关系可以

是人的真态存在的世间呈现，家、夫妇、亲子和

兄弟姐妹及其劳动化生存正是时间和存在的源

头，那么对现代技术本质的转化就不必总是要等

待一个神的来临，而可以从亲人手中点燃的炉灶

之火开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

·尽心上》），这种以 “亲亲”或家庭为源的儒

家共同体就可以像阿米什人那样抵御现代高科技

的裹携，实现出技术的技艺性，甚至会做得更

好。②

七、结　　语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本质即座架的批判意义

深远，特别是它指出了这种技术的技艺本性和数

学因素特性，对于我们理解其哲理和思想形态极

有帮助，而它与道家阴阳观的联手更让我们看到

这种批判与中国古代哲理的相关性，以及现代科

技与古代科技 （如果可以这么泛称的话）区别的

要害所在。但他的技术批判思想与儒家的关系则

更复杂些，既有十分投契的相似点，比如两方都

对现代科技的座架化持批判态度，而且儒家也会

很欣赏海德格尔对此座架化来源的发现，但两边

有不可忽视的区别。本文最后一节主要讨论了儒

家对于 “家”的观点与海德格尔对于人类 “家

园”观点的异同，以及这方面的相异所导致的应

对现代技术座架基本策略的不同。儒家持非个体

主义的家根论，因此可以凭借类似于阿米什人那

样的家化社团来从实际生活层面上抵制现代高科

技的蛇吸力，开发出让人能够真正 “诗意栖居在

这片大地上”的适度技术或天地技术形态。

（责任编辑　任　之）

５６

①

②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ｅｉｎｕｎｄＺｅｉｔ（《存在与时间》或 《在与

时》，本章简称 “ＳＺ”），ＡｃｈｔｚｅｈｎｔｅＡｕｆｌａｇｅ，Ｔüｂｉｎｇｅｒ：ＭａｘＮｉｅｍ
ｅｙ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１．ＯｒＧＡ２．

参见拙文： 《成立儒家文化特区或保护区的理由与方

式》及 《栖居中的家何在？———非高科技的建筑现象学探讨》；

拙著：《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北京：东方

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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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时间》中的自由概念


陈　勇

【摘要】在 《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人的自由称为 “能在” （ｄａｓＳｅｉｎｓｋｎｎｅｎ），而人的生存在他看来就是自由

的能在。海德格尔的自由理论是奠基于他的基础存在论的；与传统的自由理论相比，这种理论具有非形而上学的特点。

非本真性与本真性被他视为自由 （能在）的两种形态，在本文中将被论证的是：康德的他律与自律概念对于理解这两

种形态来说是必要的。

【关键词】自由；他律；自律；非本真性；本真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６６－０８

　　在西方的近代哲学中，自由问题是在自然决
定论的背景中出现的。在一个被因果律所决定的

自然界中，自由如何得以可能成为了近代哲学的

一个核心议题。对这个问题最著名的解决方案当

属康德的现象－物自体－二元论，即通过将人的
理性以及纯粹意志安放在一个形而上学领域而试

图调和自然决定论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在康德的

实践哲学中，自由被规定为实践理性或意志的自

律 （ｄｉ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ｅ），他区分了自律的实践法则
（道德律）与他律 （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ｍｉｓｃｈ）的实践准则，
并且将自律看作是人的本真的自身规定 （Ｓｅｌｂｓｔ
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而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①中

提出了一种关于人自身以及自由的全新理解，通

过生存论分析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ｉａｌ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ｋ），他区分了
人 （此在，ｄａｓＤａｓｅｉｎ）的两种存在方式：非本

真性 （ｄｉｅＵｎ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和 本 真 性 （ｄｉｅ

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人的非本真的自身是常人自身

（ｄａｓＭａｎ－ｓｅｌｂｓｔ），而本真的自身则是 “想要有

良心” （ｄａｓ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ｈａｂｅｎ－ｗｏｌｌｅｎ），后者意

味着人的 “自律”。与康德不同，在海德格尔看

来，人的本真自身并不是一种形而上学实体，而

只是人的一种事实性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不

仅康德区分了他律与自律这两种自由，海德格尔

同样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但与康德不同的

是，海德格尔的自由理论是非形而上学的。②从

康德的自由理论出发，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海德

格尔在实践哲学方面的创新，而不再仅从存在

论、现象学或解释学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哲学思

想。③

６６





本文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海德格尔的知识论研究” （１５ＰＪＣ０６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欧洲生命哲学的新进展”

（１４ＺＤＢ０１８）的资助。
作者简介：陈　勇，（上海２０００３０）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讲师。

①　下文简称ＳｕＺ，参考的德文版本为：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ｅｉｎｕｎｄＺｅｉｔ，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Ｎｉｅ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
②　在 《存在与时间》发表之后，海德格尔在授课过程中对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了阐释，参看ＤｉｅＧｒｕ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ＧＡ２４，１９２７）第一部分第三章以及ＶｏｍＷｅｓｅｎ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ＧＡ３１，１９３０）。在ＧＡ２４中海德
格尔对康德的道德人格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ａｓｍｏｒａｌｉｓ）以及敬重 （Ａｃｈｔｕｎｇ）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由此批评了舍勒将康德伦理学视
为形式主义伦理学的观点；在ＧＡ３１中海德格尔分析了为何康德从因果性的角度引申出了自由的先验理念，并且指出了这种形而上学
理论径路的局限。海德格尔在ＧＡ３１中对康德自由理论的批判可以作为本文论点的一个有力佐证，但本文并不打算从文本分析出发来
解释两位哲学家的自由理论之间的相同与差异，这个工作需要比一篇论文更大的篇幅，本文将从两种自由理论的内在义理的角度着手

进行分析与论证。

③　关于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否存在一种实践哲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他的哲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实践哲学，可以参看笔者即将发表
于 《哲学门》的一篇论文 《常人、良心与实践理性——— 〈存在与时间〉中的实践哲学初探》。



《存在与时间》中的自由概念

一、康德论他律与自律

在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提出自然

存在物都是根据法则运行的，而只有理性存在

物①才具有根据法则的表象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ｄｅｒＧｅ
ｓｅｔｚｅ），也就是说根据原则 （Ｐｒｉｎｚｉｐｉｅｎ）而行动
的能力，并且他将这种能力等同于意志 （ｄｅｒ
Ｗｉｌｌｅ）。② 而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已经

写到：“于是这个应当就表达了一个可能的行动，

这行动的根据不是别的，而只是单纯的概念；相

反，关于一个自然行动的根据任何时候都必须是

一个现象。”③ 在他看来，人的行动除了自然现

象 （例如大脑神经活动）这种原因或根据之外，

还同时有另外一种原因或根据，那就是理性所形

成的概念或者说实践原则。换句话说，规范性是

区分人类行动和其它无理性存在物的活动的本质

特征，人的大多数行动都是遵循某个规则而发生

的，这个规则是行动的原因或者说根据。

在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将实践原

则或命令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④ 分为两大类：假言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ｓｃｈ）和定言的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ｓｃｈ）。假言命
令和定言命令都表达了实践必要性 （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
Ｎｏｔ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前者表达的是行动的手段和目的
之间的必要关系，它具有 “如果……，那么

……”这种形式；而定言命令则将某个行动自身

表达为必要的。⑤ 康德还进一步将假言命令分为

两类：作为熟巧 （Ｇｅｓｃｈｉｃ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命令和作
为明智 （Ｋｌｕｇｈｅｉｔ）的命令。虽然两者都是假言
命令，但是前者不问命令所包含的目的是好的还

是坏的，而后者所包含的目的则指向同一个目

标：人的幸福。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将前者称为

技术性的 （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而后者则是实用性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ｃｈ）⑥。不难发现，两种假言命令代表
的实际上都是人的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在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发挥着作用。人的生活本

质是目的性的，这是亚里士多德早就洞悉到的；

而有较高实践智慧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即明智）无非意
味着能够在行动中实现好的目的，避免坏的目

的。后者的这种实践能力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伦理德性。

与传统的德性伦理学以及功利主义伦理学不

同的是，康德认为人的道德性 （ｄｉｅ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并不能通过实践智慧或者说工具理性去解释。道

德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性规定，它作为一种实践

原则必须摒弃一切具体因素的考虑，无论这些因

素是指文化、经济、传统、教育、基因还是指其

它任何质料性的东西。道德律 （ＧｅｓｅｔｚｅｄｅｒＳｉｔｔｌｉ
ｃｈｋｅｉｔ）的有效性必须是无条件的或者说是绝对
的 （ｕｎｂｅｄｉｎｇｔ），否则它的普遍性就无法得到保
证，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它必须是定言命令 （ｋａｔｅ
ｇ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它的内容在康德看来不能是
质料性的，而只能包含一种纯形式的对于普遍性

的诉求：“你要仅仅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

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⑦

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将道德律或绝

对命令称为实践法则 （ｄａｓ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Ｇｅｓｅｔｚ），并
将它规定为 “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ｄａｓｅｉｎｚｉｇｅ
Ｆａｋｔｕｍ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⑧。也就是说，道德
律的来源只能是理性自身，它是理性自身的产

物。就如德国学者维拉谢克所指出的那样，“事

实”的德文 “Ｆａｋｔｕｍ”来自于拉丁文 “ｆａｃｅｒｅ”
（做、活动），当康德使用 “Ｆａｋｔｕｍ”这个词时
并不仅仅想说道德律是理性所意识到的一个事

实，而且想说它自身就是理性的产物⑨。当理性

意识到道德律时，它意识到的是自身的活动以及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在康德那里，“理性存在物”比 “人”的外延更广，除

了人之外上帝之类的存在物也是理性的。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ｚｕｒ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ｄｅｒＳｉｔｔｅｎ，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Ｒｅｃｌａｍ，１９６１／２００８，Ｓ．４１．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ｍｕｍ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
ｎｅｒ，１９９８，Ａ５４８／Ｂ５７６．

因为对于人来说，理性所颁布的实践原则会与主观愿

望、欲望相冲突，因此实践原则对人表现为强制 （Ｎｔｉｇｕｎｇ），
或者说是客观的命令。参看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ｚｕｒＭｅｔａ
ｐｈｙｓｉｋｄｅｒＳｉｔｔｅｎ，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Ｒｅｃｌａｍ，１９６１／２００８，Ｓ．４２．

Ｉｂｉｄ．，Ｓ．４４．
Ｉｂｉｄ．，Ｓ．４５－４６．
Ｉｂｉｄ．，Ｓ．５３．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０页。
参看 ＭａｒｃｕｓＷｉｌｌａｓｃｈｅｋ，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ｕｎｄＭｏｒａｌ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ｂｅｉＫａｎｔ，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Ｗｅｉｍａｒ：Ｊ．Ｂ．Ｍｅｔ
ｚｌｅｒ，１９９１，Ｓ．１７４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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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活动的产物，对于实践法则的意识实际上是

理性的自我意识。道德律是实践理性 （纯粹意

志）自己赋予给自己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自律

的；相反，当人不是遵循无条件的道德律，而是

遵循其它假言性的 （有条件的）实践原则而行动

时，他就是他律的。

从上述论述中不难发现的是，康德对于人的

自律和他律的区分的背后隐藏着形而上学的考

虑。他律意味着人在行动中被自身之外的、质料

性的目的所规定，在这个意义上人和动物一样都

只是自然界的一员；而自律意味着人在行动中摆

脱了一切质料的束缚并自我立法，在这个意义上

人不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员，而且同时是不依赖

于自 然 界 的。人 对 于 自 然 界 的 不 依 赖 性

（Ｕｎａｂｈｎｇｉｇｋｅｉｔ）意味着人的自由，因为他的行
动的原因不再仅仅是某个自然现象，而是自发的

（ｓｐｏｎｔａｎ）。正是对于自律的认识使得人意识到了
自己的自由，而反过来这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

由是自律的存在条件，“自由固然是道德律的存

在理由 （ｒａｔｉｏｅｓｓｅｎｄｉ），但道德律却是自由的认
识理由 （ｒａｔｉｏｃｏｇｎｏｓｃｅｎｄｉ）”①。

康德的自律理论是他的道德形而上学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ｄｅｒＳｉｔｔｅｎ）得以成立的最终根据，
而反过来如果没有道德形而上学作为支撑，他的

自律以及自由理论也将没有任何意义。与其说，

道德形而上学是自由理论的进一步推论，不如说

它们一同构成了康德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出发

点。但对于形而上学的追求使得康德错过了这样

一点：自由的首要意义是实践自由，自律与他律

实际上是人的两种不同生存方式，而不是人的两

种形而上学规定；虽然在本质上，人是自律的，

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却是他律的。

二、海德格尔论生存作为能在

在海德格尔的 “基础存在论”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
ｔａｌｔ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中并不存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
分，而这常常被解读为在他的哲学中实践哲学是

缺失的。这个论断是有失偏驳的，因为海德格尔

在 《人道主义书信》中讨论了存在论和伦理学之

间的关系，从伦理或者说道德这个词对应的希腊

文 或 （习惯，习性）出发，他认为伦

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在世界之中 的 居 留

（Ａｕｆｅｎｔｈａｌｔ），而他的基础存在论正是考察 “存

在的真理” （当然也包括 “此在的存在的真

理”），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是一种原初的伦理学

了。② 但不可否认的是，海德格尔确实没有发展

出任何伦理学或政治哲学，在他的著作中，与伦

理学最相关的篇章当属 《存在与时间》中对

“良心”（Ｇｅｗｉｓｓｅｎ）以及 “罪责” （Ｓｃｈｕｌｄ）的
分析了。

海德格尔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分析的目的在于

找到一种 “本真的生存可能性”（ｅｉｎｅ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ｉｅｌｌｅＭ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或者说一种 “本真的自

身能在”（ｅｉｎ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ｓＳｅｌｂｓｔｓｅｉｎｋｎｎｅｎ）③。从
这两个表述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已经蕴含于人的

本真存在方式中了。而海德格尔并不认为只有人

的本真存在方式才是自由的，人的非本真存在方

式在他看来也是自由的，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

此在的存在始终是一种生存可能性或者说能在。④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并没有将 “可能性”看

成是一个用来规定自然存在物的知性范畴，他区

分了用来规定人 （此在）的 “生存规定” （ｄａ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ｉａｌｅ）与规定其它存在物的范畴。⑤ 他认
为人的可能存在 （ｄａｓＭｇｌｉｃｈｓｅｉｎ）作为一种可
能性既不同于 “空洞的逻辑可能性”，也不同于

作为 “现成者⑥的偶然性” （ｄｉｅＫ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ｚｅｉｎｅｓ
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ｅｎ），后者作为一种模态在存在论上是
低于实在性与必然性的，而可能存在或者说能在

是人的最原初的规定性。⑦ 在存在论中，自然物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２页。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ｒｉｅｆüｂｅｒ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ｕｓ”，ｉｎ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Ｗｅｇｍａｒｋ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０４，Ｓ．
３５６－３５７．

ＳｕＺ２６７．
ＳｕＺ４２．
ＳｕＺ４４．
在海德格尔那里 “现成者” （ｄａｓ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ｅ）可以被

理解为经验知识中的实在对象，他用的德文词 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ｈｅｉｔ
（现成性）是对拉丁文词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实在性）的翻译。

ＳｕＺ１４３．



《存在与时间》中的自由概念

的可能性是比它的实在性与必然性更低的东西，

例如 “张三明天可能中双色球”是比他实际中了

双色球更低的一种存在论上的规定，但是人的自

由却是规定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它并不比人的

事实性存在状态 （例如中了双色球）的地位更

低。在海德格尔看来，“自由”或 “可能性”首

先并不是一个规定自然存在物的模态范畴，而是

一个 “生存规定”。

人与其它存在物是不同的，这是海德格尔对

于人的分析的出发点。他认为人的存在方式不是

现成存在 （ｄａｓ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ｓｅｉｎ），或者说不是一种
实在性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①；而是能在，也就是说，人
的存在始终是一种可能性。人与自然存在物的区

别不仅是康德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且也是海

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出发点，并且两位哲学家都

认为自由是人区别于自然存在物的本质特征；但

是他们分析自由的理论视角却是不同的，海德格

尔并没有像康德一样从自然决定论出发，并把自

由作为一个先验理念置入形而上学领域。他明确

反对笛卡尔将世界规定为广延体 （ｒｅｓｅｘｔｅｎｓａ）
的形而上学，在他看来，世界首先是人所生存的

周遭世界 （ｄｉｅＵｍｗｅｌｔ），② 即生活世界 （ｄｉｅ
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生活世界中的物不仅包括自然物，
而且还包括作为实践对象的用具 （ｄａｓＺｅｕｇ），
而用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自然因果律所决定的

力学关系，而是指引 （ｄｉｅＶｅｒｗｅｉｓｕｎｇ）。指引是
指用具之间的一种目的论关系，用海德格尔的话

来说就是一种 “服务于”（Ｄｉｅ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ｚｕ）或者
说 “为了”（Ｕｍ－ｚｕ），例如锤子是为了敲石头
的，石头是为了建房子的，房子是为了遮风挡雨

的。③ 此外他认为，用具之间的这种目的性关系

并不是自在自为的，而是奠基于作为实践主体的

人的 “所为”（ｄａｓＵｍｗｉｌｌｅｎ），只有在人的目的
性的实践活动中用具与用具，最终用具与人才构

成了一个目的性的世界整体，也就是生活世界。

在海德格尔对于世界的分析中存在着这样两种存

在论视角：一种是将世界看成是现成者 （ｄａｓ
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ｅ）或者说实在物整体的理论视角；另
一种是将世界看成是用具与人所构成的整体的实

践视角。海德格尔赋予了后一种视角优先性，因

为它是人理解世界的最平常的方式，而前者只是

建立在对于人与物的抽象理解的基础之上的。④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在理论出发点上就反对笛卡

尔以来的世界观，他认为世界对于人来说首先是

人与用具所构成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与人无关的

客观存在的实在物整体，因此自然决定论并不必

然，甚至也不应该是我们考察自由的理论前提。

人的能在 （ｄａｓＳｅｉｎｓｋｎｎｅｎ）是 “在世界之中存

在”（ｄａｓ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Ｓｅｉｎ），自由并不存在
于现象背后的智思界，而是就蕴含于生活世界之

中。与康德不同，海德格尔对自由的考察并不是

从自然决定论，也不是从先验的自由理念出发

的，而是从人的实践自由出发的。

此外，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实践自由意味着

能在，而能在是奠基于人的理解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
的。在他那里，理解首先意味着人的实践理性，

而不是思辨理性。他指出，在 （德语）日常用语

中 “理解某事”（ｅｔｗａｓ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的意思是 “能

够掌控一件事”、“胜任它”或 “能够进行它”⑤，

也就是说理解意味着人的实践能力，即 “知道如

何” （Ｋｎｏｗｉｎｇ－ｈｏｗ）。但海德格尔所说的理解
并不仅仅指人的具体的实践能力，而且还指为这

种能力奠基的筹划 （ｄｅｒＥｎｔｗｕｒｆ），具体来说是
人对于自身的何所为 （ｄａｓＷｏｒｕｍｗｉｌｌｅｎ）以及对
于世界的意蕴 （ｄｉｅＢｅｄｅｕｔｓａｍｋｅｉｔ）的筹划⑥，也
就是人对于自身以及周遭世界的理解。他认为人

的实践能力 （知道如何）是奠基于这两种理解

的，如果不具备它们的话，那么人的实践活动是

不可能顺利进行的。人的生存实践是奠基于筹划

的，在筹划中，行动主体规定了自身的何所为以

及对世界的意蕴，在这个意义上人始终是自我规

定的，他的行动的根据是他自己的筹划。因此人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看ＳｕＺ４２。康德是用德文词Ｄａｓｅｉｎ（实在性）来翻译
拉丁文词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的，“实在性”与 “可能性”以及 “必然性”

在他那里组成了第四组知性范畴，即模态范畴。

ＳｕＺ６５－６６，８９ｆｆ．
ＳｕＺ６８－７０，７８，８３－８４．
海德格尔将这种抽象称为 “去世界化” （ｄｉｅＥｎｔｗｅｌｔｌｉ

ｃｈｕｎｇ），参看ＳｕＺ７５。
ＳｕＺ１４３．
ＳｕＺ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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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实践首先不能被看成是被自然规律决定的

自然现象，而是自发的 （ｓｐｏｎｔａｎ），是一种能在。
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筹划使得人的生存成为了

可能性： “作为筹划的理解是此在的生存样式，

在这种生存样式中他是作为可能性的可能性。”①

此外，理解或筹划并不等同于有意的选择行为，

一方面人的实践自由常常并不体现在有意的选择

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没有有意的选择，人的生存

实践也是自由的，因为它是奠基于自我理解或者

说自我筹划的，或者说它是自发的，而不是被自

然规律决定了的自然现象。

人的行动或者说生存的本质特征是规范性，

在人的具体行为之外还存在对于规则的理解。或

者我们可以说，人始终是将规则赋予自身的，他

是自我规定的，这一点正是海德格尔关于人的生

存的核心观点：“何所为和意蕴在此在中被揭示

意味着：此在是这样一种存在者，对于他来说作

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他始终是和他自身打交道

的。”② 人的生存始终是奠定在对自身以及世界

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能在或者说可能性，无论他的

存在方式是本真的还是非本真的。根据海德格尔

的观点，实践自由是理解人的生存的首要 “概

念”（生存规定），其次才是本真性与非本真性。

在下文中非本真性和本真性这两种能在的方式将

得到具体的分析。

三、常人与他律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日常生活的可能性是

被规定了的，他将这种可能性称为 “被抛的可能

性”。③ 我们日常生存的可能性并不是无规定的

和空洞的，而是有具体规定的，例如看电视、开

车、做饭、学习等；并且生存可能性的规定性并

不来源于个人，而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客观性具

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人的日常生存实践需要使用

用具 （ｄａｓＺｅｕｇ），例如房屋、汽车、锤子、纸
等，而用具的使用方法是客观存在的，火可以用

来加热而不是制冷，笔可以用来写字或画画，但

却不能充当事物，因此当人使用这些用具时，并

不是人在规定这些用具，而是人的实践活动被它

们规定；另一方面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人首先并不

是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生物，也不是作为先验的思

维主体而存在的，而是 “常人” （ｄａｓＭａｎ）。常
人并不是指区别于明星、富人或政治人物的普通

人，而是按照社会性的和历史性的生活方式而生

活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是常人：“在使

用公共交通用具时，在使用新闻用具如报纸时，

每一个他人都如同他人……常人 （ｍａｎ）怎样享
受，我们就怎样享受；常人怎样阅读、观看并判

断文学和艺术，我们就怎样阅读、观看并判断

……常人对什么东西感到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

西感到愤怒。”④ 也就是说，人的生活方式是社

会性的和历史性的，但这种常人生活方式并不是

贬义的，而是人的积极的或者说实质性的规定，

它们规定了 “我”之为 “我”——— “日常此在

的自身是常人自身 （ｄａｓＭａｎ－ｓｅｌｂｓｔ）”。⑤ 因为
人的日常生活遵循的是同质化的常人生活方式，

所以日常生活中的人也就成为了常人，或者说扮

演着各种社会角色，例如篮球运动员、厨师、父

亲、丈夫等，“常人自身”始终是同质化了的社

会角色。但扮演社会角色在海德格尔看来意味着

人的能在，而不是人的某种偶然属性，社会角色

并不是像肤色、身高一样的人的自然属性，而是

人的自我规定 （自我筹划、自我理解）。扮演某

个社会角色不仅意味着从事某类实践活动，而且

也意味着将自身理解 （筹划）为这个社会角色，

或者说将这个社会角色赋予自身。自我规定或者

说自我理解是人的生存实践的根据，前者使得后

者成为了生存可能性，而不仅仅是自然现象，因

而作为常人而存在的人也是自由的。

海德格尔认为，常人的生活方式意味着非自

主性 （Ｕｎｓｅｌｂｓｔｓｔｎｄｉｇｋｅｉｔ）和非本真性 （Ｕｎｅｉ
ｇｅｎ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⑥，“常人自身”的规定性并不来源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ｕＺ１４５．
“ＷｏｒｕｍｗｉｌｌｅｎｕｎｄＢｅｄｅｕｔｓａｍｋｅｉｔｓｉｎｄｉｍＤａｓｅｉｎｅｒｓｃｈｌ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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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我”，而是社会性的和历史性的。虽然常人

也是自我规定的，但是这种自我规定是非本真

的，他赋予自己的角色并不是他自己所规定的，

而是被 （社会与历史）规定的。常人的这种特征

让我们联想起康德的他律概念，虽然他律的理性

存在物也是根据概念或者说实践准则而行动的，

但是这里的实践准则却并不来源于理性自身，而

是来源于他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样可以认

为常人的生活方式是 “他律的”，因为虽然常人

的生活方式是规范性的；但是常人的规范却并不

来源于本真意义上的 “我”，是社会性的和历史

性的。

当人在日常生活中将自己理解为某类常人

时，他已经同时接受了规定这类常人的社会规范

了。例如当我在开车时，我将自己理解为一个驾

驶员，同时我也接受了驾驶员所应遵守的规范

（当然我可以违反它）。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对

于常人来说扮演某个社会角色或者遵循某种社会

规范通常不是基于有意的考虑，例如不要随意打

骂顾客、应该穿着衣服出现在公众场合等；而即

使在某些时候常人需要考虑他应该遵守的行为规

范以及他的行为方式，它们也是被规定了的或者

说已经被给定的，例如开车不能逆向行驶等。日

常生活的规范性并不来源于自律的实践理性，而

是社会性的和历史性的，它所需要的只是人的工

具理性，即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机做什么

事情。① 海德格尔写到： “常人无所不在，而且

他使得自己避免遇到需要做出决定这样一种情

况。因为常人规定了所有的判断和决定，它从此

在那里总是把责任心 （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给拿
走了。”② 虽然常人在日常生活中同样需要为自

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他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

来源于他自身，而是社会性的或者说客观存在

的。当常人违反社会规范时，他就面临着社会的

惩罚，因此遵循社会规范的动机完全不必是出于

对社会规范的敬重 （Ａｃｈｔｕｎｇ），而可以是出于对
自身利益的盘算或者是对惩罚的畏惧。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完全可以使用康德义务伦理学的术语

来描述常人的生活方式，即他的日常生活是 “合

乎义务的，但却不是出于义务的”③。责任心或

者说 “良心”在常人的日常生活中是缺失的，这

就是说：常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自律的。

四、想要有良心与自律④

常人是按照社会化的、同质化的生活方式来

生活的人，人的所有社会角色以及与之相连的活

动都可以被归到 “常人”这个概念之下。在海德

格尔看来，常人代表的是人的非本真的生存方

式，但此外，人还拥有另外一种生存可能性，即

本真的生存方式。如果说非本真的生存方式意味

着对于用具以及他人的依赖，或者说常人不是自

主的，那么本真的生存方式就应该是一种独立自

主的生存方式，一种摆脱对所有用具和他人依赖

的生存方式。常人的生存方式是 “他律的”，而

人的本真生存方式则应该是 “自律的”。在海德

格尔看来，“理解良心的呼唤”，或者说，“想要

有良心”（ｄａｓ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ｈａｂｅｎ－ｗｏｌｌｅｎ）正是这
样一种本真的、自律的生存方式。⑤

海德格尔认为良心是一种呼唤 （Ｒｕｆ），即一
种言语 （Ｒｅｄｅ）。⑥ 这个观点在西方哲学史上中
由来已久，在柏拉图的 《申辩篇》中，苏格拉底

说道：“有些神性的或者说魔鬼性的东西 （ｄａｉ
ｍｏｎｉｏｎ）妨碍着我……这种东西从我儿童时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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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粗略地说，康德对于假言命令和范畴命令的区分对应的

是对于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参看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ｚｕｒ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ｄｅｒＳｉｔｔｅｎ，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Ｒｅｃｌａｍ，１９６１／
２００８，Ｓ．４４ｆｆ．

ＳｕＺ１２７．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１１１页。
参看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ｌａｔｔｎｅｒ，“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ｅｎｅｓｓ”，ｉｎ

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ｅｄ．
ＭａｒｋＡ．Ｗｒａｔｈａｌｌ，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
３２９ｆｆ．在此文开头 Ｂｌａｔｔｎｅｒ归纳了英语学界对海德格尔 “本真

性”概念的四种阐释径路：１．生存学径路；２．亚里士多德径
路；３．基督教径路；４．先验径路。而他则试图融合第一、第
二与第四种径路。 （Ｉｂｉｄ．，ｐｐ．３２１－３２２．）实际上，本文也在
试图融合第一与第四种径路，但本文还希望展现另外一点，即

海德格尔的自由理论不仅对于实践哲学来说是重要的，而且有

助于克服自然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这两种近代形而上学。在这

个意义上将康德的自由理论作为海德格尔自由理论的参考无疑

是最合适的。

ＳｕＺ２６７．
ＳｕＺ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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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不时出现了，它是一种声音，每当我听到它

时，它就阻止我做我想做的事情，它从来没有鼓

励我做什么。”① 在这段话中，苏格拉底论及了

良心的两个重要特征：它是一种内心的声音，并

且是劝诫的声音。海德格尔继承了舍勒的想法，

认为那种 “鼓励性的、让人自以为是的良心”不

过意味着 “让人自以为非的良心的缺失”②，在

他看来，良心同样是一种劝诫的声音。苏格拉底

把良心看成是神性的甚至是魔鬼性的东西，因此

良心在他那里依然意味着一种他律，听从良心的

劝诫并不以个人的自由选择或者说 “想要有良

心”为前提，良心始终是起着劝诫作用的。海德

格尔把这样一种对良心现象的理解看成是 “流俗

的”（ｖｕｌｇｒ），因为在这种阐释中，良心涉及的
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人的生存本身。③ 而他

认为 “良心的呼唤”的对象不是某个具体的行

为，而是人自身：“因为只是常人自身的自身被

［良心］呼唤并且供人聆听了，所以常人就自身

塌陷了。”④ 良心呼唤的作用是让常人自身失去

意义，听到良心呼唤的人不再能够将自身理解或

筹划为某类常人，也就是说，他不再能够将自己

规定为某个社会角色。人的自我理解的这种改变

将使所有他律的实践原则都失去效力，听到良心

呼唤的人不再遵循它们而生存；而且他也摆脱了

所有 “他者”（用具和他人）的束缚，他的生存

不再是与他者打交道，而仅仅是面对自身。但是

良心的呼唤只是使得人的生存不再是他律的，并

没有让它成为自律的。

海德格尔认为，当人听到良心的呼唤时，他

听到的内容不是任何具体的劝诫 （对行为的阻

止），而是自身的罪责 （ｄｉｅＳｃｈｕｌｄ），听到并理
解良心的呼唤意味着认识到自己 “是有罪责的”

（ｉｓｔｓｃｈｕｌｄｉｇ）。⑤ 但是这种罪责的产生并不是因
为人的行为造成了不良后果，并使得他对自身或

他人形成了亏欠，否则的话，良心呼唤的对象就

应该是人的具体行为，而不是生存本身。在海德

格尔看来，人的生存本身就是有罪责的，但这并

不是说他认为人性本恶。在他看来，生存的罪责

性是先于善恶的区分的：“这种本质性的有罪责

同时是 ‘道德’上善恶可能性的生存学条件。”⑥

作为善恶可能性条件的生存罪责是良心呼唤的内

容，而且它同时使得常人的生存方式失去了意

义。良心现象的这两个方面在海德格尔看来其实

是同一回事，良心的呼唤让人去理解的是：“他

应该从迷失在常人的状态中回到自身，也就是说

他是有罪责的。”⑦ 由此可见，人的生存方式不

仅包括非本真的常人的生存方式，而且还包括本

真的 “非”常人的生存方式，良心的呼唤只是让

人看到了自己拥有这种生存方式或者说生存可能

性。⑧ 这种生存方式之所以是本真的，乃是因为

它摒除了他者 （用具与他人）的制约，在这种生

存方式中，人不再能够将自身理解或者说规定为

某个社会角色，而是必须将自身规定为自身。虽

然常人也意味着一种自我规定，但是在这种生存

方式中，人只是将自身规定为某个同质化的社会

角色，他的生存也因此必须受到他者的束缚。良

心的呼唤揭示了这样一点，即人在 “本质”上可

以不是任何有具体规定的常人，而只是它自身。

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不是他的某种偶性，而只

是他的生存可能性中的一种，而人在 “本质”上

是自由的。虽然如上文所述，在常人的生存方式

中，人规定了自身并且这种自我规定不是一种被

决定的自然现象，因此在这种非本真的生存方式

中人是自由的；然而，没有得到解释的是为什么

受他者束缚的或者说他律的生存方式与被决定的

自然现象是不同的。只有通过良心的呼唤，人才

最终能够理解自身的自由，即他始终拥有成为本

真的自身这样一种生存可能性，并且扮演某个社

会角色也只是一种生存可能性，而不是人的偶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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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他看来 “向死而存在”就是这样一种生存可能

性，这一点在本文中无法得到论述，可参看笔者即将发表的论

文 《常人、良心与实践理性——— 〈存在与时间〉中的实践哲学

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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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不是人的本质。①

在康德那里我们看到，摆脱他律的实践原则

束缚的前提是理性的自律，即将实践法则赋予自

身；在海德格尔这里良心的呼唤也不是自动发生

效力的，而是依赖于人对它的理解或者说倾听。

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良心的呼唤意味着 “在最

本己的能在中理解自身”或者说 “他选择了自

身”，最本己的能在或者说本真的自身是摆脱他

者束缚的自由生存方式，因而理解良心的呼唤也

就意味着人认识到自身的自由，海德格尔将这个

过程描述为 “变为自由”（ｄａｓＦｒｅｉｗｅｒｄｅｎ）。② 本
真的自我理解或者说自我选择意味着选择自由

的、摆脱他者束缚的生存方式，海德格尔将这种

自我选择称为 “想要有良心”。③ 自由、良心以

及罪责是不可分割的，良心的呼唤让人看到了自

身的罪责，而罪责之所在是常人的生存方式。在

这种生存方式中，本真的生存方式以及本真的自

由被遗忘了，因而 “每个行动事实上必然是 ‘没

良心的’（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ｌｏｓ）”。④ 相反，在良心的呼唤
中，自由被揭示为人的本真的责任或者说义务：

人应该摆脱他者的束缚而选择自由的生存方式。⑤

与康德一样，海德格尔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

由的，而且在他看来，即使他律的常人生存方式

也是自由的，在这种生存方式中人依然拥有成为

本真的自身或者说选择自由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

自由，自由乃是人的一种责任。而作为本真生存

方式的 “想要有良心”意味着人不但意识到自己

的自由以及罪责，他还主动选择承担罪责以及自

由的责任。一个 “想要有良心”的人是无法拒绝

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的，因为无论扮演还是放

弃任何一种社会角色或任何行动都处于人的自由

选择能力范围之内，而不是一个被决定的自然现

象。“想要有良心”意味着人的一种自律， “想

要有良心”的人不再按照他律的实践准则，而是

出于自身的自由而行动并承担责任。即使良心并

没有赋予自身任何实践法则或者说道德律，它也

不是不遵循任何实践准则的纯意志性的自我规

定，⑥ 而是意味着人的 “实践理性”。⑦ 在人的生

存实践中，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实践准则并不是

自动生效的，而是由于人 （通过将自己理解为某

种常人）选择在行动中遵循它们，并且由于良心

向人揭示了作为责任的自由，它们才是有效力

的。换句话说，良心起着为规范性奠基的作用。

与康德相比，海德格尔的自由理论并不需要

奠基于任何形而上学之上，也不为任何形而上学

奠基。无论是非本真性 （“他律”）还是本真性

（“自律”）都只是人理解以及规定自身的方式，

为了解释自由，我们无须从自然决定论出发并假

定理性这种 “超自然”实体的存在，因为无论是

人的非本真的还是本真的自身都只是一种生存方

式。人所生存的世界首先并不是被自然因果律决

定的自然界，而是作为人的本质性规定的自由并

不在生活世界之外，而是在这个世界之内。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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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这个意义上的良心意味着一种本真的揭示性 （Ｅｒｓｃｈｌｏｓ
ｓｅｎｈｅｉｔ），它使人能够无蔽地看清楚自己的生存状况 （参看

ＧüｎｔｈｅｒＦｉｇａｌ，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８８，Ｓ．２５６．）。这个意义上的良
心 （Ｇｅｗｉｓｓｅｎ）可以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 “明智”概念的翻译，

但是除此以外良心还有一种伦理学意义，它向人揭示他对其自

身的生存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这点将在下文中得到论述。

ＳｕＺ２８７．
ＳｕＺ２８８．
ＳｕＺ２８８．
如果非要追问想要有良心这种自律的 “律”究竟是什

么，那么这就是人所赋予自身的纯形式性的实践法则，并且它

具有普遍有效性。从这个角度看，通过康德的自律概念来理解

本真性概念无疑是合理的。

有些学者将海德格尔的这种实践哲学解释为一种意志主

义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ｓｍｕｓ），参看 Ｅｒｎｓｔ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ｕｎｄ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７９，Ｓ．２４１－
２４３．

参看 ＳｔｅｖｅｎＣｒｏｗｅｌ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ｉｎ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ｉ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２００１）４４，ｐ．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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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理论中的价值问题

陈德中

【摘要】世界本身无意义，人却反向创造之。人的价值创造活动沿着观念旨趣和物质旨趣两个方向展开，体现为 “个

人的价值取向维度”与社会化的 “价值域”两个维度。个人的价值选择自古就有，现代性的 “去魅”使其日常化与显

明化，我们因而进入了 “价值多元主义”时代。 “价值域”的形成则表现为社会组织化、制度化与机制化，表现为

“规范空间”的形成与人类生活形式的形成。在 “价值域”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人们在价值选择上严重的 “人际不

均等”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将挑战韦伯自己对于 “价值多元主义”基本特征的判定。

【关键词】韦伯；旨趣；价值域；价值选择；人际不均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７４－１０

一、不完美世界的人类旨趣与价值

韦伯对于价值问题的讨论集中在三个阶段的

作品中，１９０３—１９０６年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论
文，１９１０—１９２０年间的社会学研究文集，尤其是
其 《世界宗教》和 《中间考察》一文，以及大

家广为熟悉的两个演讲 《学术与政治》（《以学

术为业》、《以政治为业》）。而韦伯价值理论问

题的学术讨论，一方面集中在社会科学的 “价值

无涉”主张上，另一方面集中在韦伯的伦理学与

政治哲学领域。学术界对于韦伯在后一领域中的

贡献一直持一种审慎态度，这也在客观上阻碍的

人们对于韦伯价值理论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价值问题是韦伯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不

过，正如施特劳斯所抱怨的那样，韦伯始终没有

对其所使用的 “价值”一词给出一个清晰定

义。①就连韦伯自己也声称：“价值———我们学科

难以管教的孩子。”②不过，韦伯还是清楚地在两

个不同的层面上讨论到了价值问题。在生存论层

面上，韦伯继承了１８７０年以来的德国新康德主
义传统，声称人是一种 “价值关联”的、追求意

义的存在物。韦伯接受狄尔泰强调 “精神科学具

有独特性”的主张，以及李凯尔特③强调 “伟大

的个体不可一般化”的主张。这些主张必将声索

一种独特的社会科学方法理论，以区别于此前盛

行于德国的自然主义 （实证主义）、历史主义

（本质主义）与直觉主义的方法论主张。在一介

的生存论层面上，韦伯主张价值本身是主观的和

相对的。不过，在反思基于一介的主观价值基础

上的人类生活现象并尝试寻找和解释其中的规律

性的时候，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并且应该采取一

种 “价值无涉”的立场。韦伯坚持认为，在社会

科学方法论的意义上，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是并

且应当采取一种个人主义的与理性主义的工作方

法。如果社会科学工作需要依赖直觉，“那你去

电影院吧”。这样，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在一介

意义上韦伯坚持人是一种追求意义的 “价值关

联”存在物，而在二介意义上他则明确主张理论

研究中的 “价值无涉”立场。他所坚持的个人主

义与理性主义也完全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而不是

本体论意义上的。

为了说明韦伯主张的人是一个追求意义的存

在物，需要先说明一下世界本身的无意义性。韦

４７

 作者简介：陈德中，（北京１００７３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德］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第４１页。
②　 ［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６页。
③　韦伯与李凯尔特是挚友。由于韦伯在其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中不断引用李凯尔特正在成熟过程中的观点主张，以至于李凯尔

特也迅速声名雀起。有意思的是，在韦伯去世之后，李凯尔特以曾经作为韦伯的理论导师为傲。其他朋友则坚称，如果没有韦伯对其

观点的反复引用，他不可能赢得后来这么大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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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主张，这个世界本身不真、不善、不美、无意

义、非理性。这个主张是他在考察了世界各主要

宗教存在形态之后得出的。他的看法是，不同宗

教形态各有其属于自己的终极预设，各自的终极

预设本身完全依赖于人们的主观选择，依赖于人

们对于生活意义的设定。而不同的终极预设之间

并无妥协的可能，不同的预设之间彼此处于一种

永恒的冲突之中。顺序推导，在见证了不同价值

域之间自身融贯性追求的破产，以及现代世界世

俗诉求压力日迫的现实之后，韦伯再次认定，人

们赋予世界以意义的活动只具有主观有效性。在

客观上，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中。

遵循理智诚实原则，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接受的

基本事实。

施特劳斯曾经对韦伯提出过诘难，质疑说如

果宗教预设无理由、无根据，那么韦伯所主张的

知识分子所需要遵循的 “理智诚实”原则岂不同

样无理由、无根据？的确，依照韦伯的看法，这

一预设本身是无理由、无根据的，“学术工作得

出的成果，有其重要性，亦即 ‘有知道的价

值’”，这被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的 “理性自觉”

或 “理智诚实”。而 “这项预设无法用学术方法

证明。这项预设，只能根据它的终极意义来诠

释，而这种终极意义，个人只能根据自己对生命

所抱持的终极立场，加以接受或拒斥”。① 在这

个问题上，韦伯坚持的是一种彻底的无根基性。

你也可以说韦伯的立场是一种彻底的存在主义式

的。

在主张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不完美之后，韦

伯坚称，我们人类在面对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时，有一种追求意义的反向冲动。这种冲动将会

弥补这个世界本身的无意义特性，并且创造出丰

富多彩的人类文化形态。世界上的不同宗教形态

的形成，就是这样一种反向冲动的杰作。人是一

个寻求有意义存在的动物，即便是在经历了近代

以来的现代性② “去魅”的强烈冲击之后，人类

仍然将顽强地以全新的不同形态追寻着生活的意

义。

人类追求意义的活动在两个不同维度上展

开：“个人的价值取向”（或 “价值选择”）维度

与社会的 “价值域”维度。③我们通常把独立于

特殊制度化形态的个人价值选择称作 “个人的价

值取向”，而把经过了特殊的宗教文化形态所固

化的价值体系称作 “价值域”。一般来说，我们

都承认韦伯系统化地研究了世界五大宗教形态为

代表的 “价值域”的形成过程。我们也都承认，

在经历了现代性的 “去魅”之后，现代世界的价

值选择问题完全被交托给了个人。以 “人格”概

念④为核心，现代价值被赋予了更为特殊的含义。

在个人层面，系统而连贯的价值取向塑造了人

格。 “没有价值取向，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人

格。”⑤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文主张个

人的价值选择或 “个人的价值取向”自古及今一

直都存在。这一主题线索在韦伯自己的研究中从

没有中断过。古代人的个人价值选择集中表现在

韦伯的 《世界的宗教》研究中所讨论到的审美领

域与性爱领域，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无知领域，

同时也集中表现在他对神秘主义者的讨论中。在

后一主题中，神秘主义者，尤其是其中的理智主

义的神秘主义者追求个人直接面对神，其基本特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德］韦伯：《韦伯作品集Ｉ·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７４页。

韦伯研究者告诉我们，韦伯自己并没有直接提出或使用

“现代性”这一概念。但我们也都承认，韦伯的研究适用于现代

性这样一个问题。

布鲁贝克在其著作中区分了 “个人的价值取向”层面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与 “超个人的的价值

域”层面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ｕｐｒａ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ｐｈｅｒｅｓ），相应地，
价值冲突也在这两个层面以不同的形式展开。参见 Ｒｏｇｅｒｓ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Ｍｏｒ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６．这种区分的
理论优点，在于它既可以客观讨论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与

宗教共同体的价值域，又可以认真对待现代性展开之后的价值

域崩溃。在现代，价值判断问题被抛给了个人。而奥克斯在其

讨论文章中则只讨论到了 “价值域”的问题，并没有注意到

“个人的价值取向”层面。参见ＧｕｙＯａｋｅｓ，“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ｏｎＶａｌｕ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Ｓｐｈｅｒ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３，２００３．

人格在韦伯的价值理论中占有特殊地位。在 《以学术

为业》中，韦伯再次提到了人格与体验。他声称 “惟有那发自

内心对学问献身”之人，才堪称有人格；沽名钓誉之辈人格卑

下。（［德］韦伯：《韦伯作品集 Ｉ·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
第１６５页。）总体说来，人格塑造是世俗化社会个人赋予世界以
意义的一种重要活动。围绕人格塑造，现代世界的人展开了其

特殊的价值赋予活动。

ＲｏｇｅｒｓＢｒｕｂａｋｅｒ，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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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反制度反体系。① 不同的个体生命体验，对

于宗教的制度化过程，都会有着一种积极的或消

极的分离与紧张关系。它们都将使得宗教教义体

系化的努力面临着竞争，一旦时机合适，这些竞

争便凸显出来，构成对于宗教理论自主性的腐蚀

与冲击。

正因为如此，个人的价值选择与 “价值域”

之间的冲突是一个自古及今都一直存在的恒久主

题。这一主张与 “价值域”的形成特性密切关

联。 “价值域”的形成，是一种 “制度化”与

“机制化”的过程。而本文将特别考察 “价值

域”的形成及其现代含义。因为与个人的价值取

向相对照，“价值域”是一种明显的人类批量处

理价值问题的方式。只要社会组织继续存在，这

种处理方式就会一直有效。而价值的批处理方式

与分散到具体的个人去处理的方式存在着极大的

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于人类价值运

行方式的认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在这种批

处理方式中，价值的选择存在着明显的 “人际不

均等”现象。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交代一下， “价值”

与德国知识传统中的 “旨趣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② 一词
密切关联。“旨趣”是人面对世界时的一种趣味、

倾向与兴奋点。旨趣不同，人们对于世界的评价

就不同。而由于评价不同，人们对于世界的偏好

与解释就不同。不同的评价与偏好，其实就是不

同的 “价值”。需要注意的是，中文词汇通常把

“旨趣”理解为感性意义上的精神性的东西。在

德国知识传统中，“旨趣”其实既可以是精神性

的，也可以是物质性的。

“旨趣”在韦伯作品中被反复讨论。韦伯指

出，社会经济现象的性质 “受到我们认识旨趣指

向的制约”。③ 他还把 “信念伦理”称作 “理智

旨趣上的浪漫主义” （Ｒｏｍａｎｔｉｋｄｅ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ａｎｔｅｎ）。④ 大体说来，韦伯把人的旨趣在
逻辑上收窄为两类：观念的和物质欲望的。前者

包括了知识与价值，后者包括了对于人们世俗生

活基本需求的满足。他还用一个著名的 “道岔

（扳道工）比喻”来强调这一点： “直接支配人

类行为的，是 （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⑤，而

不是理念。但是，通过 ‘理念’创造出来的

‘世界图象’，经常如铁路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

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

动。人们借助这种世界图象试图解答下列的疑

问：我们愿意 ‘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后又

‘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

得解救。”⑥ 这个比喻是说，观念改变了人类发

展方向。而隐藏在观念背后并实际决定观念方向

的，则是人们在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或者说是

“旨趣”。

施特劳斯也已经注意到：“正是价值观念和

兴趣 （旨趣）指向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全部概念框

架。”⑦ 本文赞成施特劳斯的这样一个判断，但

认为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大致说来，本文特别强

调，价值源于旨趣，有旨趣就有指向，有指向就

有偏好与评价。而价值恰好是在偏好与评价基础

上，对于事物真、善、美属性的一种明确判断。

这种判断首先是基于个人的。我们把基于个人的

价值判断称作 “价值取向”。当价值被系统化地

整理之后，就出现了独立于个人的价值规范。由

于价值规范的系统化，就出现了 “价值域”。韦

伯的价值理论恰好需要在这样一个进路上加以考

察。

二、“价值域”与

价值选择上的 “人际不均等”

　　有了上述准备，我们可以集中考察韦伯的
“价值域”概念。 “价值域”不同于价值取向的

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关联于个人，又独立于个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韦伯研究者注意到，区别于意志主义的神秘主义，理智

主义的神秘主义者反对外在权威，主张直接的个体生命体验过

程，强调一种 “激进的个体性”，一种激进的去共同体立场。参

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ＡｄａｉｒＴｏｔｅｆｆ，“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ｓＭｙｓｔｉｃｉｓｍ”，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４３，Ｎｏ．３，２００２，ｐｐ．３４４－３４５．

哈贝马斯的 《认识与旨趣》一书，也特意考察了旨趣

之意义。

［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第

１４页。
［德］韦伯：《韦伯作品集Ｉ·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

第２５２页。
很明显，在这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是 “旨趣”而非 “利益”。或

者说，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旨趣可被称作我们所说的 “利益”。

转引自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顾忠华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页。
参见 ［德］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

第４０—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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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深入考察 “价值域”的独立性，我们将发

现，人类处理价值问题的方式有了不同于传统理

解的特性。

本文把韦伯的 “价值域”的形成过程，解释

为一个机制化的过程。机制化过程有多个步骤，

大致可以区分为：ａ．选择一种价值目标；ｂ．决
定一种价值排序方式；ｃ．根据价值排序方式，
生成不同的价值规范；ｄ．形成一整套的规范系
统；ｅ．实现内部的 “统一性 （ｕｎｉｔｙ）”与 “一

致性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本文把以成型的 “价值域”为特征的规范体

系称作一个 “规范空间”，并且特别主张，我们

现代人所讨论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哲学，

其需要处理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由不同的规范

体系所形成的 “规范空间”。简单说来，我们可

以看到，上述实践领域需要面对和处理由具体的

规范所形成的规范体系。或者说，实践哲学需要

讨论规范及其属性。而任一规范，都可以处理成

一个 “Ａ应当做Ｂ”（ＡｏｕｇｈｔｔｏｄｏＢ）这样的一
个判断句。这样看来，一个规范体系就是一个命

令的集合。考虑到有些规范是诱导性的 “善好”

或 “美丑”之评价，我们可以把规范本身所具有

的这样一种基本特性，较为温和地称作 “准命令

特性”。①

任何一套规范体系本身都会形成一个封闭的

命令空间，也就是说，任一规范体系都有一个边

界。这个规范体系追求内部规范之间的统一性和

一致性，因而追求规范在一定边界范围之内的普

遍适用性，追求体系内部不同规范判断之间的一

致性，或者说相互协调性。我们称这一过程为

“自我合理化”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一个规

范体系并不以追求其内部规范本身的超出规范边

界的实用性为目标。“规范空间”所包含的规范，

其适用特点不同于 “自然法”传统。在 “自然

法”传统中，人们追求一种外在于社会规范的判

别标准 （例如某些理性主义的自然法传统）。或

者期望能够通过一种外在的准则来生成社会规范

（例如将社会规范看作是上帝的命令的主张）。在

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规范空间都具有一种 “封

闭性”。

一套规范体系会主动追求和实现内部的一致

化。韦伯主张，人类生活形式的自我合理化，需

要遵循内在 “统一性”与 “一致性”原则。在

满足了这样一个原则之后，韦伯给出了让现代人

可能略感意外的一种主张。这种主张就是，韦伯

强调有可能将一种非理性的生活方式理性化。②

“不同的伟大理性，不同方法的 （宗教）生活方

式，都依赖于一个非理性的前设。”③ 韦伯有时

也将 “非理性的生活方式理性化”这样一个命题

称作 “生活样式之伦理理性化”。④ 韦伯特别以

宗教生活形态为例，来说明这样一种特殊形态的

理性化过程。而宗教生活的理性化，必然要求一

种 “理智的牺牲”。这是因为，宗教生活必然要

给无意义世界附加一种意义，并且因而强行要求

信仰者信奉这样一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韦伯

宣称宗教生活的理性化具有一种非理性特征。⑤

在韦伯这里，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形式

的理性化。第一种，是认知的理性化。也就是

说，我们在反省和认识世界时，需要遵守逻辑的

冗贯性和一致性原则。这是人类思维的规范有效

性。第二种，是实践理性化。也就是说，我们在

实际行为时，遵守省力原则，追求符合目的的手

段的有效性。这种行为也被韦伯称作目的合理性

行为。第三种，是生活形式的合理性，或生活实

践的理性化。

韦伯认为，生活实践的理性化，源于世界必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哈特强调，法律规范的命令特性，对于理解法律来说至

关重要。参见 ［英］哈特：《哈特论边沁：法理学与政治理论研

究》，谌洪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十章 “命令与

权威法律理由”。本文进而主张，如果不能够理解一般实践规范

所具有的 “准命令特性”，就不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人类实践。

参见 ［德］林格： 《韦伯学术思想评传》，马乐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８页。
ＲｏｇｅｒｓＢｒｕｂａｋｅｒ，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
１１３，Ｎｏｔｅ６．

参见 ［德］林格： 《韦伯学术思想评传》，马乐乐译，

第１６５页。
同样，在个人的价值选择层面，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悖

谬。“真正的人类生活是受理性引导的生活。要想过理性引导的

生活，个体必须拥有一个人格。要拥有一个人格，他必须向自

己承诺某种基本的价值。但是这种承诺，尽管它是每一种人格，

因而是每一种理性生活的基础，其本身却不能够受理性的引导。

因为，在韦伯看来，要在相互冲突、具有不同可能的价值承诺

多样性中间做出抉择，没有理性的道路可走。简单说来，每一

种理性生活都基于一种非理性的选择。”参见 ＲｏｇｅｒｓＢｒｕｂａｋｅｒ，
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
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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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意义这样一种主观要求。然而理智或 “认知

的理性化”告诉我们世界注定是不完美的，这是

一个由自然因果构成的世界秩序。遵循 “理智的

诚实”原则，我们需要承认和接受这一点。不

过，面对着 “世界的不完美”这一理智现实，人

们在世界必然需要有意义的冲动指引之下，就注

定需要制造出一个自我合理化的伦理体系来矫正

这样一个不完美和无意义的现实世界，从而创造

出一个由伦理上的合理性所构成的世界秩序。不

完美和无意义的现实世界与自我合理化构造出的

伦理秩序之间是一种极端对反的关系。因此，韦

伯的结论是：首先， “理智的诚实”提醒我们，

这个世界不但有限，而且无意义，它只不过是各

种人类规划的一个背景；其次，宗教追求世界有

意义，必然要求 “理智的牺牲”；第三，自然因

果的世界与意义世界之间存在着剧烈冲突；因

此，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韦伯由此得

出结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诸神竞争”的

时代，这是一个典型的 “价值多元主义”的主

张。

很明显，在韦伯的推论中，“价值域”的形

成是一种在非理性、不完美的世界中打造一个自

我合理化规范体系的过程。任一价值域的形成，

都将具有这样一个明显特征。而合理化助长了价

值域的自主意识的增长。“一种价值域可以在下

述三种明确的意义上是 ‘自主的’：该领域之内

的行为会遵循其自身的准则而展开 （因果自主），

会有其自身固有的尊严与内在价值 （价值自主

性），也生成自己的规范与义务 （规范自主

性）。”①

任一规范体系因而具有了下述基本特征：

Ａ．准命令性；
Ｂ．封闭性；
Ｃ．自我合理化。
在这样一个解释中，“规范空间”乃是价值

选择、价值排序并使得这样一种价值排序满足自

我合理化的结果。一个 “规范空间”一旦形成，

一种生活秩序与生活方式就已经展开。人们在一

定的规范指引之下有序地展开生产与生活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以韦伯所考察的五大宗教的

“价值域”的形成过程为例，实际的价值选择主

要是由后来所形成的宗教秩序中的统治者、知识

阶层或神教团体所完成。韦伯有一种观点，就是

人们在宗教敏感性和价值敏感性上存在着禀赋差

异。不是所有人都对宗教价值或一般价值极端敏

感。相反，如释迦莫尼或穆罕默德，就是对于宗

教价值的特异敏感者，是他们为其所塑造的宗教

形态导入了价值。随着宗教秩序在精神层面和制

度层面的展开，宗教统治者成为了宗教制度维持

的象征或制度约束层面的主导性维护力量，僧侣

阶层成为了制度约束和教义解释双方面的日常维

护者，知识分子和僧侣阶层的一部分则成为了宗

教制度的价值与精神层面的合理性的调适者，他

们的工作成为了宗教内部自我合理化的一部分。

（奥古斯丁与阿奎那到底更多的是宗教价值敏感

者，还是更多的是宗教价值体系的合理化维护

者，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在价值体系转变

为制度化的宗教规范体系之后，一般民众通过一

个信仰的 “内化”过程，以 “我相信 ＋我服从”
的方式，成为了这样一个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的

追随者。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信仰的内化同时发

生在后来的政治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与政治体系

中的制度内化相一致，我们也可以把 “内化”与

否看作是一种宗教制度是否被合法化地接受了的

一个核心尺度。

制度乃是一种 “机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韦伯
自己在考察世界的宗教时也已经使用了这个词

汇。价值空间乃是一种将价值信仰秩序化与制度

化的产物。制度这种机制的存在，可以使得整个

社会沿着一定的方式完成价值选择。它的存在使

得整个社会具有一种可预计性、效率性和可计算

性。这三个特性后来被韦伯用来描述现代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不过它其实适用于一切制度体系。

宗教 “价值域”的形成，同样满足这样一种社会

功能需求。它使得生活在一定 “价值域”之中的

人们，在价值选择的问题上变得有序和可预测，

因而使得人们的协作变得更加有效率。

但是这样一种正面解释的背后，蕴涵着一大

堆的假设。假如对于 “价值域”、制度化、秩序

化与机制化的上述解释成立，那么我们就会发

现，在社会组织形态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社会阶

８７

① ＲｏｇｅｒｓＢｒｕｂａｋｅｒ，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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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人们在 “价值选择”与 “价值排序”问题

上的优先权和主动性程度是不均等的。我们把这

一点称作 “价值选择”与 “价值排序”问题上

的 “人际不均等”现象。

假如 “人际不均等”现象是一个事实性的存

在，那么在大规模组织化的社会制度中，绝大多

数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都将主动放弃 “价值

选择”与 “价值排序”过程中的主动参与权。

只要一种价值体系被相信，一种价值排序方式被

采纳，我们就说该价值体系已经被 “内在化”。

内在化与否的关键，就在于这个制度体系是否被

人们以一种 “我相信 ＋我服从”的方式被认可。
也就是说，在 “价值域”的形成过程中，多数民

众一直是价值问题的消极参与者。而这与韦伯的

基本主张相冲突。韦伯通过研究，主张价值问题

注定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在现代性展开，现

代世界 “去魅”之后尤其如此。

一旦一种价值规范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被

“内化”，这种制度同时意味着 “价值脱敏”。什

么意思？在韦伯的理论解释中，世界本身具有一

个不完美、无意义、非理性的底色。人们追寻意

义的过程，就是为这个世界寻求价值、寻找意

义，同时实现对于自己生活于这个世界的意义的

合理化解释的过程。按照韦伯的一般假设，人们

永远都会处于这样一个过程之中。而 “价值域”

的形成其实是人们完成这样一个过程的批量处理

方式。在这样一个批量处理中，一般人通过 “内

化”，直接选择接受了对于价值选择与排序的制

度化安排。只要人们加入或生活于一定的 “规范

空间”之内，人们就事实上已经放弃了独自进行

“价值选择”，接受了既有制度所完成的 “价值

排序”方式。在其内化与接受的意义上，一种制

度的形成，同时意味着这样一种制度不再敏感于

纷繁复杂的主观价值。也就是说，制度的形成同

时意味着 “价值脱敏”。

“价值脱敏”同时意味着 “路径锁入”。在

一定的制度机制形成之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已

经形成和接受了固定的价值排序方式。比如在儒

家文化中，孝敬显然优先于西方传来的 “自尊”

与 “自主”之价值。即便新的价值选项不断涌

入，一种价值体系也都会自动按照既有的排序模

式进行排序处理。制度确立的负面效应即 “路径

锁入”。这种锁入效应极有可能意味着，在完成

了上述可预计性、效率性和可计算性功能之后，

一种制度会变得懈怠。它会拒绝新价值的涌入，

并且会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之后，使得一种制度表

现出了其明显的负面效应。

我们都很熟悉，韦伯对于制度化的负面后果

有清醒认识。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于政治制度中的

科层制和经济制度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

之认识。但是人们似乎并不是太熟悉的是，对于

制度化负面后果的克服，其根源仍然需要到上述

价值的 “人际不均等”现象中去寻找。因为无论

是对于宗教组织，还是对于政治组织，韦伯都为

对于价值具有特殊敏感者预留了空间。在前者

中，韦伯称其为 “宗教达人”，在后者中，韦伯

称其为政治生活中的 “魅力型人物”。他们被韦

伯认为是对于价值有着特殊禀赋，或者说是对于

价值有着其他社会阶层所不具有的特殊魅力的人

物。无论是宗教组织还是政治组织，其制度化与

秩序化的肇始者，都是这样一些 “魅力型人物”，

是他们为一种后来被稳固下来的制度或者说规范

体系导入了初始的价值与初始的价值排序方式。

价值排序方式方式的最终完成自然是不同社会阶

层复合完成的产物，但是价值的初始导入，则毫

无疑问是这些 “魅力型人物”贡献最大。

同样，当一种制度被机制化，形成了 “路径

锁入”并出现 “价值脱敏”之后，如果一种制

度的负面作用凸显，那么矫正这种制度的关键性

力量将仍然主要依赖于这些具有特殊价值禀赋

者，依赖于 “魅力型人物”的存在。韦伯提出政

治统治的合法性表现为魅力型、传统型与法理

型。有些流俗的理解，会认为前两种是前现代的

统治合法性表现形式，而后一种则是现代性之后

的统治合法性形式。这种理解的一种可能暗含推

论，就是认为随着现代性的展开，传统型的统治

合法性形式将一去不复返了。很显然，韦伯绝不

以这样的流俗理解为然。在韦伯看来，一种合法

性形式是否占据主导形式，这主要的是一种历史

可能性的问题。在韦伯的历史哲学观当中，只有

可能性与发生的概率问题，没有历史的必然性问

题。因此，我们明显地可以在韦伯的政治理论

中，看到韦伯对于政治领袖和魅力型人物的特殊

期待。因为只有这些人物才有可能重新为社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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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积极活跃的价值，矫正一种制度无可避免带来

的锁入后果和 “价值脱敏”。

与韦伯的这样一种主张密切相关，在关于自

然法与实证法的发生可能性讨论中，韦伯提出：

一个社会是倾向于自然法还是倾向于实证法，端

赖于这个社会是倾向于革命还是倾向于维护现有

秩序，或者说极不确定地依赖于人们的态度。很

显然，实证法是对于一种既有秩序的特征描述与

维护，而自然法则是从外部导入一种新的价值标

准。在社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大部分普通民众

通过 “我相信＋我服从”这样一种过程，将一种
制度及其价值选择内化。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一种

已经形成的制度就已经不再受到外在价值的追问

了。我们只是说，外在价值的追问过程，其目的

是对既有价值及价值排序的质疑过程；或者说其

意图要么是改变既有价值，要么改变既有价值排

序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样一种追问

是外在的。但是外在力量的积累，最终到底是导

向一种改良性后果，还是一种革命性后果，这也

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讨论的有趣话题。

如果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

价值排序和规范体系形成的过程，那么伴随着这

样一个过程就必然同时伴随着价值排序上的 “人

际不均等”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将挑战近代

以来的契约主义传统和现代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平

等主义假设或人人均等参与的假设。没错，在现

代经济生活领域，尤其是在日常经济活动中，订

立契约或契约精神已经成为了一种恒常现象。但

是这样一种现象并不表明人类其他生活形式中全

都弥漫着这样一种活动。事实上，是否是基于人

际之间的互动，这要看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特

点。有些社会活动，理性人的假设、意志主义的

假设和主动合作意向的假设就兑现得多一些，用

韦伯的话说，就是可能性多一些或者说发生的概

率多一些。而在另外一些社会活动中，放弃意

志、放弃理性博弈或放弃主动的合作意向的概率

就更高一些。不是所有的社会组织形态都是一种

模式可以说明的。伴随着不同形态的社会组织化

与制度化，人们在价值排序上的 “人际不均等”

现象将长期存在。

三、价值选择的日常化与 “价值域”

个人的 “价值取向”维度自古就有，长期存

在。在古代，个人的 “价值取向”维度处于一种

被 “价值域”维度所压制的消极被动状态。而在

现代，它在处于一种被激发之后的积极主动状

态。韦伯主张现代性 “去魅”之后，价值选择问

题完全归于个人，并且具有了一种日常性和积极

活跃的特征。基于个人决断的价值取向一直与基

于社会的 “价值域”维度构成一种张力。考虑到

作为一种组织化和秩序化的 “价值域”将长期存

在，我们有必要修正与限制韦伯的 “价值多元主

义”主张所蕴涵的一些假设前提。

以宗教形态为蓝本的 “价值域”的形成，在

韦伯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不可避免地都要面临

着现代生活形态的冲击。韦伯把这样的一种冲击

称作 “去魅”。 “去魅”过程艰难而复杂。它同

时在人们的精神旨趣和物质旨趣两个方面展开，

但主要是在与价值选择有关的精神旨趣方面展

开。这具体体现在人们整个社会的世俗化运动。

精神旨趣上的世俗化，使得以宗教形态为蓝本的

“价值域”开始崩溃，这个崩溃过程毫无疑问一

直伴随着个体生命体验的冲击，或者说伴随着本

文所强调的个人价值选择主题的长期存在。而物

质旨趣的世俗化，则在与以禁欲主义为特征的新

教伦理结合之后，生发出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乍看起来，世俗化与去魅是一场不

可避免的趋势。不过韦伯自己已经注意到，近代

以来的这样一种转化，无非是人们在 “旨趣”上

的转化。传统社会的组织化，多多少少集中在了

人们关于自己该如何生活的精神价值层面。现代

社会的 “旨趣”，则更多转向了人们对于自己物

质生活提高的关注。而物质 “旨趣”同样也是一

种 “旨趣”。

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处，韦伯

明确地把物质欲望方面的旨趣看作是驱动现代人

接受与遵守现代合理化规则体系 （资本主义市场

规则、法律规则、官僚制度以及国家体系）的起

始动力。韦伯论证说，正是由于现代人对于改善

自身物质生活条件的关注，才促使现代人接受现

代体系。相应地，人们在精神层面的终极价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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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促成了宗教信仰体系的建立。“这种处于 ‘物

质’利益 （旨趣）压力之下的各种社会关系、

制度和人类团体的间接影响毫无例外地扩及 （常

常无意识地）一切文化领域，乃至深入审美感受

和宗教感受的最微妙的差别之中。”① 人们在旨

趣上的这样一种现代转变，并没有能够改变人们

进行价值选择的根本特性。现代人把追求物质利

益的满足视为最高价值。这种价值选择表现为人

们的生活取向的转变，但关于这种价值本身的合

理性，人们同样采取了一种沉默态度。极端的价

值坚守与极端的功利算计当然都不是韦伯所认为

的现实常态。一个人为了自己生活之有意义，多

少会有所坚守。而为了自己基本的欲求，也多少

会经常沉沦于后果算计。前者是韦伯所说的社会

学意义的价值行为，或者说是价值合理性行为。

后者则是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滥觞：现代人为

了个人物质利益的系统改进，开始系统化地参与

到了更多运用工具合理性来修正自己行为的过

程。不管是价值合理性还是工具合理性，毕竟都

是一种理性行为。有所信仰，就使得我们的具体

行为有所依据，这自然就使得一个人的行为可以

预期与判别。为了利益的改进而遵守一定的社会

规则去行动，这也同样是另外一种理性化行为。

如韦伯所分析的那样，现代人对于改善物质

生活的诉求，使得他们开始更大规模地参与到现

代的物质生产系统中。为了现代物质生产系统的

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法律制度以及

职业化的官僚制产生。这些体系的一种统合性存

在方式，就是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以维护世俗生活的生产系统为己

任，抛弃了任何传统宗教信仰体系的伦理教化诉

求。它更多地表现为了规则化与机制化。在这样

一套体系中，已经没有人关心你具体的的价值诉

求是什么，以及你拥有什么样的传统习惯。所有

人一律平等地遵守抽象规则，以便于使得整个社

会可以最大化地满足最大多数人对于物质利益

（旨趣）的追求。

这样一些张力的存在，自然使得传统的宗教

伦理体系开始崩溃。为了维护一个现代的世俗国

家，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世俗世界本身的无意义、

不完美以及偶然性。同时，现代国家自身的存在

突然之间已经拥有不同于宗教体系和终极关怀的

独立价值。也就是说，我们突然发现，政治领域

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这个领域同样存在着一种自

主性的诉求。

韦伯的理论方法，是首先考察社会化的不同

价值域及其内在冲突，然后引入人们的世俗化诉

求。在世俗化世界中，价值域本身的价值神圣

性、合理性与融贯性受到挑战，对于价值的诉求

自然地退回到了个人。因此，在现代世界中，价

值诉求碎片化和个人化。而人的价值取向与价值

域之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价值域追求的是对于

世界意义的整全把握，而个人的价值取向则更多

地退缩回了对于 “人格”完整性的追求。具体而

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个

人独特性的追求，构成了现代世俗化生活中人们

的价值诉求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在现代世界

祛魅之后，对于世界的有意义把握退缩到个体；

人格完整性与个体的独特发展对于现代世界具有

了特殊的重要意义。

价值冲突的性质，更为重要的是与人类有意

义的行动有关。按照韦伯自己的分析，人类行动

必定与 “目的”“手段”有关。以合适的手段来

达成合适的目的，这中间必然包含着选择与决

断，而选择与决断就意味着代价与放弃。选择一

个目的就意味着放弃其他目的，我们因而需要在

彼此对立的行动的目的和结果之间进行权衡。

“所有的行动，自然也包括视情况而定的不行动，

都意味着在结果中赞成某些价值，因而———今天

人们特别不喜欢承认的———总是意味着反对另外

一些价值，进行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② 这种

权衡选择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因为我们的肉体与

我们的欲求的满足，“到处遇到所必需的外部手

段的量的限制和质的欠缺，为了满足它们，需要

有计划地准备和工作，与自然和人的社会群体做

斗争，最含糊地说来，这就是基本的事实存

在”③。价值选择的决断因而是人类日常性的活

动，价值选择因而具有了日常性。

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是一种冲突的关系。这

一点在传统社会中的表现，体现在魅力型人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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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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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层对于世界意义的整体性塑造。简单说

来，这些阶层人物输送给世界以整全的世界观，

并且为这种整全的世界观的现实存在而斗争。而

随着现代世界世俗化与合理化过程的展开，这些

人物赋予世界以整全意义的活动被逐步或完全地

去魅化了，那么，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又来源于

何处呢？在韦伯看来，这种冲突恰好来源于传统

的整全的世界观的供给侧的崩溃。随着现代世界

世俗化与合理化的展开，人们的世俗生活越来越

多地依赖于具有客观性的科学知识和具有个人性

的工具理性的算计，世界意义的来源与维持完全

退缩回到了个体层面。价值取向完全变成了依附

于个体的主观的事情。现代个体的价值取向的主

观性具有了三个特点：“它们由内在信念和禀赋

所构成，由独立于外在因果的内在需求所创造，

仅仅拥有一种主观的有效性。”① 因此，第一，

它们具有内在的个体特性；第二，它们是主观产

生的；第三，这种取向虽然以 “我相信 ｐ为真”
的知识面目出现，但这种知识为真毕竟主观地倚

赖于个人的信念，因而只具有主观的有效性。它

与科学知识所拥有的客观有效性形成了对比。现

代价值取向的这种主观性事实上加剧了价值选择

的碎片化和冲突特性，并且也解释了不同价值之

间何以不可理性地加以解决。

与个人层面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不同，价值

域之间的冲突源于不同的社会行动形式内在结构

之间的差异。布鲁贝克将价值域之间的价值冲突

特征归结为三：第一，不同于价值取向，价值域

不是由个体创造的，它们独立于个体并先于参与

其中的个体而存在。价值域因而是一种客观存

在，根基于特殊 “生活形式”的客观需求。第

二，没有一个可以统合不同价值域内部相互冲突

之义务的 “终极”价值域。第三，个体必须选择

服从于什么样的一种价值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冲

突的价值域本身是主观的。② 不同的价值域的存

在本身具有一种多元性。

“价值域”与个人的价值取向维度之间长期

存在着冲突。这个维度可区分为古代与近代。或

者说，以韦伯所说的近代西方为核心的近代世俗

化与理性化过程的开始为界，区分为世俗化之前

与世俗化之后。在世俗化之前，个人的 “价值取

向”问题被夹杂在不同的 “价值域”的缝隙中，

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一直与不同的 “价值域”

的自我合理化过程形成一种对抗关系。这集中体

现在韦伯对于性爱领域和审美领域作用的分析

中，以及韦伯对于 “魅力型”人物特征的关注

中。而在世俗化开始以后的现代世界，“价值域”

在世俗化和理性化力量冲击下分崩离析，个人的

“价值取向”问题登上了价值舞台的中央。在分

析当代的个人的 “价值取向”问题时，韦伯的理

论是围绕着 “人格”概念展开的。也就是说，在

韦伯那里，个人的 “价值取向”问题存在着一个

古与今的转折演变问题。

韦伯特意把自我合理化的宗教伦理与 “本质

上属于非理性的或根本就是反理性性格的俗世生

命力”③ 区别开来，认为二者之间的紧张长期存

在。这种俗世的生命力，即韦伯所说的 “审美领

域”和 “性爱领域”。二者何以是紧张的？在韦

伯看来，艺术追求独特性和纯真的创造力，因此

天生藐视一切外在形式的规范约束。审美的神秘

体验，乃至宗教的神秘体验，无不共享了这样一

种特性。艺术因而 “变成一种 ‘偶像崇拜’，一

种与宗教竞争的力量”。④ 二者的紧张关系与其

各自强调自身存在合理性的强度成正比。同样，

性爱或性爱的特殊表现即恋爱本身所拥有的激情

性，与伦理理性化的机制相对照，就好象成为了

“一道进入最非理性、因而最为真实的生命核心

之门”。⑤ 因而，它们与宗教长期处于一种紧张

关系之中。韦伯所特意讨论到的这样两个领域，

后来被批判理论所继承，构成了现代性救赎的可

能药方。而这也是个人对抗宗教伦理化机制，坚

持个人价值取向的顽强体现。随着现代世俗化和

理智化事业的展开，一切的伦理体系化努力都被

“除魅”，惟有性爱与审美这样的个人价值取向顽

强地保留着，继续参与着世俗化世界的生命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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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２８页。

同上，第５２９页。
同上，第５３１页。



韦伯理论中的价值问题

当然，这个转变的关键在于古代的伦理合理

化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形式合理化之间的差

别。也就是说，古代世界，人们的宗教合理化形

式都是伦理中心的；而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

在西方世界的独特展开，一种独立于系统价值取

向的生活形式的合理化逐步展开。这种合理化的

特点，就是法律的程序化，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规

则化与去个人化。这与人们只追求形式合理性或

者说只追求目的合理性有关。当然，你也可以

说，这样一种合理性仍然有预设，因为它预设了

物质财富的增加或者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

韦伯也的确承认。但是，正是因为如此，现代公

共生活才越来越不关心个人的价值承载，只关心

如何以高效率的方式将大家组织起来。这也就是

韦伯所说的现代理性化的三个特点：可预计性、

可计算性与效率性。与之相配套的组织化、制度

化与理性化本身就是去价值的。它们发挥着一种

机制功能，或者说是流水线化的机器功能。

价值选择的日常化构成了韦伯所描绘的现代

价值取向的显明特征。现代人在个人层面的 “价

值取向”因而变得积极活跃。它围绕着现代人对

于 “人格”的尊重而展开。这有点类似于威廉斯

所描绘的每个人都有 “积极而美好的个人人生计

划”。但价值选择的日常化是有限度的。现代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的确使得传统的价值选择

从 “价值域”的构建向个人层面转移。但是，只

要人们是生活在一定的宗教组织、道德共同体、

经济组织、法律组织、政治组织或国家之中，人

们就总是将那些可通过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的价值

选择问题交托出去。人们只保留了如何过一个

“积极而美好的人生”这样的高度主观化的生活

价值的选择权。即便是在这个层面，我们的现实

生活也并没有伴随着韦伯所说的现代性的 “去

魅”而一下子彻底现代起来。不同的人仍然以不

同的方式生活在不同的价值域之中。只是在被扁

平化了的理智层面，我们才以一种非常抽象的方

式谈论价值选择的日常性。

早在１９世纪初叶的欧洲，“上帝死了”的消
息就开始在知识阶层耳边回荡。人们一直在窃窃

私语，但却并不敢大声宣判。陀斯妥耶夫笔下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曾面面相觑：“如果 ‘上帝死

了’，那么我们干什么都是合法的了？”后来的尼

采公然大胆宣判：“上帝死了。”再后来，被抛入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也绝望地自语：“上帝

死了，看来这回他是真的死了！”尽管如此，这

个判断一直保留为一个理智层面的性质判定，并

没有像韦伯所宣示的那样，所有的人都因上帝之

死而介入 （或者说跌入）了伟大的价值斗争。对

于现代生活，韦伯仍然先是接受社会组织化与制

度化所给现代人带来的可预计性、可计算性与效

率性这样的积极后果，然后才为现代社会组织所

可能产生的 “路径锁入”寻找新的价值出路。在

这个意义上，韦伯对于现代性的态度是一种中

正、健康的负责任态度，迥然不同于批判理论将

社会批判奉为至上旨趣的学术态度。而也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韦伯价值理论中的一些判定，其不

同主张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我们以需要韦

伯所倡导的 “理性自觉”与 “理智诚实”为指

导，对这些不同判定的社会科学含义给出恰如其

分的辨析。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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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义务：概念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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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与初步义务；政治义务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性、普遍性、广泛适用性和有限性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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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义务问题涉及公民的自主性要求与国家
的服从命令之间的冲突，与自由、公民不服从、

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政治正当性等问题都具有非

常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政治义务问题在政

治哲学尤其是现代政治哲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讨

论，也被看作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比如，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指出： “现代

（１６世纪以来）政治哲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
以政治义务问题为中心的。”①以赛亚·伯林指

出，“为什么一个人应该服从另一个人”这个问

题 “可能是所有政治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②安

东尼·奎因顿 （ＡｎｔｈｏｎｙＱｕｉｎｔｏｎ）也以类似的口
吻说道：“政治义务问题———即为什么我或任何

一个人应该服从国家———总是政治哲学的根本问

题。”③有鉴于政治义务问题在政治哲学中的地

位，加之政治义务研究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国内

学者的重视，④进一步澄清政治义务概念与政治

义务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政治义务概念

（一）政治义务作为道德义务

一个人为什么要遵守 （ｃｏｍｐｌｙｗｉｔｈ，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自己所在的国家的法律？对于这个问题，有
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第一种回答给出的是审慎

理由，即不遵守法律是不明智的。至于说为什么

不明智，大多数人的直觉性回答是不遵守法律会

遭受法律的惩罚。经过仔细思考后，可能有人会

指出，如果大家都不遵守法律，那么国家或政府

就无法维系，我们就将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所

以大家都要遵守法律，这对大家来说都是明智之

举。第二种回答给出的是道德上的理由，即不遵

守法律是不对的，要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或者

说，遵守法律是公民的道德义务。

道德义务不同于审慎义务 （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ｏｂｌｉｇａ
ｔｉｏｎ），⑤虽然二者都可以成为行动的理由，但审
慎义务是基于利益权衡，而道德义务是基于道德

考量。一个人有审慎义务去做一件事，当且仅当

做这件事对自己是最有利的，或不做这件事对自

己是最不利的；一个人有道德义务去做一件事，

当且仅当做这件事是对的，或者不做这件事是不

对的。一个没有按照审慎义务的要求去行动的人

是不明智的，一个没有按照道德义务的要求去行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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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自由理论跟踪研究”（１３ＢＺＺ０１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毛兴贵，（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西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重庆４００７１５）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所兼职研究

人员。

①　 ［英］大卫·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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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ｎｃｉｍａｎ，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６９，ｐ．７．
③　ＡｎｔｈｏｎｙＱｕｉｎｔ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ｄ．ｂｙＱｕｉｎｔ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９．类似的观点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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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阅程炼、刘擎、周濂、占志刚、徐百军、丁轶等学者的相关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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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人则是不道德的。道德义务构成我们行动的

一条道德理由，而审慎义务则是我们行动的非道

德理由，我们往往称之为审慎理由。

区分了道德义务与审慎义务之后，我们要指

出，理论家们所思考的政治义务是一种遵守法律

的道德义务而非审慎义务。也就是说，当一个人

仅仅是出于审慎的考虑而遵守法律时，他不是在

按政治义务的要求而行动。一个人出于审慎的考

虑是否应该遵守法律的问题，也是一个和政治义

务不同的问题。

对于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我们也可以做进

一步的分类。有时候，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来自

于法律之外的道德要求，比如对于不要伤害他人

的人身或生命这样的法律规定，我们之所以有义

务遵守它，可能只是因为这条规定恰好与我们的

道德要求相重合，就算法律不做此规定，我们也

有道德义务不做这样的行为。理论家们往往把具

有这种特点的义务称为依赖于内容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义务，就是说，这种义务的存在取决
于法律本身的内容，我们之所以有义务遵守法

律，是因为法律所规定的事情本来就是我们有独

立的道德义务去做或不做的事情。

不过，理论家们所讨论的政治义务却是一种

与此不同的道德义务，这种义务来自于法律本

身，与法律的内容是否体现了道德要求无关。与

依赖于内容的义务相对，这种义务被称为独立于

内容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义务。① 就是说，
仅仅因为某种行为是法律的规定，我们便有道德

义务去做，或者说，仅仅因为某条规定是法律，

我们便有道德义务加以遵守；我们在决定是否遵

守该规定的时候，无需去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

也无需去考虑法律的要求是否与道德的要求相一

致。这就意味着，“做法律所要求之事的理由恰

恰在于法律是这样要求的这一事实。至少这应该

是服从法律的一部分理由”。② 在这种意义上，

政治义务不仅仅是一种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更

是一种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

服从法律与遵守法律的区别在于，“服从并

不是去做某人吩咐你做的事情这样一个问题，而

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做某人吩咐你做的事情，是

因为他吩咐了你去做”。③ 这意味着，服从的理

由来自发布命令者的身份，或者说来自于命令本

身，而与服从者的目标或服从者对命令的评价、

对服从后果的考虑无关。换句话说，服从 “意味

着在相应的特定行为方面放弃自己的判断，并接

受了另外某个人的判断来指引自己的行为”。④

而遵守法律未必涉及对法律权威的承认，未必涉

及对个人判断的放弃。只有当一个人基于独立于

法律之内容的理由而遵守法律时，他才是在服从

法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约瑟夫·拉兹说：

“法律越是正义，越是有价值，我们就越是有理

由遵守它，越是没有理由服从它。由于它是正义

的，确立起它的正义性的那些因素就应该是我们

遵守它的理由，就是说，是我们按照它的要求去

行动的理由。但是在出于这些理由而行动时，我

们就不是在服从法律……毋宁说，我们是在按照

法律本身也要遵守的正义教义而行动。”⑤

这样，如果存在着政治义务，那就意味着：

我们的行为仅仅因为是违法的，便有可能是道德

上错误的；⑥ 仅仅因为某条规定是法律，我们便

有道德义务去服从，而无论服从的后果如何，也

无论这条规定是否符合道德要求；如果法律的规

定碰巧与道德的要求相一致，那么我们遵守这种

法律的理由就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义务，一条是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独立于内容的”这一概念来自于哈特，参见Ｈ．Ｌ．Ａ．
Ｈａｒｔ，“Ｃｏｍｍａｎｄｓａｎ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ｓ”，ｉｎＥｓｓａｙｓｏｎ
Ｂｅｎｔｈａｍ，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ｐｐ．２５４－２５５．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ｏｆ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ｐ．２３３．莱斯利·格林也指出：“政治义务是这样一种教
义，即每个人都有一种道德理由服从他自己国家的所有法律，

而且这种理由的约束力不依赖于法律的内容。”ＬｅｓｌｉｅＧｒｅｅｎ，
“Ｗｈ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ｅｄｓ．Ｊ．Ｔ．ＳａｎｄｅｒｓａｎｄＪ．Ｎａｒｖｅｓｏｎ，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６，ｐ．
８．

［美］罗伯特·沃尔夫：《为无政府主义申辩》，毛兴贵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８页。对 “服从”概

念的这种理解，也见于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７，ｐ．３２７．

Ｒ．Ｂ．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ｐ．６４－６５．霍布斯关于命令与建议的区分也暗
示出，服从命令就是要放弃自己的判断。参见 ［英］霍布斯：

《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
第１９８页。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ｂｅｙ：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ｕｔｙｔｏＯｂｅｙｔｈｅＬａｗ：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ｅｄ．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Ｅｄｍｕｎｄｓｏｎ，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９，ｐｐ．１６１－１６２．

我在这里之所以说 “有可能”是错的，是因为政治义

务像所有义务一样，都是一种初步 （ｐｒｉｍａｆａｃｉｅ）义务，一种违
背义务的行为最终到底是对是错，要取决于是否存在着其它道

德考虑压倒了这种义务。对此，参阅本节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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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法律的内容的义务，而违背这种法律的行

为就犯下了双重的道德错误。

迄今为止，本文所谓的政治义务只是一种消

极的服从法律的义务。除此以外，以共和主义者

和社群主义者为代表的理论家①主张，我们还有

义务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自己的国家与同胞，甚

至赋予同胞的利益以优先性，有义务做一个好公

民，有义务参与政治生活与公共事务，等等，这

些义务 （如果存在的话）是一种积极义务。② 对

政治义务的广义理解既涉及消极义务，又包含积

极义务。显然，相对于消极的政治义务，积极的

政治义务是一种更严格、更苛刻的要求。由于积

极的政治义务是指以法律没有规定的方式去支持

自己的同胞或自己的国家的义务，这种政治义务

也不涉及国家权威与公民自主性之间的冲突，因

此，大多论者只认可消极意义上的政治义务，即

公民对法律所负的独立于内容的服从义务。③ 不

过要注意的是，我在这里对政治义务进行的界说

并不等于承认了公民确实负有政治义务。

尽管有人否认政治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④

但是绝大多数论述政治义务的理论家都认为，政

治义务不像法律义务那样，是一种和道德义务对

等的义务；相反，它就像社会义务、家庭义务一

样，是道德义务的一种。家庭义务是一种因为我

们作为家庭成员而获得的道德义务，社会义务是

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而获得的道德义务，同样，

政治义务也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 （国

家）的一员而负有的道德义务 （如果公民有政治

义务的话）。⑤ 从道德上讲，我们有义务遵守诺

言，有义务不伤害他人；同样，我们也有义务服

从法律。差别仅在于，一般而言的道德义务是人

与人之间彼此所负有的义务，而政治义务则是作

为政治共同体一员的公民对国家、国家颁布的法

律或其他公民所负有的义务。

作为一种道德义务，政治义务与法律义务的

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法律义务指的是法律

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如果法律要求我们勿杀人，

我就有不杀人的法律义务。而政治义务指的是服

从法律的道德义务，或者说，是履行法律义务的

义务。其次，说一个人有一项法律义务，这就相

当于向他指出，某项法律要求他去做某件事情，

如果不做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这只不过是一个

道德上中立的事实，这一事实丝毫不意味着这个

人的行为受到了某种道德约束。而政治义务本身

是一个用来支撑法律义务的道德要求，它要求我

们履行法律义务，⑥ 它实际上是履行法律义务的

道德义务。再次，通过下述事实，我们可以清楚

地看到政治义务与法律义务之间的区别：尽管法

律规定了各种各样的义务 （即法律义务），但是

却从来没有规定服从法律的义务 （即政治义务）。

（二）政治义务作为初步义务

怀特里 （Ｃ．Ｈ．Ｗｈｉｔｅｌｅｙ）曾经指出，在道
德哲学中，“义务”经常被错误地等同于 “正确

的事情”、“最好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宣

称在一种特定情形下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就是

在考虑了所有条件以后对一个人应该做什么给出

一个决定性的建议。”⑦ 但是，怀特里指出，如

果根据这种意义来理解义务，那么大多数原本说

得通的关于义务的说法 （怀特里列出了常见的符

合直觉的九种说法）都将成为有争议的甚至错误

的。后来，哈特 （Ｈ．Ｌ．Ａ．Ｈａｒｔ）也提出了一
种类似的说法。他明确地说：“‘我有义务去做

Ｘ，而且某个人也有权利要求我这样做，但是我
现在发现我不应该做 Ｘ’，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矛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比如，ＱｕｅｎｔｉｎＳｋｉｎｎｅｒ，“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ｉｂｅｒ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ｓ．ｂｙ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ｏｒｔｙ，Ｊ．Ｂ．Ｓｃｈｎｅｅｗｉｎｄ，ａｎｄＱｕｅｎｔｉｎＳｋｉｎｎ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ＡｍｉｔａｉＥｔｚｉｏｎｉ，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ｉｍｏｎ＆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１９９３．

参见Ａ．ＪｏｈｎＳｉｍｍｏｎｓ，Ｍｏ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
ｇ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５；［英］莱斯利·格
林：《国家的权威》，毛兴贵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可能规定公民去做什么，也可能规

定公民不能去做什么。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分别将这两种情

况下的义务称为积极政治义务与消极政治义务。不过本文并不

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积极政治义务与消极义务概念，换句话说，

无论是这种意义上的积极政治义务还是消极政治义务，都是指

服从法律的义务，即本文所谓的消极政治义务或狭义上的政治

义务。

参见Ｔｈｏｍａｓ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１９６７，尤其是第８、９章。对 Ｔｈｏｍａｓ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这种
观点的批评，参见ＪｏｈｎＨｏｒｔ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Ｈｉｇｈ
ｌａｎｄ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Ｐｒ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１９９２，ｐｐ．１４３－１４５．

Ｒ．Ｍ．Ｈａ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８．

Ａ．ＪｏｈｎＳｉｍｍｏｎｓ，Ｍｏ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
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２３．

Ｃ．Ｈ．Ｗｈｉｔｅｌｅｙ，“ＯｎＤｕｔｉ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
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５３（１９５２－１９５３），ｐ．９６．



政治义务：概念与问题

盾或其它不恰当之处。”① 根据怀特里与哈特的

观点，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有义务做某事”与

“一个人应当做某事” （或 “一个人不做某事是

不对的”），这两种说法不能相互等同。因为前者

是一个初步判断，而后者是一个最终判断。义务

只是诸多行动理由中的一种，而且不同的义务之

间也有可能发生冲突，这导致了道德上的两难困

境，在这种困境中，我们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深思

熟虑，按照理由的平衡 （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ｓ）去
行动。这样，我们最终的行为就未必符合所有的

义务，有义务去做的事情我们未必就应该去做，

不去做也未必就是不对的。比如，如果一个医生

约了一个朋友于某一天一起喝茶，在一般情况

下，他当然有义务赴约，也应该赴约，否则就是

不对的。但是如果当天有突发事件，很多病人危

在旦夕，急需他的救助，那么他显然不能以赴约

为由不去救助病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仍然

有义务赴约，但是他却不应当赴约；如果他为了

不食言而赴约，却放任很多病人死去，他甚至会

遭到谴责。②

因此，义务虽然具有约束力，但是其约束力

是有限的，有可能被其它的义务和行动理由所推

翻或压倒从而归于无效。在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

中，这种义务通常被称为有条件的义务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或 “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的

义务”（ｔｈ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ｔｈｅｒｔｈｉｎｇｓｅｑｕａｌ），与最终
义务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或 “考虑了所有条

件的情况下的义务”（ｔｈ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ｔｈｉｎｇｓ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ｅｄ）相对。在讨论义务时，学者们往往追随
罗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Ｒｏｓｓ），称这种义务为 “初步

义务”（ｐｒｉｍａｆａｃｉ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罗斯最早提出了
“初步义务”一词，在其著名的 《正当与善》一

书中，他将义务分为 “初步义务”与 “实际义

务” （ａｃｔｕ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以解释义务之间的冲
突。不过，罗斯认为，初步义务 “严格说来并不

是义务，而只不过是某种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义务

的东西”。③ 当代学者纷纷对罗斯的这种观点提

出批评，认为 “初步义务”并不因为被压倒了就

不存在了；相反，它仍然是义务，且具有道德重

要性。这就使得这个概念具有了与罗斯意义上的

“初步义务”不同的意义。④

总之，对于初步义务来说，“有义务做某事”

不一定意味着 “应该做某事”；而对于最终义务

来说，“有义务做某事”必然意味着 “应该做某

事”。不过，当没有相反的考虑压倒一种初步义

务时，这种初步义务就成为了最终义务。

政治义务是一种初步义务还是最终义务呢？

如果把政治义务看作一种最终义务，那么法律的

存在便构成了公民行为的最终依据和理由，任何

违法行为都必定仅仅因为是违法的便是道德上错

误的行为。事实上，这种政治义务观很难站得住

脚。即便是对于良法，有时候我们违背它也不是

不对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原谅的，比如盗取即将

犯罪者的作案工具、超速行驶以便抓住逃犯等。

如此看来，更为通情达理的做法是将政治义

务看作初步义务。这样，作为初步义务的 “政治

义务 （或政治责任）对于决定我们应该在一个政

治共同体中如何行动来说只是相关的考虑因素之

一”。⑤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有政治义务并不

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在任何时候都服从法律，某些

较强的道德考虑可以压倒我们服从法律的道德义

务，从而证成公民不服从行为；另一方面，没有

政治义务也未必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该去做法律所

规定之事，因为就算我们没有道德义务因为法律

是法律而去做它所规定之事，我们可能也有其它

道德理由这样做。总之，如果政治义务只是一种

初步义务，那么无论是否存在政治义务，都没有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Ｌ．Ａ．Ｈａｒｔ，“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Ａｎ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４（１９５５），ｐ．１８６．约翰·西蒙斯也提到了
这一点，并且明确指出包括罗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Ｒｏｓｓ）、普理查德
（Ｈ．Ａ．Ｐｒｉｃｈａｒｄ）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混淆了这几种判断。参
见ＪｏｈｎＳｉｍｍｏｎｓ，Ｍｏ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ｐ．７－９以及第一章注释２。类似的
讨论也可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ａｇｇｅｒ，“Ｗｈａｔ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１，Ｎｏ．１（Ｍａｒ．，１９７７），
ｐｐ．８６－８８以及该文注释３所提到的参考文献。

这个例子来自于 ＧｅｏｒｇｅＫｌｏｓｋ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ｏｗｍａｎ＆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
２００４，ｐ．１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Ｒｏｓ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Ｇｏｏ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８．

对此，可参见ＪｏｈｎＳｉｍｍｏｎｓ，Ｍｏ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ｐ．２４－２８；Ｇｅｏｒｇｅ
Ｋｌｏｓｋ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ｏｗｍａｎ＆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２００４，ｐ．１３以及Ｈａｒｔ，“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Ａｎ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ｐ．１８６。 “ｐｒｉｍａｆａｃｉｅ”一词的译法不一，在
《正义论》的中译本中，何包钢先生译为 “自明的”，谢延光先

生译为 “明显的”；在其它地方，也有人译为 “显见的”、 “表

面的”。不过我认为这些译法不太准确。

ＪｏｈｎＳｉｍｍｏｎｓ，Ｍｏ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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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政治后果。①

（三）政治义务的基本特点

政治义务理论家们所讨论的政治义务除了是

一种独立于内容的义务和初步义务以外，还具有

以下几个特点。（１）特殊性，即政治义务只涉及
一个公民与他所属的政治共同体及其法律之间的

关系。这意味着，政治义务是公民对特定政治共

同体及其法律的义务，虽然在特殊情况下我们也

有义务遵守别国的法律，比如旅居他国时，但是

这种义务并不是政治义务，或者说，这种义务的

道德基础并不同于公民遵守本国法律的义务的道

德基础。（２）普遍性，即一个国家当中的大多数
公民甚至全部公民都负有政治义务。（３）广泛的
适用性，即公民对所有强加义务的法律都负有服

从义务，只要这种法律是有效的 （ｖａｌｉｄ）。② 普
遍性和广泛的适用性意味着，政治义务理论家们

所关心的是一般的公民是否有独立于内容的道德

义务服从一般的法律，而不是某一个公民是否有

这种义务服从某一项法律。（４）有限性，即公民
只对某种政府而不是任何一种政府负有政治义

务。

二、政治义务问题

究竟何为政治义务问题，理论家们众说纷

纭。正如莱斯利·格林 （ＬｅｓｌｉｅＧｒｅｅｎ）所言：
“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敏感的学者都会注意到，

尽管政治义务问题被说成是处于中心地位，但是

即便在民主传统内部，对于这个问题究竟是什

么，也几乎没有多少共识。”格林自己列举了这

样一些问题：“国家权威的基础是什么？什么东

西可以证成它进行强制的权利？公民服从义务的

来源是什么？政府的价值是什么？是什么东西使

得政府成为合法的政府？”③ 实际上，持狭义政

治义务观的人与持广义政治义务观的人对这个问

题会有不同的回答。格林分别列举了几位学者对

这个问题的看法。前者可能认为政治义务问题是

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或者在什么条件或情

况下，我们应该服从法律？”④ 或者 “为什么我

们应该服从政府？”⑤ 后者可能会认为是这样一

些问题：在政治社会中，“我应该做什么？”⑥ 或

者 “国家是否有一些其它团体所没有的、符合道

德的权利主张？这些主张是否是至高无上的？”⑦

在讨论何为政治义务问题时，汉娜·皮特金

（ＨａｎｎａｈＰｉｔｋｉｎ）指出，政治义务问题实际上不
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她将

这些问题分为四组：（１）有关政治义务的限度的
问题，这一组问题关心的是 “抵抗或革命在什么

时候、什么情形下才是正当的”，或者说 “什么

时候政治义务才结束或终止对人的约束”。 （２）
有关对政治权威进行识别的问题，这一组问题涉

及的是 “我有义务服从谁？那些声称有权命令我

的人 （或集团），哪些真正拥有这么做的权威？”

（３）有关合法权威与纯粹强制之间的区别的问
题，比如，什么是合法权威？（４）有关政治义务
的证成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有义务服从国

家或法律？什么东西能够解释有效的法律和合法

的权威的约束力？⑧ 皮特金说，由于这些问题相

互关联，所以它们的答案也必然相互关联；就是

说，对某一个问题的回答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其它

问题的答案。比如，如果认为合法权威与纯粹的

强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就必然意味着其它问题

不再有意义。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政治义务

问题归纳为三个主要的方面：“我对谁或对什么

负有政治义务？———政治权威的识别。（２）我对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Ｉｂｉｄ．，ｐｐ．２９－３０．谢世民先生下述关于政治义务的两
个说法似乎显得自相矛盾：“如果我有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那

么任何行为Ａ，‘法律要求我去做 Ａ’便构成我去做 Ａ的理由，
而且我应该把 ‘法律要求我去做 Ａ’当成搁置其他理由的理
由。”（谢世民：《政治权力、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厚薄之

间的政治概念》，应奇、张培伦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２００８年，第２、８页。） “如果我有遵守法律的道德义

务，那么当我是少数时，我必须要有够强的道德理由，才能够

正当化我去做违法的行为。” （同上，第３页。）根据前一种说
法，政治义务是一种最终义务；而根据后一种说法，政治义务

则只是一种初步义务。

并不是所有法律都向公民强加义务，有些法律是针对官

员的，有些法律则是设定规则的。因此，政治义务自然也就只

关系到服从强加义务的法律。

［英］莱斯利·格林： 《国家的权威》，毛兴贵译，第

２６０页。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Ｄｉｓ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ｐ．ｖ．
Ｔｈｏｍａｓ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Ｋｅｇ

ａｎＰａｕｌ，１９６７，ｐ．４．
ＪｏｓｅｐｈＴｕｓｓｍａｎ，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ｄ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ｘｆｏｒｄ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ｐ．１５．
Ａ．Ｃ．Ｅ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Ｔｈ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４７，ｐ．２１１．
ＨａｎｎａｈＰｉｔｋｉｎ，“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ｎｔＩ”，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９（１９６５），ｐ．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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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的服从究竟有多大程度或者是在什么方

面？———政治义务的范围。（３）我是怎样负有政
治义务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我真正负有政治义

务吗？———政治权威的起源。”① 其实，这三个

问题已经为上述皮特金的解释所涵盖了。

根据德沃金的论述，政治义务涉及这样一些

问题：“公民仅仅因为法律的存在就负有真正的

道德义务吗？立法机关颁布了某项规定，这一事

实本身是否就赋予了公民道德理由与实践理由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去服从该规定？这种道德理由
是否即便对那些不赞成这项法律或认为它犯了原

则性错误的公民来说仍然是有效的？”②

从诸多学者对政治义务问题的不同说法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政治义务问题不是一个

单一的问题，而是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对某一

个问题的回答必将影响到对其它问题的回答；另

一方面，公民的政治义务与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是

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

为什么不少学者都把政治义务问题看作现代政治

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这样，一般说来，政治义务问题主要涉及下

述几个问题：首先，一般而言，公民是否有政治

义务？或者说，公民是否有独立于内容的道德理

由服从法律？正如前面所言，由于政治义务是一

种道德义务而非审慎义务，因此公民是否有政治

义务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在问公民是否有很好的理

由服从法律，因为这并不成为一个问题，毕竟任

何明智的人即便是出于避免法律惩罚的考虑，也

有很好的理由服从法律。毋宁说，这个问题关心

的是，公民是否有道德理由遵守一般的法律 （而

非某项具体的法律）或国家的统治。同时，由于

政治义务是一种独立于内容的义务，因此，公民

是否负有政治义务这个问题追问的是，法律要求

公民去做某事这一事实本身是否构成公民遵守法

律的一个道德理由？具体而言，“当法律所禁止

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道德上错误的行为时，

法律的禁止是否增加了不应该去做这种行为的道

德理由？当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原本是道德上可取

的或无关紧要的时，法律的禁止是否使得这种行

为变成了道德上的错行？”③ 大多数论者都承认

政治义务的存在，但是近来也涌现出一种与政治

无政府主义有所不同的哲学无政府主义立场，这

种立场否认政治义务的存在，但并不认为公民有

权利任意违背法律和政治权威，更不能随意推翻

国家的统治。④

其次，如果说公民有政治义务，那么公民是

如何获得政治义务的？或者说，公民为什么有独

立于法律之内容的道德义务或道德理由服从国家

的法律？这些道德义务或道德理由产生自何种道

德原则？如果认为一般的公民没有政治义务，那

么这种观点的根据在哪里？这实际上是政治义务

的证成与反驳问题，它涉及公民政治义务的道德

基础，是政治义务理论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

的不同回答产生出不同的政治义务理论。如果找

不到独立的道德理由来为公民的服从行为辩护，

那么公民就没有政治义务。值得注意的是，正如

我在前面所指出，由于政治义务是一种道德义

务，我们不能借助于审慎义务来解决政治义务的

基础问题。就是说，对于公民为什么有道德义务

或道德理由服从法律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

作出这样的回答：“因为不服从将遭受惩罚”或

“因为国家与法律是美好生活所必需的”。这些回

答只能说明服从是有利的，而没有说明服从在道

德上是对的；这些回答也不能把对国家的服从与

对抢劫犯的服从区开分。

第三，如果说公民有政治义务，那么这种义

务的条件或限度是什么？或者说，在什么条件

下，公民负有政治义务？在什么条件下，公民的

政治义务终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往往取决于如

何回答第二个问题。

第四，如果说公民有政治义务，那么这种义

务到底是对谁所负的义务？是对国家、政府、政

府官员还是对本国的其他公民所负的义务？这涉

及政治权威的识别。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也取决

于如何回答第二个问题。

９８

①

②

③

④

［英］大卫·米勒等编：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

书》，邓正来等译，第５６０页。
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Ｌａｗ’ｓＥｍｐｉｒ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ｐ．１９１．
这里采用的是肯特·格林纳瓦尔特 （Ｋｅｎｔ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ｌｔ）

的表述，参见 Ｋｅｎｔ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ｌｔ，“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ｕｔｙｔｏＯｂｅｙｔｈｅ
Ｌａｗ”，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４，Ｎｏ．１（１９８５），ｐｐ．３－４。

参阅 ［美］罗伯特·保罗·沃尔夫：《为无政府主义申

辩》，毛兴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政治义务：
证成与反驳》，毛兴贵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四部分的５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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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义务问题是伪问题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公民身份本身即包含

了一系列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就有政治义务，因

此，问一个人为什么有道德义务服从法律是没有

意义的伪问题，正如问一个警察为什么有维护治

安的责任是没有意义的一样。公民身份与公民的

政治义务在逻辑上以及概念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就必然要服从其法律和

统治，为政治义务提供一般的证成或理据的做法

是误解政治义务的结果，是概念混乱的表现。玛

格丽特·麦克唐纳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较早
地提出过这种观点。她指出：“问我为什么应该

服从法律就是在问是否可能存在一个没有政治义

务的政治社会，这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所谓的政

治社会，就是指根据某些规则而组织起来的人

群，这些规则由其中的某些成员来执行。”① 托

马斯·麦克弗森 （Ｔｈｏｍａｓ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更清楚地
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社会人负有义务不是

一个需要解释或 ‘证成’的……经验性事实。这

是一个分析命题而不是一个综合命题。因此，

‘为什么我们应该接受义务？’这种形式的一般性

问题都是一种思考错误。‘为什么 （作为一名成

员）我应该接受俱乐部的规则？’是一个荒谬的

问题。接受规则本来就是作为一名成员题中应有

之意。同样，‘为什么我应该服从政府？’也是一

个荒谬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政治义务是我们可

以没有、进而有待证成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没有

理解作为政治社会的一员到底意味着什么。”②

实际上，这种观点很难站得住脚。首先，麦

克弗森用俱乐部成员身份类比公民身份是很不恰

当的。政治社会与俱乐部以及二者所涉及的义务

并不一样，俱乐部及其所涉及的义务是我们可以

主动而自愿加以选择的，而政治社会及其所涉及

的义务则不然，我们往往是因为出生而偶然地身

处一个政治社会之中并因此而背负义务的，这不

取决于我们的选择或意志。

其次，我们并不是对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政

治社会的法律都负有服从义务，我们只对合法的

政治权威具有服从义务。就是说， “政治社会”

与 “义务”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因此，

“政治社会中的人负有服从义务”并不是一个分

析命题。③

再者，即便可以将政治社会与俱乐部做类

比，即便政治社会与义务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

提出义务的根据何在的问题也并不是没有意义

的。如果一个俱乐部成员问 “我为什么有义务或

应该服从俱乐部的规定”，那么恰当的回答不是

“你的问题是荒谬的，因为是俱乐部成员就要服

从俱乐部的规定”，相反，我们应该这样回答

“因为你是自己主动自愿加入俱乐部的”。事实

上，同意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把政治社会看作是

一种俱乐部式的自愿联合体，并用公民的自愿行

为来为政治义务提供根据，这种理论并不认为政

治义务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伪问题。西蒙斯举的一

个例子可以让我们很好地看到这一点。他说，磁

铁能够吸引铁屑，这当然是一个分析命题，但

是，当有人问 “为什么磁铁能够吸引铁屑”这个

问题时，下述回答并不恰当：“因为吸引铁屑是

磁铁一词题中应有之义，你的问题没有意义，是

概念混乱的表现”。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在要求

对磁铁的性质作出解释。同理，为什么政治社会

的成员负有服从政治社会的法律的义务这个问题

即便是一个分析命题，也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一

个没有意义的问题。④

（责任编辑　任　之）

０９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４１（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ｐ．１１０．

Ｔｈｏｍａｓ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Ｋｅｇ
ａｎＰａｕｌ，１９６７，ｐ．６４．类似的观点参见 ＨａｎｎａｈＰｉｔｋｉｎ，“Ｃｏｎｓｅｎｔ
ａｎｄ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Ｉ”，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０
（１９６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可参阅ＪｏｈｎＨｏｒｔ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
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第六章。

相关的讨论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ａｇｇｅｒ，“Ｗｈａｔ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
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１，Ｎｏ．１
（Ｍａｒ．，１９７７），ｐ．９１．

ＪｏｈｎＳｉｍｍｏｎｓ，Ｍｏ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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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ｄｅ：生存即实践

———对 《旧约·创世纪》“造物”神话的哲学分析

何光顺

【摘要】Ｍａｄｅ，生存即实践，是除了从圣经首章 《创世纪》到 《约翰福音》的 “语词中心论”之外的另一个主题，即

身体化的行动。从ｍａｄｅ（造物）在 《创世纪》中的位置来说，某种程度实际上预示着 “语言 －时间”向 “实践 －空
间”的变奏。这同时也是对从古希腊λογοσ转化而来的语词中心主义的内在挑战，但这一点却与圣经 《约翰福音》中

译本的 “太初有道 （Ｗｏｒｄ）”内在契合。这种 “身体－实践”的行动主义在西方思想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代进
程中得到强化，并进而表现为歌德以 “太初有为”重译 “太初有言”的行动主义的自觉。在１９世纪末特别是２０世纪
以来，“身体／实践”与 “语词／言说”的紧张得到了调和，呈现出的是人之存在就是在行动的空间展开与言说的时间
叙述中的双重合奏。

【关键词】ｍａｄｅ（造物）；生存；实践；身体；语词
中图分类号：Ｂ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９１－０６

　　一般认为，东方诗学是实践论的，西方诗学
是概念论的。但应当注意，这只是就其主要倾向

而言的。从 《旧约·创世纪》来看，西方诗学确

实是在语词的道说 （Ｓａｉｄ）与命名 （ｃａｌｌｅｄ）中
开始，然而，同样在这一重要篇章中，实践的指

向也开始得到显现。上帝的语词创造同时显示为

某种行动过程的展开。这就是造物 （ｍａｄｅ），造
物对于至上神而言，似乎难以想像筣的任何行

为，因为筣说，世界便成就；但从某种程度上

说，造物 （ｍａｄｅ）也同时可视为语词之说的相
即不离的实践行为，可以看作生存即实践的展开

与完成。限于篇幅，我们已另文有阐述 “道说”

（Ｓａｉｄ）和 “命名” （ｃａｌｌｅｄ）这两个关键词，本
文仅重点着眼于阐述 “造物”（ｍａｄｅ）一词，以
揭示生存即实践的存在论的问题。

一、ｍａｄｅ（造物）：
“语言－时间”和 “实践－空间”的变奏

　　在早期希腊传统中，希腊神话和史诗就是在
众神的 “争吵”（语言）中开始的。古希腊思想

的关键词 λογοσ（Ｌｏｇｏｓ）最基本的含义就是
“言说”①。早期希伯莱神话及基督教圣经也是在

上帝的 “言说”中开始，《创世纪》开篇就有写

道世界是在上帝的 “言说”中开始的：“起初神

创造天地……神说 （Ｓａｉｄ）：‘要有光。’就有了
光。”②这种 “说”因其创始和神圣，我们可以谓

之为 “道说”。 《约翰福音》英译本开篇也有对

“Ｉｎ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ｉｎｇｗａｓｔｈｅＷｏｒｄ”中 “Ｗｏｒｄ” （语
词）的强调，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将其直译为

“太初有 ‘言’”，在中译本中则被译为 “太初有

‘道’”（《约翰福音》１：１）。如果说，时间性是
在语言的叙述中获得纵向的延展，那么，空间性

则是在身体的实践活动中获得向外的开拓。《创

世纪》的上帝的 “造物”（ｍａｄｅ）可以看作 “精

神”不再满足于内向化的体验，而开始操心或操

持于一个现世的外在化世界。

这种以 “上帝”作为最高象征的 “精神”，

落实具体化为亚当 （单性人）而后分裂为对立统

一的男人和女人。亚当和夏娃 （ＡｄａｍａｎｄＥｖｅ）
是上帝创造出世界和肉身的人，他们象征着 “精

神／语词”创造出 “物质／世界”，而上帝用亚当
的肋骨造出夏娃，象征着精神的自我否定与对立

１９

 作者简介：何光顺，（广州５１０４２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暨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①　苗力田编：《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９页。
②　本文使用的 《圣经》是中文和合本中英对照新国际版２００７年版。以下 《圣经》引文皆出自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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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人作为最高的精神创造的特殊的存在者是

精神性的存在，而其精神性从根本上说体现为无

空间的时间性的把握，就是对其存在之有限性的

领悟，这种时间性领悟的外化应合着上帝之精神

的自我对象化运动，也同样包含着外在化关系的

拓展，但归根结底是一种领悟着的时间化的生存

关系。上帝的精神的运动就是对于人的基本存在

状态的揭示：操心。① 操心不是从意志、愿望、

嗜好与追求中派生出来，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就奠

基在操心之中。作为在诸因缘牵挂中的人在刚刚

对它自身道出它自身的时候，就早已把自己解释

为操心 （ｃｕｒａ），就是最高的精神存在的物物化
与世界世界化的道路，这种操心的具体化展开就

是实践，就是为其存在而奋斗的生命的活动。

这种最高精神的的外化的活动在 《旧约》中

就以上帝的做工开始，实际也就是文明的创造的

开始。上帝的做工，本质上是人对自己创造自己

的神化，是对因着时间性而进入历史性的世界的

神学解释，是将理智之所知化入到生活之行，是

一种客体化的行动，是通过视、听、嗅、触等不

同的感官知觉方式实现自我本质的对象化的投

射。这种从知到行的转化关系，同时也可以看作

时间关系向空间关系转化的结果。

当然，这种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转化，在中西

文化中各有侧重。中国文化是先重 “行为／实践”
的空间性而后 “认知／语言”的时间性，西方文
化却先重 “认知／语言”的时间性而后 “行为／
实践”的空间性。当然， “知／行”或 “行／知”
的合一，都是中西方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毕

竟因着历史条件差异而各有关注重心。从两希文

化融合以来的西方文化所注重的 “道说”

（ｓａｉｄ）、“命名”（ｃａｌｌｅｄ）首先是属于 “认知／语
言”的精神性和概念性范畴，而后才有 “造物”

（ｍａｄｅ）的实际的 “行为／实践”。在中国文化
中，无论早期的 “女娲造人”、 “女娲补天”、

“夸父射日”、 “大禹治水”，亦或可能后来传入

的 “盘古开天辟地”等系列神话，都以 “行为／
实践”为先，而 “认知／语言”却不曾得到凸
显。

《圣经》所包含的 “知／行”关系，首先体
现在首章篇名 “创世纪”中，该词的英译是

“Ｇｅｎｅｓｉｓ”，其英文义涵包括 “创始、起源、发

生”几项。从经文叙述看，这创始工作 （Ｇｅｎｅ
ｓｉｓ）又包括了道说 （ｓａｉｄ）、称名 （ｃａｌｌｅｄ）和造
物 （ｍａｄｅ）三个步骤。在一般造物层面，叙述
者是用 “ｍａｄｅ”这个词来表示 “造”这个行为，

而只有在 “创造天地”、 “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

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和 “造人”时，用了

“ｃｒｅａｔｅｄ”这个词，作为动词的 “ｃｒｅａｔｅ”对应于
篇题作为名词的 “Ｇｅｎｅｓｉｓ”，实际是一个总括性
动词，同样包括了道说 （ｓａｉｄ）、称名 （ｃａｌｌｅｄ）
和造物 （ｍａｄｅ）三个步骤。 “ｃｒｅａｔｅ”的创造，
不仅包括了无生命的日、月、星等，还包括了有

生命的飞鸟、野兽、牲畜、昆虫。因此，所有有

生命的物，英译本都称为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这样，
我们也可以理解篇首的 “Ｉｎ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ｉｎｇＧｏｄｃｒｅ
ａｔｅｄ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这里的 “ｈｅａｖｅｎｓ”
具有 “天堂”的含义，是富于生命的；同时

“ｅａｒｔｈ”是 “地球”也同样是蕴含着生命在里

面；而 “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

也和 “起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着关

联，是灵性生命化的。因此，篇首 “ｃｒｅａｔｅｄ”就
具有总说 “创造”的含义，其意为 “宇宙”是

被上帝创造的，这创造工作包括了后六天的具体

创世工程。

在上面从 “语言－时间”到 “实践 －空间”
关系转化的变奏中，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个事

理，那就是在这个文本中隐藏着精神性的语词的

外在化扩展的运动，但西方思想从其奠基性和根

本性上来说，仍旧是 “语词－时间”优先的。这
样，我们就看到一种明显的区分，在六天的创造

之工中， “神”的 “道说”总是先于 “造物”

的，神每一天的创造之工都在 “道说” （Ｓａｉｄ）
中开始，只在 “命名”和 “造物”顺序上略有

差异。第一天没有说 “造” （ｍａｄｅ），而只有
“说”（ｓａｉ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
后，似乎有 “把光暗分开”的 “可能”的 “行

为”，说是一个可能的行为，是因为这 “分开”

是模糊的，我们不清楚到底是用 “行为”还是

“言说”将光暗分开的。甚至即使第二天以后比

较明确的 “造” （ｍａｄｅ），我们也不敢将其断然

２９

①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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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作行为上的，因为如果从 《圣经》或犹太基督

教神学出发，很难想像上帝需要用 “行为”来进

行造物之工。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只能勉强将

“ｍａｄｅ”从人的视角看作一种行为；但从犹太基
督教神学的角度来阐发，神就完全是在以筣的语

词、道说、命名的绝对精神和绝对理念在做工，

语词、上帝和存在是同一的，而这也就是 《约翰

福音》所展示的，Ｗｏｒｄ／λογοσ／Ｇｏｄ也是同一
的。

二、ｍａｄｅ（造物）和
中国 “道”（Ｔａｏ）的互释

　　在前文中，我们对 《圣经》的叙述姑且可以

提取出类似于 “行为／实践”层面的 “造物”

（ｍａｄｅ），只是为说明方便，因为这种隐含着的
“行动／实践”虽然在逻辑顺序上后于作为 “认

知／语言”层面的 “道说” （ｓａｉｄ）和 “命名”

（ｃａｌｌｅｄ），然而，在西方历史传统中，仍旧具有
着重要地位。我们先来看 “创世纪”中隐含着

“行为”性的语词 “造”（ｍａｄｅ）：
神就造 （ｍａｄｅ）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

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有晚

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创１：７）
于是神就造 （ｍａｄｅ）了两个大光，大的管

昼，小的管夜，又造 （ｍａｄｅ）众星，就把这些
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

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

日。（创１：１６－１９）
于是，神造出 （ｍａｄｅ）野兽，各从其类；

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

看着是好的。（创１：２５）
在具有 “行为／实践”的含义上， “ｍａｄｅ”

（造物）在西方思想史的谱系中，虽然是后于

“精神／语词”的，但其所具有的 “行动／实践”
的含义却和中国思想的关键词 “道”获得了某种

契合。 “神”六天的创世工程都是在 “道说”

（ｓａｉｄ）中得到绝对理念的初步展开，在 “命名”

（ｃａｌｌｅｄ）中得到概念的具体化显明，在 “造物”

（ｍａｄｅ）中得到现实化的形式的完成。中国的
“道”在 “言说”和 “命名”的义涵上较弱，但

在 “行为”和 “实践”的义涵上较强。西方学

者海德格尔将 “中国的主导词 ‘道’（Ｔａｏ）”与
古希腊的 “逻各斯”以及他自己思想中的主导词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相提并论，虽然具有卓越的识见，但
却忽视了各自分别侧重于 “行”和 “言”的差

异。海德格尔在 《语言的本质》中指出：

老子的诗意运思的引导词语就是 “道”，

“根本上”意味着道路……

但 “道”或许就是产生一切道路的道路，我

们由之而来才能去思理性、精神、意义、逻各斯

等根本上也即凭它们的本质所要道说的东西。也

许在 “道路” （Ｗｅｇ）即道 （Ｔａｏ）这个词中隐
藏着运思之道说的一切神秘的神秘……也许方法

……是为一切开辟道路、为一切绘制轨道的那条

道路的分流。一切皆道路 （ＡｌｌｅｓｉｓｔＷｅｇ）①

无疑，海德格尔从中西方思想的开端和起源

处将 “道”、 “λογοσ／Ｌｏｇｏｓ”当作是同样重要
的，但我们更当注意到，“道”虽有言说，也有

在路上的多重含义，但最根本的含义是在十字路

口的观望以及准备踏上道路的行动，而其言说义

在逻辑顺序上却是居后的。更重要的是， “道”

的 “人在四达之地的即将选择而又未选择状

态”② 也不是 Ｃｒｅａｔｅｄ（创世）所能完全囊括的。
大略言之，中国思想的 “道”更多注重的是一种

“行动”和 “实践”的贯彻，是一种人生缘域式

的展开。《创世纪》的 “道说”（ｓａｉｄ）、“命名”
（ｃａｌｌｅｄ）先于 “造物” （ｍａｄｅ），却更重 “语

词”和 “概念”的规范和清晰，是属于一种先

验论和本体论的。从古希腊的 λογοσ和 《圣经》

的Ｗｏｒｄ中，不难看出弥漫西方思想世界的是一
种 “语言本体论”或 “语词中心论”思想。只

有在 “道说”和 “命名”的先知先觉中，世界

才能从晦暗中被照亮，从而显出其秩序井然和是

非彼此。在注重语词的道说中，西方思想史充分

强调语言的奠基性意义，即认为以言说和命名为

基础的认知的充分发展与分化，是人类文明走出

蒙昧的根本动因所在。言说使人从自然人转变为

社会人，使人的自然行动转变为有目的的创造性

的社会行动。

３９

①

②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１６５页。
何光顺：《老庄折 “庸道”———兼及西方思想与老庄思

想的互训》、《哲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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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如果不依照福柯的 “相似型”、

“表征型”、“现代型”① 三个时代划分的话，那

么，我们可另行划分出更合理的三个时代：“语

词型”、“实践型”、“现代型”，即从古希腊古希

伯莱到中世纪可划作 “语词型”时代，从文艺复

兴到启蒙运动可划作 “实践型”时代，从叔本

华、尼采以来则可划作 “现代型”时代。这样，

在从两希时代到中世纪时期，“语词”便具有创

世的中心地位。在 《圣经》作者看来，语言的创

造就是思想的清晰化，而行动的创造很可能是盲

目的创造。因为语言之说 （ｓａｉｄ）的创造意味着
世界对待分别的开端。在说 （ｓａｉｄ）之先，无所
谓世界，无所谓历史，而唯有未曾被分别的混

沌。在说 （ｓａｉｄ）之后，世界被创造而进入历
史，而在光照中得到显明。显然，光 （ｌｉｇｈｔ）对
于神而言，虽为偶然之物，然对神之说 （ｓａｉｄ）
而言，却成为必然之物。

如果再替换掉 “神” （Ｇｏｄ）的筣者身份，
神说 （ｓａｉｄ）的隐喻义便将得以显现，即语言之
说 （ｓａｉｄ）意味着文明智慧 （ｆｒｅｅｄｏｍ）的开端，
说 （ｓａｉｄ）使人脱离蒙昧，使人走出动物时代，
言说成就了人。文明的曙光即从语言划破黑暗混

沌的分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开始。人在言说 （ｓａｉｄ）
之后，才真正进入有意识的行动的创造 （ｍａｄｅ）
时代，人的双手 （ｈａｎｄｓ）被真正赋予方向性和
目的性的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说，《旧约·创

世纪》开篇的 “起初，神创造天地”、 “造出大

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和 “创造

人”，都是用 “ｃｒｅａｔｅｄ”，而不是用 “ｍａｄｅ”。
“ｍａｄｅ”是具体事物的创造，而 “ｃｒｅａｔｅｄ”是
“宏大”的或 “属灵”的创造，是 “语言”的创

造。天、地 （ｈｅａｖｅｎ、ｅａｒｔｈ）或许因其宏大而用
“ｃｒｅａｔｅｄ”，同时也可能因为那是神和人的居所，
大鱼和水中滋生的各样活物，可能因为和水有

关，而这与最初 “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也是

相呼应的，而人是上帝为其吹了一口气而有灵性

的。灵性和语言具有同一性，故水中的动物和人

都同属 “ｃｒｅａｔｅｄ”的创造。
神六天的 “说” （ｓａｉｄ）、 “称” （ｃａｌｌｅｄ）、

“造”（ｍａｄｅ）都可统归于 “ｃｒｅａｔｅｄ”，而 “人”

（ｈｕｍａｎ）的 “被造” （ｃｒｅａｔｅｄ）则是这创造
（Ｃｒｅａｔｅｄ）之功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如果我们问

《创世纪》是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纪？那么，

神创的世纪就是能够不断 “言说”自身 “历史”

的 “人类”的世纪。自然 （ｎａｔｕｒｅ）的历史纪元
不过是为人类 （ｈｕｍａｎ）的历史纪元做了准备，
能说话的人终究是历史的目的所在。“人”是神

做工的目的，是最终的工作，故 “到第七日，神

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

工，安息了。”（创２：２）《创世纪》的主题在这
里也得到彰显与完成，故而，“神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这圣日不仅是因神做工的结束而圣，

而更因为 “人”在 “上帝”知行合一的杰作中

称圣。人分有了上帝的 “灵性”，在英语 《圣

经》中，上帝赋予人的 “灵”写作ｂｅｉｎｇ或ｓｏｕｌ，
是 “神”吹来的 “生气”（ｂｒｅａｔｈ），是创世之初
“神”运行在水面的 “灵” （Ｓｐｉｒｉｔ），人因为
“灵”而与 “神”相通，也从而使人超越普通的

“造物”而获得独立。因而，神 “照着自己的形

像造人”便只能从 “属灵”的含义上去解释。

这就如圣歌所描写的：“人们用形象而不是按照

你的本质来形容你的模样：他们仅仅按照你的表

现把你比喻成那个样子。”②

三、ｍａｄｅ（造物）：
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 “实践论”的转向

　　 从 《创世纪》的 “圣言”读解，及其和

λογοσ、“道”的互训，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
思想的一个重大分歧即在于 “言”和 “无言”

的分歧。然而，西方的 “语词型”时代到文艺复

兴和启蒙运动期间便发生了转向，这种转向就是

“实践型”时代的到来。当马基雅弗利说： “一

切武装的先知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失败了。”

这预示着一个注重力量和运动的时代的到来，语

词、精神和信仰开始逐渐让位于现实的力量和行

动。当弗兰西斯·培根 （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ｃｏｎ）说：
“知识就是权力。”（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ｓｐｏｗｅｒ．）在
这里，精神的语词的力量同样需要转化为现实的

权力。乔治·贝克莱 （ＧｅｏｒｇｅＢｅｒｋｅｌｅｙ）提出：

４９

①

②

［法］福柯：《词与物·前言》，莫伟民译，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１４页。
［加］诺思洛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吴持哲译，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０页。



Ｍａｄｅ：生存即实践

“存在就是被感知。”这几乎就是身体感知行动论

的告白。大卫·休谟更将道德视为哲学的主题，

这也将为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置根于天上的理念的

追求转向具体伦理道德的践行提出了时代的主

题。笛卡尔说 “我思故我在”（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
ａｍ．），这已经将设定在上帝那里的语词和绝对
精神内化到了个体的内在化的怀疑与思考。

西方思想到了康德这里，实现了一个重大转

变，那就是为了确立身体经验的行动和实践之

维，康德提出了 “物自体”的假说，即 “物自

体”是存在的，但是不可知的；只有那些感觉经

验的东西，才被允许进入知识的王国；作为非感

觉经验的 “物自体”如 “神 －上帝”就只是一
些 “观念” （ｉｄｅａｓ），在感觉经验世界不存在相
应对象，所以不能进入知识王国。传统的旧形而

上学在 “语言／认知”的世界思考 “神”就被断

定为 “理性”的僭越。于是，康德将身体经验和

行动交托给了纯粹理性，而将 “宗教－信仰”交
托给了实践理性。实际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都可

以看成是实践的，前者是将自然的外在空间世界

纳入知识理性的王国，后者是将生命的内省和净

化活动纳入到道德理性的王国。基于前两者，康

德还提出了判断力批判实际就是感性学的研究，

这都意谓着西方思想界从 “语词／认知”的 “时

间”之维进入了 “身体／行动”的 “空间”之

维。

在康德之后，黑格尔更将 “上帝”、 “绝对

理念”看成是人类历史在行动中趋向和完成的绝

对性终点。世界从未曾定义、未曾展开的存在开

始，进入到规定即否定的本质的丰富，再前进到

否定之否定的概念的完成。当然，在具体的人行

动着的世界中，这概念又作为下一个正、反、合

的起点，继续进行着螺旋式的上升，以推动着人

类历史慢慢进入绝对理念的神圣王国。正是从这

个角度来说，黑格尔界定了艺术和美，指出美就

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感

性显现无疑是对基督道成肉身的重释，同时突显

了人性的实践之维。从这个人性的实践维度出

发，才有了费尔巴哈所说的 “上帝就是人的本

质”。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主义

的这个历史进程就是 “语词／认知”中心论的传

统形而上学遭遇到 “身体／实践”的感性学的有
力挑战的过程。正是从这个大的历史语境出发，

以 《圣经》为奠基的 “语言中心主义”遭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而该时期的歌德在其

巨著 《浮士德》中对于该问题的思考可谓其代

表：

浮士德在书斋中打开了 《新约》，想要将

“神圣的原文翻译成我心爱的德语”。 （打开一

卷，着手翻译）上面写道： “太初有言！”这里

给卡住了。谁来帮我译下去？我不能把 “言”抬

得那么高，如蒙神灵开导，就得把它译成另外一

个字。那么，上面可能是 “太初有意”了……难

道 “意”就能创造一切？我想它应当是 “太初

有力”！可一写下这一行，我就警觉到，还不能

这样定下来。神灵保佑！我可有了主意，于是心

安理得地写下：“太初有为！”①

浮士德在翻译 《约翰福音》的过程中不断替

换着字眼，这实际上是歌德借他之口在思考万

物。他思考的结果是 “行为／实践”创造了世界，
而不是 “语言／认知”创造世界。歌德关于从
“言说”到 “行动”的创世思想的转向，实际上

是和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人本／个人／人文主
义兴起的时代氛围相一致的，是这个时代资产阶

级开拓进取精神的象征，是一个从中世纪注重神

圣言说到新时代注重行动实践的文学话语的表

达。但是，歌德在作品中将 “太初有言”转译成

“太初有为”，这无疑偏离了 《圣经》本意和西

方语言中心主义的悠久传统。在希腊语版本圣经

中，这句话原文为：Εναρχηηνλογοσ，καιο
λογοσ ην προσ τον Θεον， καιΘεοσηνο
λογοσ②，在这里， “言”或 “道”的希腊原文

为 “逻各斯” （λογοσ），λογοσ即 Ｌｏｇｏｓ由画廊
学派和亚历山大学派哲学进入新约，具有 “语

词”、“概念”、“理性”、“描述”、“原理”、“解

释”、“原因”、“规则”、“比例”、“圣歌”等多

种含义，而 “语词”或 “言说”却是基本含义。

当歌德用 Ｗｏｒｄ（语词）来译 λογοσ（Ｌｏｇｏｓ），
并试图将其强译成 “为”时，便已远离该词的本

５９

①

②

［德］歌德：《浮士德》，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８页。
参见雷立柏主编： 《拉丁成语辞典》，北京：宗教文化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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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于是， “言”被外在化，而 “为”被内在

化。“为”（ｍａｄｅ）开始先于 “言”（ｓａｉｄ）。
显然，歌德对 《圣经》“语言中心主义”的

远离，是欧洲１８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个人本位主
义和行动至上主义的结果。在康德、黑格尔、歌

德以后，注重人的意志、身体和运动便成为时代

的潮流。叔本华提出 “唯意志论”，认为世界是

意志的表象；尼采提出 “强力意志论”，否定基

督教道德观；胡塞尔提出 “面向事物本身”，注

重现象学的还原；海德格尔提出 “基础存在论”，

注重从此在出发以通达存在；梅洛·庞蒂提出

“知觉现象学”，注重感知觉的经验。当然，２０
世纪从胡塞尔以后，或更早从叔本华、尼采那

里，西方思想已经进入到了 “现代型”时代，特

别是在海德格尔的 “存在论”哲学中，某种程度

上又实现了对语言的回归。但这种存在论的语言

观已不同于中世纪的 “语词”和 “行动”的二

元对立，而是实现了在作为身体和精神合一的

“此在”在其去存在的言说和行动中的共同成人。

这种在世劳作的成就人之本质，早已在１９世纪
的作为存在主义诗人先驱的荷尔德林那里得到吟

唱：“神本是人的尺度，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

栖居在大地上。”① 神作为人的尺度是在人的现

世劳动和行动中得到检验和印证的，这同时也是

加尔文新教革命在艺术领域的回应。

最后，我们可以说，从文艺复兴以后，当

“言”被视为工具或 “人言”，而 “神”被祛魅

之时，专属 “神”的 “圣言”便在资本主义最

初兴起的物欲至上的功利主义世界渐趋暗沉。于

是，属 “神”的 “空言”便远没有属 “人”的

“实为”更能体现人性自觉与主体创造。于是，

在康德、黑格尔、歌德的时代，人们对专属 “神

圣”和 “λογοσ”的 “圣言”已显得太过陌生，

他们无法理解 “言说”在古希腊和 《圣经》中

所具有的首要含义。在古希腊文中， “逻各斯”

（λογοσ）最基本的含义就是 “言说”，而这与古

希腊城邦社会的公民政治相适应，即无论理性、

公理、正义、法则等都必须在广场的充分言说讨

论中实现和达成。无疑，这种源初的 “语言”逻

各斯含义，是社会公理存在的基础，是和常识的

“语言”观相去甚远的，是非工具化的。在从文

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的浪潮中，表达人

的感觉、身体、行动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达芬

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文艺复兴巨匠就是从

这个身体感觉苏醒的时代，创造了属于人之艺术

的辉煌。

然而，物极必反，远离圣言的身体化和功利

化的行动至上主义，也带来了没有信仰的时代的

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更大规模屠杀。倾听圣言，

重拾神圣，就成为２０世纪西方 “身体／行动”和
“语词／存在”思想潮流的重新汇合。只是这里的
“语词”不再仅仅通向 “认知”上帝，而同时通

向 “感觉”身体，是 “身体／行动”与 “语词／
感知”相互应合的 “存在”之彰显。这是身体

的空间化与语词的时间化的双维交叉，是对 《创

世纪》的语词的 “道说” （ｓａｉｄ）、 “称名”

（ｃａｌｌｅｄ）与 “造物”（ｍａｄｅ）的创造世界工程的
回应，是 对 《约 翰 福 音》 的 “太 初 有 道

（Ｗｏｒｄ）”和基督的 “道成肉身”的哲学重释与

当下践行。

（责任编辑　任　之）

６９

①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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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霍费尔的责任伦理思想探析

王玉静

【摘要】朋霍费尔的责任伦理思想主要集中于 《伦理学》，部分分散于 《狱中书简》。由于对朋霍费尔责任伦理思想的

研究不能脱离他的生存背景以及神学视域，本文尝试将朋霍费尔的责任伦理思想置于他的神学以及伦理学语境中，以

期厘清朋霍费尔责任伦理思想产生的具体背景，并在基督教背景下，更好地把握朋霍费尔的责任伦理思想。

【关键词】朋霍费尔；责任伦理；基督；终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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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特利希·朋霍费尔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Ｂｏｎｈｏｅｆｆｅｒ，
１９０６－１９４５），是巴特之后一位才华横溢的神学
家，其生前的著作虽不多，却留给后人丰厚的神

学遗产。他生命最后的两部著作 《伦理学》

（Ｅｔｈｉｋ）和 《狱中书简》 （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ｇｅ
ｂｕｎｇ）使其神学思想臻至高峰。朋霍费尔寻求的
是一种信仰和生命的统一，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

了信仰。如朋霍费尔的研究者，德国神学家恩斯

特·费尔 （ＥｒｎｓｔＦｅｉｌ）所言，“朋霍费尔的思想
由他的生命而发展出，他的神学是尝试对鲜活信

仰的反思”。①

朋霍费尔的责任伦理思想是他在特殊的处境

中对伦理的真实感知，同时也延续了他神学思想

中的基督论，所以，对朋霍费尔责任伦理思想的

研究，要放在对其伦理学以及整个神学思想的研

究框架内，否则研究有落入空泛之嫌。

一、朋霍费尔的神学思想

朋霍费尔一生短暂，其神学并未形成系统，

然而，因他不倦地思考和写作，他的作品却也卷

帙浩然。本文就有限的阅读提炼其神学思想的若

干特点，为讨论他的责任伦理思想做铺垫。

（一）朋霍费尔神学的此世性

朋霍费尔的神学思想深受卡尔·巴特的 “人

的宗教与上帝的区分”和布尔特曼的 “非神话

化”等神学思想的启发。他将基督教的精髓从宗

教中剥离，驳斥巴特式的超越，对此世的关切是

贯穿朋霍费尔著作的主题。朋霍费尔从来不是遁

世的学者，如他自己所言，“只有完全彻底地生

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才能学会信仰”。②巴特

的自上而下的启示神学在神———人之间架起了巨

大的鸿沟，让人难以逾越。然而，作为有限的个

体，要言说 “上帝”，必然是站在 “个体”与

“上帝”的关系角度，朋霍费尔神学的 “此世

性”道出了个中缘由。神学的 “此世性”乃神

学思想的活力。无论是 “世界的及龄”还是

“非宗教的基督教”，都是让人们更好地面对现世

生活，只有真正站在这个世界，才能承担起身上

的责任：“只有通过完全彻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一个人才能学会信仰。”③

同时，朋霍费尔从基督中心论谈论基督教之

此世性，并认为基督就在我们中间：“‘此世性’

必须完全和基督教的爱有关，被基督教的爱所渗

透，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基督徒必须为此献出自

己的生命。”④追随基督，意味着要像基督一样投

入尘世： “基督徒不像那些拯救神话的信奉者，

他不需要得到一个逃避尘世种种负担和艰难的永

恒中的最后庇护所。但是，正像基督本人一样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他

必须喝干尘世的苦酒，并且只有在这样做时，那

被钉十字架而又复活的主才与他同在，他与基督

７９

 作者简介：王玉静，（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广州５１０６４０）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
①　Ｅｒｎｓｔ．Ｆｅｉｌ，Ｄｉ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Ｂｏｎｈｏｅｆｆｅｒｓ．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Ｃｈｒ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ｅ，Ｗｅｌｔｖｅｒｓｔｎｄｎｉｓ，Ｃｈｒ．Ｋａｉｓｅｒ：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７１，Ｓ．１３１．
②　 ［德］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９９页。
③　同上，第１８４页。
④　 ［德］朋霍费尔：《做门徒的代价》，隗仁莲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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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被钉十字架，一同复活……基督却是在人生

活的中心把握住人的。”①

（二）朋霍费尔神学的伦理性

朋霍费尔在１９３０年出版的博士论文 《圣徒

相通》中提到，对教会的认识要基于启示和位

格，教会是上帝启示的形体，“教会之位格的一

体，是基督以团契方式地临在 （ＣｈｒｉｓｔｕｓａｌｓＧｅ
ｍｅｉｎｄｅｅｘｉｓｔｉｅｒｅｎｄ）”。② 可见，团契对理解教会
有着重要的意义。在１９３９年出版的 《团契生活》

中，朋霍费尔用圣经的语言论述基督团契的灵修

生活。他认为，“基督教兄弟的团契是上帝之国

的恩典的馈赠……基督教的团契意指借由耶稣基

督和在耶稣基督里的团契”。③ 可见，团契是基

督徒灵修生活的根基，无论是 《圣徒相通》中的

“教会是基督以团契方式地临在”，还是在 《团

契生活》中的团契是基督徒灵修生活的基础，都

无不意指了朋霍费尔神学中的伦理向度。

朋霍费尔的 “十字架神学”和 “基督中心

论”，为人－神关系做了一个新的定位，即上帝
是在十字架上 “为我”受难的那个基督，上帝的

“为我”性体现在耶稣基督身上，有限的个体必

须效仿他，而个体存在的关切点在于 “为他人”

而活。他在 《基督论》④ 中讨论了耶稣基督的存

有，他理解的耶稣 －基督，主要是从身位理解，
而不是从其动态的 “力”角度。“应当将之解释

为神———人耶稣基督的 ‘为我结构’ （ｐｒｏｍｅ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基督之为基督，不是自了汉的基督，
而是同我发生关系的基督。”⑤ 所以，耶稣 －基
督的 “为我性”也是从身位角度理解，而不是如

自由神学说解释的，是从自己的情感，或从所处

的历史、文化背景所理解。在朋霍费尔看来，基

督的这种 “为我性”是团契的一种形式：“这就

是说，我们永远无法在基督的自足所是 （ｄａｓ
ＡｎｓｉｃｈＳｅｉｎ）中来思考基督，而只能在他同我的
关联中来思考他。进而言之，人只能在实存的关

系———或者换句话说，只能在团契———中思考基

督。基督不是一个自了汉的基督，也不是既可作

自了汉仍可置身于团契之中的基督。基督只能是

这样一位：他是在团契中为我的今在者。”⑥ 借

由基督的 “为我性”，朋霍费尔不仅为上帝注入

活力，也为伦理学注入活力。

可见，朋霍费尔的神学本身就是一种伦理神

学。如香港学者邓绍光所言，“潘霍华神学一以

贯之的是 ‘社群性’，进一步开展则为 ‘他者的

优先性’。因此，我们亦可断言其神学乃伦理的

神学。意即基督教神学的本性乃伦理的。‘社群

性’、 ‘他者的优先性’无不指向一伦理的向

度。”⑦ 对于朋霍费尔而言，以伦理为依据而存

在的人更接近基督和上帝，伦理是人存在之本

真。真实地活着的人，不是在主客对立的知识论

状态中，而是在伦理相遇的抉择中。

朋霍费尔给今天的神学界和思想界留下的精

神遗产虽然并不完整，但他开放性的、具有生命

力的观点促进了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为思想

界开拓了一块空田。同时，朋霍费尔神学的此世

性和伦理性为其责任思想提供了世俗的依据和伦

理的土壤，否则对责任伦理的讨论就是凿空之

论。

二、朋霍费尔的伦理学思想

朋霍费尔的伦理学思想与一般伦理学区别在

于：首先，“知善恶看来是每一种伦理学的目标。

基督教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扬弃这种知”。⑧

朋霍费尔认为，人的狂妄使人摆脱了 “本源”，

远离了 “生命”，自以为知善恶，然而，只有上

帝才知善恶。所以，“善”和 “恶”其实是不能

被人知晓的，人所知的善恶其实是非本源的。其

次，如何回归 “生命”和 “本源”成为基督教

伦理的首要问题：基督教伦理学在 “爱”中才能

使人回归本源，和上帝和解。只有爱能拯救一

切。这里的 “爱”，不是哲学上和心理学上抽象

的爱，而是上帝在耶稣基督中的显现———是在具

体的历史现实中的。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德］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第１６４页。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Ｂｏｎｈｏｅｆｆｅｒ，Ｓａｎｃｔｏｒｕ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ｏ．ＥｉｎｅＤｏｇｍａ

ｔ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ｚｕｒ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Ｋｉｒｃｈｅ，Ｔｒｏｗｉｔｚｓｃｈ＆Ｓｏｈｎ，Ｂｅｒｌｉｎ
ｕｎｄ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Ｏｄｅｒ，１９３０，Ｓ．１１６．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Ｂｏｎｈｏｅｆｆｅｒ，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ｅｓＬｅｂｅｎ，Ｍüｎｃｈｅｎ：Ｃｈｒｉ
ｔｉａｎＫａｉｓ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７９，Ｓ．１１２－１１３．

《基督论》（Ｃｈｒ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ｅ）是朋霍费尔１９３３年夏天在柏
林大学讲学时的讲义。

［德］朋霍费尔：《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朱雁冰、王

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５页。
同上，第５６页。
邓绍光：《界限与伦理———潘霍华的伦理神学》，香港：

香港浸会神学院，２００６年，第１０页。（潘霍华为港台地区对朋
霍费尔的译名。）

［德］朋霍费尔：《伦理学》，胡其鼎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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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不再是价值论断，而是上帝本身，只有追

随基督，分有基督，才能分有善：“基督教伦理

学问题是上帝在基督中启示的实在在上帝的造物

当中实现……善不再是对现存事物的估价……它

不再是判给某一本来存在的事物、某一现时存在

的事物的评价，善乃是实在者本身……我们维有

分有实在方能分有善。”① 毋庸赘言，朋霍费尔

伦理学的出发点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除聆听

他、遵守他之外，别无其他，因为 “我们唯一的

尺度即活生生的耶稣基督本身”。②

所以，对朋霍费尔而言，一方面，伦理学要

抛弃所谓的 “善恶”之知而转向爱，这爱就是上

帝显明的耶稣基督：“上帝就是爱，亦即不是一

种人类的态度，不是一种觉悟，不是一种行为，

而是上帝本身就是爱……所以爱是上帝的显明。

上帝的显明就是耶稣基督。”③ 另一方面，伦理

学要求以行动为导向，而不是论断。朋霍费尔拒

斥论断，因为论断和对善恶之知一样引起不和，

还引起人的团契的分裂，是人类伦理行为的混

乱。“耶稣要求排除善恶之知，要求与上帝合而

为一。对他人的判断总是以与上帝不和为前提，

判断阻碍行为。耶稣所说的善，完全在于行动，

而不在于论断。论断他人始终意味着自身行为的

中断。”④ 因为 “论断是恶的”，且 “在人的心中

结出恶的果实”。⑤

朋霍费尔将善从康德式的超验的概念中剥离

出来，并认为善的问题不应该蒙蔽在个体孤立的

抽象中，而应该在其生命整体的背景中被提出。

善不是普遍，而是处境，不是绝对，而是具体。

三、朋霍费尔的责任伦理的思想

朋霍费尔对责任的思考主要见于其 《伦理

学》 （Ｅｔｈｉｋ）中的一章，以及散见于 《狱中书

简》（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ｇｅｂｕｎｇ）中。其中，他关
于 “负责任的生命结构”的思考见于 《伦理学》

的第六章 “历史与善”。

朋霍费尔对责任的定义不是普遍的伦理式

的，而是神学式的：“作为对耶稣基督生命回答

的生命，我们称之为 ‘责任’ （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
ｔｕｎｇ）。”⑥ 既然责任是对耶稣基督生命的 “回

答”，那么，责任指涉的就是一种上帝和人之间

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需要关系双方

的约束，另一方面需要自由。朋霍费尔就是从

“人和上帝对生命的约束 （Ｂｉｎｄｕｎｇ）”和人 “自

己生命的自由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两方面谈论责任的生
命结构。约束和自由是都是责任的前提：“人和

上帝对生命的这种约束，被置于自己生命的自由

里。没有这种约束，没有这种自由，也就没有责

任。”⑦

约束一词的德文是 Ｂｉｎｄｕｎｇ，根据德语杜登
字典的解释，Ｂｉｎｄｕｎｇ的意思有：捆绑的关系
（ｂｉｎｄｅｎｄｅ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被束缚 （Ｇｅｂｕｎｄｅｎｓｅｉｎ）、
义务 （Ｖｅｒｐｆｌｉｃｈｔｕｎｇ）以及内心的联系 （ｉｎｎｅｒｅ
Ｖｅｒｂｕｎｄｅｎｈｅｉｔ）。它的同义词有关系、联系、结
合等。可以看出，朋霍费尔这里用约束 （Ｂｉｎｄ
ｕｎｇ）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涉关系和联系，
另一方面意指界限和限制。

然而，朋霍费尔认为，责任虽然出于关系

中，但不是基于相互性。责任强调一种单方面，

即承担约束和敢于自由的前提，并非期待责任的

客体有同样回应。朋霍费尔以父亲、教师和政治

家为例解释，他们的角色决定了他们责任行为的

不对称和单方面⑧。所以，责任中的约束有着单

方面性。

（一）负责任的生命结构

朋霍费尔将负责任的生命结构阐释为四个方

面，其中 “约束具有代表 （Ｓｔｅｌｌｖｅｒｓｔｒｅｔｕｎｇ）和
符合实在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ｇｅｍβｈｅｉｔ）的形象，自
由表明为生命和行动的自我检验 （Ｓｅｌｂｓｔｐｒüｆｕｎｇ）
和具体抉择的冒险 （Ｗａｇｎｉｓ）。”⑨ 其中，代表恰
是处于关系之中人的责任状态；符合实在则是规

定了责任中人的界限；而生命自由状态的自我检

验和冒险，是指涉界限的约束的另一面。朋霍费

尔的责任概念使责任保持张力：“在责任中，服

从于自由这两者均实现自身。责任中寓有这种张

力。一者摆脱另一者而独立，便是责任的终了。

负责任的行动既是受义务约束的，又是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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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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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从独立，会导致康德式的义务伦理学

（Ｐｆｌｉｃｈｔｅｔｈｉｋ），自由独立，会导致不负责任的天
才伦理学 （Ｇｅｎｉｅｅｔｈｉｋ）。”①

首先，他将责任归为人际交往活动中的 “代

表”（Ｓｔｅｌｌｖｅｒｔｒｅｔｕｎｇ），并在基督论中采用了社会
现象学的伦理基础。这种代表实质上是人同人的

关系。责任以代表为基础，即，责任是基于耶稣

代表的责任。代表就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献身：

“代表以及负责能力唯独在完全把自己的生命奉

献给他人的情况下才有。”②

其次，他使负责任的行为忠于 “符合实在”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ｇｅｍβｈｅｉｔ），并对实在重新解释，
上帝即实在。通过上帝道成肉身，人和上帝在基

督中和解，“符合实在的行动的本源……是道成

肉身的上帝耶稣，他接纳了人，爱过、审判过、

调解过人以及世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同基督一致的行动时符合实在的行动”。③ 在责

任中，实在不是既定的，而是在不同情况下，上

帝传达基督实在的要求，人和上帝在基督中的和

解中敞开了一种新的现实视野。负责任指涉的是

在具体的生命处境中的具体的邻人。决断并不源

于绝对，而是符合实在的。肯定和反驳都源于上

帝的和解。耶稣不仅仅作为上帝的实在而活，同

时也承担自己身体实在的本质。朋霍费尔将符合

实在的行为称为符合基督的行为。而这种 “符合

实在”的负责任行为就是一种情境伦理。

第三，他认为负责任的行动的特点有 “准备

担罪” （Ｓｃｈｕｌｄüｂｅｒｎａｈｍｅ），因为 “有罪和承担

罪，在他 （耶稣）身上不可分地同属一体”④，

所以在责任中必须符合实在，即符合基督行为的

人，也必须担罪。只有耶稣基督的爱能解释这担

罪： “使耶稣成为有罪者的———务必注意这点

———唯独是他的爱。”⑤ 这意味着，在极端或个

别情况下，为了被保护的财产和具体的邻人，而

有必要免除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

第四，负责任的行动，也是自由存在着的

“具体抉择的冒险”，其以人类自由的概念为前

提，而这人类自由以上帝自己创造性的自由为根

基。朋霍费尔在这里提到的 “例外的必需”情况

下，负责任的人决断是自由冒险，即律法走向极

端后，负责任的人必须对之反击，其理由源于责

任中的自由。结合朋霍费尔写这一章节的具体背

景，这似乎是他对自己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辩解。

（二）责任伦理的特点

１．责任伦理的终极取向
朋霍费尔认为，终极之事是上帝的恩典，次

终极之事是通往终极的预备道路 （Ｗｅｇｂｅｒｅｉ
ｔｕｎｇ）。从次终极到终极，体现了其必然性，因
为 “在你说出倒数第二个字之前，你不可能也不

应该说最后一个字。我们靠着这倒数第二个字生

活，而我们相信最后一个字”⑥。这倒数第一个

字 （ｄａｓｌｅｔｚｔｅＷｏｒｔ）和倒数第二个字 （ｄａｓｖｏｒ
ｌｅｔｚｔｅＷｏｒｔ）的关系是：倒数第一个字是终极之
事，倒数第二个字是次终极之事。朋霍费尔在这

里提出的 “倒数第一个字”和 “倒数第二个字”

的关系影响到了伦理学，即我们靠伦理生活，但

我们相信的却是终极之事。终极之事是伦理学的

根基。与伦理学相关的这倒数第一个字是什么？

对朋霍费尔而言，基督教伦理学的倒数第一个字

是基督中心论。

那么，如果说责任伦理是次终极之事，那么

上帝的诫命就是终极之事。因为 “伦理的”彼岸

的对象，就是 “上帝的诫命”⑦。朋霍费尔的责

任伦理不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是一种追随基督。

人只有追随基督中才能达到上帝诫命。责任伦理

的这种终极取向是必需的，因为 “从仅次于终极

者到终极之事的道路永远不会被消除”。⑧

台湾学者曾念粤提到： “朋霍费尔 《伦理

学》里的 ‘终极之事与次终极之事’和 ‘基督、

实在与善’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平行性。我们可以

说，‘终极之事与次终极之事’这组概念是 ‘基

督、实在与善’里头的 ‘上帝实在和世界实在’

概念的移形换位，整合 ‘终极之事与次终极之

事’的是 ‘基督带给人的称义事件’，而整合

‘上帝实在和世界实在’的是 ‘基督的实在’。”⑨

同理，整合 “上帝诫命和责任伦理”的是 “基

督中心”，只有追随基督，在基督中，上帝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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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达到上帝的诫命。

２．责任伦理的完整性
朋霍费尔认为，“责任是完整的人对实在整

体的一次完整的回答”。① 所以，责任伦理之完

整性就包括三个方面：责任的主体 “完整的人”、

责任的客体 “实在整体”以及负责任的行动

“完整的回答”。

这里， “完整的人”指涉的是 “追随基督”

的人，这样的人并不是 “变成与耶稣相似”，而

是 “基督把人塑造成与他相同的形象”。同形塑

造意味着：“被塑造成与道成肉身者相同的形象

———亦即真实的人，应该成为人，这是人的权利

与义务……这个现实的人可以自由地作为他的造

物主的造物而存在……被塑造成与被钉十字架的

人相同的形象———亦即被上帝判决的人，这个人

必须每日随时携带上帝的死亡判决书，他为了罪

孽的缘故必须死在上帝的面前……被塑造成与复

活相同的形象———亦即在上帝的面前的一个新人

……新人同任何其他的人一样活在世界上；他往

往同其他的人略有差异。他的目标不是突出自

身，而是为了他的兄弟们的缘故而突出基督。”②

“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和 “复活”是上帝

在耶稣基督中启示的三个阶段，在同形塑造中不

仅体现了三者的辩证关系，更重要的是，表明被

塑造的人的完整性：“基督徒的生命是同道成肉

身的、被钉十字架的和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一起的

生命，耶稣基督之言作为完整的生命在关于罪人

唯因恩典而称义的信息中传给我们。”③ 人不是

被塑造成一个模子，而是立体的、分层次的，是

耶稣基督在人之中的 “活”。如道成肉身者，这

个人就是现实中普通的人，是集各种优缺点于一

身的人；如被钉十字架者，这个人背负着十字

架，是在生命的苦难中历练的人；如复活者，这

个人看到了将来的希望，是活在爱和团契中的

人。

“实在整体”作为实在之上帝的完整性，亦

即善之完整性。因为 “善本身就是实在，是在上

帝之中看到和认识的实在本身。人连同他的动机

和目的，连同他的邻人，连同他周围的造物，就

是说，作为包含在上帝之中的整体的实在，都被

包含在何谓善这个疑问之中……善要求整体，不

仅要求完整的意向，而且要求完整的功业、完整

的人，连同给予他的邻人”。④ 对朋霍费尔而言，

善不是存在者或行动的价值，而是上帝的实在。

朋霍费尔强调善之完整性，是为了拒斥动机伦理

学 （Ｍｏｔｉｖｅｔｈｉｋ）和效果伦理学 （Ｅｒｆｏｌｇｅｔｈｉｋ）中
善的抽象。因为动机伦理学和效果伦理学中的善

只被抽象为良好的意图或是良好的结果。在这两

种伦理学中，善是一种价值判断，同样，人也是

被割裂的、不完整的。而只有将善视为 “实在整

体”，人才能保持其完整性。

“完整的回答”则是与 “部分回答 （Ｔｅｉｌａｎｔ
ｗｏｒｔｅｎ）”相对应。朋霍费尔对责任进行定义时
提到：“责任这个概念，意指对在耶稣基督里给

予我们的实在所做回答 （Ａｎｔｗｏｒｔ）的被概括的
完整性与统一性，有别于部分回答 （Ｔｅｉｌａｎｔ
ｗｏｒｔｅｎ），例如他从对是否有用的权衡出发，从特
定的诸原则出发，可能给予的答复。面对我们在

耶稣基督里面所遇到的生命，靠这样的部分回答

是不够的，更确切地说，只能靠完整的回答、我

们的生命的回答。”⑤ 责任主体和客体之完整性

必然导致其回答的 “完整”。可以看出， “完整

的回答”意指负责任这一行动，指生命之完整

性。１９３９年，朋霍费尔毅然从美国返回德国，
参加当时的抵抗纳粹运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就像军人一样，暂时从战场上退下来度假，

即使知道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依然再度被迫回

到战场。我们再也无法离开战场。不是因为被强

迫，也不是因为我们被 （上帝？！）需要，而是因

为我们的生命就在那里。若我们不回到那里，我

们的生命将萎缩灭绝。这不是虔信，而是一种生

命活力。”⑥ 他返回德国，因为对他来说 “责任

意味着，投入生命的整体，行为事关生死”。⑦

这也是对 “完整的回答”最好的诠释。

责任伦理的完整性要求人们在行动时考虑具

体的处境而做出决定。因为不存在自在的善

（ＡｎｓｉｃｈＧｕｔｅ），对行动之伦理的判断只能在当
下的情境中，而且，人们也无法马上断定其是否

正确。朋霍费尔的责任伦理不是应然之道德上的

要求，其完整性要求一种和处境相关的决断。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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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费尔谈论的并非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实在，基

督的实在，而实在的根基———上帝的临在，并非

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而是进入这个世界。耶稣

基督的人性就在上帝启示意志之处，其也是伦理

的方向。“我确信，我们必须上升到专属我们的

巨大的责任感的高度，然而同时又必须履行日常

生活的普通任务……因此，要抽象地在反抗和屈

服之间定一条界限，是不可能的。信仰要求行为

的这种种伸缩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每一种

环境到来时站稳我们的立场，并把它变为有

利。”① 朋霍费尔在这里谈到了反抗和屈服要上

升到责任感的高度。 “信仰要求行为的伸缩性”

意味着，伦理活动是有界限的，也是开放的，这

界限便是信仰，是基督，开放的意指在不同情境

下，行为是不同的。所以，在责任完整性之基础

上，朋霍费尔铺陈的是一种基督中心的处境责任

伦理。

责任伦理的完整性还要求人们不仅要对过去

负责、现在负责，还要对将来负责。朋霍费尔感

知到了现在的人所做的一切将塑造将来。责任不

仅仅意味着着眼现在，更意味着着眼将来。“有

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 ‘我怎么能英

雄般地摆脱这种事物’？而是 ‘未来的一代人将

怎样生活’？”② 以 “未来的一代人将怎样生活”

为使命，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当下的责任。因着对

未来的激情、盼望，而在当下负责任地行动：

“为着未来的一代而思索、而行动，但又毫不畏

惧、毫不担忧地承担起每一天———我们不得不以

这种精神在实际中生活。勇敢而又坚持到底，这

很不容易，但这是绝对必要的。”③ “有些基督徒

认为，在此生中希求并准备更好的东西来临，是

非宗教性的。他们相信混乱、无秩序和大灾变。

他们认为，那就是当前种种事件的意义，在彻底

的心灰意懒或是虔敬地遁世主义中，他们放弃了

对于保护生命、对于尚未出生的世世代代所负的

一切责任。”④ 朋霍费尔这里批判了某些基督徒

对现世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不负责任不仅仅是

对现在，而且也是对将来。真正的十字架就是在

这大地上。我们必须怀着对将来的盼望，用负责

任的态度去对待当下。

四、结　　语

朋霍费尔的责任伦理直接以终极的实在———

上帝为根基。毋庸置疑，一种基督教伦理学必须

以信仰为前提，因为信仰指导行动。如邓绍光所

言：“正因潘霍华的伦理思考是一种基督论化的

伦理思考，他打破了 ‘现代性’的 ‘我’及

‘思’之余，却不至陷入失去伦理性的迷雾中，

而当人作出符应是在的伦理行动时，他实现了世

界的伦理性；并就更真实的意义言，他实现了世

界的基督性。”⑤ 负责任的生命结构是对上帝呼

召的回应，是对耶稣基督的回答，是追随基督

的。其中 “代表”指涉人的责任状态，“符合实

在”规定责任中人的界限，而 “担罪”和 “自

由”则是负责任的生命必备的条件。追随基督意

味着行动而不是思想，思想指导行动，但真正使

之有行动力的是责任。正是责任将思想和行动连

接：“产生行动的并不是思想，而是愿意承担责

任的准备。对于你来说，思想与行动将有一种新

的关系。你的思考将限于你在行动中的责任。”⑥

从这个角度而言，朋霍费尔也是他的责任伦理学

真正实践之人。

同时，朋霍费尔的责任伦理因以基督为中心

而有终极取向，因追随基督而是完整的。然而，

朋霍费尔的责任伦理虽然以基督为中心，通过追

随基督而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找到平衡，但

是，也有指导现世的普世精神：一方面，他的责

任伦理所要求的将来取向，对当今技术文明时代

中的伦理有着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他的责任伦

理所要求的完整性，不仅保持了人之为人的完

整，而且为伦理行动提供了完整的诠释，可以

说，朋霍费尔的责任伦理是在追随基督中负责任

的行动。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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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德］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第１０７页。
同上，第７页。
同上，第１５页。
同上，第１６页。
邓绍光：《界限与伦理———潘霍华的伦理神学》，香港：

香港浸会神学院，２００６年，第３０３页。
［德］朋霍费尔：《伦理学》，胡其鼎译，第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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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诗教与礼乐观发凡

李振纲　芦莎莎

【摘要】孔子诗教的思想主旨是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用敦厚纯洁的情感提升人的理想、道德、人格、情操。敬莫

大于 “礼”，隆礼是华夏文化的根本特色，也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援礼入仁、质重于文、和谐有序、

严责僭礼构成孔子礼教的人文特质。乐莫大于 “乐”，人歌而和、闻韶忘味、评章韶武、与太师说乐、晚年正乐，鲜

活表明孔子的音乐造诣和艺术修养。以 “诗”来兴发志向，以 “礼”来立身处世，以 “乐”来陶冶性情，集中体现了

孔子教化哲学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孔子；诗教；礼乐；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０３－０６

　　孔子曾谈及诗、礼、乐对于人格塑造的作
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

伯》①）朱熹注：“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

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

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

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礼以恭敬

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

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

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乐有五

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

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

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

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② 《庄子·天

下》论及儒家思想渊源云：“诗以道志，书以道

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

道名分。”③以 “诗”来兴发理想，以 “礼”来

立身处世，以 “乐”来陶冶性情，集中展现了孔

子教化哲学的人文精神。

一

《论语·为政》载，子曰： “诗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是儒家实施人

文教育的基本经典之一，孔子所首创的 “诗教”

是儒家人文教化的重要内容。经过孔子的加工整

理，作为上古诗歌汇编的 《诗》包括风、雅、颂

三类不同风格和内容的诗篇，其思想主旨是用敦

厚纯洁的情感提升华夏族类的理想、道德、人

格、情操。

首先，《诗》作为文学作品，与人的情感密

不可分。孔子诗教强调通过诗歌的吟诵咏唱净化

人的内心，使人的内心情感得以合理地发泄和表

达。孔子评价 《诗》的 《关雎》篇时所说的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体现

了孔子诗教基本的美学原则。朱熹注： “淫者，

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

也。《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

之未得，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

宜其有琴瑟钟鼓之乐。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

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

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④

《中庸》云：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

皆中节，谓之和。”孔子诗教，强调合理适度地

表达人的喜悦与悲戚，不过度地欢乐，也不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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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振纲，河北邢台人，哲学博士，（保定０７１００２）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
芦莎莎，河北邯郸人，（保定 ０７１００２）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①　本文引用 《论语》，据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下引 《论语》原文，只在文中注明。

②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０４页。
③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０７页。
④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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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哀伤。过度欢乐 （“淫”）会破坏礼仪秩序，

过度哀戚 （“伤”）会毁伤生命的和畅。让生活

和谐有序，让心灵淡定和畅，最能表达孔子 “诗

教”蕴积深厚的美。

其次，关于 《诗》的功用，孔子概括为兴、

观、群、怨。《论语·阳货》载，子曰： “小子

何莫学夫 《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

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

草木之名。”按照朱熹的理解，兴指感发意志，

观指考见得失，群指和而不流，怨指怨而不怒。

《诗》教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学 《诗》可以培养

人的想象力，感发人的意志 （兴）；可以增强人

的观察力，洞察历史及人事的盛衰得失 （观）；

可以增强人的亲和力，懂得怎样与人相处；可以

使人掌握讽谏的方法，适度地表达思想情感。近

处说，可以事奉父母；远处说，可以事奉君主。

另外，还可以多知道一些鸟兽草木的名字，丰富

人的自然知识。对于此章，朱熹体会颇深：“人

伦之道，《诗》无不备。”“学 《诗》之法，此章

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① 意思是说，

兴、观、群、怨既体现了 《诗》的教化功能，又

关系到学 《诗》的方法。此种功能与方法在

《孟子》 《荀子》中得以多方面的发挥。孟子、

荀子讨论天道、人性、历史、王道、时政等问

题，每每援 《诗》来引发议论，或引 《诗》来

点明结论，真可谓 “不学 《诗》，无以言”。

其三，学诗贵达，孔子诗教具有鲜明的实践

特质。 《论语·子路》载，子曰： “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

亦奚以为？”“达”即通达，这里是指灵活运用。

“专对”指独立对答。孔子的意思是说，把

《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

灵活通达地运用；让他去当外交使节，却不能独

立地交涉酬酢；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学

《诗》当然要吟唱咏诵，甚至背诵，但孔子认为

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把 《诗》的思想、情感运用到

政治、外交等社会实践中。

其四，孔子十分重视诗教。 《论语·季氏》

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

“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 ‘学 《诗》

乎？’对曰：‘未也。’ ‘不学 《诗》，无以言。’

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

‘学 《礼》乎？’对曰： ‘未也。’ ‘不学 《礼》，

无以立。’鲤退而学 《礼》。闻斯二者。”陈亢退

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

远其子也。” “异闻”指不同于对其他学生所讲

的内容。孔鲤回答的话，表明孔子十分重视学习

《诗》与 《礼》，认为不学 《诗》，就不知道如何

运用语言来答对；不学 《礼》，就不知道如何立

身处世。陈亢 “问一得三”，是说听了孔鲤的话，

不仅加深了对 《诗》与 《礼》的理解，而且还

明白了一个道理，亦即 “君子远其子”。 “远其

子”是说孔子教育自己儿子与教诲其他门人并无

不同。 《论语》还有一条关于孔子与孔鲤谈

《诗》的记载： “子谓伯鱼曰： ‘女为 《周南》

《召南》矣乎？人而不为 《周南》《召南》，其犹

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朱熹注：

“《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齐

家之事。”② 孔子认为，如果不学 《周南》 《召

南》诗，就像面对墙壁站立一样，什么都看不

见，一步都行不通，同样强调了学 《诗》的重要

性。

其五，赞赏子贡、子夏 “可与言诗”。 《论

语·学而》载，子贡与孔子讨论如何对待 “贫

富”的问题。子贡问：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

何如？”孔子说，那样还不够，因为处 “贫贱”

而不卑屈奉承，处 “富贵”而不矜肆傲慢，虽然

表明一个人能够 “自守”，但还没有达到忘怀贫

富的境界。孔子教诲说，面对贫富不谄不骄，不

如 “贫而乐，富而好礼”。如此忘怀贫富，安贫

乐道，才是真正的理想境界。子贡颖悟，听了孔

子的话，感到与老师的切磋交流，颇受教益，于

是援引 《诗经》的 《卫风·淇澳》之篇来表达

与师友切磋交流的重要性。子贡说：“《诗》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称

赞说：谁能像子贡那样 “告往知来”举一反三，

并能够用 《诗》来表达思想，就可以与他一起说

《诗》了。《论语》中孔子称道 “可与言诗”的

还有子夏。《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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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７８页。
同上，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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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

者商也！始可与言 《诗》已矣。” “绘事后素”

说的是绘画要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才可以绘

画。听了孔子的话，擅长文学且富于想象的子夏

忽然联想到 “礼”和人的纯洁情感的关系。“礼

后乎”是说 “礼”与人的纯洁的道德情感之关

系，就像绘画时白色的底子与画的关系。子夏的

话使孔子颇受启发，孔子称赞其 “可与言诗”，

意在奖掖子夏善于用 “诗”来表达思想。

二

礼乐是华夏文化的根本特色，也是周公、孔

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礼”原本属

于宗教文化范畴，是古代先民祭祀天神的仪式节

文。周公、孔子之后，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政治

制度、伦理精神和生活交往的仪式节文。这些内

容系统地反映在 《周礼》 《仪礼》 《礼记》等经

典文献中。孔子尊礼之人文关怀具体表现在如下

几个方面：

其一，敬莫大于礼。日常生活中孔子对

“礼”的态度十分认真，《论语·八佾》载：“子

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

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大

庙”即太庙，指古代开国君主的庙，此处指鲁国

最初受封的周公的庙。孔子自幼习礼，此章所记

的当是孔子初为仕时在周公太庙里助祭的事。

“每事问”表明孔子对 “礼”恭敬认真的态度。

敬莫大于礼，所以当听到 “或人”之言后，孔子

说，自己恭敬严肃的态度正是 “礼”。孔子认为，

人的生活不可须臾离开 “礼”的规范，离开

“礼”的约束，即使是好的气质、性格也得不到

完美的呈现，甚至会成为消极的弊端：“恭而无

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

礼则绞。”（《论语·泰伯》）《论语·先进》载：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颜回不幸早

逝，孔子也十分悲痛，但却拒绝了颜回父亲的请

求。这不是孔子吝啬，舍不得那架车，而是依周

礼，大夫不能徒步上朝，否则就有失礼仪。《论

语·八佾》载：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饩羊告朔”

是古代的一种礼。每年秋冬之交，天子把来年的

历书颁发给诸侯，诸侯把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

一，要送一只活羊祭于庙。自鲁文公始，每月初

一就不再到祖庙 “视朔”了，只是还照旧送一只

活羊去虚应故事。子贡认为不必再保留这种形

式。孔子对子贡说，你只是怜惜那只羊，我怜惜

的是告朔的古礼。在孔子看来，尽管 “告朔”之

礼已成为形式，但保留此种形式也比没有为好，

它可以使人们保留一种古礼的记忆。《论语》中

孔子信而好古的情怀，总是与 “礼”有一种割舍

不断的联系。

其二，援 “礼”入 “仁”。 《论语·颜渊》

载：颜渊 “问仁”，孔子答以 “克己复礼为仁”，

并要求立志成仁的人在生活细节上要做到 “非礼

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

是一种大爱和伦理责任。但是如果仅讲仁爱，不

讲礼制，就会沦于墨家的 “兼爱”，这在现实中

是行不通的。孔子援 “礼”入 “仁”，强调在

“仁”的宗旨下隆礼尊礼，目的是要理顺社会关

系，把人间的大爱纳入上下有等、尊卑有序的社

会体制中，使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能够

在 “礼”的范围内相亲相爱，和谐相处。所以

“礼”的根本作用在于 “和”。对此，孔门弟子

有子有很好的解释。他说： “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

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

而》）这里不仅说明了 “礼”的作用、先王礼乐

之道的美，而且强调了 “和”不能离开 “礼”。

“知和而和”，也就是只讲 “和” （和爱、和谐、

和合）而不讲礼制、礼仪，这与墨家的 “兼爱”

主张一样，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其三，严责 “僭礼”。三代之 “礼”，至周

而备；礼乐制度，也自晚周而衰。春秋之时 “礼

崩乐坏”已成事实。当时诸侯、大夫的 “僭

礼”，《论语·八佾》有四次记载，孔子对之深

恶痛绝并加以严厉批评。载一： “孔子谓季氏，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

指古代贵族宫廷歌舞的 “舞列”。按照周代的礼

制，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

“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论是说季孙僭礼之重，

还是强调季孙之事不可容忍，都表明孔子对僭礼

５０１



《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之行为的严厉责难。载二：“季氏旅于泰山。”依

周礼，只有天子或诸侯才可以祭祀泰山。季氏身

为大夫到泰山举行祭祀，这就是 “僭礼”。孔门

弟子冉有为季氏家臣，却没能够制止这件事。孔

子慨叹说： “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林

放，鲁国人，曾向孔子请教何谓 “礼之本”。孔

子以 “泰山”比 “林放”，一则是讥刺季氏，使

知非礼之祭无益而自止；二则借林放知礼以冷厉

冉有，使其知礼上进。载三： “三家者以 《雍》

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

之堂。” “三家”即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

大夫家， 《雍》是 《诗经·周颂》中的篇名，

“彻”指宗庙祭祀结束时收拾俎豆等。针对三家

僭礼，孔子没有直白的批评，而是吟诵起 《诗经

·周颂·雍》中那句歌词：“诸侯在一旁恭敬协

助，天子主祭庄严肃穆。”孔子接着说，这诗歌

用在三大夫家的宗庙里，有哪一点可取呢？轻蔑

中夹带着嘲笑！载四：子曰：“?自既灌而往者，

吾不欲观之矣。” “?”，古代天子祭祀祖先的

礼；“灌”，祭祀开始时第一次献酒。此时鲁国的

君主竟然沿用?礼来祭祀，孔子认为这是严重僭

礼，所以说自己从一开始献酒就不忍心观看了。

“不欲观”也就是 “不忍观”，表明孔子对鲁君

“僭礼”很反感。由于鲁原属于周公的封地，本

是 “礼乐”之邦，看到礼乐松动的样子，孔子有

些无奈，所以有人向他请教 “?礼”时，孔子推

托说自己不知道，接着又强调 “?之说”的重要

性说，“知其说者”对于治理天下来说，易如反

掌，殷殷流露出对鲁君不知 “礼”的无奈和遗

憾。

其四，“质”重于 “文”。“礼”作为一套制

度规范，总要通过某种 “形式”来表现。一般来

说，按照中庸适度的原则，“礼”的内容与形式

适中为 “尽礼”。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

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

也》）朱熹注：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

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彬彬，犹班

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

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又引杨氏曰：

“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之甘可以受

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

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

野。”① 孔子生活的时代， “文胜质”的问题突

出，“礼”更多地已流于形式。为纠正此弊，孔

子提出 “质”重于 “文”。 《论语·八佾》载：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 ‘大哉问！礼，与其奢

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大哉问”

表明孔子对林放所问的赞赏。在孔子看来，祭礼

之根本在 “敬”而不在 “奢”，丧礼之根本在

“戚”而不在 “易”（朱熹注：“易，治也。”指

在形式上下功夫）。“俭”为物之质，“戚”乃心

之诚，故为 “礼之本”。 《论语·先进》载，子

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

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朱熹认为先进、后

进犹言 “前辈后辈”。朱注复引程子曰： “先进

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

人。后进之于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

而以为君子。盖周末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

自知其过于文也。”② 按照程朱的理解，本章是

说先辈与后辈对于 “礼乐”的态度不同：先辈重

“质”，后辈重 “文”。“吾从先进”表现了质重

于 “文”的立场。面对 “文胜质”的偏颇，孔

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

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朱熹注：“敬而将

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

遗其本而专事其末，则岂礼乐之谓哉？”③ 这是

说礼乐虽然离不开玉帛、钟鼓之类的礼器、乐

器，但 “礼”之本在上下有序，而不在玉帛之

器；“乐”之本在情感和畅，不在钟鼓之声。礼

乐之教如果仅仅看重玉帛、钟鼓之形式，则失去

礼乐文明之实质。《论语》中还有一处记载孔子

对于 “麻冕”、 “拜下”之礼的态度，也与 “礼

之本”有关。《论语·子罕》载，子曰：“麻冕，

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

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孔子赞同用比

较节俭的 “纯冕”代替传统的 “麻冕”，体现了

弃奢用俭的原则；而在堂下还是堂上跪拜，孔子

主张仍旧按照周礼原有的规定行 “拜下”之礼，

则体现了礼治尊卑有序的根本精神。可知，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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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复礼”是有所损益的，其损益的尺度依旧是

“质”重于 “文”。

三

“礼”作为制度和规范，属于约束人的行为

的外在尺度。“乐”则是典礼和行礼时所伴奏咏

颂的词曲声乐。 “乐”作为 “礼”的辅助形式，

其功能或作用在于将 “礼”所规定的外在原则、

规范、仪式、节文升华转化为人的内心情感。

《论语》鲜活记载了孔子知乐、好乐的音乐造诣

和艺术修养。

其一，武城闻弦歌而乐。《论语·阳货》载：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

‘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

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武城”是鲁国的一个小城，当时子游为武城宰。

值得玩味的是孔子 “割鸡焉用牛刀”的那句

“戏言”。不仅表明日常生活中的孔子偶尔也很活

泼或幽默，更在于它流露出孔子此时的一种特殊

心境。孔子在子游的陪同下，与几个弟子一起走

访子游管辖的武城小邑，忽然传来了 “弦歌”

（琴瑟伴奏歌唱），孔子由衷地感到欣喜，当时礼

乐普遍松动，没想到在鲁国的一个边城小邑，竟

然有礼乐之声。孔子情不自禁地与子游开了这句

玩笑，表明对子游的赞赏。或许孔子平时并不这

么活泼，子游感到老师有些反常，于是一本正经

地用老师昔日所教导的 “道言”说明自己实施礼

乐教化的理由，并为自己解嘲。孔子认为，子游

所辖虽小，但他修明礼乐之教却关涉治国平天下

的大道理。于是孔子说自己是 “开玩笑”，郑重

肯定了子游所为。这表明了孔子推崇礼乐的态

度。

其二，与鲁太师说乐。 《论语·八佾》载：

“子语鲁大师乐曰： ‘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

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

“大师”即 “太师”，鲁国乐官。所记载的是孔

子与鲁乐师探讨乐曲演奏的节奏和规律的事情。

以往的注解，不够明晰。杨伯峻的译文是：孔子

把演奏音乐的道理告诉给鲁国的太师，说道：

“音乐，那是可以晓得的。开始演奏，翕翕地热

烈；继续下去，纯纯地和谐，皎皎地清晰，绎绎

地不绝，这样，然后完成。”① 从这里对音乐演

奏节奏的娴熟描述看，孔子不仅精于音乐理论，

而且精于演奏技巧。

其三，闻 《韶》忘味。 《论语·述而》载：

“子在齐闻 《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

乐之至于斯也。’”《韶》是舜时古乐曲名，这个

古乐在周代贵族生活中很流行。迨至孔子生活的

时代，这曲古乐可能很少演奏了。他在齐国偶尔

听到这曲高雅古典的乐章以后，竟然三个月内品

尝不出肉的滋味！这当然是一种形容的说法，但

从孔子闻 《韶》乐如痴如醉的程度，不难看出他

对高雅艺术的痴迷与陶醉。

其四，人歌而和。 《论语·述而》又载：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反”

有 “反复”之义， “和”即应而和之。这是说，

孔子与人一起歌唱，如果那人唱得好，孔子就一

定会请求那人再重复唱一遍，然后自己又应而和

之。朱熹认为这段叙事表现了孔子从容、诚恳、

谦逊好学的圣人气象和品德，故注云：“此见圣

人气象从容，诚意恳至，而其谦逊审密，不掩人

善又如此。盖一事之微，而众善之集，有不可胜

既者焉，读者宜详味之。”② 朱熹是从理学角度

和道德意义上解释这段话。其实，这段记载也表

明了孔子对音乐歌咏的兴趣、爱好及认真的态

度。

其五，始乱盈耳。 《论语·泰伯》载： “子

曰： ‘师挚之始， 《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

哉！’”师挚是鲁国的太师。 “始”是乐曲的开

端，即序曲。古代奏乐，开端叫 “升歌”，一般

由太师演奏，师挚是太师，所以这里说是 “师挚

之始”。“始”是乐曲的开端，“乱”则是乐曲终

了时的合奏。此时奏 《关睢》乐章，所以叫

“《关睢》之乱”。孔子说，从太师挚演奏的序曲

开始，到最后演奏 《关睢》的结尾，丰富而优美

的音乐在我耳边回荡！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其六，评章 《韶》 《武》。孔子音乐鉴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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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诣及其乐论思想特色，又见于他对 《韶》和

《武》两曲古乐章的评价上。 《论语·卫灵公》

“颜渊问为邦”一章，孔子曾说： “行夏之时，

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杨伯峻注： “韶舞”即

“韶武”。《论语·八佾》载：“子谓 《韶》，‘尽

美矣，又尽善也。’谓 《武》，‘尽美也，未尽善

也。’”朱熹注： “韶，舜乐。武，武王乐。美

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

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

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

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

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

未尽善。尧、舜、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

所欲，所遇之时然尔。’”① 《论语》对孔子评价

《韶》 《武》二乐章的记载很简要，从中很难确

知孔子乐论的本意。但按照程朱的理解，孔子所

以认为 《韶》的艺术价值高于 《武》，原因在于

《韶》的 “尽善尽美”，源于舜帝大爱天下的纯

朴天性和 “揖逊而有天下”的圣王理想；武王

“伐纣救民”则是经过反思 （武王之德，反之

也）人道之所当然而做出的选择，虽说可与尧舜

同功，但 “以征诛而得天下”的方式终归达不到

孔子仁通天下的最高理想。所以，在艺术价值上

《武》不及 《韶》。据此，可以推知孔子乐论的

特色及深度。孔子认为，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

式，是人性和社会生活的反映。评价音乐和艺术

的美，不仅要看其形式，而且要看其所内含的人

性与道德水平。此后形成儒家 “美善相乐”的艺

术审美传统。

其七，相师之道。 《论语·卫灵公》载：

“师冕见，及阶，子曰： ‘阶也。’及席，子曰：

‘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师冕出，子张问曰： ‘与师言之道与？’子曰：

‘然，固相师之道也。’”师冕是一位乐师，名字

叫冕。由于师冕目盲，当他走向台阶时，孔子告

诉他小心台阶；走到坐席旁时，孔子提醒说这是

坐席；等大家都静坐下来时，孔子又把在场的人

一一告诉他，说某某在这里，某某在这里。这种

细节体现了孔子对这位乐师的尊重。朱熹注云：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盖圣人

于此非作意而为之，但尽其道而已。尹氏曰：

‘圣人处己为人，其心一致，无不尽其诚故也。

有志于学者，求圣人之心，于斯亦可见矣。’”②

儒家认为，师之尊来自于道之尊，尊师乃所以重

道、崇德、乐善。孔子对乐师的关爱同时体现了

对乐教的崇尚。

其八，晚年正乐。史载，公元前４８４年 （鲁

哀公十一年）冬，孔子结束十四年周游列国的生

活，从卫国回到鲁国，教学之余，从事整理乐曲

的工作。《论语》简要记载了这一点。 《论语·

子罕》载，子曰：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

《雅》《颂》各得其所。”《雅》《颂》是 《诗经》

中两类不同的诗的名称。经过孔子的整理订正，

使 《雅》归 《雅》， 《颂》归 《颂》，两种词曲

都得以适当的安置。这是孔子在文化史上的重要

贡献之一。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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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指什么？

———孟子人性论的起点


李　巍

【摘要】界定 “性”的所指，是孟子构建人性理论时首先考虑的问题。从其论述中可以发现四个限定，即被称为 “性”

的东西是指人身上①自发、②固有、③独有且④能为人自主的欲求。提出限定①②③，旨在类比感官生理欲求，强调
心官道德欲求的真实性，因此 “性”指谓了人身上诸官能欲求的总和；引入限定④，则旨在将感官欲求作为非自主欲
求排除到 “性”的所指之外，仅以可自主的心官道德欲求 （心性）为人性所是。但总的说来，四个限定同等重要。孟

子正是通过它们落实了对 “善”的追问，走向了对 “心”的发现。

【关键词】性；人性论；孟子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０９－０６

　　人性论是早期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性”
是人性论的核心术语。但询问 “性”指什么，不

是要探讨人性论本身，而是其得以可能的基础。

因为对任何理论来说，要言之有物，必须先确定

核心术语的指谓，否则不同理论的分歧可能就只

在于用相同的词指谓不同事物。而此处谈 “性”

之所指为何，主要针对孟子。这既因为 “孟子道

性善”（《孟子·滕文公上》）对儒家人性论的确

立意义重大，更因为以往对其性善论的研究，虽

然既充分又深入，但 “性”的指谓并未得到专门

探讨①。这或许是因为相对于 “性”，人们更关

注 “性善”的 “善”，并且当 “善”被归结到

“心”时，“心”就成为比 “性”更吸引眼球的

词汇 （详见下文）。可是，如果说孟子构建人性

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 “性”谈到 “心”，那么不

确定 “性”指什么，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对

“心”的发现。当然，这不单是采纳某种研究视

角的问题，因为孟子对其人性论建构须从限定

“性”的所指开始，本身就有自觉意愿，否则不

会多次谈及 “性”的表述问题②。是故，从

“性”指什么说起，其实正是追随孟子，看他如

何一步一步建立起自己的人性论。

一、“性”的表达与指谓

“性”作为公共语汇，势必因不同指谓而成

为歧义词。如 《孟子·告子上》中，公都子向孟

子报道了当时流行的人性论，有告子说的 “性无

善无不善”和其他人主张的 “性可以为善，可以

为不善”、 “有性善，有性不善”等三种，用

“性”指谓的东西就并不相同。前两种观点中，

“性”似乎主要指人身上可塑造的潜质，只是告

子认为它完全中性，另一说则认为它有善恶分

别；最后一种观点中，“性”则是指人已然表现

出的善恶状态。所以 “性”的所指不同，大概就

是这些理论产生分歧的根源之一。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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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　巍，甘肃兰州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
①　最先要强调，探究 “性”的指谓，这与傅斯年以来关于 “性”与 “生 （眚）”的源流探讨 （参见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梁涛：《“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哲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７期），或葛瑞汉以来关于
“性”与 “ｎａｔｕｒｅ”的同异辨析 （参见 ［美］安乐哲、［美］江文思主编：《孟子心性之学》，梁溪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不是一种工作。虽然这些研究都涉及 “性”的所指，但其重心并不在此。因为指谓问题是语义问题，即一个表达 “有意思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正在于指涉了语言领域之外的东西，如对象、概念或真值。探究 “性”与 “眚”和 “ｎａｔｕｒｅ”的关系，仍是在语言领
域内谈问题。

②　参见 《孟子·离娄上》《孟子·告子上》等篇，详见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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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公都子请教孟子这些主张是否 “皆非”

时，并不是直接询问性善的理由，而是询问 “曰

性善”的理由，这已经提示了最先要考虑的就是

关于 “性”的表达。同样，孟子也没有明确讲三

种人性论 “皆非”，而是说 “乃若其情……乃所

谓善”，正是从 “谓”或表达问题谈起。故所谓

“情”，不论怎样解释，首先应作为 “乃所谓善”

的情实来讲，也就是 “今曰性善”所意指的东

西。

这表明，孟子一定已经认识到，确定 “性”

的所指乃是谈论人性问题的前提。而他辨析

“性”之所指的意愿，在与告子的辩论中尤其明

显：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蒱也；以人

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蒱。”孟子曰：“子能顺

杞柳之性而以为?蒱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

蒱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蒱，则亦将戕贼人

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

夫。”（《孟子·告子上》）

这里，孟子对告子的批评落在 “子之言”上，还

是在谈 “性”的表达。告子所谓 “性”，如上引

是指人或事物身上可塑造的中性潜质，故以 “杞

柳”为譬。 “善”或 “仁义”则为塑造的结果，

故以 “?蒱”为譬。但孟子显然主张 “顺杞柳

之性”只能得到柳树，不能得到杯子。要得到杯

子，必伤害柳树。故所谓 “柳之性”，虽然是某

种潜质，但绝非中性，而是使杞柳成为杞柳 （而

非成为?蒱）的发展趋向。关键是，这种趋向不

能理解为事物适合某种制作用途的性能。这使人

联想到孟子说的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

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下》），似乎就是

指人们将性能———这种可资利用的东西———看作

断言事物之 “性”的理由。这种看法大概与墨家

有关，因为他们最早强调了 “故”作为功利性理

由的意义，如盖房子是为了避寒暑、别男女，为

了盖房子而盖房子，并不算理由 （参见 《墨子·

公孟》）。因此，孟子对 “天下之言性”的批评，

如果正是针对墨家的话，就是指责他们没有将

“性”与事物的效用性能区别开。回到孟告之辩，

应该说告子的 “性犹杞柳也，义犹?蒱也”，也

是站在 “以利为本”的立场上 “言性”。

如此，就能看到孟子对 “性”之所指的第一

个限定，即 “性”作为事物的潜质，并非适合某

种用途的性能，而是事物成为自身、成就自身的

自发趋向。所以他不能接受告子 “以人性为仁

义”的表达 （“以Ｘ为Ｙ”含有利用与制作的意
味），更不能接受告子以 “?蒱”与 “杞柳”来

类比 “仁义”与 “人性”的关系，因为柳树不

能自发趋向杯子，人却可以自发趋向仁义，那是

人性固有的内容。正如 《告子篇》所记：

告子曰：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

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

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

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

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

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

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孟子·告子上》）

在此，孟子正是强调人在事实上 “为不善”只是

外因使然，不足以否定人对 “善”存在固有的趋

向。就像水，虽然在外界情势的作用下 “无分东

与西”，但其 “就下”是不变的。因此， “性”

所指涉的人或事物的发展趋向就不仅是自发的，

更是固有的，这尤其是指它虽然可能被外在环境

即 “势”的力量所压制，但不能被消灭。只要

“势”的阻力衰减，人或事物就会再回到 “性”

的趋向中。这样看来，告子用 “性”指谓的就不

是真正的性，而是事物受外因作用的可塑性，也

就是环境或 “势”所造成的性状。

那么，“性”作为人或事物自发的趋向，必

须终始固有，就成为孟子对 “性”指什么的第二

个限定。而此固有之义，似乎又暗示了 “性”所

指谓的是人与事物与生俱来的东西，故孟告又围

绕 “生之谓性”开辩：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

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

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

“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

与？”（《孟子·告子上》）

不难发现，孟子并不否认 “生之谓性”，而是关

心在什么意义上 “谓”，这还是针对表达问题，

并表明 “性”的指谓需要进一步明晰。而当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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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 “生之谓性”是否在 “白之谓白”的意义

上讲时，孟子似乎主要想把 “性”与那些表性质

的普遍语词区别开———后者当然是种类无别的，

比如 “白”适用于一切白物；但前者，按孟子最

后的反问推测，应足以表明不同类事物的差别。

若如此，就能看到孟子在此提示的观点与在另一

处偶尔言及的 “形色，天性也”（《孟子·尽心

上》）尚有不同。因为白羽、白玉、白人之

“色”是相似的。因之，如果 “性”表达了差

异，就更接近 “天性”中的 “形”，比如从犬、

牛、人各自成形的趋向来说，它们的性不同。

于此，就能看到孟子对 “性”之所指的第三

条限定，即作为人与事物的发展趋向，不仅是自

发的、固有的，还是各类独有的。那么统观孟告

之辩，可知孟子要谈的并不在性本身是善是恶，

而是 “性”这个表达指什么。以之为自发的趋

向，是强调 “性”指的不是可资利用的性能；以

之为固有的趋向，是强调 “性”指的不是外因塑

造的性状；以之为独有的趋向，是强调 “性”指

的不是普遍相同的性质。

二、“性”之所指的收缩

但以上限定仍然很宽泛，不足以成为构建人

性论的起点。人性论是讲人，那就要说明人身上

自发、固有且独有的发展趋向是什么，也就是孟

子用 “人性”或 “人之性”指什么。仍从 《告

子篇》的论述看，那似乎就是人身上自发、固有

且独有的欲求 （即人趋向什么，就是欲求什么）：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

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 “不知足而

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

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

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

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

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

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

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

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

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

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

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

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强调 “口之于味，有同耆也”、 “目之于色也，

有同美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心之

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就是强调人身

上诸官能皆有自发和固有的欲求。这些欲求，对

人而言是 “相似”，对 “犬马之与我不同类”来

说则惟人独有。因此结合前述 “性”之所指的三

条限定，可知这段文献就是在谈人性。注意到人

性关涉欲求，则不难体会孟子为何有时将 “性”

作动词使用，如 “尧舜，性之也”（《孟子·尽

心上》）。

但最值得关注的是，上引 “举相似”的论述

并未涉及作为单一对象的人性，而是人身上诸官

能的性。如口对美味的欲求，若 “其性与人殊”，

就不会普遍喜爱易牙的烹调，所以 “天下之口”

有 “相似”欲求，就是口之性所在；同样，耳、

目等感官各有 “相似”欲求 （“同听” “同

美”），也是出乎其性。而孟子所以要 “举相

似”，正是要从诸感官皆有相似欲求，故皆有其

性，来推断心也必有相似欲求 （“心之所同

然”），因此也有性。不用说，这是要把心的欲求

纳入 “性”所指谓的东西中。而既然 “性”指

官能之性，当然也要预设心是一种官能，即所

谓：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

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

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

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

这虽然是在讲心与耳目的差异，但无疑预设了心

与耳目一样，都是人身上的官能。因此，以心为

大、耳目为小，实际是官能的比较。所比较者，

正是官能的欲求，即心官比感官重要，正是说前

者对理义的道德欲求比后者对声色饮食的生理欲

求更重要。为何重要，这涉及对 “性”之所指的

新限定 （详见下文）。但就此处而言，仍应认为

被称为 “人性”的东西不仅是道德欲求，也有生

理欲求。正如葛瑞汉 （Ａ．Ｃ．Ｇｒａｈａｍ）所言：
“孟子主张道德倾向是唯独属于人的自然冲动，

这并不是说它们就是人性的全部；相反他明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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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声香味的欲求和身体的舒适也是性。”①

然而，这还不是孟子的最终观点，因为对人

性论的建立来说，必须从指谓全部官能之性的

“性”走到指谓单一人性的 “性”。在理论上，

应该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从心官与感官之性中抽

象出一个普遍的性作为 “人性”指谓的东西；另

一，就是仅保留一种官能之性，将其他从 “人

性”的所指中排除，也就是以某种官能之性作为

人性的唯一代表。既然孟子最强调心官、感官有

大小之别，自然不会承认诸官能之性分享了同一

个普遍的性，所以只会保留一个而排除其他。从

《孟子·尽心下》的这段论述看，他就是要将感

官之性从 “人性”所指的清单中拿掉，只留下心

性：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

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

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

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

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

下》）

以诸感官的性 “不谓性”，正是明确把它们排除

在 “性”的所指之外，理由则是生理欲求的达成

“有命焉”，即并不取决于人，而是外在条件所

定。但欲求仁、义、礼、智和天道，这些出于心

官的道德欲求并非 “求在外”，而是 “求在我”，

即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尽心上》），

能够自主掌控。

可见，孟子最终就是要将 “性”的所指排他

性地收缩到心官之性上。这样做，正在于引入了

对 “性”指什么的新限定，即人性除了是自发、

固有和惟人独有的欲求，更必须是人能自主掌控

的欲求。那么，当把感官之性作为非自主 （“有

命焉”）的欲求排除在 “性”的所指之外 （“不

谓性也”）时，心性作为可自主的欲求 （“有性

焉”）就不单是人身上的官能之性，实际已经升

格为整个人性。说到这儿，就能清楚看到孟子怎

样从 “性”谈到 “心”。首先，是将孟告之辩中

对 “性”指什么的宽泛界定应用于人，即将

“性”所指谓的发展趋向落实为人身上诸官能：

①自发的欲求
②固有的欲求

③独有的欲求
并强调，不仅感官有如此这般的欲求，因而有

性；心官同样也有如此这般的欲求，因而也有

性，这就把心性纳入到 “性”的所指中。但此

时，心性还仅是一种官能之性，只有强调 “性”

所指的欲求还是：

④人能自主掌控的欲求
心性才代表了整个人性。而这，就是对 “性”之

所指的最后限定。

三、人性论的起点

鉴于此，确乎应当认为在孟子学中 “心”才

是该被关注的焦点，正如史华慈 （Ｂ．Ｉ．Ｓｃｈｗ
ａｒｔｚ）认为：“‘性’只是孟子为了建立人类的复
杂形象时所需要的词汇表上的一个术语……其问

题意识的中心实际上并不是本性 （性）而是人心

／心灵 （心）。”② 徐复观更明确指出，孟子的思

路就是 “以心善言性善”③。这些看法固然都对，

可说得有点轻巧。因为 “性”即便只是孟子

“词汇表上的一个术语”，但没有对 “性”之所

指的层层限定，就不可能有 “心”的发现。所

以，即便 “以心善言性善”是孟子人性论的实

质，但他本人从未言及 “心善”，世人对其人性

理论的概括也只是 “孟子道性善”而非 “道心

善”。因为以 “性”指谓心性，这并不是无需说

明、人所共知的。是以，在孟子对其主张进行阐

述和辩护时，重点要谈的还是 “性”，不能因为

他最终从 “性”走到了 “心”，就仅仅关注后

者。

但事实上，人们还是对孟子言 “心”的意蕴

更感兴趣。此兴趣经久不衰，可能正因为相信孟

子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由点醒仁义心而揭

示人的道德主体性。可是，姑且不论 “道德主体

性”这个含混的表达究竟意谓什么，人们对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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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得还不够多吗？是否还能在 “道德主体性”之

外讲出更多东西呢？这就要回到 “性”的指谓问

题上。可以看到，在孟子那里发现的四个限定

中，虽然限定④ （只有心官的道德欲求才是人能

自主掌控的发展趋向）最终揭示了心性的内涵，

并且看起来最能表现人作为 “道德主体”的特

征。但是，这个限定并不比其他限定更重要，也

绝不是孟子人性理论的全部精华。为什么呢？因

为限定④只能表明心性是什么，即与非自主的生
理欲求相区别的可自主的道德欲求；却不能表明

人必定具有心性，亦即道德欲求必定是与生理欲

求一样真实的人身上的欲求。要肯定这一点，就

必须有限定①②③，其作用就是通过将道德欲求
类比于生理欲求来肯定其真实性。这也就是孟子

为什么在 “举相似”的论证中先谈论感官之性，

而后将心官之性也纳入 “性”之所指的原因。因

为谈论人身上自发、固有和独有的欲求时，可能

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感官欲求。因此孟子的贡献

就不仅是表明心官的欲求与之不同，即道德欲求

是可自主的；更在于揭示其相同，即道德欲求与

生理欲求一样，都是人身上自发、固有且独有的

真实欲求。没有这一点，世人即便知道心性是什

么，也不必然相信人有心性。

当然，或许应该说心性是什么与人有心性，

这不是两个问题。质疑它存在，只因为没有真正

理解它是什么。真正的理解，不是把心性作为一

个对象去认识，而是在内向反思中有所确证，就

像孟子说的 “反身而诚” （《孟子·尽心上》）、

“尽心知性”（同上）。可是，对那些就是不能逆

觉反证的人，如何使之相信人有心性呢？当 “孟

子道性善”时，又如何应付此类听众呢？如果他

们正是大多数人，那么孟子所谓 “知性”果真只

是内向的、体验性的 “知”，而没有外向的、可

传达的 “知”吗？倘使如此，他为何去与告子辩

论人性呢？又为何会说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

也”（《孟子·滕文公下》）呢？恐怕在他眼中，

对人有心性的肯定，除了逆觉反证，还要有解释

和论说。但只要这样做，“性”这个表达指什么，

就是最先出现的问题。而限定 “性”之所指的①
②③之所以不可或缺，就在于它们是论说 “人有

心性”的前提。因此，孟子将心与耳目口鼻的欲

求都纳入 “性”的所指，意义无比重大，因为其

目的并不在阐明感官的欲求是自发、固有和惟人

独有的 （那几乎自明），而是在说明心官所欲也

是如此，这就能断定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明见的道

德欲求，其实是和生理欲求一样真实，此即 “理

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那么，如果不仅重视上述 “性”之所指的最

后限定，也重视前三个限定，就能看到孟子对心

性或心官道德欲求的讨论，不仅是关注这种欲求

的自主性 （限定④），更关注其真实性 （限定①
②③）。这一点，对于理解 “孟子道性善”的

“性善”尤其重要。因为无论是讲 “性”还是讲

“心”，最终就是要讲 “善”。而基于道德欲求的

真实性与自主性，可知孟子眼中的 “性善”，不

论内涵多么复杂，至少有两个基本层次：

Ａ．人性向善是确凿的 （基于道德欲求的真

实性）。

Ｂ．人性趋善是可能的 （基于道德欲求的自

主性）。

如孟子所谓 “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孟子

·离娄上》），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

（《孟子·尽心下》），就是在强调人性向善的确

凿 （“诚”“信”）；所谓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

不下”、 “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

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则正在

肯定人性趋善的可能 （“无有不”、“可以为”）。

虽然这两点最终都要落实于心，但正如前述，没

有对 “性”之所指的层层限定，就不可能落实对

“善”的追问并引出对 “心”的发现。所以不难

肯定，“性”指什么就是 “孟子道性善”时最先

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他构建人性理论的起点所

在。

因此，当谈及孟子人性论的特色时，恐怕除

了 “性善”这个独特主张，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对

“性”之所指的不断限定。关键在于，这是出自

孟子本人的意愿，并与其同时代的人性论者形成

反差。正如前述所见，不论主张 “性无善无不善

也”的告子，还是主张 “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

善”和 “有性善，有性不善”的人，用 “性”

指谓的东西都很模糊。至于告子讲的 “食色性

也”（《孟子·告子上》），虽然具体到人的生理

３１１



《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欲求，但这种欲求究竟有何特征 （如自发、固有

和惟人独有），仍然很不清楚。他大概只将之看

作与生俱来的东西。可即便 “生之谓性”的界

定，其所 “谓”的模糊还是遭到了孟子的质疑。

此外，将视线放长一点，又能看到孟子限定

“性”之指谓的意愿会与荀子形成反差。虽然后

者对人性的探讨是以孟子为标靶，并同样产生巨

大影响。但实际上，荀子对 “性”指什么没有特

殊兴趣。他仅将这个语词的所指收缩到 “本始才

朴”，最多明晰为 “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

等 “人之情性者”，总之都是人身上 “天之就

也”（《荀子·性恶》）的东西。至于 《正名篇》

所谓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

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虽然看起来是要对

“性”指什么下定义，但除了表明 “性”是人所

得以生的各种禀赋和诸禀赋相互配合地应感外物

的状态①，没有更确切的内容。

但是，这并不意味孟子将 “性”的所指层层

收缩，最后聚焦于心性，会比其他人性论主张更

为正确。因为人性论并非科学理论，岂有对错之

分？可孟子的主张能得到后世的广泛响应，总是

有其原因的。一个重要方面，大概就是以 “性”

确定地指谓心性，会比其他人性论对人类行为的

解释更确定。如前述，它至少说明人对善的趋向

既是真实的，也是可能的。而有这种确定性，也

就意味着性善论的解释效力更强。当然，解释效

力的强弱一定只是针对人性论的比较来说。而判

断某种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是否属于人性论，关

键就看它是否从 “性”出发，以被称为 “性”

的东西来解释行为的意义。强调这一点，是想附

带提醒读者关注孟荀论 “性”的实质差异。对荀

子来说，他能容忍 “性”之所指的宽泛性，正在

于相信论 “性”的目的不是认识人性，而是改造

人性②。因为被称为 “性”的东西本身就是 “不

可学，不可事”的，故应把全部注意放在人为可

及的 “伪”的领域 （参见 《荀子·性恶》）。这

说明荀子根本不是要用 “性”所指谓的东西来解

释行为的意义。相反，他认为孟子才是这样做

的，其错误正在于 “不察乎性伪之分”（同上）。

所以，荀子虽然也谈人性，其主张更被冠以 “性

恶论”这个醒目的标题，但并不是真正的人性

论。

故严格说来，孟荀论 “性”的主张是不可比

的，因为根本不是相同类型的理论，不能依据同

一标准评判。但这样说也不是要调和孟荀差异，

而是要揭示 “性”的指谓问题对建立人性论的重

要性。亦即，孟子所以最关注 “性”指什么，根

本原因就是要对人类行为提供一种人性论的解

释，即便其头脑中没有人性论的概念，也不妨碍

他具有这种倾向。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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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７１页。
参见佐藤将之：《荀学与荀子思想研究：评析·前景·

构想》，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２０１５年，第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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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中的 “神”与修身为政之道


翟奎凤

【摘要】《春秋繁露》中的神，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作为祭祀对象的神 （鬼神）、作为变化之道的神 （化神）和

作为生命主体的神 （心神）。在董仲舒天人同构的观念下，天是最大的神，天子祭天有着绝对的神圣性，在任何时候

都不可以懈怠荒废。通过祭祀，可以见到平常见不到的神。作为君主还要尊神、贵神，这里所说的神是讲最高统治者

的修养，是化道之神，无形无象无声，是形而上的整体的一，它能主宰形下世界的变化。《春秋繁露》还讨论心神之

义，认为只有平意、静神才能养气长生，这种虚静体神聚精的思想受到道家的一定影响。在董子看来，养生与治国是

一个道理，身为国，心为君，这种身体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董子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与天之春夏秋冬

相应，是天道自然，只可顺调无滞，不可制止。

【关键词】天；尊神；贵神；静神；神气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１５－０６

　　 “神”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主要有鬼

神、神化、心神三个义项①。 《春秋繁露》约出

现８４次 “神”字，其意义也不外这三个方面。

在具体讨论上，《春秋繁露》则有其独特的意义

结构。下面主要从祭祀之道、为君之道、养生之

道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春秋繁露》中的神。

一、天、百神、小神与祭祀之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

年》），祭祀是早期中国政治的重要议题，对此

《春秋繁露》也有大量讨论。毫无疑问， “天”

一直是中国古人信仰的最高神，而且只有天子才

有资格祭天。除了 “天”，中国人祭祀的神灵还

很多，“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

怪物，皆曰神”（《礼记·祭法》），早在先秦就

有 “百神”的说法。关于 “天”和百神的关系，

董仲舒明确说 “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

尊也”（《郊义第六十六》）②，又说 “天者，百

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

（《郊语第六十五》）。“天”是大神，相比之下，

其他的神都是小神，祭祀的时候要先祭 “天”

（郊祭），然后才能祭其他的神，这样才符合

“礼”。董仲舒说：“故 《春秋》凡讥郊，未尝讥

君德不成于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叙，

逆于礼，故必讥之。以此观之，不祭天者，乃不

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

祭不卜，而郊独卜，郊祭最大也。”（《郊祀第六

十九》）甚至，不祭祖先，也要祭天，以表示天

尊于人之义，“古者天子之礼，莫重于郊。郊常

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礼，三年

丧，不祭其先而不敢废郊，郊重于宗庙，天尊于

人也”（《郊事对第七十一》）。

祭祀的根本义谛在于 “见”到 “天命鬼

神”。董仲舒说：“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谓

也。善乃逮不可闻见者，故谓之察。”“祭之为言

际也与？祭，然后能见不见。见不见之见者，然

后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后明祭之意。明

祭之意，乃知重祭事。”（《祭义第七十六》）综

合来看，“察”与 “际”应该都是 “见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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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翟奎凤，安徽亳州人，哲学博士，（济南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①　 详细讨论，参见翟奎凤：《先秦 “神”观念演变的三个阶段》，《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１２９—１３５页。
②　本文参考的是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的 《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如非特别讨论，原文征引只注出篇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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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进入祭祀状态能看到平时看不到的存在，

即天命鬼神。“天命”对应于祭天，鬼神对应于

一般的祭祀。如果留意 《礼记》关于祭祀、神明

的问题，我们会看到在 《礼记》中更多地用到的

是 “交于神明”，如 《礼记·祭义》中说 “孝子

将祭……于是谕其志意，以其恍惚以与神明交，

庶或飨之”。在祭祀之道上，我们不得不说，这

是董仲舒与 《礼记》的一个重要区别，“恍惚以

与神明交”侧重与神明的感通一体，有种 “迷

醉”“忘我”的意味，而 “见不见” “知天命鬼

神”似乎有了更多的清醒、理性、知性、分别和

边界意识，这种意识其实也体现在 “察”与

“际”二字的字义之中。

知天命鬼神，就可以明了祭祀的实质，这样

就会重视祭祀活动。董仲舒接着说：“重祭事如

事生，故圣人于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

而不独任，事之而不专恃。恃其公，报有德也，

幸其不私与人福也。”（《祭义第七十六》）这里

的逻辑性很强，而且有着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

祭祀———畏、信、事———鬼 神———正 直———福

报，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德福一致的观念。德

性、内心的圣洁虔诚是祭祀的关键，董子说 “德

在天地，神明休集”（《正贯第十一》），有大德

者，神明皆来护佑。当然，“德在天地”主要来

讲也是对天子的要求，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逻辑

下，天子的心灵德行与上天有着直接的感应，因

此，天子祭天有着至高的神圣性，无论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可荒废或懈怠祭天，“对天的祭祀即郊

祭是封建统治者最大最重要的活动，给其他神祭

祀之前必须先祭天，人民生活苦难、诸侯在丧期

中，都不能停止祭天活动”①。

《春秋繁露》中讨论祭祀的名目很多，其中

还有关于求雨的祭祀，论及了春、夏、季夏、

秋、冬五时神：“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社

稷山川……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 “夏求

雨，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其神蚩尤，祭

之以赤雄鸡七。”“季夏祷山陵以助之……其神后

稷，祭之以母 五。”“秋暴巫至九日……其神

少昊，祭之以桐木鱼九。”“冬舞龙六日，祷于名

山以助之……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

（《求雨第七十四》）其对应关系可简括如下：春

———共工；夏———蚩尤；季夏———后稷；秋———

少昊；冬———玄冥。而关于五时神，代表性的文

献 《礼记·月令》和 《吕氏春秋·十二纪》的

记载是：春天，主东方，其帝太?，其神句芒；

夏天，主南方，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

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天，主西方，其帝少

?，其神蓐收；冬天，主北方，其帝颛顼，其神

玄冥②。对比来看， 《春秋繁露》的说法与此出

入较大，共工、蚩尤、少昊为帝，以少昊帝配秋

与 《礼记》一致，季夏后稷与后土相类，只有

“冬，其神玄冥”与 《月令》是一致的。值得一

提的是，在 《求雨第七十四》篇，两次出现了

“神宇”这个词语，如春天求雨部分有说 “取三

岁雄鸡与三岁猪，皆燔之于四通神宇”，夏天

求雨也又说 “取三岁雄鸡、猪，燔之四通神

宇”。 “神宇”一词似不见于先秦文献，这里当

为首次出现，一般认为这里的神宇是灵室，即祭

堂③。

二、尊神、贵神与体国为君之道

上面主要讨论了作为祭祀对象的神。《春秋

繁露》中 “神”的意义是多面的，除了祭祀之

神，作为变化之道的 “神”在 《立元神第十九》

有比较集中体现。如说：“体国之道，在于尊神。

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

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

欲为神者，在于同心。贤者备股肱，则君尊严而

国安；同心相承，则变化若神；莫见其所为，而

功德成，是谓尊神也。”这里的尊、神是并列词，

并不是动宾结构。“尊”体现的是对权利、名位

的敬畏，又具体表现在要任用贤能。而这里的

“神”结合上下文，当是变化之道，与 《易传·

系辞》所说 “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

乎”、 “阴阳不测之谓神”的意思比较接近，宋

儒张载 《正蒙》所说 “一故神，两故化”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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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铀：《董仲舒论祭祀———兼论儒家论天的宗教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９０页。
详细讨论，参见杨华：《上古中国的四方神崇拜和方位

巫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３页。
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７卷下，上海：汉

语大词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８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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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这一含义的很好揭示。作为化道之神，这

里具体说的是政令治道、化民美俗、天下太平，

能做到这一点要靠众多贤能的同心协力、一心一

意，这样才能入神化民，能够 “莫见其所为，而

功德成”，这是 “尊” “神”的目的。当然，作

为变化之道的神，似又可分为客体、主体两种，

《易传》所说当侧重于客体的化道之神，而 《立

元神篇》似侧重于主体的化道之神，具体来说是

天子要化天下需要入 “神”及 “同”“一”的工

夫和修养。董仲舒接着又说：“天积众精以自刚，

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

序爵禄以自明。天所以刚者，非一精之力，圣人

所以强者，非一贤之德也。故天道务盛其精，圣

人务众其贤。盛其精而壹其阳，众其贤而同其

心。壹其阳，然后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后可

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术，贵得贤而同心。”

（《立元神第十九》）这里 “天”对应于 “圣

人”，圣之 “贤”即天之 “精”，天之日月星辰

即圣人之爵禄，可见这里所谓的 “圣人”就是指

君主。天要 “盛其精而壹其阳”才能致其

“神”，圣人要 “众其贤而同其心”才能 “致其

功”，我们看这里 “心”与 “阳”也是对应的。

综合来看，这里的 “神”的特点一是能 “化”，

二是 “莫见其所为”。

除 “尊神”外，《立元神第十九》提出 “贵

神”说：“为人君者，其要贵神。神者，不可得

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

而不闻其声。声之不闻，故莫得其响，不见其

形，故莫得其影。”与 “尊神”不同的是，这里

的 “贵神”是一个词，是以神为贵的意思，但两

者所说的神，意义是一致的。 “神”无形无声，

看不见、听不到，但是董仲舒又强调：“所谓不

见其形者，非不见其进止之形也，言其所以进止

不可得而见也。所谓不闻其声者，非不闻其号令

之声也，言其所以号令不可得而闻也。”可见，

不见其形、不闻其声并不等于无所作为、不进不

退，只是其所以进退的道不能见到，其所以号令

天下的道听不到。接着董子又说： “不见不闻，

是谓冥昏。能冥则明，能昏则彰，能冥能昏，是

谓神。”① 从这里看， “神”不见不闻，是冥昏、

幽深的意思，但正是只有能做到冥昏，才有明

彰，这与 《荀子·劝学篇》所说 “无冥冥之志

者，无昭昭之明，无昏昏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的意思是一致的。当然，董子这里所说的神一方

面可以说是体现了天道变化之功的内在机能，另

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用来说明天子的修养。他还

说：“人君贵居冥而明其位，处阴而向阳，恶人

见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为人君者，执无源之

虑，行无端之事，以不求夺，以不问问。吾以不

求夺，则我利矣；彼以不出出，则彼费矣。吾以

不问问，则我神矣，彼以不对对，则彼情矣。故

终日问之，彼不知其所对；终日夺之，彼不知其

所出。吾则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阳

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阴道尚形而露情，阳

道无端而贵神。”这里的 “阳”和 “神”都有让

人难以琢磨的意味，就是说君主的思想和内心不

能让臣下轻易知道，否则容易为臣下所制，这套

君王术有其一定道理，但容易给人感觉有流于黄

老权谋与申韩之术的意味。冯契认为：“董仲舒

讲人君的 ‘建治之术’在于 ‘贵神’，实际上也

近乎黄老的阴谋权术”，“故弄玄虚，耍手腕，令

人莫测高深。这完全是黄老和申韩的语言”②。

实际上这套君王心法也是一种领导艺术，有其合

理性的一面。金春峰的评价比较平和一些。他认

为 “这完全是 《老子》以 ‘不争为争’， ‘将欲

取之，必固与之’思想的运用和发挥”， “他把

《老子》的权谋思想和阴阳天道结合起来，对黄

老思想是一种发展”③。

“立元神”三字， “元”是君主。董子说：

“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

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豪厘，驷不及追。”

又说：“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

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 “君化若神”，可以

理解君王要像 “天”神一样高高在上、不可琢

磨，这样来看这种 “神”有点 “鬼神”之神的

意味。但综合来看，《立元神篇》所说 “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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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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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关于此处标点，张世亮等人译注的 《春秋繁露》为

“是谓神人”（第１９９页）。这是不准确的，“人”字应与下句连
读为 “人君贵居冥而明其位”。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０８页。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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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更多的是一种化道之神的意味，“一其阳，然

后可以致其神”，“阳”“一”是化道之神的重要

特征，可是这种神又有幽深、昏冥之意味，神者

深也，这又有着阴的特征。 《易传·系辞》说

“阴阳不测之谓神”，又说 “神也者，妙万物而

为言者也”，这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董子 《立元

神篇》所说的神，神有阳的一面也有阴的一面。

仔细分析，董子此节论神，似有些矛盾之处，一

方面他强调神与精、阳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说

“能冥则明，能昏则彰，能冥能昏，是谓神”，似

神又以阴为体，以阳为用。依此推理，阴、冥当

是无形的，所以 “人君贵居冥而明其位，处阴而

向阳” “人君居阴而为阳”，但又说 “阴道尚形

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这样人君当是尚阳。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又说：

天地之行美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

其形而见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阴阳而降霜

露。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

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

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为刚

也；考阴阳，所以成岁也；降霜露，所以生杀

也。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故贵爵而臣国，

所以为仁也；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

也；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量能授

官，贤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贤自近，以备股

肱，所以为刚也；考实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

世也；有功者进，无功者退，所以赏罚也。是故

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君执其常为一国主。天不可

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

主不坚则邪臣乱其官。星乱则亡其天，臣乱则亡

其君。故为天者务刚其气，为君者务坚其政，刚

坚然后阳道制命。

这里强调 “神”的冥昏、无形的特征，而且

也是与 “阳道”对应。天 “藏其形，所以为神

也”、人君 “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

也”， 《立元神篇》所说的尊神、贵神，其主要

意思可以从 《易传》所说化道之神来理解。《立

元神》还说：“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

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

为。”这里的 “神”是心神的意思，《春秋繁露》

有多处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神。下面我们具体讨论

心神之神。

三、平意、静神、养气与养生之道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第七十七》基本上是

讲人如何法天之道来养生的，天人之道贵在中

和，这也是养生的关键。具体而论，养生又重在

“爱气”，“民皆知爱其衣食，而不爱其天气。天

气之于人，重于衣食。衣食尽，尚犹有间，气尽

而立终”。在人的生命系统中，气与神、意、心

密切关联。董子说：

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气从神而成，神从

意而出。心之所之谓意，意劳者神扰，神扰者气

少，气少者难久矣。故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

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身之大

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将欲无陵，固守一

德。”此言神无离形，而气多内充，而忍饥寒也。

和乐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内充也。外

泰不若内充，而况外伤乎！忿恤忧恨者，生之伤

也；和说劝善者，生之养也。君子慎小物而无大

败也，行中正，声向荣，气意和平，居处虞乐，

可谓养生矣。（《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这里是论心神之义，应该说 “气”是天然客

观存在的，所谓 “气从神而成”，这是就个人而

言，能摄取多少 “天气”（精气）为其所用，主

要取决于其神的状态 （静），“神从意而出”，也

并不是说神是由意生出来的，而是说神的本然状

态功能的展现要由调整意来实现。“心之所之谓

意”，意是内心的趋向。如果意念纷乱，神就会

受到干扰，神被扰乱，能摄取稳固的天气、精气

就会很少，气少就很难长寿。因此，君子要减少

欲望、断绝恶念，来最大限度地平静心意，心意

平，神才能静，神静才能养气聚气，神气才能相

融，气多身体才能康健有力，这样就得到了养身

的关键。“神无离形”，形神合一，这样内气就会

充实，这也是道家的养生要诀。要做到这些，就

需要控制好不良情绪，内心中和，恬愉向善。

《循天之道篇》还说： “凡气从心。心，气

之君也。”气到底是从 “神”还是从 “心”呢？

其实从神也就是从心，因为神从意，而意为心之

所之，神可以说是心的整体状态。关于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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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的内在关系，《通国身第二十二》也有详

细论述：“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

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身以心为

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其本，则血气相承受；

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血气相承受，则形

体无所苦；上下相制使，则百官各得其所。形体

无所苦，然后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

后国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欲

致贤者，必卑谦其身。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

也；谦尊自卑者，仁贤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务

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能致

精，则合明而寿；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

因此，董子养生说中的气指的是精气 （气之清

者），也可以倒过来说，其所言之精为气之清者，

是生命能量之源，是生命力的象征。所谓 “虚静

其形”、 “形静志虚”，主要还是强调虚静其心、

其意、其志， “虚静以致精”与 “平意以静神，

静神以养气”的主张是一致的。董子的这些养生

思想，有学者认为 “较多地吸收了庄子关于恬淡

虚静与全神守气的养生思想”①。

“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董仲舒论身心

关系，经常拿国与君的关系来类比。《天地之行

第七十八》说：

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隐居深宫，若

心之藏于胸；至贵无与敌，若心之神无与双也；

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浊，若身之贵目而贱

足也；任群臣无所亲，若四肢之各有职也；内有

四辅，若心之有肝肺脾肾也；外有百官，若心之

有形体孔窍也；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

上下相承顺，若肢体相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

气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气和

平，形体无所苦也；无为致太平，若神气自通于

渊也；致黄龙、凤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

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而体得以全；

臣贤，君蒙其恩，若形体之静，而心得以安。上

乱，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为伤也；

臣不忠，而君灭亡，若形体妄动，而心为之丧。

是故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

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心

所以全者，体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

这里出现两则 “心之神”，后则是与 “形体

之静”对举的，可以理解 “心之神”为心的神

明、神灵、神圣，与 “静 “相对，这里的神似为

形容词。“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可以

与 《正贯第十一》所说 “德在天地，神明休集”

相互诠释。《郊语第六十五》也说 “天地神明之

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固莫之能见也，唯圣人能

见之”，这种神明不是特定的神灵，而是天地之

心、天地之精神。“若神气自通于渊也”，这里的

神气是说心神之气。“致黄龙、凤皇，若神明之

致玉女、芝英也”②，这里的神明也当指心神。

黄俊杰认为 “董仲舒在上文中论述国君与百官的

功能时，是诉诸具体的人的身体中 ‘心’之

‘神’之有无或四肢是其否发挥作用”，他认为

这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 “身体政治

论”③。王健文解释这段话说：“董仲舒的文字分

喻君臣、上下、心体，对偶而述，只有一个地方

不是很相称：‘上乱，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聪明

而手足为伤也。臣不忠而君灭亡，若形体妄动而

心为之丧。’若依对称原则，上句当为 ‘君乱，

臣被其患，若心不神明而手足为伤也’。但是现

在所见的陈述形式，显然别具用心，刻意维护君

的尊严。上乱，只能是耳目不聪明，而不是心不

神明，换言之，只是君之近臣不贤，责任不在君

（心）。叔孙通所谓 ‘人主无过举’，汉代阴阳不

调则罪在三公，大致都是在类似的思想氛围下的

产物。这样为君上维护的曲折解释，事实上对中

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极为深远。凡是施政不当，臣

民多还是为皇帝开脱，认为是奸人蒙敝 （耳目不

聪），继续忠于皇帝，造成政治认识上的盲

点。”④ 刘畅认为 “在此，共找出了 ‘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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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勇：《庄子学史》第１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２４３页。

陈?认为：“《繁露》所言黄龙、凤皇、玉英、芝英、

玉女皆瑞应事物。以神仙玉女为瑞应，秦汉间则然。” （氏著：

《古谶纬书录解题附录 （二）》，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１７
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 ７１页）张世亮等人译注的
《春秋繁露》认为玉女、芝英当指 “气功导引中所达到的高妙成

果与境界”（前揭书，第６３５页）。
黄俊杰编著：《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２００８年，第２６５页。
王健文：《国君一体：古代中国国家概念的一个面向》，

氏著：《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 “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５年，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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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的十五处相同之点进行类比，其重点在于

论证君主治理国家的种种道理和技巧，可视为对

先秦以来心君同构思想的一种经典性总结。亦可

看出，论证心君同构的思想归宿，在于为王权政

治提供另一种理论依据”①。

在董子看来，国与身相似，天与人也相似，

有着同构相应性，他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

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

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

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

物之甚，而类于天也。”（《人副天数第五十六》）

这里的 “神气”当指 “天气”或具体来说指春

夏秋冬之气，与上段 “若神气自通于渊也”之神

气不同。实际上，把心之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之

气相关联，《春秋繁露》曾反复论及：

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

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

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

者矣，故曰受，由天之号也。（《为人者天第四

十一》）

天有寒有暑。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

其实一类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

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

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蓄也，故可节

而不可止也。节之而顺，止之而乱。人生于天，

而取化于天。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

诸秋，哀气取诸冬，四气之心也。（《王道通三

第四十四》）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

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

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

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

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阴阳义第四十

九》）

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

哀乐之至其时而欲发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时而

欲出也，皆天气之然也。其宜直行而无郁滞，一

也。（《如天之为第八十》）

这种理论施之于养生，会把喜怒哀乐看作人

的天然情绪，就像天有春夏秋冬一样自然，难以

避免，可以顺势节制，不可以克除，而且宜 “直

行而无郁滞”。喜怒哀乐这四种心气要循环流通，

不能长时间滞于某种情绪。明末刘宗周把喜怒哀

乐看作心体的天然四德，与天之春夏秋冬四气交

替一样自然，他反对 “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的

说法，认为 “以是分配性情，势不得不以断灭者

为性种，而以纷然杂出者为情缘”②。显然，刘

宗周以喜怒哀乐为心体四德是为了把儒学与佛教

严格区别开来，这种思想与董仲舒 “心有哀乐喜

怒，神气之类也”的观点非常类似，可谓渊源有

自③。

综上所述，《春秋繁露》述及的 “神”是对

先秦以来 “神”观念的综合继承与发挥。董仲舒

的神观念既有先秦儒学与 《易传》的影响，同时

吸收了庄子及黄老道家的养生思想，其 “神”观

念体系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把祭祀、养生之神与治

国理政紧密结合起来。这种奇特的身体政治学是

中国古典哲学特殊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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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畅：《心君同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原型范

畴分析》，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２页。
［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下册，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５３３页。
《荀子·天论篇》说：“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

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荀子也把喜怒哀乐

看作人的天然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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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五行志》三阶一体的理论建构

吴祖春

【摘要】作为西汉阴阳五行思想的系统总结与集中呈现，《汉书·五行志》既记录有大量的灾异及其相关解释，也有明

确而独特的理论建构。在遵天道但更重人道的理念下，《汉书·五行志》将既往的阴阳五行学说整合为以阴阳五行为

内容的世界图式、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以君主行为准则为内容的个人图式三阶一体且层层落实的解说体系，

在用以解释各类灾异现象的同时，揭示了西汉时期人们独特的认知和解释世界的思维进路。

【关键词】《汉书·五行志》；阴阳五行；天人之道；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４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２１－０５

　　 《汉书·五行志》是班固 “揽仲舒，别向、

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

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 《春秋》，

著于篇”①的汇辑性作品，其价值在历代正史中

得到确认。但是，自从刘知几对 《汉书·五行

志》所录的灾异事件，力证其不仅 “错误”而

且 “杂驳”，质疑班固 “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

亦惑乎”②，学界对于 《汉书·五行志》的认知，

便基本没有超出杨树达的观点：“古人于君主专

政无奈之何，故创为阴阳五行灾异之说以恐之。

汉世此说盛行，故班创为此志以记其说。由今观

之，其说绝无义理，读者勿为所惑可也。”③这实

际上是在肯定它具有劝诫君主的积极意义的同

时，从根本上否定了它的义理价值的存在。事实

上，《汉书·五行志》作为对西汉时期阴阳五行

思想的总结，一方面反映了阴阳五行学说在汉代

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以其特有的理论建构，昭

示了汉人用以认知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思维进路。

一、以阴阳五行为内容的世界图式

阴阳五行世界图式是秦汉时期人们对于世界

（宇宙）的基本看法，也是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的

重要组成部分。《汉书·五行志》并没有关于阴

阳五行世界 （宇宙）图式的完整论说，但这并不

妨碍我们通过 《五行志》透露的信息，将这一世

界图式勾勒出来。

《汉书·五行志》关于阴阳五行世界图式的

勾勒，仅限于引述 《尚书·洪范》篇论五行的

话：“经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

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

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④实事

求是地说，从这段并不完整的引文，我们无法看

出它所做的是对世界图式的勾勒。然而考虑到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 ‘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

说成为官方哲学后，它笼罩、统治着汉代数百

年，弥漫在几乎全部意识形态领域”⑤，“汉儒生

在以阴阳五行为信条的社会里，便没有不受阴阳

五行说的浸润的，阴阳五行即是他们的思想的规

律”⑥，“在 《十二纪·纪首》中，把许多事物，

都组入进去，而成为阴阳与五行所显露之一体，

以构成包罗广大的构造，于是使人们感到，我们

所生存的世界，都是阴阳五行所支配的世界，由

此而成为尔后中国的宇宙观，世界观”⑦，不难

１２１

 作者简介：吴祖春，河南南阳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２５）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５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３１７页。
②　 《史通》中有专门针对 《汉书·五行志》所载灾异的 《汉书五行志错误》和 《五行志杂驳》之篇。［唐］刘知几著、［清］

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１页。
③　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７１页。
④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５册，第１３１８页。
⑤　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１８２页。
⑥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５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０５页。
⑦　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氏著：《两汉思想史》第２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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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这段文字提示的正是它引而不发的世界

观。

将世界看作是由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以及

以之为代表的五类性质不同的事物构成，相对于

单一世界本源或世界构成，无法避免地要对五行

做有序化处理。就空间序列而言，虽然先秦以来

对五行次序的表述存在差异①，但在与五方的联

系上，却无有例外都以木 －东、火 －南、土 －
中、金－西、水－北为对应关系。这不仅使五行
在空间上固定下来，也由此确立一个方位坐标。

通过这个坐标，使能够与五行相搭配的项目，如

五色、五味、五音、五脏、五谷等，均可找到自

己相应的位置。这就为纷繁世界的模式化、条理

化开辟了道路。

然而，空间序列虽可视为五行的结构，却无

法解释何以五行能够同五方相连，也无法说明五

行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运转在五行中的反映，更

无法说明依靠这样一个结构如何能够解释具体的

现实问题。因此，五行不能只是一个简明的结

构，它还要有生命，也就是使之运作起来的内在

动力。

如何赋予五行生命呢？在农业文明的思维逻

辑中，这就要使之与时间建立联系。五行与时间

的关系，直到西汉，都是既清楚又说不清楚的问

题。说它清楚，是所有讨论阴阳五行尤其是五行

问题的文献，都对五行与时间的密切关系，以不

同方式予以了肯定；说它说不清楚，是对于五行

与时间该如何匹配，存在明显争议，且各种说法

均有不周延之处。据可见资料，先秦至汉代，关

于五行与时间匹配的方案主要有四种：一是将一

年分为五季，然后与五行一一对应，如 《管子·

五行》和 《春秋繁露·治水五行》；二是将一年

分为四季，对应木火金水，以土辅四时，如 《管

子·四时》和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三是将

一年分为四季，以对应木火金水，但以土主季

夏，如 《吕氏春秋·季夏》和 《春秋繁露·五

行对》；四还是将一年分为四季，以对应木火金

水，但是以土居夏中，如 《春秋繁露·五行顺

逆》。

将一年分为五季 （每季七十二日），虽实现

了与五行的一一对应，但与通用的四分法存在明

显错位；肯定四季划分而以土为四时之辅，虽以

突出土的重要性化解了四时与五行无法一一对应

的矛盾，但也不得不牺牲金木水火土原本并列的

关系；以土居夏中或季夏，同样存在着否定五行

间平等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 《淮南子》

和 《春秋繁露》中都没有确定的、前后一致的五

行与时间的对应方案，而是采取了便于调和的数

说并存的做法。《五行志》作为对西汉阴阳五行

思想的总结，不会对这一状况毫不知情，再加上

其对五行、五事从 “经”到 “传”再到 “说”

的整齐梳理，以至各类灾异的有序记录，都说明

《五行志》对于五行与时间的关系已经找到了更

为妥当的处置方法。

表面上看，《汉书·五行志》对阴阳的论说

确实不如五行，但考虑到从董仲舒到 《白虎通·

五行篇》，五行已完全纳入阴阳统贯之内，“言五

行即是言阴阳，而较言阴阳更为详备”②，就不

难理解 《汉书》何以以 “五行”而非 “阴阳”

或 “阴阳五行”名志，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名为

《五行志》而实质上发展的却是阴阳五行思想了。

总之，通过对五行内涵的拓展，以及与五方

建立空间对应关系，与季节建立时间对应联系，

《汉书·五行志》将世界看作是由木火土金水五

种元素，尤其是以之为代表的五类不同性质的事

物，按照东南中西北的空间方位依次安置，并遵

从季节运行规律以实现自身循环的基本图式，这

就是其阴阳五行的世界图式。这个图式中虽不乏

为后人诟病的简单化和神秘化倾向，但其将世界

看作动态的和立体的生生不息系统，认为通过这

个具体而微的世界构成可以洞悉天道奥秘，无疑

是认识上的巨大进步。不过，阴阳五行世界图式

的建构，在这里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探研天道奥秘

或呈现理论上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个图

式，藉由人类社会是世界之一环的观念，使人类

２２１

①

②

如 《尚书·洪范》篇的水火木金土、《管子》和 《春秋

繁露》等的木火土金水、《淮南子》的金木水火土等。《汉书·

五行志》虽引用了 《洪范》篇有关五行的界定，但在展开讨论

中却是以木火土金水为序。

徐复观：《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

董仲舒 〈春秋繁露〉的研究》，前揭书，第 ２３７页。徐复观认
为，五行与阴阳的完全融合，是在 《白虎通·五行篇》实现的；

但笔者通过对董仲舒阴阳五行思想的仔细梳理，发现其实在董

仲舒那里已经完成了这一融合，而 《白虎通·五行篇》不过是

对这一融合进行了再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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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种种现象能够得以解释。这就使它必然要

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

二、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

将阴阳五行世界图式落实在社会政治生活

中，就形成了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在

这个图式中，五行已明显与其作为世界本源的一

面分道扬镳，着重发挥了其作为五种不同性质之

标识的一面。与此同时，五行与五方、季节间的

对应关系，也在这里正式出场。

紧随五行内涵之后，《汉书·五行志》以五

行所代表的五种不同性质为标准，结合秦汉以来

流行的时令内容，将国家的时政纲领按照木火土

金水的次序进行了分类概括。具体内容如下：

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

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以妻，则火

不炎上。

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

兄，则稼穑不成。

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

从革。

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

润下。①

从内容上看，这些条目显然是从防范施政失误的

角度，对时令中的施政禁忌进行的专门概括。

“则木不曲直”之类，既标明了该类政治纲领所

属的五行之目，又明确指出了违反禁忌必然导致

的后果。至于每条由禁忌组成的政治纲领到底意

味着什么，在紧随 “传”之后的 “说”中，有

进一步解释。我们以 “木说”为例：

木，东方也。于 《易》，地上之木为 《观》。

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

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

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

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

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

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

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及木为变怪，是为木

不曲直。②

在格式上，五行 “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只

是 “木说”相对于其他四 “说”，一是少了对季

节的暗示之词③，二是多了引入观卦这一极具迷

惑性的解释进路。要知道，按照京房的卦气说，

观卦对应的是八月而不可能是春季。但是不管怎

样，这段解释至少透露出如下信息：

第一，木在方位上对应东方，与先秦至西汉

有关五行与方位配合的流行观点一致。同时回避

了与时间的明确关系，转而强调如何施政以符合

木的本性要求。

第二，“其于王事”是 “说”的重点和主体

内容。所谓 “行步有佩玉之度……使民以时”，

与其说在阐释应当实施的政治纲领，不如说在强

调国君于行为举止上应当遵循的礼义节度。这种

有意识的解释偏向，一如在阴阳五行世界图式中

对五行内涵的拓展，为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

图式向以君主行为准则为内容的个人图式落实，

搭建了桥梁，提供了通道。

第三，同 “传”中仅列政治禁忌不同，

“说”中不仅阐述了各项政治禁忌的具体内涵，

而且还对应当推行的政治措施有所交代。这一方

面凸显了 《五行志》在总体上偏重政治禁忌以及

由此导致的灾异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它不是没

有注意到应当正面肯定的各项措施以及由此带来

的好的征兆。

即使不考虑其他四 “说”对各自对应的季节

的暗示，仅考虑当施之政的具体内容，那么对照

先秦至西汉文献中相关部分的内容则可发现，

《汉书·五行志》在木 “传”与 “说”中所列事

项，基本没有超出其时流行的观点，即强调助长

养、行赏赐、重农事，而这又毫无例外是春季当

颁施之政。且无论从哪个角度讨论木政，如 《管

子·四时篇》“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

风生木与骨……”、《五行篇》“日至，睹甲子木

行御”④，或者 《淮南子·时则训》 “孟春之月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 《汉书》第５册，第
１３１８、１３２０、１３３８、１３３９、１３４２页。

同上，第１３１８—１３１９页。
火为 “扬光辉为明者也”、土为 “生万物者也”、金为

“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故立秋而鹰隼击，秋分而微霜降”、

水为 “终臧万物者也”。［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 《汉

书》第５册，第１３２０、１３３８、１３３９、１３４２页。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北京：中华

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８４２、８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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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位东方……盛德在木”①、《春秋繁露·五

行顺逆》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② 等，

都与时间建有一定之联系。也唯有这样，才能解

决木政何时实施的问题———除非五行的使用仅仅

是为了对政治行为进行分类。而即便只是出于分

类需要，也将涉及分类依据———且不说所有政令

都所出有时，是否合适也主要取决于施于何时。

因此，时间之于五政都至少是个隐性存在。

至此不难看出：第一，所谓的以时政纲领为

内容的社会图式，就是将阴阳五行世界图式落实

在社会层面上，形成的对社会该当如何的基本看

法，即由依照季节变换制定的政治纲领为要素组

成的、按照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性质进行归纳分

类、并最终在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上依次得以确

定的基本图式。第二，以阴阳五行为内容的世界

图式与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一方面是

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相依共存的关

系。就其对象而言，一者为世界 （宇宙）全体，

一者是人类社会，本身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

系；从抽象的世界图式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图式，

不仅五行的内涵从万物所由生的五种元素，转换

成了五种不同性质，并被赋予了具体的政治内

涵，而且作为时间序列的季节转换，在继续标识

其阴阳消长的实质外，开始以时令的面目出现，

并呈现出向礼制拓展的倾向———在不同的时节颁

布不同的政令，本是礼制的重要内容。第三，由

于 《五行志》的史书性质，它所呈现给人们的这

个落实在现实政治上的阴阳五行图式，一方面缺

少相应的理论论证，呈现出经验总结的特征，另

一方面也明显倾向于通过违反政治禁忌的行为与

灾异现象的联系，对现实中君主的政治行为给予

警告和约束性限定。只是这种约束能否起作用，

最终还是要看君主对礼的遵守情况。因此，《五

行志》在阴阳五行图式的构建中，最终将落脚点

放在国君应当遵循怎样的行为准则上。

三、以君主行为准则为内容的个人图式

《汉书·五行志》因袭了 《尚书·洪范》篇

对貌言视听思五事所做的具体限定，也认可它们

各有需要遵从的礼义节目： “羞用五事。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

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

肃，从作艾，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③ 不

仅如此，还将 “庶征”中有关休征和咎征的内容

也搬用了过来。这样，但凡五事能据礼而动，即

貌言视听思最终体现出肃硋哲谋圣，自然界就会

冷暖风雨各从其时；如若五事违礼而作，亦即容

貌狂妄，言语僭越，查视宽缓，听言过当，思虑

昏乱，则天道运行必然出现异常的波动，导致冷

暖风雨不从其时。

同五行 “传”中对待时政纲领和政治禁忌的

态度一样，五事 “传”对 《洪范》篇提到的举

止规范以及相应的休征仅仅是存而不论，其关注

的重点也是不合礼的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灾

异。为行文简便，我们仅以 “貌传”为例来说

明：

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

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

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蠿，时则有青眚青祥。唯

金?木。④

学界曾有人注意到此处在天人关系上的公式

化处理⑤。我们更应该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违反

五事应当遵从的礼义规范所导致的灾异，无论是

在种类上还是在范围上，都明显超出了违反以五

行划分的政治禁忌所可能带来的灾异，这无疑是

从一个侧面突出了君主行为守礼在政治生活中的

重要性；二是在违反五事应当遵从的礼义规范所

导致的众多灾异中，潜在地扩大了五行在社会领

域中的内涵，即不仅包括五事，更包括五孽、五

祸、五蠿、五眚、五祥和五色等；三是五事

“传”中虽没有明确指出其与五行的关系，但在

“惟金?木”之类的深入探讨中，显然暗示了貌

言视听思与木金火水土的一一对应关系。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何宁：《淮南子集释》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
第３７９页。

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下，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４５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 《汉书》第５册，第

１３５１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 《汉书》第５册，第

１３５２页。
冯浩菲：《〈洪范五行传〉的学术特点及其影响———兼

论研究天人感应说之不能忽略伏生》，《中国文化研究》１９９７年
第２期，第３８页。



《汉书·五行志》三阶一体的理论建构

至于该如何理解五事 “传”程式化的内容，

还需要借助五事 “说”的进一步阐释。为行文简

洁起见，我们仍仅以 “貌说”为例予以说明：

凡草物之类谓之妖。妖犹夭胎，言尚微。虫

豸之类谓之孽。孽则牙孽矣。及六畜，谓之祸，

言其著也。及人，谓之蠿。蠿，病貌，言浸深

也。甚则异物生，谓之眚；自外来，谓之祥。祥

犹祯也。气相伤，谓之?。?犹临莅，不和意

也。每一事云 “时则”以绝之，言非必俱至，或

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后也。①

“说曰”的内容，显然是在具体解释 “传”

中的关键词。透过其对孽、祸、蠿、眚、祥等的

解释不难发现，在对灾异描述的次序上，明显受

了董仲舒的影响。董仲舒认为： “凡灾异之本，

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

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

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

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② 灾异出现有先后次序。

《五行志》与此稍有不同，它以 “时则”突出了

各种灾异出现的可能性与或然性。这样，灾异的

出现就不再是上天对君主的仁爱，反倒是对君主

违礼行为的容忍度降到了最低———只要君主行为

不合礼义，上天就会降下灾异。这无疑加强了对

君主行为的监控与约束性。“说曰”中另一个值

得注意的地方是，五行在这里已不再是单纯的五

种世界构成元素或五种不同性质，而成了五种不

同性质的气。正是透过五行之气，五事才与五行

建立了相应的联系。

从 《五行志》的行文看，五事 “说”与五

行 “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五行 “说”对五

行 “传”的解释比较一致———唯一出现的引申就

是在水 “说”中对京房 《易传》的引用，而五

事 “说”对五事 “传”的解释则意见相对杂驳。

因此在貌 “传”进行解释的 “说曰”之后还专

门附有一段文字，对这种驳杂的情况进行了说

明。除此之外，还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对于仪

容体貌方面的限定，也就是 “肃”“敬”，《五行

志》有专门的解读，其强调的重点是既要君主做

到内心的 “恭”，还要其做到外在的对人和物的

“敬”；二是在对咎征的具体解释中， 《五行志》

直接以阴阳消长和季节变换，来解释何以貌言视

听思不合礼而所罚不同，相对于 《春秋繁露·五

行五事》篇中以肃主春、硋主秋、哲主夏、谋主

冬以与季节相连的做法，显然巧妙得多。这也从

一个侧面表明 《五行志》并非不言阴阳，同时也

指明了貌言视听思与季节的隐性对应关系。

这样，在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落

实为以君主行为准则为内容的个人图式的过程

中，不仅五行的内涵沿着礼的方向发生了根本变

化，即由以五行为标识划分的时政纲领，转变成

为以貌言视听思为内容的五事，并以五行之气维

系着二者间的直接联系；而且季节的内涵也沿着

五行划分时政纲领时体现出来的礼的规定性一面

继续发展，凸显了礼的制约性和支配性；唯有通

过五行之气得以确立的五方，维持着其不变的地

位。于是，阴阳五行图式最终从世界图式，经由

社会图式，最终落实在了君主行为准则上，形成

了以五事为基本内容、五方为空间序列、季节为

隐性时间序列、礼为实质的个人图式，揭示了西

汉时人们对外在世界尤其是社会 （政治）现象的

观察与认知路径，以及服务于君主专制的理论归

趣。至于与 “五事传”内容相仿的 “皇极传”，

则不过是对其理论归趣的进一步强调。

关于阴阳五行的世界图式，《汉书·五行志》

不是第一个论证者，也不是论证最完善者，但却

是最直接、系统而有特色者。一般而言，世界图

式作为对世界的理解和重现，不管它是理性的还

是感性的，逻辑的还是直觉的，其对世界的把握

和认知，都毫无例外是宏观的、抽象的、概括的

和凝练的。以遵循天道运行规律并最终转化为遵

循人间礼制规范为理念，《五行志》建构了一个

从世界图式到社会图式，再到个人图式的系统的

层层落实的阴阳五行图式。这一庞大而整齐的图

式，不仅系统地展示了天、地、人三者间的动态

关系，诠释了西汉时人理解的天人之道的具体内

涵，而且昭示了当时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基本

思维进路，并对此后中国人认识外在世界的模式

产生了莫大影响。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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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 《汉书》第５册，第
１３５３页。

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上，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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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以守序：何休礼学的秩序追求

林　艳

【摘要】何休礼学思想归旨于秩序的构建，而 “正”的观念则是其秩序追求的立足点。他通过正天来正人，以图沟通

天人，建立天人秩序，使人道获得天道的支撑；通过自正来正人，由己及人，构建人伦秩序，解决恩衰义缺的社会危

机；通过正礼来显明礼义，为礼制教化的展开创造条件。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守正达成守成，获得稳定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何休；礼学；公羊学；正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４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２６－０６

　　东汉桓灵时期 “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

屡启”①，出现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何休作为

东汉末年的大儒，冀望通过阐扬儒学精义，挽救

严重失序的礼制局面和风雨飘摇的政治危局。他

在 《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借经传文阐发 “正”

的思想，以使偏离轨道的学术和政治归于正途。

何休礼学建设的目标和方向，是 “理人伦序人

类，因制治乱之法”②。何休论 “正”主要体现

在对不合礼制的 “不正” “非正” “夺正” “背

正”等行为进行批判，对 “近正” “复正” “得

正道” “守正履信”等行为进行褒扬，对 “正

名”“正君臣”“自正而正人”“守正”等价值和

理念进行构建。这一思想通过建立天人秩序、人

伦秩序、显明礼义，为礼制教化的展开铺平道

路。

一、正天以正人：天人秩序的构建

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天人相通思想。先秦时

期，正天以正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时令规律的

把握和运用上。天指自然时令，人指人事，是依

据自然时令颁布政令。如 《周礼》云：“夜考之

极星，以正朝夕。”“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

及都鄙。”③ 《左传》云：“先王之正时也，履端

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

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

悖。”“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

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

民？”④这些论述都是从正时的角度出发来正人

事，时令准，则不误民时；不误民时，则社会运

转就有序。

何休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通过注解经文

“元年，春，王，正月” （隐公元年）来阐发其

贯通天人的思想。在他看来， “元年，春，王，

正月”蕴含了 “五始”之义， “五始者：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⑤。他继承董仲舒

在政治上的谨始、重本思想⑥，论 “五始”是为

阐发 “政莫大于正始”（隐公元年）做铺垫。在

《解诂》⑦中，“五始”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天道

之始，蕴含在他对 “元”“春”的阐发中；一是

人道之始，蕴含在他对 “王”“正月”“公即位”

的阐发中。

他立足 “元” “春”讨论天道之始。 “元”

即 “天地之始”。他说： “变一为元，元者，气

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

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 《春秋》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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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林　艳，吉林农安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①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９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５８９页。
②　 ［汉］何休解、［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８页。
③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９２７、８１７页。
④　同上，第１８３６、１８４５页。
⑤　 ［汉］何休解、［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第５页。
⑥　赵伯雄：《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０６页。
⑦　以下 《春秋公羊传解诂》均简称为 《解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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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

元，养成万物。”① 他以气来释元，让元看起来

不那么神秘，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成天地的元素。

他又说：“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法

象所出，四时本名也。”② “春”即是 “四时之

始”。天地与四时都已具备，天道就变得可以把

握了。在他看来，春是联结天人的关键，是天地

生养万物的起始，是人播种和耕作最重要的季

节，是养生之首。在这个意义上，他所说的王者

继天奉元而养成万物就顺理成章了。他还说：

“明王者当奉顺四时之正也。 《尚书》曰 ‘钦若

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是也。有事不

月者，人道正则天道定矣。”③ 意思是王者当

“奉四时之正”，取法自然，从自然的天道中获得

中正的人道，人道取法天道。

他立足 “王”“正月” “公即位”讨论人道

之始。他借助 “王”来阐发 “人道之始”： “以

上系王于春，知谓文王也……人道之始也。”④

又借助 “正月”阐发 “政教之始”： “王者始受

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

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

教之始。”⑤ 将正月解读为王者受命之后进行布

政施教的起始点。新王即位的首要任务是改元正

时，以显示他继承大统的正当性。他又借助 “公

即位”阐发 “一国之始”： “据文公言即位也。

即位者，一国之始。”⑥

他讨论天道与人道之始，为提出 “政莫大于

正始”服务。他说： “政莫大于正始。故 《春

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

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

……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

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⑦ 这一思想继承自

董仲舒。董仲舒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

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

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

俱正，而化大行。”（《春秋繁露·玉英》）他将

董仲舒 “以元之深，正天之端”发展为 “以元

之气正天之端”，变深为气，与人们能够理解的

万物、自然等有形的物质构成统一起来。他又

说： “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

本。”这就将天 （元及春之内涵）与人 （王、正

月及公即位之内涵）联系起来，形成了天人贯通

的图式。天道秩序井然，则为人道的开展创造了

条件。何休对 “五始”的讨论，既沟通天人，又

明晰了秩序。通过这个天人图式，使人从天获得

了秩序的价值来源。这样正天与正人即统合在了

他的 “正始”之下。

由上可知，何休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正天以正

人的路数，正天既包括正时，又蕴含了从天道来

寻找人事的形上依据和价值来源；正人既包括颁

布政时的人事，还蕴含了君王法天而建立人间政

治秩序的人道思想。从正天到正人的贯通，即是

何休对天人秩序的构建。

二、自正以正人：伦理关系的推演

何休从两个层面来谈自正而正人：一是由己

及人，如 “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隐公十

年），即作为主体的 “我”要积极主动地端正自

己，再要求别人端正，并且对自己要深责，对他

人要宽容，如 “明当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责于

人”（隐公二年）；一是自上而下，如 “正人当

先正大以帅小” （哀公十三年），即 “在上者”

要先端正自己再率领、带动 “在下者”端正。他

无论谈自正、正人还是正大、帅小，都是从个体

道德修养及礼制的内容上着眼，即首先要端正自

己的品德再去端正他人，通过礼制教化而达成个

体的道德自律及社会秩序的建立。

他的自正而正人思想，是对先秦正己而正人

价值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孔孟论正己而正人，

如：“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正己而物正者

也。”（《孟子·尽心上》）“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正己正人是

先秦儒家的价值追求，正人必先正己。何休将正

己变为自正，并在 《解诂》文中多处阐发，虽然

只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却不同。

７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汉］何休解、［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

传注疏》，第７页。
同上，第８页。
同上，第９２页。
同上，第１０页。
同上，第１２页。
同上，第１３页。
同上，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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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谈自正，是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董氏

说：“是故 《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

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

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

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董氏

继承并发展了孟子 “仁心义路”说，区别仁和

义，强调义在 “正我”，并且认为如果 “我不自

正”，即使能 “正人”，也不属于义之法的范畴。

从 “义”的角度来理解，董氏更关注自正而不是

正人。“东汉的教化突出一个 ‘义’字”①，何休

也不例外。他针对当时 “恩衰义缺” （隐公元

年）的问题，在 《解诂》中多处阐发 “义”，如

“有不纯臣之义”“王者无朝诸侯之义”（隐公元

年、十一年）； “伤君臣之义” “别君臣之义”

“以臣事君之义也” （庄公元年、二十九年、三

十二年）；“下无废上之义”“悖君臣之义”（僖

公二十四年、二十八年）； “妇人有三从之义”

（文公九年）；“厚君臣之义” （襄公二十九年），

“事夫之义” （昭公三十一年）； “无去父之义”

（定公十四年）等等。这些对义的论述，都指向

于对君臣、父子、夫妇等主要社会关系的调整。

东汉末期，礼遭僭越，礼的形式与内容背离成为

大问题，重义成为时代呼声，社会迫切需要向道

德主体的内在去求义来解决外在形式的危机。何

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主张通过关注主体体验的

义来唤醒主体的道德自觉。何休论义与孔孟之

“义”有很大差别，他所论之 “义”主要指将

“三纲”与 “五常”融会一炉下的君臣、父子、

夫妇之义，并且以君臣之义为主。他谈自正多数

是为了启发君主、在上者的道德自觉。

究竟自正与正己二者有何差别？孔孟要求正

人先正己，就是说，正己的目的是为了正人，正

己并未明确要求外在规范与内在心理的合一，对

道德主体内在如何并未做要求。自正则不同，侧

重于主体道德的自觉，是主体自我提升道德的内

在要求，是内在道德提升与外在行为规范的统

一。另外，正己而正人，没有强制性；自正而正

人，则是 “我”自己端正了，再去要求他人端

正，是自正后要人 “正”。自正而正人更具孔子

“忠恕之道”的意味，就是说我自己端正了，才

会要求他人端正。

何休的自正而正人，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原则。自正是主体内在自我的觉悟，包含有感

情因素，“我”自己不正，就不要求他人正，这

也是儒家 “仁”的精神表现，就使得自正而正人

有了 “仁”的情感因素作支撑。何休看到了这一

点，他认为自己端正了，让他人从这种有爱的、

和谐的氛围中领悟到 “我”所提供的 “爱”，那

么他人自然乐意按照 “我”的提示和在 “我”

的示范带动下而 “跟随”。自正的内容，首先是

带有人情味的与他人的互动，自正起到了带头作

用，影响他人、带动他人，是从道德关怀的角度

进行的率先垂范。这就使得在正人的过程中，他

人乐于接受和乐于跟随，从而发扬光大自正，最

后实现正人的目的。

何休还将自正而正人的原则应用到处理诸侯

国间关系上。“《春秋》王鲁”是他讨论的前提，

他所谈的自正之 “自”很多地方指的就是鲁国。

按 “《春秋》王鲁”说，在何休看来，鲁国首先

要自正才能正人。他在解诂 “六月，壬戌，公败

宋师于菅”时说： “明取邑为小恶，一月再取，

小恶中甚者耳，故书也。于内大恶讳，于外大恶

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

可治诸夏大恶。因见臣子之义，当先为君父讳大

恶也。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适

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

然后正人。”② 在 “所传闻世”，他对鲁国还提出

了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要求，既要对鲁国的

“小恶”详细记录以端正所行，又要鲁国对自身

苛责，对他国宽厚。如：“《春秋》王鲁，明当

先自详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故略外也。”③

自正而正人是 “由己及人”的规范路径，何

休在 《解诂》中还提到 “正大”而 “帅小”，要

求 “在上者”先要端正自己，这样才具有教化

“在下者”的正当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治

国理政秩序的展开。“在上者”，在政治伦理中主

要体现为君王、天子等，在家庭伦理中主要体现

为父、兄等。从何休在 “定公六年”以及 “哀

公十三年”的论述中，可以了解正大而帅小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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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苏镇：《〈春秋〉与 “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

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４８３页。
［汉］何休解、［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

传注疏》，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同上，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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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

定公六年：

经：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

传：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

名。二名，非礼也。

解诂：为其难讳也。一字为名，令难言而易

讳，所以长臣子之敬，不逼下也。 《春秋》定、

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治定，无所复为

讥，唯有二名，故讥之，此 《春秋》之制也。①

哀公十三年：

经：晋魏多帅师侵卫。

传：此晋魏曼多也，曷为谓之晋魏多？讥二

名。二名，非礼也。

解诂：复就晋见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

人当先正大以帅小。②

在何休看来，“二名”是非礼的。到了 “所

见世”，社会已进入太平盛世。对于鲁国来讲，

已没有什么大事可以批判和贬斥，只有 “二名”

这样违礼的小事成了贬斥的对象。“哀公十三年”

文中，讨论的是对晋国 “二名”的贬斥，何休所

阐发的 “先自正而后正人”也是以 “《春秋》王

鲁”为背景的先正鲁国的 “小恶”再治晋国的

“小恶”；“正人当先正大以帅小”，指的是如果

以鲁为王，则鲁为大，应该率先垂范，晋为小，

所以应先正鲁而后正晋。

关于自正而正人的实现路径，何休提出的方

案是从个体、从家庭出发，落脚于国家秩序的安

定，自身的品德端正、行为规范，才可使他人信

服和跟随。家庭之 “正”是治国理政的基础，夫

妇关系端正了，父子关系自然融洽；父子关系融

洽了，君臣关系自然和谐；君臣关系和谐，整个

社会才能有秩序。何休说：“《春秋》正夫妇之

始也。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和，君臣

和则天下治。故夫妇者，人道之始，王教之

端。”③ 他认为，家庭伦理关系中 “夫妇”是政

治教化的起始点。

何休自正而正人的思想，就是将个体的道德

修养、家庭的伦理关系的协调，推演到社会政治

中君臣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上，即是由家庭伦理

向政治伦理进行推演。伦理道德之礼，体现在对

自身的约束和要求上，侧重于德性修养；政治教

化之礼，体现在社会国家治理中对君臣、君民之

间关系所设定的礼制规范。何休主张自正而正

人，希望通过家庭伦理道德之礼来匡扶政治教化

之礼，以此来解决社会现实中的礼治危机。

三、正礼以明义：礼制教化的展开

何休认为礼之 “不正”“非正”的原因，一

是礼的规范混乱不清晰，不知该遵循什么；另一

则是礼被僭越，礼的权威不被尊重和敬畏。无论

是显明礼义，还是解决依礼施行的问题，都属于

正礼的范畴。何休对礼之 “正”的褒扬与礼之

“不正”的贬斥，其目标都指向正 “君臣之义”，

以 “别尊卑、理嫌疑”，体现 “尊天子”的思

想。他在经文 “城诸及防”（庄公二十九年）下

说： “诸，君邑；防，臣邑。言 ‘及’，别君臣

之义。君臣之义正，则天下定矣。”④ 传文 “不

以私邑累公邑也” （昭公五年）下说： “公邑，

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义不可使臣

邑与君邑相次序，故言 ‘及’以绝之。”⑤ 这体

现了他对正 “君臣之义”的追求。

何休正礼以明义，即通过名分、礼数、礼

仪、礼器等所蕴含的礼义来表达。同时他借

“讥、贬、绝”以及 “时、月、日”例等 《春

秋》书法以明义，对礼之 “正”进行褒扬，对

礼之 “不正”进行贬斥。他的礼学建设指向很明

确，就是君臣之礼的构建、君臣秩序的获得，使

君臣关系回归到礼制教化轨道上来。

对于 “名”与 “礼”的关系，有学者指出：

“在制定等级规范之前，最最重要的是确定一个

人的名分与地位…… ‘正名’一直是礼文化的重

要内容，这里的 ‘名’不是简单的事物的称谓，

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即社会等级秩序中的 ‘名

位’、 ‘名分’…… ‘名’与 ‘礼’密切相关，

失去了礼的规范，‘名’将不复存在。”⑥ “正名”

的背后是礼治的追求，是制度教化的起点。《解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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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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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０８８页。
同上，第１１８５页。
同上，第５３页。
同上，第３３１页。
同上，第９２３页。
张自慧：《礼文化的价值与反思》，上海：学林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１８６—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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诂》中的正名思想有两类：一类是以 《春秋》

书例 “正名”来表达褒贬进退，一类是对 “名”

与 “实”关系相符的褒扬以及不符的端正、矫

正。第一类，如在经文 “春，介葛卢来” （僖公

二十九年）下，何休说：“介者，国也；葛卢者，

名也。进称名者，能慕中国，朝贤君，明当扶勉

以礼义。”① 这是他根据 《春秋》“七等”的书法

原则 （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

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对介国的葛卢能慕中

国、朝贤君直称名而褒扬其渐知礼义。同年，介

葛卢再次来朝，他说：“前公围许不在，故更来

朝。不称字者，一年再朝，不中礼，故不复进

也。”② 按 “七等”书法原则，本应在前次来朝

称名基础上进称为字，但是因其在一年之内再次

来朝，不符合礼制，因此在称呼上不再更进一

步。

针对 “名”与 “实”的关系，要根据人的

“名”来确定身份的 “实”，按照实际的身份等

级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这样处理社会关系才符合

礼制的规矩。所以，一定要从确立 “名”开始，

通过对 “名”的纠正来理顺社会秩序③。在经文

“秋，七月，天王使宰喧来归惠公仲子之”

（隐公元年）下，何休说： “言天王者，时吴楚

上僭称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系于天也。《春

秋》不正者，因以广是非。”④ 对王的正称，本

身言王即可，但夷狄之君 “吴楚”僭越礼制，自

称为王，真正的天子则不能自正，而借天王的称

号来表征是真正的天子，也说明了当时天子式

微、礼制遭僭越的状况。何休说 “《春秋》不正

者”正是为了广泛宣扬吴楚僭越的非礼行为，是

为了 “不正”中的 “正”。徐彦也说 “若单言

王，是其正称，今兼亦言天，见其非正矣”⑤，

即通过天王的称谓来贬斥诸侯、夷狄之君的僭礼

行为。

何休正礼以明义，讨论较多的是礼器以及礼

器中所蕴涵的礼义。关于礼器与礼的关系，礼器

是指行礼的器物，礼必须借助于器物才能进行。

使用何种礼器行礼，以及礼器如何组合，都表达

着礼义的信息，古人说 “藏礼于器”，就是这个

道理⑥。在经文 “取郜大鼎于宋” （桓公二年）

以及传文 “此取之宋，其谓之郜鼎何……宋始以

不义取之，故谓之郜鼎”下，何休说：“宋始以

不义取之，不应得，故正之，谓之 ‘郜鼎’。如

以义应得，当言 ‘取宋大鼎’。郜本所以有大鼎

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诸侯有世

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赐之。礼，祭，天子九鼎，

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⑦ 何休在此进

行了扩展性的阐发，指出周家为表彰世孝之诸

侯，制鼎以助享祭。按徐彦疏，何休引 《春秋

说》文 （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

五，元士三也）来阐发礼器、礼数，目的是在礼

器、礼数所承载的礼义上，以表明不同等级享有

不同数量的助祭之鼎，以别尊卑、序秩序。

《春秋》书法，按公羊家的观点，有微言、

有大义，蕴含在 “讥、贬、绝”以及 “时、月、

日”例的表述中。“讥、贬、绝”等文辞中的微

言大义，如对 “僖公二十五年”宋国三世内娶行

为的贬抑。按 “三世异辞”的书法原则，在

“所传闻世”，外小恶是不做记录的。经文记载

“宋杀其大夫”，传文认为，经文没有记录宋国杀

其大夫的名字，是因为 “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

娶也”。何休进一步以 “礼”来论证这个观点，

说：“言无大夫者，礼，不臣妻之父母，国内皆

臣，无娶道，故绝去大夫名，正其义也。外小恶

正之者，宋以内娶，故公族以弱，妃党益强，威

权下流，政分三门，卒生篡弑，亲亲出奔。疾其

末，故正其本。”⑧ 何休认为，国君内娶破坏了

君臣之道，因此不记录大夫名字以示贬抑，经文

“在所传闻世”对外小恶进行记录，是有深意的，

内娶会产生 “公族以弱，妃党益强”的大问题，

虽然事小，影响巨大，因此他专门对此行为所带

来的后果进行显明和强调。这一问题也正是东汉

末期社会的大问题，何休是借此进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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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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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何休解、［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

传注疏》，第４８８页。
同上，第４８９页。
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９页。
［汉］何休解、［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

传注疏》，第３３页。
同上，第３３页。
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５０—５２页。
［汉］何休解、［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

传注疏》，第１２７页。
同上，第４６８页。



正以守序：何休礼学的秩序追求

“时、月、日”例中显示的微言，如对 “不

月”的解释，在经文 “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

于王城”（昭公二十二年）下，何休说：“时居

王城邑，自号西周主。据非成周。时虽不入成

周，已得京师地半，称王置官，自号西周，故从

篡辞言 ‘入’，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

无二京师也。不月者，本无此国，无可与别轻重

也。”① 首先，传文认为，经文用 “入”字的书

法来表明王猛的篡位行为，何休认为经文言王城

而不言西周是为了 “正之”，因一国不能有两个

京师。经文 “不月”的理由，在何休看来是为了

显明 “本无此国”而无需 “别轻重”，言王城而

不言西周是为了正义。

另外，何休对守正行为十分推崇，守正背

后，是对正礼的追求。如传文 “故君子大居正”

（隐公三年）下，何休说： “明修法守正，最计

之要者。”② 他认为只有守正才能不 “开争原”，

才不会祸患无穷。另一种情况是背正而返正，在

经文 “九月，宋人执郑祭仲”（桓公十一年）之

下，何休对祭仲知权 “出忽立突”最终以郑存并

且 “忽返”而 “突出”这一 “返于经”而 “有

善者”的结果行为进行褒扬。在何休看来，祭仲

是因 “前虽有逐君之负，后有安天下之功”，即

“忽返”而 “突出”告终，因此，虽然郑国前期

没有守正，将王位交给 “突”，但最终通过权宜

之计还是让 “忽”返回了郑国而继承了王位，这

既保住了郑国，又回归了郑 “忽”之位，因此值

得赞扬③。礼之经是 “正”，礼之权则是突破了

“正”，但因其 “返于经”而 “有善者”，因此，

在公羊家看来也是可以接受并赞扬的。这就是从

变礼的角度谈守正。礼之权在何种情况下、达到

什么样的效果才符合正道，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以及不同社会背景都有不同的诠释。

由上所述，何休的正礼即是正义。 《解诂》

讨论最多的是君臣之义，论及夫妇、父子之义都

是为了解决君臣之义的危机。《解诂》虽然未提

及 “三纲五常”的说法，但实质上将董仲舒的具

体要求融会一炉、落到实处，通过强化家庭伦理

关系即夫妇、父子、兄弟之义来救助政治伦理上

君臣之义的缺失。

结　　语

何休从正天以正人、自正以正人、正礼以明

义等角度，依据 《春秋公羊传》阐发其思想主

张，其目的很明显，就是重构日渐崩解的社会政

治秩序。他通过 “正天”获得 “人道”的理论

前提；通过 “正人”来协调人际关系；通过

“正礼”，使得外在礼制规范与内在礼义要求和谐

统一。所 “正”之义贯通全篇的是 “君臣之

义”，这是何休礼学的价值追求，是他在东汉末

年 “君臣之道”危机、礼制遭僭越的社会形势

下，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的探索和努力。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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